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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没有塔斯马尼亚大学地理与环境研究教授杰米·柯克帕特里克（Jamie Kirkpatrick）的倡议，就不会有这本书。他邀请我到其学院从事研究，使我获得了完成这项工作的资源，因此我要感谢他的慷慨和开拓精神。这些资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皮特·海（Pete Hay）的学术指导；后来随着项目发展，艾丹·戴维森（Aidan Davison）也给予了指导，他在热情鼓励之余，还提出了敏锐的问题。迈克尔·洛克伍德（Michael Lockwood）、格雷姆·韦尔斯（Graeme Wells）、凯特·克劳利（Kate Crowley）和马库斯·霍沃德（Marcus Haward）也提供了帮助。校外给予帮助的有现任职于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利兹大学的斯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以及莱斯大学的约翰·R.阿尔福德（John R. Alford）。¶
这里提出的部分想法，早在此前数十年的政治与环保行动中就已形成。在那一阶段，给予我启发、建议和批评的人之多，已超出我的记忆。半个多世纪前，父亲埃德蒙（埃迪）·史密斯（Edmund [Eddy] Smith）带我去钓鱼，由此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与户外的接触，使我开始欣赏自然环境这一包罗万象的公共物品。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社会而言，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已不值得为之承受它带来的麻烦，这促使我开始思考。毫无疑问，他的判断来自他对如何享受自然与乡村环境的深厚素养。他在农场长大，学会了在附近的小溪钓鳟鱼，并在大学学习科学。在这些经历之外，他还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接受了一种政治视角。他的父亲做过木匠、勘探者和农民，曾指出，作为一种粗略的经验法则，尤其面对复杂和长期的问题时，“多数人总是错的”。¶
塔斯马尼亚的荒野，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强大动力。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欣赏荒野的美与挑战，随后却目睹它们被一点点肢解，是令人痛苦的经历；但它也促使我思考。有二十五年，我所处的位置很适合做这种思考：我在塔斯马尼亚林业委员会（现为塔斯马尼亚林业局）担任规划师和地区行政管理者。这一政府机构当时是、今天仍是毁坏荒野及其他自然价值的一股主要力量。我十分郑重地感谢荒野对这里所呈现工作的贡献。在我看来，这类灵感源泉推动着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思考。缺少它们，人们可能看不到人类得以繁盛的某些道路。¶
我要感谢我的兄弟马库斯，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交流思想，但主要是因为他帮我在乡下建起了一座小屋。那里是从事这项工作的理想基地。杰克与克里斯蒂娜·洛马克斯（Jack and Christine Lomax）一面满怀政治义愤，一面给予了我很大支持。罗德·韦斯特（Rod West）鼓励我到塔斯马尼亚大学继续探究我关切的问题；在写作的最后阶段，尼克·索耶（Nick Sawyer）对内容提要做了有益的审阅。第五章的“稀缺乘数”理论酝酿了四十年，克里斯·哈里斯（Chris Harries）、杰弗里·利（Geoffrey Lea）以及《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三位匿名审稿人的想法、批评和鼓励，对它帮助很大。我的“人民论坛”制度设计，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鲍勃·布朗（Bob Brown）的一次讨论，当时距他成为澳大利亚绿党的首位参议员及领袖还有八年。我们担心，民主政府对于在我们看来重要、甚至根本的问题缺乏回应。鲍勃想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来改善这种状况，或许采用加利福尼亚州那种由公民发起的形式。这一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样子，责任完全在我。多年来，通过与许多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交流，这一结果不断得到完善。这里只感谢其中的几位：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泰德·贝克尔（Ted Becker）、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和社会研究者休·麦凯（Hugh Mackay），以及墨尔本罗伊·摩根研究公司首席执行官米歇尔·莱文（Michele Levine）。¶
感谢 punctum books 创始主任艾琳·乔伊（Eileen Joy）有勇气出版这部作品，也感谢她的联席主任文森特·范赫尔文·乌伊（Vincent van Gerven Oei）友善、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最后，感谢Chia-Chin（Amy）Lin在这个项目的最后几年里，将揶揄与热情支持融合成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

内容提要
这份全书概览既是导言，也简要说明了本书所提出的新制度的设计及其预期功能；本书将这一制度作为民主功能失调的补救办法。对于那些希望不读完全书就理解这一设计的人，以及读过全书、又需要借助概述来判断这一方案潜力的人，这一说明都应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及其他人士，包括许多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早已认识到民主制度往往存在严重的功能失调。半个世纪以来，“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一直提出这样的理论：自由民主的结构使其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这些学者所谓的“公共物品”，基本上是指任何公民都能免费使用或受益，或者无需直接、个别购买就能使用或受益的物品与服务。公共物品可以是公共道路这样的具体事物，也可以是程度不等的抽象事物，例如国家免遭攻击的安全，或公民普遍彼此信任的氛围这样的社会资本。“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具有“排他性”，也就是由个人或公司等私人实体拥有；这些所有者通过直接购买、接受赠与，或者自行制作，取得这些物品。¶
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政府的目的，以及政府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提供那些如果没有政府来做，就不会得到提供或保护的重要公共物品。因此，他们把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视为“政府失灵”。除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观察和思想，过去三十年来，政治学家集中研究“审议民主”的理论与实验，也表明政府失灵是一个严重问题。这里的主要思想是，如果能够促使公民更有效地审议公共问题，民主政府的表现就会改善。通过这些及其他途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在向我们提供对民主病症的观察和诊断。政治学家及其他人提出了许多治疗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没有成效，因为它们要么规模太小，无法影响治理质量，要么规模足够大，却几乎无法付诸实施，因为实施它们需要功能失调的政府自己去做。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本书勾勒出对政府失灵的一种系统性诊断，并据此设计了一项具有以下关键特征的方案：（1）通过诊断系统性失灵，解决规模问题，从而应对州、国家乃至更高层级的政府失灵；（2）能够在民主政治的现实世界中付诸实施。¶
这一诊断被称为“三重功能失调理论”，因为它假定，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产生了导致政府失灵的三种原因。这个结构就是通过选举选出政治代表。这三种失灵原因分别称为含混授权、过度竞争和过度妥协。含混授权，是指公民通过选举把治理自身的民主权力与责任转交给代表时，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其基本结果是，没有人真正负责。因此，尽可能妥善地提供公共物品的部分责任便无人承担。选举之所以造成这种不负责任，是因为选举的频繁举行，加上在任者通常有资格竞选连任，意味着公民投票时，并未完全转交自己的民主治理权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这种权力，准备在下一次选举时行使。然而，政治学中广为人知的一点是（本提要结尾将详述），绝大多数公民——约80%——对公共事务与政策所知甚少。有鉴于此，为了实现良好治理，候选人和代表必须让自己充分了解情况。但如果他们确实这样做，并据此行动，大多数选民就可能误解他们，并且行使公民的治理权力，拒绝选举或再次选举他们。因此，候选人和代表把注意力放在理解选区民众的愿望上，而不是理解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上。于是，在一个重要意义上，没有人在治理：公民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政治人物，但政治人物因为想要当选和连任，无法充分履行它。委托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政府也随之失灵。¶
这种政府失灵，即未能审慎选择公共物品，预计主要会发生在政府对战略政策的选择上。这是因为，政治人物对选民愿望的关注，往往把他们限制在制定回应大多数公民最感兴趣的短期与个人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上。因此，战略性问题受到忽视。这类忽视的一个例子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确立，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变暖是一种生存威胁，二十四年过去了，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作却进展甚微，排放速率还在继续上升。下文第五章探讨了战略政策失灵所产生的一个相关却更普遍的后果：民主国家无可救药地沉迷于经济增长，尽管在有限的地球上——也包括有限的国家疆域之内——实现无限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增长必将在损害最终阻止它之前，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当然，全球变暖已开始造成其中一些破坏。从根本上说，对增长的沉迷，是选民短视地关注更多就业、更多收入和生育自由给个人带来的好处。这种短视忽略了提供这些好处的较长期成本：自然资本因为不断被消耗，也因为试图使用剩余自然资本的人越来越多，而日益稀缺。¶
“三重功能失调”的第二个要素是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由于选举频繁举行、在任者有资格连任，以及失败对政治生涯具有致命性——政治人物如果得不到足够选票，便会被排除出政治舞台，至少暂时如此——这种竞争激烈、普遍而持续不断。说它过度，是因为它使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而彼此斗争，而不是了解公共物品，并在彼此之间认真审议，选择应当提供或保护哪些公共物品。三重功能失调的第三个要素是过度妥协，即让相对了解情况的公民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与不了解情况者的政治影响力相互折中。这主要源于普选权与选票平等。这种妥协之所以过度，是因为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公民并不了解情况。远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已认识到，这是使民主难以正常运转的问题。¶
对于民主政府为何表现不佳，一种流行看法是，它们受到富裕私人利益集团的操纵。尽管这种影响强烈得令人震惊，而且证据充分（例如 Gilens 2012；Ash 2015），但它并不是政府失灵的原因，而是结果。当政府因为结构无能而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时，强大的私人利益便能够利用它在公共物品方面的“注意力缺失”，转而使政府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三重功能失调理论分析的是我们现行民主政府选举制度的不足，因此它不会到这些制度之外寻找不足。人和公司试图获得私人物品等外部事物，是政府必须在其中生产并维持重要公共物品的环境的一部分。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使它能够在该环境中这样做的结构。¶
三重功能失调的诊断把政府失灵归因于选举制度，因此它提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可能是用另一种代表形式取代选举，例如抽签选任，也就是在所有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中以抽签方式选出代表，换言之，进行随机抽样（例如 Burnheim 1985、2016）。如果能够防止这些代表被强大的私人利益收买，那么某种抽签选任形式或许确实能尽量减少三重功能失调。然而，这类程序的各种形式都面临一个致命问题：它们需要现有政府使其启动，然后退到一旁，让它们接管。但很难想象，在选举制度中取得成功的政治人物，会认为有必要替换这一制度，包括替换自己。因此，像抽签选任这样、实施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的改革，几乎不可能落实。我们需要另一种方案，它不仅要针对上述诊断，而且必须能够在政府惰性、漠不关心乃至敌意之下实施。¶
如果一种方案要具有实施的可行性，看起来就必须让人民在其中拥有切身利益；这样，他们或许会迫使代表建立它，或者，如果方案容许，他们自己就能把它建立起来。使公民拥有这种利益的一种办法，是赋予他们更多政策权力。这也能应对三重功能失调，因为它通过缩小公民试图委托给代表的治理范围，尽量减少授权的含混性，从而使人民更明确地掌握主导权，也使制度更直接地体现民主。这或许可以通过一种新制度实现：把公共政策中一个格外有力的领域交给公民。战略政策符合这一标准，因为它不仅涵盖为国家发展确立长期目标，而且决定了未来中期与短期政策的选择范围。此外，如上所述，关注战略政策，就能应对据推测被民主功能失调所忽视的那个主要治理领域。¶
一种可能赋予公民这份责任与权力、同时又具备实施可行性的制度，是新型民意投票或全民公决，前提是其设计能够：（1）由公民或非政府组织建立并运营；（2）处理战略性议题；（3）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实现第一个目标，需要投票出于自愿，因为公民和非政府组织能够设立和组织投票，却不能强迫人们投票。正如下文将会看到的，这里所需要的自愿投票，不仅意味着公民可以选择是否参加，而且意味着他们可以只回答整张选票上自己愿意选择的任何问题。将投票问题限定为战略性议题，就能实现第二个目标；而通过反复举行投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就能创造实现第三个目标的潜力。由于经过慎重选择的关键战略问题可能多年都高度相关，这样的投票可以在十年或更长时间内反复举行，而不改变问题。每年重复一次的周期，应当能让公民在两次投票之间，通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公共辩论有所学习，投票结果也随之改变。这样，在公民相互学习并发展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几年后，结果中就会显现某些趋势。随着一般公众逐渐意识到，参与这种投票的选民对这些问题变得更有见识，投票趋势的公共地位便应当提高，并开始产生一些政治影响力。¶
如果投票不仅出于自愿，而且完全由参与者自我选择，它就会获得应当能够增强其政治影响力的公共可见性。“自我选择”是指，是否投票以及对哪些问题投票，都由每个公民主动决定。这种自我选择所产生的公共可见性，将使该设计与通常的随机抽样民意调查大不相同，因为后者并不会在调查开始之前及进行过程中，让一般公众知晓其运作。随机抽样所通知的公民，仅仅是从人口中选作样本的极小一部分，而且他们也不会得到事先通知。绝大多数人只有在结果公布后，才知道这种常规随机抽样调查的存在；这时再激发公众争论以试图影响结果，就已经太晚。相比之下，自愿且自我选择的投票，会在投票举行之前提高其公众知名度，尤其是在投票日期临近时，因为这种投票必须通过宣传来吸引选民，至少在它作为一年一度的公共事件，在公民心中牢固确立之前是如此。此外，这种自我选择式投票的网站，会长期向公众展示选票，使公民可以随时讨论其中的问题，而且远在投票之前就能这样做。这应当促成公民互相学习，并搜寻有关这些具体问题的更多信息。另外，如果公民可以在例如一周之内随时提交并修改选票，那么媒体在这一周里每天报道投票进展，又会为活动带来更多宣传。在此过程中，公民，尤其可能是那些发现自己关切的事项在每日结果中表现不佳的人，会利用投票结束前的剩余时间，确保自己投票，并催促潜在的同盟者也参加投票。¶
类似的互动与学习，也会在全年两次投票之间发生，因为重复进行的自我选择式投票，会鼓励公民持续参与围绕选票问题的公共讨论。他们的动机，是在下一次投票之前，为自己的观点争取选民支持。这种激励应当相当显著，因为投票的自我选择性质意味着，这类公共交谈与争论，不必像为了影响常规随机抽样民意调查结果那样，改变整个人口的观点。它只需影响可能参加自我选择式投票的那一小部分、相对关心政治的人口的观点，以及他们的投票意愿。此外，选票紧紧围绕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多年不变，也有助于公共争论促进选民、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旁观者形成更成熟的观点。因此，选民以及仅仅旁观过程、并不投票的公民，都会受到激励，主动了解情况，并发展自己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投票进行了几年之后，这应当开始产生某些趋势，显示这一制度的参与者在各个问题上如何发展或坚持其看法。与此同时，参与程度较低的公民观察这一过程时，也应当越来越愿意赋予公开报道的投票趋势某种公共地位，从而赋予它们政治影响力。总体而言，公民会逐渐认识到，自愿且自我选择的投票，会产生相对知情、经过审议的结果；它以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一，它只反映对议题感兴趣的公民的观点，因为正是这些人足够关切，才会投票；第二，许多这样的选民，在参与围绕选票问题的公共辩论时，正在变得更知情、更有判断力。投票结果不断成熟、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便使它有可能缓解三重功能失调的第三个要素：过度妥协。¶
当这种新式投票的趋势，始终与现行政策或法律相冲突，尤其当要求新政策或新法律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时，许多人，无论是否参与这种投票，都可能开始呼吁政府作出相应改变。他们会认为，这些趋势不仅显示了关心这些问题的公民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经过了相对审慎的考虑。选举之前，投票管理者如果公布“成绩单”，将投票趋势与政党及个别候选人的政策进行比较，就会增强这种政治影响力。该投票还可能提供另一种产生政治影响力的判断捷径：它所显示的投票趋势，可能影响部分公民在被常规民意调查随机抽中时给出的回答。¶
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可能会宣布：除非下一次投票扭转了连续多年要求改变政策或法律的趋势，否则它就会作出这些改变。政府之所以会这样做，而不是在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直接行动，是为了避免走在大众意见前面太远，以至于面临选举反弹。代表们向公民发出的这种挑战，应当会增加投票参与，因为那些开始担心法律或政策改变的人，将会在公共场合反对它，并开始投票。其他此前投票支持或反对这种改变的人，加上如今开始同意他们的公民，可能会更积极地投票和参与围绕问题的公共辩论，以促成或阻止改变。这应当进一步增强投票的公众知名度、公共地位、政治影响力，以及其趋势所体现的明智程度。¶
如果自愿、自我选择的投票要吸引可观的参与人数，就必须尽可能方便选民。因此，投票将通过电话与互联网进行；在这些方式下，实现充分的安全与隐私保障似乎是可行的。这些方式也便于电子制表与分析。如上所述，公民将有一周时间提交和修改自己的选票，而这一期间由此产生的媒体报道，将提醒他们采取行动。选票无论纸质版还是投票网站上的版本，均可免费取得；每个问题都将为选民提供尽可能广泛的答案选项；它会对所处理的每个战略性议题作简短、平衡的说明；而选票中这类议题的数量不受限制，以便尽可能多的公民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也让投票全面处理战略政策，从而在议题说明中，引导选民关注议题之间的重要关系。¶
这种新式投票在开始运作的一两年内，结果未必明显比随机抽样调查更明智，尽管自我选择式投票排除了那些对相关议题兴趣很少、知识也很少的人的无知影响。之所以预计如此，是因为那些有足够兴趣参加投票的人五花八门，从深思熟虑、了解情况的人，到充满偏见、教条和狂热的人，都可能在内。不过，这种投票设计应当能通过三种方式克服这一问题。第一种是，非理性的投票结果会激怒许多此前没有投票的理性公民，促使他们确保自己和同盟者在今后的投票中参加，以努力把结果转向更明智的方向。这些相对新加入的人，也会倾向于更积极地参与围绕选票问题的公共讨论，努力揭露他们眼中的无知想法和虚妄教条。第二种使非理性者无法主宰投票的方式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可能分属观点冲突的不同派别，其影响往往在投票结果中相互抵消。这可能使理性选民在结果中拥有更强的声音。第三种使教条难以占据上风的方式，是如前所述，这些问题切中要害，并在连续多年的投票中保持不变；这将有助于参与相关公共讨论的人，不论他们是否真正投票，都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增长知识与见识。这种不断成熟的认识，应当使坚持非理性教条的人，在投票结果和广泛的大众公共意见中，都日益边缘化。教条主义者会越来越难以主宰投票结果；即便做到了，这些结果也会越来越难以被公众及其政治代表接受，作为制定新公共政策和法律的指引。¶
除了通过上述三种途径鼓励审议，这种投票还有一个有助于审议的特点：在能够用答案选项来实现的情况下，选票会追问选民在前一道议题问题中选择某项答案的动机。这类动机问题可能有两种：“机制问题”，请选民解释其偏好的政策将如何起作用；“理由问题”，询问选民为何具有这种偏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经过统计分析并公布，以激发公众围绕其明智性和道德性展开争论与审议。例如，可能会发现，持某些议题观点的人很少回答动机问题，而持其他观点的人却经常说明其动机。此外，人们所公开表明的动机类型，会引起公众讨论：这些动机是否恰当，以及由它们推动的观点是否合理。当然，这种投票可能引发的争论多于审慎的审议，但争论将提供推动审议及投票参与所需的大量动力。¶
因此，这种自我选择式连续投票具有三项主要功能，可能缓解三重功能失调中的两个部分：（1）仅登记那些对所涉议题感兴趣的公民的意见，因而有望减少过度妥协；（2）为这些意见创造政治影响力，通过缩小公民借选举试图转交的责任范围，减少授权的含混性；（3）促进这些意见的发展，也促进许多不愿费心投票的公民的意见发展，从而减少过度妥协。这种设计有别于传统民意调查和全民公决，因为它登记相对成熟的公共意见（上述第1项），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意见及大众意见（上述第3项），因此称为“意见发展投票”。建立和管理它的组织，称为“人民论坛”。这个组织会以某种方式开展投票，使广大公民认识到，它：（1）公正无偏；（2）提出关乎社会未来根本问题的深刻提问；（3）帮助公民交流关键观点，彼此学习；（4）显示选民意见如何在历次投票中变化；（5）发展集体行动的选择；（6）向政府施压，要求它执行这些选择。¶
人民论坛会把选择在其中投票的公民定位为战略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因此赋予他们成为政府“指挥者”的潜力。如果论坛获得政治影响力，使这种潜力成为现实，政治人物便将退居执行者的位置，负责执行指挥者的战略政策。在这一角色下，政治人物将选择适当的战术政策；战术政策在时间、地域范围及对其他议题的影响方面，都属于中等跨度，同时还要制定有助于执行战术政策的操作性政策；操作性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最短，对其他议题的影响也最小。公民及其代表的角色得到澄清，将减少政治人物之间过度竞争给治理造成的损害，因为公民会承担一些政治代理人在相互争斗中忽视的政策工作。这种效果应当相当有力，因为可以说，这些工作，也就是发展战略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工作。因此，论坛如果有效运转，就会缓解三重功能失调的所有三个部分。¶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设计只有赢得公众的高度尊重，才能发挥作用；不仅要赢得参与投票的公民的尊重，也要赢得大多数不投票者的尊重。后一种效果是可信的，因为政治学家观察到，只要公民知道自己随时都可以介入和作出贡献，大多数人便很乐意让别人去思考公共政策和参加投票（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2, 239）。这种设计以自我选择的投票方式和方便取得、反复使用的选票，邀请他们这样做。如果论坛在运作中获得了崇高的公共地位，就能实现其潜力：让公民成为政府的指挥者，让政治人物成为他们的执行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或许会学会不再把政治代理人称为我们的“领袖”。可以说，民主制度中已经存在大致沿着这一思路的模糊分工：选民是“委托人”或领导者，政治人物是他们的“代理人”或执行者。但选举过程使这一分工陷入混乱，正如本提要开头所论述的；智人的社会性或部落性又进一步遮蔽了它，使公民本能地把总统、总理和其他政治人物视为自己的“领袖”。因此，公民甚至不去尝试履行其民主领导角色；他们通过选举奖惩强加给政治人物的“战略性”政策，也缺乏思考，只不过是他们通常要求的那些短期、地方性、关注狭窄的政策所产生的较广泛含义。¶
这样，我们似乎拥有了一种制度设计，它不仅可以遏制三重功能失调，而且能够在这种失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现在，我们要考虑论坛的管理者是否确实会履行其使命，以及如何把这一新制度引入政治与政府之中。¶
论坛自愿、自我选择的投票方式，赋予公民抵制它的能力，使论坛很容易受到公众批评的影响。记者、学者、非政府组织、智库及普通公民的负面评论，很容易损害其信誉，除非可信来源迅速提出有力论据予以反驳。即便几乎没有实际证据，公共批评也可能把论坛描绘成自利操纵者的偏私工具，声称这些人试图为了自己的目的进一步腐化政府。结果可能很快就是，论坛的投票变成公众嘲笑的对象，几乎无人参加。这种抵制能力，应当能确保论坛管理者使选票始终切题、深刻而公正。它会促使管理者在选票开头长期张贴一则告示，邀请公民提出修改建议，例如纠正议题说明、增加新议题、新问题及新的答案选项。如果论坛要获得公众的高度评价，一个显而易见的要求是，必须吸引数量“像样”的选民，也许应包括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大多数可以预期会对选票上的议题感兴趣的人。不过，参加论坛投票者占全体公民的比例，远不太可能接近多数，而针对任何特定问题投票的比例还会小得多。〔译注：原文这一句的分母措辞不够清楚；此处依本段及前后文所述的自愿参与范围理解，未将其解释为全民多数参加。〕¶
论坛发挥作用的另一个要求，是必须让管理者有动力把它限制在战略性议题上。它会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一，意见发展投票反复进行的功能意味着，它只能提出多年持续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通常是战略性问题。第二，如果论坛要有政治影响力，就必须拥有较高的公共地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是否看到，它认真关注的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同时也是民主政府目前忽视的政策。从这两方面看，这都是战略政策。¶
人民论坛的成功既然取决于其战略关注点，它就只能在公民认为有一定希望落实这类政策的政治共同体中运作。因此，也许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行的小规模试验，很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论坛试验必须在它所针对的规模上展开，也就是能够实施或影响战略政策的大型管辖范围。这样的范围包括国家、跨国及全球治理体系。基于同一原理，论坛也可以在联邦内部的州和省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应当能对全国性的战略政策与法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保证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战略议题，是分离；主张分离的公民，可能把它视为解决其他战略问题的先决条件。¶
要把论坛引入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不一定需要公众已经广泛认识其潜力，也不一定需要政府主动发起。如果有足够多的慈善家或其他公民对这种设计深感兴趣，筹集也许$10–20 million（1,000万至2,000万；原文此处未注明币种），让它建立并运营几年，那么这样的公开运作，或许就会使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个民主州或国家实现这一点，就可能开创先例，使世界各地许多政府把人民论坛确立为正式组成部分。在民主政府现有的执行、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分支之外，这一新制度将构成一个全新的分支，专门帮助公共意见发展。可以说，所有民主政府目前都缺少这种分支，是其结构中一个使它们难以正常运转的缺口。既然这些政府依靠公共意见运作（例如 Druckman and Jacobs 2015, 30），那么公共意见是否充分知情、是否经过认真审议，就至关重要。而政治学家认为，公共意见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为坚实的研究发现之一（例如 Bennett 2006）。过去半个世纪的调查反复显示，民主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对政治与公共政策都非常缺乏了解。《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的编辑曾指出：“我认为，最主要的规范性含义在于，人民的意志缺乏信息到了如此可悲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怀疑，把这种意志制定成法律是否妥当。”（Friedman 2006, iv, v）¶
人民论坛既然处理长期议题，它可能决定的不仅是战略政策与法律，还包括政治宪法、惯例及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其中一种创新当然就是论坛本身，即上文建议设立的政府新分支。其他创新可能包括：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新惯例，确认选择分离是分离主义者可以行使的权利，但须以保障分离地区少数群体为条件；在有需要的地方，例如美国，设立非经选举产生的选举委员会，以不带党派操弄的方式重新划分选区边界；设立多席位选区，取代单席位选区，使少数派观点能够按比例在立法机关中得到代表；引入代表选举中的排序投票，以支持这种效果；如果认为参议院或上议院的功能已经由人民论坛取代，就废除它；甚至还可能以某种抽签选任形式取代选举代表制，尤其是在判断这种形式能够与人民论坛相容，或者使论坛变得不再必要时。¶

第1章 失灵的迹象
2012年2月10日，星期五，一组科学家在伦敦召开会议，为定于6月举行的里约＋20地球峰会准备一份声明；这次峰会距离最初的地球峰会已有20年。所有与会专家都是著名的蓝色星球奖得主，这一奖项常被视为环境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他们得出结论：在修复政府体制之前，我们大可不必指望修复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与气候。会议主席、英国政府首席环境科学顾问鲍勃·沃森（Bob Watson，引自Pearce 2012a）宣称：“我们已经不抱幻想。目前的政治体制已经坏了……20年来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我们离走上可持续道路还远得很。”他指出，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是终结化石燃料时代，以遏制气候变化，并投资于人口控制，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避孕手段。但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正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候模型研究者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Pearce 2012a）所说，“政治体制没有为未来担忧的动力”。¶
四个月后，6月的里约＋20峰会期间，法新社（AFP 2012）报道：¶

昨天，目睹这场为期10天的活动拖沓落幕的资深观察人士，都沮丧地摇着头。



在他们看来，继2009年近乎灾难性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后，这再次表明，面对如今正高速逼近的生态危险，联合国体系无力作出回应。



“这表明政治无能、体制瘫痪，使我对这个体制取得成果的能力感到悲观，”法国智库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洛朗丝·蒂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说。


这些对世界各国政府表现的负面评价，也把民主国家包括在内，认为其无能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三年后，2015年的巴黎气候峰会几乎没有给人理由改变这种看法。虽然这次缔约方大会表达了把全球升温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C的愿望（而非风险更高的2°C目标），但伦敦大学学院的迈克尔·格拉布（Michael Grubb，引自Le Page 2015）指出：“过去15年的全部证据使我得出结论：真正实现1.5°C，根本就与民主不相容。”巴黎会议放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改用自愿目标（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INDCs）；这或可视为证实了格拉布的判断——政府已经放弃有效应对这个问题。预计巴黎承诺的INDCs将使气温上升约3°C，但人们希望通过一个“棘轮机制”避免这一结果：各国每隔五年可自愿提高INDCs。尽管必须给碳排放定出一个高昂且迅速上升的价格，才能抑制化石燃料使用并推动减排，巴黎协定却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实施这一措施（Le Page 2015）。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引自Le Page 2015）对巴黎协定的反应是：“这只是毫无价值的空话。没有行动，只有承诺。只要化石燃料看来仍是最便宜的燃料，人们就会继续燃烧它们。”¶
十多年前，海法大学政治学家埃兰·维戈达（Eran Vigoda 2002, 530）的一段观察，或许已经预见了这种政府失灵：¶

在许多西方社会，宪法、立法机关、联邦与地方结构以及选举制度，都在缓慢却显著地衰落。公民越来越疏离、不信任并抱持犬儒态度，使这些制度深受其害；这些制度又助长消极被动，在个人以独创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许多其他学者也对民主政府表达了类似看法。政治学家埃普里尔·卡特（April Carter）和杰弗里·斯托克斯（Geoffrey Stokes 2002, 2）说，尽管“人们普遍认同自由民主的政治益处，但也普遍感到，它现有的制度运转得并不令人满意”。九年后，政治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费（Claus Offe 2011, 447）写道：“民主国家运转不良，而且绝不仅仅是其中的新兴民主国家。”在这些观察者之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2000, 90）就曾这样描述这个问题：¶

民主正在世界各地传播……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理应仿效的成熟民主国家，对民主进程的失望却随处可见。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政治人物的信任程度在过去这些年有所下降。参加投票的人比过去少了，美国尤其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对议会政治没有兴趣，年轻一代尤其如此。


在澳大利亚，政治学家珍妮特·哈茨—卡普（Janette Hartz-Karp）和琳·卡森（Lyn Carson 2009, 10）指出：¶

近期的《澳大利亚民主审计》和其他研究，讲述了人们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信心下降的故事。其症状包括：公民参与程度低，对政治冷漠而抱持犬儒态度，政党党员人数和公众支持下降，以及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年轻人试图逃避强制性的选民登记。（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选举都实行强制投票。）有些观察人士把这种病态追溯到“民主赤字”——一些制度安排和行为似乎与民主的规范性理想相悖，包括党内派系斗争、政治党派人士有意将议题两极化、新闻媒体将议题过度简化，以及政策制定过程的短期眼光。


哈佛大学荣休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 2001）详细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为何声誉扫地，并提出许多改革途径。然而，他的建议是零敲碎打的，他也怀疑这些建议能否充分解决问题。耶鲁大学公共政策学者彼得·舒克（Peter Schuck 2014）全面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执行现有国内计划方面的失败，却没有讨论政府未能制定适当法律、政策与计划的问题。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认为，唯有建立公正无私且具备能力的制度，才能尽量减轻这个更深层面的功能失调（Rothstein 2011）。能力的一个前提，是整个制度体系必须简单，使投票公众能够轻易看清，谁应为现行政策和法律负责，并在下一次选举中据此作出反应。后文将会讨论，美国体制并没有很好地满足这个前提。¶
对民主政府的忧虑，不仅出自社会科学家，也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 2007）宣布，民主已经坏了，需要修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引自Dalton 2004, 2）在向国会发表告别演说时，对美国民主作出了令人震惊的评价。¶

民主陷入瘫痪，不只是因为政治人物无谓地党同伐异，尽管我们的确如此。这个过程在更深层面已经坏了，把一批民选官员换成另一批，并不能修好它……公民认为政治人物受到控制：控制他们的是给他们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压制其独立性的政党，是追逐更高职位的野心——这种野心使他们模棱两可，不肯如实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及那些说服他们相信，只有焦点小组测试过的措辞才能保证胜选的民意调查专家……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如此深刻、如此持久，以至于他们几乎不愿接受这一政治过程所作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


澳大利亚工党前领袖马克·莱瑟姆（Mark Latham；Barns 2007）曾敦促年轻人不要成为政治人物。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林赛·坦纳（Lindsay Tanner），在2010年联邦大选前夕退出政坛，随后抱怨政治是一场充满欺骗的“边场表演”：¶

对领袖级政治人物而言，营造表象如今远比取得成果更重要。这制造了大量欺骗，以及……一种犬儒而善于操纵的集体心态。政策举措的衡量标准是其媒体影响，而不是实际效果……随着边场表演综合征越来越隐蔽地渗入政府的每一个细微角落，我对澳大利亚政治的未来非常悲观……（Tanner 2011）


1983至1987年间在澳大利亚霍克政府任联邦环境部长的巴里·科恩（Barry Cohen 2008, 3）慨叹：“政府从未把人口数量增加，与每天困扰我们公民的种种‘危机’联系起来。”在看到联合国2006年预测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达92亿时，2008年和2012年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当选伦敦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2008）激愤地说：¶

在消费者数量仍然如此无休无止地增长的时候，我们怎么还能喋喋不休地谈应对全球变暖、减少消费？答案是政治，是政治上的怯懦……是时候成熟地讨论一下，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最适数量究竟是多少了。


许多科学家认识到，一些问题被自由民主政府忽略，或因其作为而恶化。例如，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 2009, 4, 5）对政府忽视不平等的问题表达了担忧：¶

主流政治不再触及这些［社会需要未获满足的］问题，也已经放弃了提供一种共同愿景的努力——这种愿景本可以激励我们创造更好的社会。作为选民，我们已看不见任何认为社会可以有所不同的共同信念。几乎每个人追求的唯一目标，都不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以个人身份改善自己在现有社会中的地位。


英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经济委员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 2009, 167–8）把自由民主国家形容为“深陷冲突”，患有“制度性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症迫使它们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艰难地保护公共物品，使其不受增长损害。他宣称，“一种新的治理愿景……至关重要”。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引自Spratt 2011, 30）把本国对全球变暖的政治回应称作“澳大利亚人的大自满”。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与其同事爱丽丝·鲍斯（Alice Bows，引自Spratt 2011, 29）对政治上的无能感到震惊：“坦白地说，尽管政策的措辞是按照避免危险气候变化的要求来减排，但大部分政策建议却是接受出现极其危险气候变化的高概率，而不是提出立即实行大幅减排。”¶
本世纪初，英国选举投票率持续低迷，促使约瑟夫·朗特里信托机构开展了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001年英国三大政党的党员总数不到1964年水平的25%（POWERInquiry 2006, 46）；而且，“两项分别覆盖十三个和十六个成熟民主国家的独立研究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党党员人数总体显著下降”（POWERInquiry 2006, 51）。同样，丹麦政治学家约尔根·古尔·安诺生（Jorgen Goul Andersen）和延斯·霍夫（Jens Hoff 2001）发现，在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人们参与传统政治形式的程度已经下降，例如选举投票和加入政党。不过，他们也发现，就非正式意义而言，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并未减弱，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正在转向单一议题的参与形式，以及工作场所中的“小民主”。BBC iCan网站的负责人之一西恩·凯维尔（Sian Kevill，引自Smith 2005, 96）也注意到了这种由政党政治向议题政治的转变。该网站为英国公民参与公共议题运动提供便利。“人们不再通过政党归属来接近政治……他们通过一个议题接近政治，而这个网站［BBC iCan］使人们更容易通过一个议题与政治发生联系。”澳大利亚政治学家朱迪思·布雷特（Judith Brett 2007, 12）支持凯维尔的观点：¶

对绝大多数选民而言，政党认同曾经是预测一个人会如何投票的最强指标……党派倾向是习惯性的，它把政治世界简化了……选举期间的政党言辞会提醒人们记起自己的传统归属，激活既有的政党忠诚，从而赢得选票。选民中仍有这样的人，但他们的数量正在减少。整个西方世界的党派倾向都在减弱，选民则变得更加多变。人们在不同次选举之间，在州选举与联邦选举之间，在下院与上院选举之间，改变自己的投票对象。人们认同一个政党，却投票给另一个政党以示抗议。或者，人们对任何政党都没有多少认同，而是在竞选开始后，根据议题及其对领袖的判断作出决定。


环境科学家戴维·延肯（David Yencken）和法学家尼古拉·亨利（Nicola Henry 2008, 17）在考察澳大利亚民主政治时认为：¶

澳大利亚人总体上对本国民主感到满意和自豪，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选民对政治及政治人物抱持犬儒态度。一次又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政治人物的声望低落，澳大利亚人对政治制度的信心不足……［研究表明］在此前二十年间，人们对议员道德水准的信任下降了三分之一。


延肯与亨利提出了这种信心不足的几个可能原因：各主要政党都力图迎合主流多数选民，彼此差异因而模糊；各党都宣称对方无能，跨党派共同关心国家的情况鲜见；面对无数议题，公民疲惫不堪、厌倦不已，于是冷漠而退缩；政府既不透明，也不接受问责，又不为有实质意义的公众参与提供便利，令人失望。¶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注意到，本国类似的犬儒态度和无力感也在增长。1964年，36%的美国人觉得，“公职人员不太在意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想”（Reich 2007, 5）。到2000年，超过60%的人有这种感受。1964年，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相信政府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运作，只有29%的人说，政府“由少数只顾自身利益的大型利益集团操纵”（Reich 2007, 5）。但到2000年，这一比例几乎倒了过来：只有35%的人相信政府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运作，超过60%的人则认为政府由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操纵。¶
《民主杂志》（The Journal of Democracy）创刊共同主编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2009, 20），在回顾此前四十年间世界各地民主的命运时指出，“一波解放浪潮于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当时，世界各国中勉强只有四分之一，符合民主的最低含义：以普选权为基础，通过定期、自由、公正的选举来选出政治人物。在随后的二十年里，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先后在南欧、拉丁美洲和东亚取代了独裁政权。¶

最后，90年代初自由的爆发……把民主从莫斯科传到了比勒陀利亚……但近年来，这股强大的浪潮退却了……［开始于］1999年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民众厌倦了根深蒂固的腐败、经济管理失当，以及族群和政治暴力，因此欢迎这场剧变……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都在经历类似危机……由于治理不善和民众不满，民主已经失去阵地。自民主浪潮开始以来，已有24个国家重回威权统治。其中三分之二的逆转发生在过去九年——包括一些大国和重要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孟加拉国、泰国……尼日利亚和菲律宾。（Diamond 2009, 20–21）


戴蒙德还指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土耳其、南非和乌克兰的民主政府也正面临困难。尽管他观察到一些成功案例，如印度尼西亚、巴西、加纳，以及只能极为谨慎地列入的巴基斯坦，他仍得出结论：约有60个民主国家处境不稳，其中许多可能失败，并且“需要深刻改革，以强化民主制度、改善治理”（Diamond 2009, 22）。¶
有几个组织对各国政府的民主品质作比较排名。其中最受尊重的指标之一，是《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Democracy Index，EIUDI）；它所提供的结果支持戴蒙德的说法。它显示，在世界165个独立国家和两个地区（不包括27个微型国家）中，虽然目前几乎一半可以视为民主国家，但其中只有26个被评为“完全民主”，53个被评为“有缺陷的民主”。余下国家中，33个被评为“混合政体”（威权统治，但有某些民主特征），55个为“威权政体”（Economist 2010, 1）。将此次评估与此前2008年的调查相比较，《经济学人》（Economist 2010, 1）指出：“如今民主正在退却。过去两年，所有地区的主导趋势，都是在此前取得的民主化进展上倒退。”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NGO）自由之家也发现，自由民主近年的命运发生了严重逆转，2007年成为“自由退却”的连续第二年（Economist 2008b, 12）。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解体后实行的民主改革迅速逆转。但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这段经历并非独一无二。¶

此前也曾发生过重大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浪潮结束后，有20多个国家陆续滑回威权主义。目前尚未明显出现那种倒退，但如今退步的威胁远大于继续进步的可能性……不过，全球化、教育普及和中产阶级扩大等趋势，原本会促进民主的自然发展。这些深层力量即使发展速度不及近些年，也表明民主的退却不会是永久的。（Economist 2010, 21）


这一评估发表仅几个月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及其他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威权政权，因民众反抗而动摇或被推翻，似乎证实了评估中乐观的一面。然而，当革命者试图建立并维持民主时，他们显然发现，民主所需的对话、妥协与包容，同自己的革命情绪和宗教情绪无法相容。几年后的写作此刻，只有突尼斯成功实现了转型。¶
许多成熟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的证据，与关于民主将失败的理论预测并存——即便不是预测民主无法存续，至少也是预测其缺乏能力。研究“公共选择”（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的学者，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们“详列了一长串论据，解释为什么民主无法产生‘好的’政策”（Leeson 2006, 357）。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2003, 8）指出，“在非常实在的意义上，公共选择成了一套关于政府失灵的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概述了其中一种理论：¶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民主具有一种内生的外部性。一个非理性的选民不只伤害自己。他还伤害每一个因他的非理性而更可能生活在误导性政策之下的人。由于选民非理性的成本大部分是外部的——由其他人承担，为什么不放纵一下呢？如果有足够多的选民这么想，损害社会的政策就会在民意要求下获胜。（2008, 3，着重为卡普兰所加）


经济学家查尔斯·布兰卡特（Charles Blankart）与格里特·克斯特（Gerrit Koester 2006）认为，公共选择对政府失灵的预测、识别和解释，比主流政治学多得多，是因为两个领域的学者提出的问题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引自Blankart and Koester 2006, 189）曾指出，政治学“研究社会互动各个层面上权力的性质、积累、分配、行使和控制，并特别重视国家权力”。因此，布兰卡特与克斯特（2006, 190）指出：¶

政治学家问的是：哪些制度与限制条件，使权力能够在此时此地积累、分配、行使和受到控制——而不是在某种尚不存在的替代框架下？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国家的强制权力上……［但对公共选择学者来说，］宪制分析中的相关问题，不限于现存制度具有什么影响……公共选择着重于以宪制分析为基础提出制度改进建议。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家的研究，比较政治学家的研究也意味着，许多民主政府在某些方面是失灵的，因为他们开展比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评估哪些民主形式运作得最好（例如Lijphart 2012；Rothstein 2011）。政治学对这种失灵的进一步认识，体现为过去三十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只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具有审议性质，民主政府就会得到改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 2001, 72）指出，“审议民主正在迅速确立自己作为当代民主理论中新正统的地位”；而促成这一发展的动机，似乎已由政治哲学家艾丽斯·马里昂·扬（Iris Marion Young 2000, 132）表达出来：“所有现存的代议民主，都可以通过增加一些程序与论坛而得到改善；在其中，公民彼此之间以及公民与代表之间，可以讨论他们对代表所支持政策的评价。”所以，政治学中的审议正统观点，不仅认为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功能失调，还把公民缺乏有能力的意见输入，视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在民主理论发生这种“审议转向”之前，以及与其同时，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和政治学家已经开展了大量实践尝试，以便利公众建设性地参与政治；Participedia（www.participedia.net）列出了其中许多案例。有些尝试只是为了增加参与，有些则包括或着重于促进公共审议。后一类努力主要是开发并实施一些论坛，由主持人员在有限时间内引导参与者审议某个具体议题。这类论坛中规模非常大的一个是AmericaSpeaks，它曾举办过一个有五千名公民参与的论坛。其他审议设计，例如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公民大会和审议式民意调查，会召集较小的群体，使参与者更容易听取、质询和考虑其他组员的观点。在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举办的全国议题论坛，邀请公民组成小组，规模最多可达一次市政厅会议；他们讨论的议题，由精心编写的小册子设定框架。¶
为了鼓励参与而非审议，美国的MoveOn、澳大利亚的GetUp!，以及国际性的Avaaz和Change.org等非政府组织，采用了在线投票。一种更直接动手参与的形式是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PB），它由巴西阿雷格里港市首创。这使公民能够决定公共资金如何支出，如今约有180个巴西市镇、巴西的一个州，以及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城市采用这一办法。由于PB制度把行政权力委托给公民，
而非立法权力，所以它往往重在参与，而不是全面的审议。德国“流动民主”（Liquid Democracy）的“委托式”实验，试图通过让公民把自己的选票委托给其他选民来便利参与。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一个以“俄勒冈之光”（Oregon Shines）为范本、名为“塔斯马尼亚共同行动”（TasmaniaTogether）的社区咨询程序，负责监测它在2000–2020年这一时期开始时为全州制定的发展目标。虽然塔斯马尼亚共同行动旨在吸引公民参与，却几乎没有审议能力（Crowley 2009），而且几年后便被当初推出它的政府悄悄搁置。¶
在所有自由民主国家，民意调查所带来的相当被动的公众参与，都被公众和政治人物赋予很高的政治地位。许多商业协会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包括绿色和平组织、荒野协会和国际特赦组织等NGO），通过为其成员及支持者提供游说服务，促成间接参与。在华盛顿，游说人士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急剧增长，到1999年已超过60,000人，每年支出近20亿美元；与此同时，“近年来，类似的企业游说浪潮也席卷了全球其他首都”（Reich 2007, 136）。据估计，2009年用于游说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达到35亿美元（Economist 2011a）。到2012年，据信美国所有政府游说活动约雇用100,000名游说人士，每年支出60亿至80亿美元（Loomis 2013）。¶
这些活动，无论属于审议、参与还是二者兼具，大多试图促使民主政府对涉及公共物品的议题作出回应。正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2014, 482–4）所指出，其中一些尝试旨在推动其组织者和游说人士所认定的公共利益，另一些则旨在牺牲公共物品，为特殊利益群体获取私人物品（有关这两类物品的定义，见下文§2.1）。这些活动都可以被视为使民主更具参与性，使其略微从代议民主转向直接民主。朝这个方向迈进，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确保影响政府的机会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公民，让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民主能力，决定应提供哪些公共物品，以及自己应为此在多大程度上让出私人物品。另一个问题，则是确保这一民主声音以对具体公共物品的收益与成本所作的公共审议为依据。¶
许多学者把政治支持的流失视为民主的一大问题。政治学家拉塞尔·道尔顿（Russell Dalton 2004, 199–200）把它描述为一种“‘不满意的民主主义者’或‘批判性公民’希望改善民主过程的模式，而不是反体制批评者反对民主的模式”。本书不从分析这种不满的原因开始，而是先调查自由民主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失灵。如果这项调查揭示了此类失灵及其发生的原因，就应当能够指出如何防止它。相关措施若取得任何成效，或许有助于恢复政治支持，但这里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更好的治理，而不是让公民少些批判。¶
赖希提出了一种与本书不同的民主失灵观。在他看来，美国公民日益增强的政治无力感，与其说表明民主正在失灵，不如说表明资本主义已极其擅长自身所做之事，因而如今成了“超级资本主义”，并且越来越能够凌驾于政府之上。他说，“超级资本主义的胜利，间接而无意地导致了民主的衰落”（Reich 2007, 224）。然而，本书第2章将论证，把这一因果关系反过来看更有用：应把这种衰落看作民主政府未能提供公共物品；如§2.1所指出，公共物品包括合作和审慎克制自身利益等无形事物。政府为了生产公共物品（同样将在§2.1讨论），必须与那些会把所需资源用于生产私人物品的人竞争。这些资源包括许多公共物品，因此，政府必须同资本主义竞争，防止其把这些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所以，应把这种“衰落”视为民主政府的失灵：它让资本主义赢得竞争，成长为“超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增强的这种能力，使人们的兴趣更牢固地集中于私人物品，于是公共物品更加受到忽视，政府失灵也更为根深蒂固。¶
几十年前，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 1977, 18）考察市场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时指出：¶

市场在各种零碎、分立、边际调整方案之间，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范围，却不提供在不同状态之间进行选择的机制……相比之下，政治机制原则上可以提出不同状态之间的偏好问题，但它尚未发展出令人满意的此类决策系统……［因此，］市场与政治体制二者……都无法兑现公众认为它们作出的承诺。


所以，赫希认为，政治体制作出的决定限制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所能带来的福利。经济学家路易斯·卡瓦略（Luis Carvalho）与若昂·罗德里格斯（Joao Rodrigues 2006, 344）指出，“赫希30年前触及的矛盾至今尚未被克服。相反，它们很可能仍在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中发挥作用……这个阶段于80年代扎根，90年代得到巩固”。¶
因此，许多来源的迹象都表明，自由民主存在严重的功能失调。这些困境所呈现的景象，或许鼓励了威权行为，例如俄罗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治下的民主倒退、中国共产党持续的压制性控制，以及新加坡政府的限制性统治；新加坡甚至未能被评为“有缺陷的民主”，而被EIUDI归类为“混合政体”（Economist 2010, 5）。与这一评级相一致，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2008, 18, 21）对处境困难的社会实行威权政府，给予了有条件的支持；他强调，社会秩序对公民自由的贡献，大于公民在政治上表达自身的自由。也许，自由民主面临的挑战，是重组自身，以一种增强而非威胁社会秩序的方式提供政治表达自由。政治记者、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2003, 255–6）呼吁进行这种改革：¶

不受约束而且功能失调的民主，其最大危险在于，它会使民主本身信誉扫地，让所有民众治理都蒙上阴影。这并非没有先例。每一波民主浪潮之后都有挫折；在这些挫折中，这一体制被认为不胜任，有雄心的领袖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失望的民众则予以欢迎……值得记住的是，20世纪30年代接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看来并不像如今这样疯狂……当我们进入21世纪，我们的任务是使民主不再危及世界。


扎卡里亚的呼吁几乎无人理会，而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这场危机暴露了民主制度的根本弱点：它们通过放松银行业监管和扩大福利权益，不断积累起危险水平的债务。随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家，然后又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看着金融家继续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Economist 2014a, 48），使人们对民主政府更加失望。与这种挫败感相对照的是：¶

中国精英认为，他们的模式——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加上不懈努力地招纳人才进入其高层——比民主更有效率，也较少陷入僵局。政治领导层约每十年更换一次，党干部因完成目标的能力而获晋升，新的人才不断涌现……



只要这套体制带来增长，许多中国人就愿意忍受它。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的发展方向“非常满意”，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比例为31%。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颇为自夸。复旦大学的张维为（Zhang Weiwei）认为，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它把僵局制度化，使决策琐碎化，并产生了小乔治·布什（George Bush junior）这样的二流总统……北京大学的王缉思（Wang Jisi）……指出，“许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历失序和混乱”，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再到东南亚（越南），各地国家都在认真对待这一建议。（Economist 2014a, 48–49）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科学参赞黛博拉·塞利格松（Deborah Seligsohn 2015, 43）的观察，为这些关于中国体制竞争力的评价增加了分量：“中国政府擅长收税，而且不必像美国和欧洲一样，应付对征税的政治反对。”¶
本章所举的例子表明，我们关注的是国家与全球等大尺度的民主治理，而不是地方治理。下面进入第一编，寻找所有民主国家共有、而且看起来可能导致政府失灵的特征。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特征，就得到了一份诊断，或可据此提出改善民主表现的一般性处方。我们将会看到，这份诊断强调大尺度失灵的重要意义。¶

第2章 基本结构所导致的民主功能失调
第一编 诊断功能失调
本章提出一个假说：自由民主国家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失灵，因为其基本制度倾向于通过三种特定方式造成功能失调。据推测，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人民治理”被人民所忽视，事实上甚至受到回避。制度固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人性也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一种寻找领袖的生物性冲动。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往往期待领袖代替自己治理，从而放弃自己的民主治理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寻找个人魅力，而不是认真思考公共政策。正如希特勒（Hitler）及许多其他领袖所证明，这会产生糟糕的政策；在困难时期，它还可能毁掉民主，代之以压迫性政权。¶
这一对功能失调的三重预测，是对第1章所勾勒的民主失灵作出的诊断。由于它从民主政府的基本结构推演而来，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失灵：这种失灵会在政府结构中更高的、属于后果的层面引发更多失灵。因此，这种调查方法或能发现可以系统性治疗功能失调的切入点，因为在基础层面作出的纠正，应会沿因果链向上传导，贯穿整个系统。如果在根本性的因果层面实施补救并不可行，就可以检查因果链中属于后果的部分，寻找更易纠正的切入点。如果这样的干预似乎也不可能，或过于困难，那么任何补救都只能是对症状的直接缓解。本章稍后会把这一“正向映射”程序（Head and Alford 2008）的发现，与两项逆向映射的发现相比较：后两者从政府失灵的症状出发，沿因果链追溯其表面上的起源，试图找到可行的纠正切入点。这两项逆向映射分别考察澳大利亚对长期议题的忽视，以及美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反复出现的管理失当。在逆向映射中，最先识别出的原因，最不可能是根本原因，所以纠正它们不大可能产生系统性解决方案。不过，如果逆向映射追溯得足够深远，它或许能够检验：对功能失调所作的正向映射是否准确、是否重要。¶
2.1 民主政府的职能
要寻找自由民主国家政府中的功能失调，必须先清楚地了解，这类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其首要职能是治理一个国家；下一段将探讨这一含义。此外，既然是民主的政府，那么按照定义，实行治理的就是人民。作为自由民主政府，它必须满足某些标准，例如政治学家戴维·比瑟姆（David Beetham 1992, 41–2）列明的五项标准，即提供：（1）自由，如表达、迁徙和结社自由；（2）行政、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权力分立；（3）代议议会（“使民众控制与政治平等的要求，同时间的迫切限制和现代领土国家的条件相协调的最有效机制”）；（4）“有限”的职能，即除非为公共利益所必需，否则国家不限制私人物品；（5）“公共利益的唯一标准，是自由组织起来的人民会作何选择”。比瑟姆对自由民主的定义包含他的一个观点：民主有两个基本要素，即民众控制，以及公民在行使这种控制时的政治平等（另见Saward 1998, 9）。如后文§6.2所讨论，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把政治平等解释为控制机会的平等，而非实际行使控制的平等。我追随达尔（见Saward 1998, 17）的看法：控制机会的平等是正义的要求，而不是因为假定多数公民会明智地行使这种控制。¶
上文说，自由民主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治理一个国家”。为澄清“治理一个国家”的含义，我采用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 15）的公共选择观点：国家的“根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 1987, 1）赞同这一点；他指出，“为国家所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辩护，基于如下论点：没有国家，人们就无法成功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尤其无法为自己提供某些公共物品。”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只提供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国家常常提供电力之类的个人（私人）物品，例如像私人企业一样在市场上出售这些物品。然而，国家（即政府）如果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它这样做的同时也提供了某种公共物品，例如防止垄断剥削这样的市场失灵，或者缓解这样一种困境：某种私人物品对许多公民都有用，其生产在商业上也可行，却无法筹措所需资本。因此，我们假定，“治理一个国家”意味着提供公共物品，而且这是公民需要政府的唯一理由；这一点与比瑟姆（1992）关于“有限”国家的第四项标准相一致。这种政府观使我们能够明确调查的目标。如本章开头所暗示，目标是：分析民主政府的失灵，然后利用这一诊断，设计对这种失灵的补救办法。现在可以将其重述为：分析自由民主政府为什么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然后据此指出，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供给。判断公共物品供给是否“供给不足”，应当由人民作出；正如比瑟姆关于自由民主政府的第五项标准所规定，“公共利益的唯一标准，是自由组织起来的人民会作何选择”。这里将把“自由组织起来”理解为也包括人民要对公共物品作出有能力的选择时所需的时间、设施和信息。¶
这种以结果为基础来评估政府成功或失败的方法，要求我们弄清“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的含义。公共物品的界定性特征，是它们可供某一“公众”的所有成员自由享用。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这些物品或服务在公众成员消费或使用时具有“非排他性”。公众的两个例子，可以是一国公民和全体人类。公共物品可能是“可分的”（通常称为“有竞争性的”），也可能不是；这一性质指的是，有些人的使用会减少可供其他人使用的数量。如果不可分，它们就称为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可以是道路、路标、灯塔、桥梁和清洁空气等物质性事物；也可以是程度不一的无形事物，例如国家安全、国内安全（包括执法和产权制度）、公民间普遍的信任程度，以及公民的机会，例如获得收入、使用公立学校和国家公园的机会。如果一个民主国家要被认为是自由的，就必须广泛提供机会这一公共物品，因为它为公民创造自由与平等。与公共物品相反，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意味着某个个人或实体——即私人物品的所有者——可以控制它们是否向所有人开放。¶
有些学者怀疑，政府的唯一职能是否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因此也怀疑，是否必须根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来评估其有效性。例如，政治学家约翰·格林（John Gerring）与斯特罗姆·撒克尔（Strom Thacker 2008, 168–170）持怀疑态度，因为（a）似乎难以确定哪些公共物品值得提供（以及应提供多少、达到何种质量）；（b）很少有公共物品会由一个政体的所有成员平等享用。他们的第一项观察并不意味着不能根据公共物品供给来评价民主政府，只意味着这很难做到。在民主国家，必须由公民作出这一评价，而这就带来了集体选择与行动的问题。格林与撒克尔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似乎并不相关。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因此，提供这些物品，就为所有人提供了使用机会。如果人民认定，这种机会是他们想要的一项公共物品，那么他们就必须提供或维护那些能够创造这种机会的公共物品。¶
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采取了另一种判断政府成败的方法。该研究所由政治学家瑟伦·霍姆伯格（Sören Holmberg）和博·罗斯坦（Bo Rothstein 2012）于2004年创立。他们考察了几项界定政府质量的标准后，选择以政府制度的公正无私为标准。不过，这只是政府程序是否适当的一个方面，可能不足以确保公共物品得到最优供给。其他方面，例如公众能否获得充分信息，以及能否开展有效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共审议，对民主国家政府的表现也至关重要。因此，这里采用良好结果（即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的标准，而非良好过程的标准。诉诸公共物品最优供给是直接的，虽然它可能难以衡量（或许无法衡量），但却可以应用于下文对功能失调的诊断；从§2.5的概括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关注结果，也促使我们对结果层面的失败作个案研究，如后文第3、4、5章所做的那样；这些个案展示了此类失灵的重要性、相互关联性、复杂性与持续性。这类细节有助于识别所需补救的类型。¶
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保护或消除的议题，有一个关键特征：这些议题通常也涉及私人物品。例如，提供国防力量——一种纯公共物品——需要向每位公民征税，从而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而收入是一种私人物品。另一个例子，是第5章“稀缺乘数”标题下讨论的河流筑坝建议：保护优美景色、某种稀有本土动物的种群，以及河流休闲机会等公共物品，与提供水权、水力发电，以及由此创造的就业和收入等私人物品相互竞争。“在内战前的美国南方，一个人的私有产权意味着另一个人被奴役”（McGann 2006, 105），也是这种竞争的例子；这里的竞争发生在作为私人物品的奴隶，与作为公共物品的人人自由之间。大多数公共物品议题的这种复合性质，意味着政府对此类议题作出选择时，很可能是在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之间作选择。一类物品的生产或保护，通常会限制另一类的生产或保护。在这种争取存在的竞争中，私人物品通常占有优势，因为市场、自身利益，以及个人或实体作出选择时的迅速果断，都有助于表达对私人物品的需求。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是让集体选择同样容易、迅速和果断；否则，关键的公共物品就会被舍弃，以便生产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之间的竞争，对民主政府具有根本性意义。由于民主政府的质量取决于舆论的质量（这不仅是理论理想，而且正如下文本章将看到的，也是经验研究的发现），那么，舆论必须在不受那些远比公共物品更关心私人物品的人扭曲的情况下发展，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因此，要实现良好的民主治理，看来必须立法禁止对某一公共议题存在经济利益的人或团体，就该议题公开发表评论——并禁止他们付钱让他人作此评论。未能通过这样的立法，在一些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例如烟草销售损害健康，以及过去（并且仍在持续）的化石燃料销售，已经锁定未来的气候损害和至少一米的海平面上升。制定这种法律，对目前的民主国家而言似乎过于困难，因此，这可能成为本书第二编稍后提出的新制度的一项紧迫任务。¶
对民主国家而言，选择公共物品是一种集体选择或社会选择，也就是由群体成员作出的选择。社会选择可以是直接的，通过某种方式汇总所有合资格公民的选择；也可以是间接的，由他们的代表作出选择。为评估自由民主政府直接或间接社会选择的适当性，我们首先必须考察，这些政府是否可能（a）识别出需要作出社会选择的议题，以及（b）在这些议题上作出良好选择。为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政府必须能够使其为群体作出的社会选择，优先于群体内部任何与之冲突的私人物品选择。从一个民主群体的角度看，其内部的个人选择，指个人、公司等实体，或群体内部其他次级群体的选择。这里不妨指出，“政府”不包括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体系并不负责为整个社会就公共物品作出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使用的制度，是便利个人选择私人物品的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则是为其治理群体的成员作出并实施公共物品选择的机构。公司是由雇员、股东、经理和董事组成的群体实体，因此，它需要自己的政府（董事会与首席执行官），为这个群体选择“公共物品”。虽然对该群体（公司）内部的人而言，这些选择是公共物品的选择，但对更大的群体（如州或国家）而言，同样的选择却是该群体对私人物品的选择。民主国家政府的一部分社会选择任务，就是决定是否对国内个人公民、公司等实体的活动加以规制，使其对私人物品的个人选择，能够有助于政府认为全国所必需的公共物品，或者至少不会对其造成不当干扰。如果国家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们就在这一程度上存在功能失调。¶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民主”这样的术语，指的是目的不同的两个体系。第一个是市场经济，是便利个人选择私人物品的体系；第二个是政府，是为国家之类的群体，就公共物品作出社会选择的体系。因此，“资本主义民主”这类混合术语，可能助长对不同制度及其职能的混淆。赖希（Reich 2007, 224–25）注意到这种混淆普遍存在，也注意到尽量减少混淆的重要性。他在总结民主政府已被资本主义压倒的论证时宣称，为了思路清晰，“必须把这两个领域区分开来”。必须明确理解，民主政府是由一个群体的成员运作、为这些成员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对一个国家而言，市场经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物品。它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该国任何公民都可以使用它：它是一项非排他性物品。民主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确保——如果公民希望拥有市场经济的话——市场经济存在并有效运转。¶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截然不同，意味着：未能防止公共物品因私人物品追求而受到过度损害，是政府未能控制这些追求，而不是市场失灵。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所指出：“在我们急着去找联邦、州或地方立法机关之前，应先停下来认识到，既有政府失灵，也有市场失灵”（引自Shaw 2002, 6–7，着重为原作者所加）。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 2007, viii）说，人为全球变暖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就是混淆这两种失灵的例子。斯特恩说这句话时，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惯常术语（例如Stiglitz 2012, 34）；但这里提出，既然市场在结构与目的上都不负责选择公共物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把它看作失灵。相反，应当认为失灵的是政府，因为它未能保护气候这一公共物品，使其免受市场追求私人物品的损害。在此情形下，政府失灵的首要原因，是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能够通过控制在温室气体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市场，提供稳定气候这一全球公共物品。人们倾向于把公共物品不足归咎于市场，也许是因为纠正市场似乎比纠正政府更容易。对全球公共物品尤其如此，因为根本没有全球政府可供纠正——而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看来又不可能。但是，将全球变暖视作市场失灵，可能是一种关键的误诊，因为它可能使我们无法集中关注两个必要目标：改革各国政府，以及创建一个有能力的全球政府。¶
界定“经济学”，可以进一步澄清市场经济与政府的不同职能。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1935, 16, 24）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把这种行为看作目的与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这一定义仍被广泛接受，可以简写成“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学问”。罗宾斯的表述涵盖了可能属于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目的与手段，因此，它把经济学视为同时包括市场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中研究政府选择公共物品的有效性的那一部分。政治学这一部分的很多工作，是由名为“公共选择”的研究纲领承担的。因此，沿着罗宾斯的思路，可以把经济学的政治一面描述为政治学中的这样一部分：它研究在便利人们选择公共物品作为目的的制度（政府）中的人类行为，而这些物品必须使用具有不同用途、可能为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稀缺手段来生产。市场经济学与经济学政治一面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在便利人们选择私人物品作为目的的制度（市场）中的人类行为，而这些物品同样必须用具有不同用途、可能为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稀缺手段来生产。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一职能划分，赋予政府一项责任：选择是否消除公共物品——或者允许它们被毁坏，或者通过分配其使用的私人权利，将它们转化为私人物品。由于经济学研究选择，它不涵盖政治学中有关权力的部分；而如第1章所讨论，这往往是主流政治学的关注重点。选择的研究与伦理学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任道德哲学教授，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我们通过考察民主政府的社会选择程序，更仔细地审视其职能。¶
2.1.1 民主政府的社会选择
直到20世纪后期，大多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民主政府的质量取决于它能否以对所有成员公平的方式，汇总受治理群体成员的偏好排序。一个成员的偏好排序，就是她对可供选择的公共物品所作的选择次序：第一偏好是某一种公共物品，第二偏好是另一种，以此类推。把所有成员的个人选择排序汇总起来，形成其群体的社会排序的程序，称为社会福利函数。1951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了他著名的——或对某些人而言声名狼藉的——逻辑证明：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能够以满足四项相当温和、看似无可争议的民主要求的方式，完成这一转换。这个定理使许多学者得出结论：“民主没有意义，或者只能以最简约的理由加以辩护，即它不过是确保政府有时可以被撤换（最著名的论证见Riker 1982）”（McGann 2006, 9）。此后，人们多次尝试探究阿罗这一悲观结论，结果又产生了类似的“不可能性定理”。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99）证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意义有限，因为社会福利函数忽略了人际间的效用比较，从而过度简化了民主社会选择。如果把个人欲求汇总成全社会欲求时，能够计入每个人对不同物品欲求强度的差异，那么，就可以避免阿罗及其他类似的结论。¶
较近时期，政治学家安东尼·麦甘（Anthony McGann 2006, 9）提出了另一项论点，说明社会福利函数过度简化了社会选择。他指出，按照定义，这些函数必须产生具有传递性的结果；这意味着，阿罗在要求社会福利函数作出社会选择时，实际对这个程序规定了五个、而非四个条件。传递性是这样一种性质：如果某个人偏好A而非B（或对二者无差别），又偏好B而非C（或对二者无差别），那么她就必须偏好A而非C（或对二者无差别）。非传递性意味着偏好会“循环”，例如偏好A胜于B，偏好B胜于C，又偏好C胜于A，因而没有单一选择。麦甘认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对社会选择提出的传递性要求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也是不民主的要求。循环对个人而言也许荒谬，但对社会而言却完全合理：“社会理性本质上不同于个人理性。社会上合理的结果，应当平衡多种不同诉求，而不是使单一标准最大化”（McGann 2006, 122）。为满足平衡多种诉求这一社会需要，公民可以组成许多不同联盟，每个联盟争取实现一项诉求或一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围绕若干群体的联盟而聚集起来、在某一议题上获胜的群体，后来可能被围绕另一议题形成的新联盟击败。这意味着，少数群体可能不会总是落败，因为它也许能够组成多数联盟，在自己关心的某些事务上获胜。这将有助于维持民主，因为少数群体会有动力通过寻找新联盟，继续坚持这种政府形式，而不是拿起武器企图推翻民主。此外，多数也会考虑少数的需要，因为多数联盟中的一部分，可能需要少数的合作，才能在未来就其他议题投票时组成联盟。这种不断形成和重组不同联盟的过程，也促进了议题审议；它有助于公民和代表发展观点，也有助于形成供他们投票的政治选项清单。因此，社会选择中的非传递性，使公共物品能够更有效地与私人物品区分开，也能更清楚地同争夺相同资源的私人物品及其他公共物品加以比较。非传递性远非民主政府的问题，它使民主成为可能，并帮助民主运作。¶
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以及反过来作此区分，确实是一个问题。有时，公民可能极难做到这一点；在广泛认识形成之前，可能发生大量争论——人们才意识到，过去普遍被视为某种私人物品或一组私人物品的事物，实际上包含重要的公共物品。奴隶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英国和美国，这一议题在近两个世纪里造成了大量混乱、争论与冲突，人们才逐渐普遍认识到，奴隶与其他公民一样，都应享有相同自由。实际上，历经许多代人，公民才慢慢认识到，这些自由是如此重要的公共物品，以至于必须彻底消除与之竞争的私人物品——奴隶所有权。在民主社会，人类平等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观念，如今已广泛延伸至种族、性取向、性别、宗教，以及个人财富的较大差异等领域，但仍未完全实现。一般说来，提供平等这一公共物品，就需要限制能够歧视他人这一私人物品。¶
如果民主国家有关某项公共物品的舆论发展到相当程度，公民或其代表可能需要通过投票来决定这一议题，或者进行公民投票，或者由代表在立法机关中表决。任何此类投票都需要一份选项清单，列出涉及争议物品的最重要选择。著名政治学家埃尔默·沙茨施奈德（Elmer Schattschneider1960）强调，政治首先是冲突，而非选择；斗争的一个核心目标，是界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因为谁在这方面成功，谁就占有优势。政治学家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 1992）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拒绝使用社会福利函数，并强调，必须通过公共辩论与审议，使斗争文明化为观念的竞争，最终以投票收束。这一观点与麦甘的论证相一致：社会福利函数不适用于对公共物品的社会选择，因为它们产生的社会福利排序，按照定义具有传递性。按照威尔的表述，有效的社会选择不应被视为：¶

一种偏好汇总过程，即从一组个人排序映射到社会排序，而应被视为一种对话过程；参与者相互交换理由，并把这一过程看作共同寻求共识……［这个程序运作时，面对的］不是有待合并的固定偏好，而是在讨论过程中，随着相互竞争的理由被提出而发生改变或修正的偏好……除有效率地合并偏好之外，我们还期待政治制度满足其他价值，例如程序公正、没有腐败，以及尚可接受的解决问题能力。（Weale 1992, 215, 227）


那么，看来很清楚，阿罗所用的数学程序这类方法，“应当帮助设计用来选举政治人物的投票制度，而不是帮助选择政策”（Stretton and Orchard 1994, 61）。麦甘（McGann 2006）认为，席位分配规则（选举政治人物的投票制度）应实行比例代表制，而社会决策规则（选择政策的规则）应采用简单多数表决。人们认为，这两种方法在三个方面都是必要的：公民平等、经审议的政策选择，以及少数保护。麦甘明确指出，理想情况下，简单多数表决应排除一切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超多数主义的机制，例如联邦制、两院制、总统制、司法审查、公民投票、冗长辩论阻挠议事，以及要求超多数才能通过动议的表决规则。¶
牢记社会选择的这些要求，我们现在考察自由民主国家五项基本特征的后果，看它们究竟抑制还是促进对公共物品的有效社会选择。这些特征为所有代议民主国家共有，具体如下：（1）定期举行选举；（2）这些选举的频率较高（以人的一生为时间尺度）；（3）现任者有资格争取连任；（4）普选权；（5）选票平等。在自由民主国家，这些选举结构要素的运作，建立在公民在根本上自由而平等的认识之中。这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少数、私有财产权与隐私权，以及言论、集会、媒体和独立政党的组建与运作自由。¶
本章接下来的三节（§2.2、§2.3和§2.4）将论证，这五项选举结构要素倾向于造成自由民主政府的功能失调，以混乱、冲突与无知削弱政府。混乱的产生，是因为这五项要素的前三项（选举、选举频率，以及现任者的参选资格），使人无法确定政府究竟由政治人物还是由公民指挥。这意味着，双方都没有明确无疑的激励，去充分承担选择公共物品的责任；这里将这一效应称为“含混授权”。相同的三项选举结构要素，也造成了严重冲突，表现为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而展开的普遍存在、有时异常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使公共物品供给陷于瘫痪，因为它让政治人物分心，无法专注于这一任务。五项选举结构要素中的最后两项（普选权与平等选票），迫使政治人物在一定程度的无知之下作出社会选择，因为他们常常必须顺从选民群体，将其中见多识广的意见与狭隘而缺乏知识的意见折中。对自由民主政府基本结构所引发的功能失调的这一分析，
或许看起来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因为它回顾的是人们熟知的“选举周期”或“选举竞争动态”问题。不过，它聚焦于这一周期的三种效应——混乱、冲突和妥协——并且特别强调混乱，这或许是一项重要创新。¶
2.2 含混授权
这里提出，民主国家对于由谁选择公共物品存在严重混乱，因为其委托权力与责任的制度含混不清。对任何群体而言，这种含混都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不确定由谁受托选择群体的公共物品，会使其中许多物品遭到忽视，而另外一些公共物品则可能供给过多。¶
人们也许认为，民主国家十分重视委托选择公共物品的权力与责任，因为它们举行选举，由人民把领导权委托给代表与总统，再由后者任命总理、部长和机构负责人，进一步委托领导权。机构负责人再向下属授权，如此层层递进。然而，这些授权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却是含混的。选民选举政治人物时，往往假定当选者会为他们提供领导，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选民自身通过选择追随这些政治人物，就提供了很大一部分领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Haslam et al. 2011, xiv）在《领导力新心理学》（The New Psychology of Leadership）的前言中这样描述这一效应：¶

领导力或许是历史上被书写得最多的主题之一……但是……以往著作遗漏了某种东西……领导力……只有一部分涉及个人性格特征（基础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领导力也只有一部分涉及设定正确的激励（基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不仅关乎领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它关乎在追随者愿意把自己认作一个“我们”的背景下，领袖所说所做的事；追随者正是据此接受或拒绝领袖想让他们做的事。


追随者把自己集体认作一个“我们”，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认同；他们认为什么构成这种认同，比领袖更根本地指引着他们。因此，只要选举投票鼓励人民相信，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群体委托领导权，那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想错了。人民投票之后，本质上仍然掌握着控制权，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不仅决定了选出何种类型的领袖，也决定了他们是否“接受或拒绝领袖想让他们做的事”。他们对接受或拒绝的最终表达，通常会在下一次选举时作出；在此之前，仅仅是这种表达将会发生的前景，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领袖，不论他们是立法机关议员、总理还是总统。¶
当然，领袖可能试图通过解释追随者的社会认同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最终说了算的还是追随者，他们可以接受或拒绝这种解释。因此，领导由领袖和追随者双方共同产生。对领袖而言，领导意味着让人们“想要去做事……［它］涉及塑造信念、欲望和优先次序。它在于取得影响，而非确保服从。因此，领导需要与管理、决策和权威等事物区分开来”（Haslam et al. 2011, xix，着重见原文）。对追随者而言，他们只接受体现了本群体社会认同的群体成员担任领袖。这种对群体的典型代表性：¶

赋予领袖权威，使其能够解释社会认同的性质，以及它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一个体现了群体立场的人，应当能够告诉我们，身为群体成员意味着什么——但这也有一定限度。这意味着，即使最具典型代表性的领袖，也不能违背清晰、共同认可且长期存在的群体规范，否则，其典型代表性就会受到质疑，其领导地位就会衰退。领袖可以走在群体前面，却绝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独自置身群体之外。（Haslam et al. 2011, 106）


在这个意义上，确保服从的是追随者，而非领袖。但是，当追随者通过选举选择领袖时，如果选举相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十分频繁，而且允许现任者再次当选，就会产生两种混乱。一种混乱涉及：公民究竟有没有、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把责任与权力委托给当选者；另一种混乱涉及其具体领域，即公民委托了何种范围或类型的责任与权力。第一种关于委托多少的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选民往往假定，选出某个人，就是选出了一个会为本群体承担选择公共物品之责任与权力的领袖。然而，如我们所见，领袖无法独自提供领导；领导是“一个社会群体内部，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Haslam et al. 2011, 45, 73，着重见原文）。因此，委托（选举）所做的，只不过是通过确认谁领导、谁选择追随，来建立这种关系。随后，领导的性质才在领袖与追随者的相互交往中形成。然而，如果追随者没有认识到，自己在领导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或者无力为此做些什么，那么他们就无法为这种关系作出贡献，而这种关系很可能会功能失调。¶
选举向公民表明，他们的选票把责任与权力委托给当选者；但下一次选举的前景，又向当选政治人物表明，公民实际上保留了这些责任与权力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公民并没有清楚且迫切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无论如何，个人都缺乏为此有所作为的激励与工具，因此，他们无法有效地参与领导。¶
授权含混造成的第二种混乱——不清楚究竟打算委托何种类型的责任与权力——也很重要，因为要让领导关系在选择并落实公共物品最优供给方面良好运作，双方（公民，即“委托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即当选政治人物）就必须知道（或受到激励而像知道一样行动），自己应专门负责选择哪一类公共物品。这有助于双方实现有效分工：一方不重复另一方的选择，双方覆盖所有必要选择，并按正确次序作出选择，例如使各方的选择支持对方，或至少不妨碍对方。¶
如上所述，选举看似完成的事情是：公民以为自己委托了大量责任与权力，实际上委托的却少得多，因为他们的态度与价值观对公共政策有着广泛影响。如下面§2.2.2所讨论，这种影响作用于各种政策，无论是短期政策（本书称为“操作性”政策，大致覆盖未来数月或数年，例如§6.5.2.3所讨论的年度预算）、中期政策（“战术性”政策，可能涵盖未来三至二十年），还是长期政策（“战略性”政策，处理战术性政策之外的未来）。这些政策类别不仅在时间跨度上不同，在空间（地理）与其他议题的影响范围上，往往也具有类似差异：战略性政策通常影响广阔地区及许多其他议题，而操作性政策通常是地方性的，仅影响少数其他议题。公民对战术性、尤其战略性政策的影响，常常造成重大问题，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有效思考自己当前需要的公共物品，却远不大可能认真考虑自己与后代长期需要的公共物品。这些需要不仅因为处于未来而不那么明显，选择它们也往往更加困难，尤其因为提供它们可能限制当前的操作性和战术性政策，并带来即时成本，却没有迅速见效的收益。¶
当前的战略性政策不仅影响当前的操作性与战术性政策，它在未来产生的结果，也可能限制那个未来时点操作性、战术性和战略性政策的选择空间。因此，战略性政策制定不仅着眼长期，而且构成许多其他政策的基础。战略性政策一个可能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它能够促成范式转变，推翻普遍存在的传统假设。后文会列举似乎需要范式转变的议题，例如人口规模（§4.2.1）、全球变暖（§4.2.2）、失业（§4.2.3）和过度增长（第5章）的问题。战略性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涵盖国家宪法与惯例问题，例如决定政府制度的那些规则，包括政府应采取代议形式还是直接形式，以及如果采取代议形式，应如何选出代表。¶
虽然公民通常没有时间、兴趣、知识和设施，去进行大量长期的根本性思考，但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许多这样的战略性“政策”，因为他们对短期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持续要求，限制了更长期的选择。结果便是重大的政策失灵，例如本章稍后，以及第3章（§3.2）、第4章和第5章所讨论的那些例子。与这一观点一致，环境科学家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 2012, 87–88）把“战略缺失症”确定为民主政府的主要失灵。因此，如果民主国家要持续实现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就必须明确分工：公民与他们选出的人，都必须知道，谁来选择短期至中期的公共物品，谁来选择长期的公共物品。¶
慈善家尼古拉斯·贝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与报业企业家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 2013, 124–5）在《21世纪的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提醒人们关注民主分工问题，将其称为“治理的尺度配置”和“决策分工”。他们承认，有必要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划分决策，并赞同“辅助性”原则：只有较低层级无法履行的职责，才由较高层级承担。在空间上，辅助性意味着地方问题最好仅由受其影响的社区管理，而区域、国家和全球性问题，则必须由在这些尺度上负有责任并具备专长的人处理。这种空间分工往往与必要的时间分工相吻合，因此，那些可能在遥远未来发生的影响，必须主要由在较大空间尺度上制定政策的人预先考虑并纳入决策。然而，在民主国家，这些政治代理人必须与公民合作，确保长期且空间范围广阔的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由于政府现在所做的事，常常决定它以后能够做什么，因此可以说，时间维度的政策比空间维度的政策更为根本。所以，在下文有关含混授权与决策分工的讨论中，战略性政策将是一个核心关切。¶
含混授权的第一种效应，是不清楚究竟有没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委托责任与权力；这一问题早已体现在关于政治代表究竟是、或应该是受命代表还是受托人的争论中。政治“受托人”获赋自主权，可以审议什么构成共同利益，并选择是否以及如何提供它。“受命代表”没有获得自主权，他们必须反映其选民的意愿。在这两种角色之间作选择的著名例子，是爱尔兰政治家、自由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74）向布里斯托尔选民发表的演说，他在其中主张受托人角色。“议会……是一个国家的审议大会，只有一个利益，即全体的利益……你们的确选出了一个议员；但选出之后，他就不是布里斯托尔的议员，而是议会的议员”（着重见原文）。毫不意外，伯克输掉了下一次选举。¶
著名政治理论家艾丽斯·马里昂·扬认为，代表必须结合受命代表与受托人两种角色，而这需要公民与代表之间持续、有效的沟通。¶

代表的责任不只是表达一项委托，而是参与同其他代表的讨论与辩论，倾听他们的问题、诉求、故事与论证，并与他们一道努力达成明智而公正的决定……代表的责任，不只是告诉公民，她如何履行了他们授权的委托，或如何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说服他们相信她的判断正确……不过，强有力的沟通民主，也需要某些过程与程序，使选民能够在［通过连任选举］重新授权之外，要求代表作出交代。（Young 2000, 131–32）


扬建议，良好的代表应兼具受命代表与受托人角色；这与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哈斯拉姆（Alexander Haslam）、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Reicher）和迈克尔·普拉托（Michael Platow 2011）的观点相符：有效的领导需要追随者与领袖共同工作，由追随者替领袖（作为受命代表）作选择，也由领袖（作为受托人）替追随者作选择。如果无法实现这种“强有力的沟通民主”，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就可能无法识别并重视重要的公共物品。下面，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授权含混对这种沟通造成的障碍。¶
2.2.1 沟通民主的障碍
如§2.1所述，自由民主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识别那些已经重要或可能变得重要的公共物品，并就其作出良好的社会选择。除了作出选择，政府还必须执行这些选择。民主政府中社会选择的部分，由民选代表而非公民来承担，因为公民没有资源来做这件事，而且忙于自己的职业，无暇顾及。正如扬所指出，公民与代表之间强有力的沟通，有助于代表识别并选择那些公民若能充分考虑就会想要的公共物品。然而，含混授权妨碍了这种沟通，因为它使代表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他们的首要激励不是关注社会选择，而是当选或连任。如上所述，授权之所以含混，是因为它通过频繁举行的选举来完成，而且允许现任者争取连任。选举相对于人的一生而言相当频繁，是造成含混的重要原因，因为现任者在一个任期最后几年的表现，很可能越来越受其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舆论状态的预期所影响。任期越短，这种影响所覆盖的任期比例就越大。但如果任职仅限一届，而且代表的任期是二十至三十年，而非二至六年，那么，他们作为受托人的责任，以及充分关注政府社会选择任务的自由，就会很明确。当然，这实际上会消除他们对选民的问责；但如下文§2.2.5所讨论，现行选举制度所提供的问责本来就有缺陷，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完全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严重。¶
此处，简要描绘一下代议过程，或许有助于说明含混授权如何阻断沟通民主。只要选民认为他们选举的是受托人，他们就把执行政府社会选择任务的责任与权力转移给政治人物。在这种模式下，选民可能不大思考这些选择，因为他们把它们留给了代表。如果代表相应地作为受托人行动，认真思考议题，他们就可能形成比大多数选民更明智的观点，而后者将无法理解代表的言论与行动。选民的这种不理解，往往会使他们敌视受托人，使受托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选票。因此，代表会把受托人职责置于较低优先次序，而更重视作为选民的受命代表这一任务。作为受命代表，他们关心的是展示自己正在落实选民的意愿，却不愿指出，这意味着他们这些代表并未全力专注于社会选择。代表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确实在处理一部分社会选择，因为这本来就是公民希望他们作为受命代表完成的部分工作；这一认识又会助长这种不坦诚。除了代表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因素，他们也不愿要求公民更认真地思考公共政策，因为人民已在很大程度上将这项任务交给他们，让他们作为受托人处理。换一种方式描述这种欺骗性行为就是：公民选举代表来提供领导，但因为公民期望领导由代表提供，便忽视了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角色（如上文§2.2所讨论），使这种关系功能失调。然而，为了获得连任，代表必须假装他们的领导运转得非常好，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成效卓著。¶
人们也许期望，含混授权造成的公共政策缺陷，会由公务员的专业知识与职业行为加以纠正。但官僚的行动自由有限。当高层官僚由政治人物任命时，官僚机构只会提出政治人物可以落实的建议，以增进（或至少不危及）其连任前景。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这样描述这种情况：¶

在复杂的现代政治体制中，领袖只能作出少数重大决定。其余的必须交给下属。高层下属面临同样的困境，于是把具体决定沿着官僚食物链进一步向下推。这助长了一种感觉：民选领袖并未掌权。据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面目模糊的官僚机构”手中。



委托—代理关系的经济学与这种倒置看法相抵触。当委托人把一项任务交给下属时，他默示的指令是：“做我自己如果有时间就会做的事”，而不是“随你的便”。前者并不必然演变为后者。常识告诉委托人，应偶尔审核下属，看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模拟了他本人会作出的决定。



无论是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还是一个委托人处在高高的官僚金字塔顶端，差别都不大。顶端的偏好会向下渗透到基层……



从深层意义上说，一个组织的领袖应当对组织所做的一切负责……曾经作为政治机器中一枚齿轮的人，常常传达不同的印象，但他们的异议相当肤浅。你对一项受委托决定的表面形式有些许自由裁量，几乎不能证明，是你——而不是你名义上的上级——控制了它的实质。（2008, 172–73，着重见原文）


因此，官僚无力影响政策中某些极为重要的领域，由授权含混产生的重大政策缺陷，很可能得不到纠正。¶
含混授权不仅使民主公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无能，也使许多政治人物不够坦诚，甚至直接欺骗，因此，选举政治引起选民的不信任。换言之，授权含混似乎造成了政治学家保罗·怀特利（Paul Whiteley 2004, 7）所谓的“信任悖论”。按照他的描述，这违背了古希腊的“选举原则”：对于能够罢免的代表，公民会比对无法罢免的代表更加信任。根据这一原则，公民应当更信任民选的人物及其运作的机构，而不是那些不以选举为基础的人物和机构。然而，英国的调查显示，事实恰恰相反：公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很低，对政府和下议院只有中等程度的信任，相比之下，对法院和公务员体系的信任则很高（Whiteley 2004, 7）。瑞典的调查也呈现相同结果：领导人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例如政党、工会、欧洲议会、瑞典议会和市议会，所获得的信任，低于那些领导人不由公民选举的机构，例如公共卫生保健体系、大学、法院、警察、中央银行和王室（Rothstein 2011, 84）。然而，如果认识到，通过相当频繁的选举进行授权，本来就带有一定含混性，那么根本不存在什么信任“悖论”，因为这种含混本来就会使授权者怀疑受权者。¶
含混授权的效应，可以概括为通过领导失灵来束缚民主政府：领袖与追随者无法有效互动，
因为追随者忽视了自己必须对领导作出的关键贡献，而领袖又有动机假装领导运转良好。要纠正这一点，追随者必须有所贡献：首先审议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选择，然后以这些深思熟虑的选择影响代表。前一节对操作性／战术性／战略性政策的讨论，以及本节卡普兰关于委托的观点都表明，公民的必要角色——尤其考虑到他们用于此事的时间有限——是聚焦战略性政策。如果能把这种参与制度化，就应能使公民非常明显地处在指挥其民主的角色上，从而迫使他们认真履行这一职责。¶
描述公民政治影响力的惯常术语，是“民众控制”“民众统治”和“人民主权”；但这里将使用“指挥”和“指挥权”，以表明公民必须决定战略性或根本性的政策。如下面§2.2.3和§2.2.4所讨论，公民的确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这种指引，但由于他们对此的意识十分有限，所作指引便缺乏思考。指挥不同于领导，因为如上所述，领导是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包括管理、决策和权威。这些其他职能属于指挥者；而既然民主是“人民治理”，就必须由人民指挥政府。一个民主国家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这样的指挥者，显然需要促进者来协调其工作。这些促进者可以是民选政治人物，但如果人民把他们看作领袖而非促进者，就会追随而非指挥。因此，一个民主国家要求人民克制自己对领袖的需要，才能清楚地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指挥者。用对“指挥”的强调取代对“领导”的关注，或许有助于拨开传播理论家约翰·加斯蒂尔（John Gastil 1994）所指出的迷雾；他写道，“概念含混和操作上的不一致，笼罩着过去四十年来民主式与专制式领导研究的发现”。政治学家马里扬·布雷佐夫塞克（Marjan Brezovsek 2009, 641）这样描述这团迷雾：¶

尽管当代有关一般领导力的文献如潮水般涌现，民主领导这一具体问题却很少出现。我们认为，这种奇怪的沉默，实际上反映了领导在民主中所处的含混地位：它对民主政府至关重要，却又无法在以人民主权概念为基础的理论中找到稳固的正当性依据。现有民主领导研究的不足，恰在于它不愿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领导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张力无法化解。我们主张，这不是一个有待克服的政治问题，而是理解民主领袖独特权威及其长期面临挑战的、在理论上极有价值的出发点……


布雷佐夫塞克发表上述观点几年后，政治学家约翰·凯恩（John Kane）与黑格·帕塔潘（Haig Patapan 2012, 170）也注意到有关民主领导“这种奇怪的沉默”，并得出同样结论：这“不是一个有待克服的政治问题”。用他们的话说：¶

领导绝对必要，却又始终与人民主权这一民主原则存在张力……民主国家迫使领袖不断处理领导正当性问题，在享受领导益处的同时，也不断重申人民主权。


因此，这里建议，民主国家应让人民充当一个选择战略性公共政策的董事会，以此“不断重申人民主权”。如果人民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履行这一角色，他们就可能把主权转化为明智的指挥权；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指挥会发展为对所有公共政策的广泛管理，从战略性政策，到战术性政策，再到操作性政策。¶
总结这段对含混授权的导论，我们可以先认识到，民主领导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从根本上作出社会选择的是追随者。是他们在指挥政府。如果这些追随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没有像指挥者那样思考和行动，那么一些——或者许多——公共物品就会受到忽视。由于民主国家不清楚究竟由谁指挥，是一个关键问题，下面将按六个步骤更详细地考察含混授权。¶

	尽管政治人物通常被视为政策制定者，研究却表明，在自由民主国家，公民才是政策的基本指挥者。

	研究也表明，公民普遍不了解许多涉及公共物品的议题。这里认为，原因之一是含混授权使公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指挥者角色，从而觉得可以自由地专注于私人物品，而忽略重要的公共物品。我们将提出造成这一偏向的六种具体动因。

	公民对自身指挥权缺乏意识，使他们能够通过把别人看作指挥者，进一步强化这种无意识。我们将提出造成这种认知的五种动因。

	授权的含混损害了民主问责与正当性。

	超多数主义是政治中含混授权的一种形式，尽管它不如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类型那样根本。

	我们将描述一种反对将含混授权视为重大问题的意见，并评估其误导性。


2.2.2 作为指挥者的公民
虽然选举授权的含混，意味着公民与政治人物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明确负有指挥政府政策的责任，但许多美国民主的观察者实际上得出结论：公民就是指挥者。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德鲁克曼（James Druckman 2006, 405）所说，民主的一个“界定性特征，是政府回应公民的偏好”。研究政治传播的迈克尔·泽诺斯（Michael Xenos 2005, 164）指出，政治人物“和候选人对公众情绪异常敏感……［因为那些］政治知识不足而冷漠的［公民］……仍然偶尔会通过选举中的奖惩，积极约束代表”。社会学家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 2003, 29）说，“舆论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影响政策，而且往往影响强烈。回应性似乎随着议题显著性的提高而增强；即使面对利益组织、政党以及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活动，舆论仍然重要。”德鲁克曼（2006, 406, 408）指出：¶

总统会在公众已经支持其立场时为政策发出呼吁……尤其是在国内议题上……关键结论是，舆论影响政策方向……总统公开发声，并不是在操纵公众偏好；相反，他突出某些议题，使它们引人关注，结果舆论随后便会对这些议题产生影响（因为国会在这些议题上追随舆论）。


政治学家詹姆斯·斯廷森（James Stimson）在《同意的潮汐：舆论如何塑造美国政治》（Tides of Consent: How Public Opinion Shapes American Politics）中分析了公民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学家马克·D.布鲁尔（Mark D. Brewer 2005, 632）概括了他的判断：¶

本书的核心结论是，舆论，确切地说是舆论变化，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冲突与策略在相当大程度上由其形态与轮廓所决定。政治精英（至少精明的政治精英）关注它，并对其作出回应。政策形成依赖于它，政策产出最终也反映它。简言之，斯廷森认为，舆论推动美国政治，而政治变化是舆论转变的结果。



对斯廷森而言，并非所有舆论变化都相同。有时，舆论变化迅速且反应敏捷，例如全国危机发生后总统支持率立即飙升，或选举期间总统候选人竞赛式民调的波动。另一些变化则慢得几乎像冰川或潮汐（所以书名中使用“潮汐”），每次变动幅度如此微小，以至于发生时几乎总被忽视。还有一些情形，舆论变化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每一种类型在这里都很重要。


法学家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 2000, 147, 153）指出，虽然一些研究者发现，政策追随舆论的程度远没有其他人报告的那么亦步亦趋，但“他们自己所依据的个案研究表明，舆论对政策制定者的制约，比他们声称的更强”。他得出结论：“无视中间派公众意见，会给政治人物带来严重风险……［从而产生］一种危险：紧紧追随缺乏信息的舆论，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内部矛盾的政策。”政治学家德里克·博克（Derek Bok 2001, 359）强调，美国政治人物对选民意见高度敏感，政府涉及“对公众需求的细致测量”。¶
有些违反直觉的是，政治学家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 2009, 17, 18，着重见原文）的以下叙述，似乎也提供了人民掌握指挥权的证据。¶

咨询活动中的证据表明，公民对自己影响决策过程的能力所表达的深刻怀疑，往往是有道理的……珍妮特·纽曼（Janet Newman）及其同事认为，常常存在一种倾向，意在“使公众能够在官僚机构设定的规范内运作……一种可能把普通公众吸纳进官方机构的过程”……虽然公共政策可能赞美参与的益处（甚至可能将其规定为法定要求），但证据表明，组织与专业人员对参与的抵制，常常阻碍成功的公众介入……机构官员中持有公民参与不适合战略层面决策这一信念的，并不少见。


如果人民的指挥在很大程度上正无意识地通过选举过程发挥作用，正如含混授权所预示的那样（见下文§2.2.4），那么，当公共机构就具体项目或政策领域征求公民意见时，这些机构就会受到广大公众总体指挥的制约，而忽略咨询中与之相悖的建议。这是因为，这类意见缺乏政治权力：它来自广大公众的一小部分；以及／或者，咨询的主题是相对具体的政策，必须服从由广大公众的指挥权所控制的更广泛政策。机构官员与政治人物喜欢视为自己战略性或根本性政策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只是战术性或操作性政策，因为许多真正具有战略性的政策，对他们而言也许是看不见的：它们已由大多数公民普遍持有的态度、价值观和假设预先决定。政治人物若想当选，就必须接受这些思维定势，或者无意识地接受，或者自觉赞同，或者以马基雅维利式的顺从，遵守这样一条政治游戏规则：选民不会允许自己的主要思维定势被推翻。¶
因此，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国家的公共政策，基本上由公民指挥。当然，这正是选举及其频繁举行所要实现的目的。政治人物通常通过作出决定——常被包装为领导——来追随这种指挥，并小心避免与大多数公众的价值观及坚定意见相冲突。福山（Fukuyama 2014, 519）对此作了一个军事类比：“拥有自主权的排长……并不参与宏大战略的制定；那是将军的适当职能。在民主国家，人民最终就是将军。”政治学家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 2012, 281）也赞同：“民主领袖倾听选民，因为唯有如此，他们及其政党才能保住职位。”¶
2.2.3 无知的指挥者
公民不愿彼此讨论和审议政策的现象，已有充分记录（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2）；而这种不情愿，却反常地强化了公民的指挥权。由于大多数公民对公共政策关注有限，政治人物很难通过发展或改变公民政治观点的尝试来发挥领导作用。人民因而牢牢掌权，因为如我们所见，政治人物会回应他们的意见。政治学家斯蒂芬·贝内特（Stephen Bennett 2006, 120）用强烈措辞描述了这种对政策普遍缺乏兴趣的现象：“广大公众的政治信息水平低下，已经一再被观察到。”《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主编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引自Bennett 2006, 120）将其形容为“任何社会科学所产生的最可靠发现之一——可能就是最可靠的发现”。1964年，政治学家菲利普·E.康弗斯（Philip E. Converse）在论文《大众公众中信念体系的性质》（“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中，首次尝试用统计方法描述公民就国家事务提出合理建议的能力。贝内特（2006, 105）指出，这项研究“以压倒性证据证实了……民主怀疑者最深的忧虑”。索明（2006, 255）指出，这些观察仍然有效：“康弗斯的开创性研究问世40多年后，政治无知仍然一如既往地普遍。”许多其他学者也持同样看法（例如Hardin 2006；Kinder 2006；Zaller 1992）。调查显示，大约80%的人口在这方面极为无知。弗里德曼这样评估康弗斯及其密歇根大学同事的研究在当下的意义：¶

密歇根学派的工作所激发的后续研究，已经充分印证了其“黯淡”的发现。不论问题是政府做什么、宪法授权它做什么、正在提出什么新政策，还是人们为这些政策提供了什么理由，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准确回答……



这些学术研究大多证明，公众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信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什么比康弗斯的论文更鲜明地让舆论研究者意识到公众的无知，而这篇论文聚焦的，却是公众对一种相对深奥知识的无知：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知识……



我认为，最主要的规范性含义是，人民的意志缺乏信息到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地步，以至于人们可能怀疑，把这种意志制定为法律是否恰当。（Friedman 2006, iv, v）


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 1996, 194）指出，“美国选民的政治无知，是当代政治中记录最为充分的特征之一，但其政治意义仍远不清楚”。选民的能力，不仅取决于他们掌握多少信息，也取决于他们如何使用已有信息。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过程中的一种或两种，都可能使一个由相当缺乏信息的公民组成的大众公众，表现得仿佛信息充分。一种过程是，对选民选择进行统计汇总时，如果缺乏信息造成的错误是随机的，那么无知选票就可能相互抵消，从而由知情选票决定议题。另一种过程是，缺乏信息的选民使用启发式方法（线索或信息捷径），作为省力工具来指导投票。有人认为，公民只需观察志同道合的公民或群体的意见，就能像自己充分知情时那样投票。经验研究（例如Lupia 1994；Bartels 1996）显示，在某些情况下，选民可以用启发式方法替代充分知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无论启发式方法，还是通过汇总选票来抵消无知，都无法弥补选民的无知。¶

正确的问题，不是启发式方法是否总会（或从不会）产生有能力的决策，因为我们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正确的问题应是：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某些特定代理指标，对于有能力的投票而言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Lupia 2006, 229）


当精英对某一议题理解不深时，启发式方法可能失效；原因可能是党派偏见、公共辩论和审议不足，或信息缺乏。偏见或辩论不足，可能意味着对信息的需求不足，因此需要开展更多研究来产生信息，然后再通过公共讨论来处理和传播信息。审议不足常常发生，是因为理解某个议题，必须考虑旨在解决它的行动取得初步结果之后，可能进一步出现的后果。这个问题将于后文§5.3对反馈的描述，以及§5.4对“超越第一阶段的思考”的讨论中加以探究。当政治人物充当精英或代理指标时，公民的无知可能迫使他们为了吸引选票，而采取党派态度、对议题只作有限理解。后文§4.2.1将举例说明，这一效应如何扭曲并限制了围绕澳大利亚未来理想人口规模问题的公共辩论。¶
舆论学者斯科特·奥尔索斯（Scott Althaus 2003）指出，虽然：¶

许多受访者可能使用启发式方法、在线加工和信息捷径，来形成他们在调查中表达的政治意见，但这些政治知识的替代品，并不一定帮助缺乏信息的人表达出与充分知情者类似的政策偏好。如果有帮助，各方面调查所得的意见，就应当与充分知情的意见非常接近（2003, 143）……尽管舆论研究者保证，公众政治知识水平低下、社会分布不均，对民主运作相对无害，但广大公众常常无法弥补自身注意力不足所造成的影响。（2003, 311）


如上所述，这种不够关注意味着，人们没有充分寻找并公开准确而关键的信息。政治学家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 2006, 176）对此表达了担忧：¶

不论大众层面还是精英层面，决策质量都受到决策者可获得信息的严重制约。当信息不完整或错误时，广大公众甚至精英，都可能很难发现不准确之处并查明真相……［例如，］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


第4章和第5章将讨论四个当前存在且持续不退、精英和公民都难以充分掌握信息的议题：全球变暖、失业、人口过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综合征——“稀缺乘数”，即目光短浅地试图避免稀缺，反而使稀缺恶化。为给那些讨论作准备，也为加深我们对公民无知的理解，下面将提出促成这种无知的六种激励。它们全都促使人们忽视公共物品而偏好私人物品，其结果是公共物品遭到忽视、供给不足（尤其因为这两类物品彼此争夺资源，见§2.1）。这六种动因中的前三种随时间相当稳定，但其余三种往往通过正反馈而增长。公民更有动力考虑并选择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这一偏向，不仅可能使人们选择无足轻重的私人物品而放弃重要的公共物品，也可能使公民失去练习理解和评价公共物品的机会。¶
稍后在§4.1，我们将描述许多公共物品议题所具有的几种特征——这些特征使公民难以识别和评价相关物品——以进一步理解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无知。随后，§8.1将提出，选择公共物品时的这些认知障碍，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保守派与自由派政策偏好的差异。¶
2.2.3.1 公民对公共物品无知的相对稳定动因
选择私人物品相对容易、迫切而有效。 在民主国家，选择一项私人物品，远比选择一项公共物品容易，因为后者需要社会选择或集体选择，前者却只需要一个人或实体作决定，也就是个人选择。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要求民主共同体的成员讨论每一个涉及这些物品的议题，努力弄清其中有哪些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相互竞争，然后决定自己希望在这些物品之间作何取舍，最后以某种方式汇总各自偏好。相较之下，对私人物品的个人选择，不过是一个人或实体决定自己制造它、取得它，
购买它，或者放弃它。市场使购买更为便利，因为其“看不见的手”自动促成供给并计算价格。市场也给人一种印象，仿佛私人物品有十分确定的价值——即其价格——但价格实际上记录的是交换能力，而非价值。相比之下，那些必须购买的公共物品，因为具有非排他性，并不直接向消费者标价，所以它们的价值显得模糊，甚至无关紧要。此外，许多公共物品由自然或社会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并无价格，因此，人们往往忽视其价值，甚至忽视其存在。人们迫切需要借助许多排他性物品照顾自身，例如食物、住所、衣物、娱乐、休闲设备与设施，以及医疗服务，这进一步增强了个人选择的吸引力。除了私人物品及其获取方式——个人选择——的这些诱惑之外，人们在个人选择中拥有决定权；而在社会选择中，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决定性作用，不过是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人中的一员，大家一起投票，选择或拒绝一项非排他性物品，或一组内容不确定的此类物品（Brennan and Lomasky 1989, 49–50）。因此，正如公共政策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 1957）所指出，选民对公共物品议题保持无知，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无知”使许多公民作表达性投票：选择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政策，却不关心这些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他们投票时也会表现出“理性的非理性”，在没有任何支持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令人感觉良好的政策确实有效（Caplan 2008, 138–39）。¶
通过这些方式，个人选择私人物品的相对容易、迫切和有效，鼓励人们专注于选择私人物品，而非认真关注公共物品。这一倾向由私人物品的排他性所产生的激励促成。选举授权的含混又鼓励了它，因为这种含混使公民可以忽略认真考虑公共物品这一民主责任。¶
公民对搭便车者的恐惧。 政治学家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 2006, 1015, 1013）指出，大量跨学科经验证据显示，人具有避免“被当傻子耍”的倾向……“使人们认为决策正当的，不只是他们从决策中获得了什么，还在于他们是否认为决策过程公平”（另见Hibbing and Alford 2004；Orbell et al. 2004）。“厌恶被占便宜”可能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强烈影响，因为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有些人认为，既然这使自己容易受到搭便车者侵占，私人物品就一定更好。根据这种观点，“以市场方式分配的资源比例越高——在这种方式下，得到东西就无法逃避付费，付了费也就得到相应东西——经济就可能越公正、越有效率”（Stretton and Orchard 1994, 55–56）。这种高估私人物品的动因，也受到含混授权的促进，因为它使公民能够忽略自己的责任：拒绝这类启发式捷径，并认真考虑公共物品需要。¶
公民对政府无能的恐惧。 公民观察到政府无能，可能因此认为市场更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专注于获取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这种态度又会进一步侵蚀民主政府的能力，帮助它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2010, 16）对美国所作的观察：“绝大多数民众深信，政府没有能力有效管理投资。同样，这一信念并非毫无根据：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说政府不好，已经造成了糟糕的政府。”这里同样可以预料，选举授权的含混，诱发了公民这种不负责任、图省事的思维。¶
不论是美国人对政治笨拙的经验，使他们怀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还是其他因素造成了这种怀疑，对政府无能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私人物品偏向，在美国都具有极为显著的影响（有关讨论，见§3.2）。经济记者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 2008, 75）把这种恐惧描述为美国政府面临的一股“暗流”：“监管仍被普遍视为贬义词。奥巴马……必须冲洗掉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大规模政府事业已经因现代市场而过时。”库特纳（2008, 75–76）指出了美国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几种表达：“政府通常乖张或无能……减税是政府能够可靠兑现的少数好处之一……私人市场总比政府运作得更好……［而且］民主党人需要说得更像共和党人。”过去四十年里，三位总统强烈表达过这种思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78年国情咨文中宣称：“政府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无法为我们设定目标，也无法界定我们的愿景。”1981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就职演说中说：“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政府就是问题。”1996年1月，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国情咨文中表示：“我们知道，大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答案……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Kuttner 2008, 87–88）。¶
正如索罗斯所指出，不愿纠正金融市场，是美国公民拒绝政府解决方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09, 46）认为，“除非政府在监管金融机构方面发挥更强作用，否则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不会恢复……就连放松监管的大祭司、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承认自己走得太远。”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2009）提出了类似建议。2009年1月8日，在乔治·梅森大学，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FederalNewsService 2009）似乎意识到，必须对这股“暗流”作出明确反驳：“只有政府能够打破使我们经济陷于瘫痪的［种种］循环。”¶
2.2.3.2 公民对公共物品无知的相对动态动因
地位竞争造成的分心。 经济学家伊班·古德斯坦（Eban Goodstein 2005, 218–19）指出，“当相对消费变得重要时……人们往往高估私人消费增加的价值（考虑到这会向他人施加负外部性），而低估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价值。”他所说的外部性，是“地位竞争”的成本；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 2005, 7, 44）这样描述其中一部分：“我们的欲求不是固定给定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赶上他人的愿望驱使。这导致一场地位竞赛，而它会自我挫败，因为如果我做得更好，就必定有人做得更差。”表现更好会引发反击，继而引发回应，再引发更多反击，如此反复。地位竞争不仅是一场零和游戏，还会在正反馈中无限持续。而且，由于其消费没有产生最终收益（即它试图确立的社会地位），参与这场游戏的人，收获的只有消费反复带来的成本（例如Frank 2005）。¶
地位竞争不仅体现为地位较量，也发生在人们试图购买那些相对于社会人口数量而言供给稀缺、并非人人都能获得的产品或服务时。例如，适合休闲居住的土地，以及政治和商业中的领导职位。当人们在住所、食物、安全与陪伴等基本需要上得到充分满足时，这种竞争就会变得强烈。他们这时有余力更加专注于将自己的私人物品与邻居相比较；于是，用古德斯坦的话说，“相对消费变得重要”。民主国家的公民不清楚谁应负责照顾公共物品，含混授权因而鼓励他们忽略地位竞争的公共成本。由于公民期待政治人物处理这些事，他们往往注意不到，自己正通过地位竞争毁坏这些物品。¶
适应造成的分心。 人们还会因为未能预见选择私人物品的另一种后果，而分心，无法重视并选择公共物品。这种后果是：他们对私人物品的满意程度，不仅取决于自己相对于邻居过得如何，也取决于自己相对于已经习惯拥有的东西过得如何（Layard 2005, 42, 48）。这称为适应或习惯化。它对某些事物作用强烈，对另一些事物却不是如此，例如友谊与性的快乐，以及不可预测的巨大噪声、丧偶、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所带来的痛苦。莱亚德（2005, 49）指出，“我们最容易习惯、也最容易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我们的物质财产。”因此，适应会不断提升我们对私人物品的欲望，而不是对公共物品的欲望。一个表现是，人们觉得自己需要的收入水平，通常不会比当前收入低多少。例如，从1952年到1987年，美国公民认为自己所需收入的增加额，相当于其实际收入增加额的70%（Layard 2005, 42–43）。调查结果提供了适应的另一项迹象：如果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增加$1，那么过一段时间，他认为所需的收入就会增加至少$0.40（Layard 2005, 49）。〔译注：这里原文使用dollar与cents，未注明币种。〕与地位竞争一样，私人物品供给增加之后，适应往往会重新建立对它们的欲求，从而使私人物品欲求倾向于正反馈，并伴随对公共物品欲求的下降。含混授权鼓励这种反馈，因为不清楚谁指挥公共政策，使公民可以自由忽略自身适应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广告造成的分心。 半个世纪前，不拘传统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促销是忽视公共物品的另一个动因。他把它称为“社会平衡问题”，并将其描述为缺乏：¶

私人生产的物品与服务的供给，同国家所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社会平衡问题无处不在，而且常常十分刺眼……这个国家最有才华的一些公民，搜遍公众心理的每个角落，看看能否培养对某种可销售产品的欲望。却没有类似过程为国家不可销售的服务效力。（Galbraith 1958, 198, 202–3）


当“社会平衡”比较的是购买私人物品，与购买那些靠税收资助的“国家不可销售的服务”——例如执法、国防，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时，它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概念。然而，对免费公共物品而言，“社会平衡问题”就比较隐微：这些物品不直接与私人物品争夺购买力，但二者仍然竞争，因为两类物品需要相同的资源。这类资源中最大的一类是自然资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物品。自然资本被定义为自然事物（或“非生产出来的”事物）的存量，它们是产生人们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与服务流的手段。这种流称为自然收入。自然资本的例子包括以下存量：土壤、生物多样性、森林、荒野、自然景观、太阳及其与地球的距离、稳定的气候、地理空间，以及空气、海洋、河流和湖泊。土壤、森林与河流这些存量，可以产出食物、木材与鱼类等产品流。当自然资本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生产私人物品时，它就变得更加稀缺，其中公共的部分也因此可能被标上价格，从而转化为私人物品（例如Daly and Cobb 1989）。这种转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自然资本日益稀缺，也是社会平衡问题。¶
按照加尔布雷思的描述，这个问题在于：广告业把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在私人物品上，迫使民主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4.2.3将给出一个例子，讨论社会在劳动与闲暇之间的选择——本应产生使闲暇可获得性达到最优这一公共物品——如何偏向过长的工作时间。广告业获准如此行事，至少部分原因在于，选举授权的含混使公民没有明确义务去识别和考虑公共物品。¶
与地位竞争和适应一样，广告往往通过正反馈，使对私人物品的欲求不断升级。广告增加销售，便为更多广告提供资金，进而进一步增加销售，如此循环。加尔布雷思（1958, 124）将这种反馈称为“依赖效应”：在这个循环中，“欲求越来越由满足它们的过程创造出来”。促销通过鼓励地位竞争和适应这两者发挥作用，因此，这三种机制组成一个反馈复合体：地位竞争与适应这两种正反馈，受到促销的推动，而促销又倾向于在另一个正反馈中推动自身。后文§5.3.1分析现代工业社会对经济增长的成瘾时，会提到这个复合体，并在图5.1（原书第211页）中用示意图表示。¶
这里描述的六种激励，都通过使私人物品显得更有吸引力，推动公民忽略公共物品。正如讨论每种激励时所指出，公民之所以容许自己受其左右，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清楚自己在民主政府中的角色。下面将更仔细地考察这种混乱。¶
2.2.4 无意识的指挥者
我们已经看到，通过频繁选举作出的授权具有含混性，使公民对自己作为政府政策指挥者的地位，部分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识。因此，公民觉得自己可以自由追求私人物品，很少意识到应当考虑约束这些欲望，以容许并要求生产或保护公共物品。政治人物受到这些私人欲求的压力，作出的社会选择往往表达的是私人物品欲求的汇总，而非对公共物品的欲求。随着时间推移，这会逐步毁坏那些需要与私人物品相同资源的公共物品，例如环境质量与商业性消耗自然资本之间、公平的外交政策与获取市场及商业资源之间、公民平等与为私人创新和生产率提供经济激励之间的冲突。如果要纠正这种对公共物品的侵蚀，就必须充分理解，公民为什么缺乏对自身民主指挥者角色的意识。上文已经以使公民对公共物品保持无知的激励形式，描述了六种原因。此外，以下五个因素具有类似效应，因为它们促使公民没有意识到自己指挥公共政策的民主责任。¶
亲自参与把权力交给权威人物。 公民缺乏对自身指挥者角色的意识，部分原因是：通过选举把这项权力与责任从公民委托给政治人物，是一个高度公开、正式的程序，许多或大多数公民都亲自参与。因此，他们形成了强烈印象，认为这一程序转移了自己的指挥权，直到下一次选举。于是，选择领袖与选择指挥者混为一谈。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的民主制度，很可能加剧人民无意识行使指挥权的这一原因，因为这些事件以戏剧性方式任命了最高权威人物。历史学家达娜·纳尔逊（Dana Nelson 2008, 183–85）在《不利于民主：总统职位如何削弱人民的权力》（Bad for Democracy: How the Presidency Undermines the Power of the People）中，感叹这一效应。¶

总统主义的影响削弱了我们的民主技能……使我们更难想象，不仅难以想象如何一起建立民主共同体，甚至难以想象为什么我们会希望这样做……我主张，我们把民主想象成一种由我们人民在差异中共同领导的事物……民主并非由总统服务。相反，服务民主的是我们人民，为它的现在与未来共同工作。


总统制民主的授权含混，可能不仅比其他类型更严重；总统竞选所需的巨额资金，也帮助富人影响总统，使政府更不民主。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竞选表明，互联网可以用来抵消这种效应；但这种便利总统竞选小额捐款的方式，使数百万普通公民与这一过程有了更亲密的联系，因此也可能强化授权含混，加深公民的一种印象：治理的不是他们，而是总统。总统竞选可以激发情感，以极大热情吸引许多公民投入政治。但这种参与主要受到人物情感魅力的驱动，因此，议题的利弊受到忽视，公共审议几乎不存在。新总统当选后，人民的意见与态度可能比先前并无多少发展，新领袖便基本上必须追随这些意见与态度，否则就会被一个愿意追随它们的人取代。在议会制下，政府首脑由政治人物选出，这或许使公民更容易认识到，必须由他们来治理，因为那个首脑并不直接是他们的领袖，而是他们代表的领袖。¶
权威的表象。 政治人物看起来像是在指挥公共政策的人，因此，公民往往把自己视为旁观者，而不是民主的指挥者。然而，如上所述，由于政治人物必须频繁面对选举，他们的政策决定往往处于一般公众意见的边界之内；即使超出这些边界，也往往处于其选民群体意见的边界之内；如果在某些具体议题上超出这些限制，他们就试图以其他议题上的政策，满足其选民更迫切的愿望，以抵消选举上的代价。这使政治人物看起来拥有指挥权，却并非真正拥有。称他们为“领袖”时——至少总统、总理或政党领袖都被如此称呼——这一表象就得到强化。哈斯拉姆、赖歇尔与普拉托（2011, 218）呼吁改变这种表象，并希望：¶

通过阐明一种新的领导心理学，同样关注群体内的领袖与追随者，我们……希望开辟一种新的领导政治的可能性，它以包容性辩论为中心，讨论我们的群体代表什么，以及它们将走向何方。


务实考虑。 公民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指挥权，是因为他们希望受命代表代劳。这是因为公民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自己没有时间、兴趣、专长、制度支持和激励，去有能力地识别并选择公共物品。¶
心理倾向。 与务实动机一样，心理倾向也是公民因希望他人代劳，而不把自己视为指挥者的一种情况。不过，这种愿望不是来自让专家处理复杂任务的实际需要，而是来自人性：我们在遗传上倾向于归属于一个群体，并在其中领导群体，或追随其领袖。因此，当一个群体试图实行民主、由所有人民治理时，其中少数人试图领导，而绝大多数人则寻找自己愿意追随的领袖。这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视为一个庞大董事会成员的情况，相去甚远。为了理解这个民主问题，并对如何应对它获得一些认识，这里将作较详细的考察。¶
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 2005, 232）把人类形容为“雅努斯双面神式”的存在，即既有平等主义倾向，又渴望控制和支配。他（2005, 78–79）指出，我们“常常允许某些男性成为平等者中的第一人。这里的关键词是‘允许’，因为整个群体都会防范滥权。”德瓦尔（2005, 232–33）指出，这种平等主义与等级倾向的“双极”平衡，使人们既依赖等级体系，又对其敏感。依赖来自对和谐的需要，而和谐需要稳定，稳定又依赖得到充分承认的社会秩序。因此，我们“渴望等级关系透明”，这产生了一个悖论：“尽管
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诞生于竞争，但等级结构一旦建立，本身就消除了进一步冲突的需要”（de Waal 2005, 64）。因此，在德瓦尔看来，人类本能地渴望强大、可靠、且被认为有利于群体的领袖。这与进化心理学一致：进化心理学认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会本能地组建并加入群体。由于这在我们最近的进化过程中一直是一项基本生存策略，所以我们属于动物学上的“专性群居”类别（de Waal 2005, 231）。这使我们承受群体生活的压力；据推测，这些压力通过选择，使个体形成了承担社会角色的倾向，例如领导，或者追随一个为群体利益而领导的支配性个体（Alford and Hibbing 2004；Barkow et al. 1992；Dugatkin et al. 2003；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Keltner and Haidt 2003；Smith et al. 2007；Van Vugt et al. 2008）。¶
人们实际上已经观察到，追随倾向在生理层面的激活。神经科学家乌费·舍约特（Uffe Schjoedt 2010）及同事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做到了这一点：当一个人倾听自己认为有权威、值得信赖的人讲话时，其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的部分区域会关闭。这些脑区在判断他人言论的重要性与真实性时，对警觉和怀疑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关闭这些区域会使听者受到激励，追随权威且值得信赖的人物。不认为说话者具有个人魅力的受试者，不会出现这种反应。虽然这些试验使用的是宗教权威人物，舍约特推测，倾听医生、父母和政治人物等人说话，也应会引发这种去激活。¶
与本小节开头的观点一致，社会心理学家马克·范·弗赫特（Mark van Vugt）、罗伯特·霍根（Robert Hogan）和罗伯特·B.凯泽（Robert B. Kaiser 2008, 186）提出，人类“种群包含一些个体，他们的基因型使其倾向于领导或追随”。他们认为，在任何种群中，追随倾向都会更普遍，因为“领导者基因型出现频率的任何增加，都会降低这一策略的回报——由于许多想当领袖的人相互竞争，无法协调——从而对领导者基因型产生负向选择”（Van Vugt et al. 2008, 186）。范·弗赫特及其同事认为，这些倾向是在更新世250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中进化而来的；当时人类生活在由50–150人组成的小群体中，由此形成了对逆向支配等级体系的先天偏好。在这种等级体系中（如德瓦尔所观察到的），人们希望拥有领导，但群体成员会“依据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者’标准，例如公平、正直、能力、良好判断、慷慨、谦逊和关心他人”来评价领导（Van Vugt et al. 2008, 188）。¶

这种权力倒转，使我们的祖先得以获得合作的益处，并征服世界。当领袖受到约束——在人类进化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如此——而其他人也获准繁衍时，追随者就拥有保护群体福利的切身遗传利益，于是产生稳定。（Van Vugt and Ahuja 2010, 192）


在我们典型的进化适应环境（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ation，EEA，见Thornhill 1997）中的小群体内，内部沟通容易而有效，使成员在认可合适领袖时能够作出准确评价。在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极大的群体中，内部沟通困难，意味着此种情形下的评价可能流于表面，造成低劣的集体判断。¶
范·弗赫特及同事（2008）提出，在当前环境下，领导与追随的倾向，会使领袖—追随者模式在类似EEA适应问题的情境中更快出现，例如群体内部冲突，以及自然灾害或针对群体的攻击等外部威胁。在这类紧急情况下，追随者会很愿意服从单一个体的决定，因为领袖与追随者的利益已经趋同。EEA中的自然选择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追随者会根据所面临的问题，偏好不同的领袖。例如，美国选民受到战争威胁时，往往选择鹰派总统；而且“当被提醒自身终有一死时，会更加偏好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较少偏好参与式领袖”（Van Vugt et al. 2008, 189）。这与狩猎采集社会人们的行为相符；在那里，“大人物只在其专长领域内发挥影响，并以身作则地领导……声望赋予那些拥有特定技能、能够帮助群体实现目标的人”（Van Vugt and Ahuja 2010, 158）。按照范·弗赫特及同事（2008, 191）的说法，“祖先环境中的领导是流动的、分散的，并随情境而定”。¶
近年来，俄罗斯可能正在出现领袖与追随者双方这种针对具体情境的领导反应。尝试以民主和资本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与指令经济，带来了混乱、腐败和压力；这些因素或许有助于使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专断风格受到许多俄罗斯人欢迎。在这种情形中，本能反应并不促进民主。正如政治学家埃伦·卡纳汉（Ellen Carnaghan 2007, 64）所指出：¶

新兴民主国家之所以脆弱，不是因为尚未做好准备的公民不喜欢他们所理解的民主，而是因为许多普通公民对民主实践的复杂细节理解得不够……因此，俄罗斯民主的命运仍然脆弱，部分原因在于掌权者的行为，他们似乎不重视民主制度；同时也因为，公民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主提供了保护其所希望未来的机会。


特殊利益造成的腐化。 公民缺乏对自身指挥权的意识，第五个原因可能是，其中一些人认为，大体上履行这一角色的既不是他们，也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常拥有财力、极为庞大的成员人数，或其他形式的权力，可以用来向政治人物输送选票或其他好处；作为回报，政治人物制定这些利益集团想要的法律、政策与计划。特殊利益集团这一权力的一个迹象，就是其游说开支的规模，如第1章及下文§2.3.2所讨论。¶
小结。 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似乎通过五种方式持续无法意识到自己作为指挥者的责任：1，公民亲自选出政治人物来指挥政府；2，公民看到政治人物正在指挥政府；3，公民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自己没有必要的时间、兴趣和资源；4，公民也很可能希望政治人物担任指挥者，因为大多数公民在遗传上倾向于追随；5，在有些公民看来，似乎是特殊利益集团在指挥政府。¶
如果民主国家要有效运作，就必须消除公民的这种无意识，因为只要公民通过频繁选举来选出代表，他们就仍是最终权威，本质上通过设定政府的战略目标来指挥政府。他们通过自己的态度与价值观做到这一点，例如认为长期可能性不太重要，坚持要求提供短期与中期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而这具有战略性效应）。因此，人民必须明确认识到，自己就是指挥者；唯有如此，他们的民主才可能运作良好。¶
2.2.5 问责与正当性的失灵
公民指挥者大多缺乏政治知识，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因而使民主政府不负责任；换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就是政治人物对公民的问责存在缺陷，因为公民对公共政策太无知，无法明智地运用这种问责。随着时间推移，尽管公民置身事外，这种问责失灵仍可能被他们感受到，因为许多人会受到由此产生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影响。这可能损害政府的正当性，以至于政府即便有意实施良好政策，也无法凝聚足够的政治意愿来落实；其产生的不利后果又进一步损害正当性。这种恶化似乎在美国尤其明显；如下文§3.2所讨论，对政府的不信任在那里根深蒂固。¶
公民无意识地行使指挥权，还会通过便利特殊利益集团的腐化活动，进一步损害政府正当性。当公民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指挥者，期待被领导，并且缺乏帮助他们以审慎、有能力的方式指挥的制度时，他们的指挥权就向他人的利用敞开。前文指出，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可能使公民更难意识到自身指挥权；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无意识又便利了操纵。因此，公共物品将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政治过程将被视为腐败，政治人物与政府的正当性遭到损害，更多公民将退出参与，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变得积极敌视政府。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可能失去改善政府的动力：不再努力成为充分知情的选民，不再自荐为政治活动者或候选人，也不再作为官僚和政治人物诚实而有建设性地工作。公共物品随后可能进一步受损，使政府的不正当性升级。这种疏离有时会爆发为愤怒，以及公民不服从的抗议，例如塔斯马尼亚的富兰克林河抗议（下文§4.1(3)和§5.1将提及）。如下文§3.2所讨论，美国茶党运动可能是这种不信任的另一种表达。¶
当然，即使在特殊利益集团并未影响结果的议题上，公民无意识地行使指挥权，仍然可能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因为公民的“理性无知”（Downs 1957），以及他们认为已将任务委托给政治人物的感觉，使其自觉可以自由专注于私人物品。曾担任美国克林顿和G. W.布什两届总统国家安全协调员的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 2004, 238–39），或许观察到了这种失灵；他说：“遗憾的是，美国似乎只有在灾难面前才会作出良好反应，而不会因警告分心。我们的国家似乎总要等到某场可怕灾祸证实威胁的重要性之后，才能把必须做的事情全部做完。”克拉克谈的是国家安全管理，但他的观察也适用于美国其他公共议题，例如国家医疗服务（原文为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全球变暖、能源供应、石油行业监管（2010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和井喷，使这一问题格外突出）、金融监管（其失灵导致了2007–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分析见Soros 2010、Madrick 2010和Stiglitz 2010），以及下文§2.3所讨论的外交事务。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 2006）在内罗毕气候变化会议上对美国作出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似乎赞同克拉克的评估。他宣称，当我们考虑《京都议定书》之后如何前进时，“仍然存在令人恐惧的领导缺失”。¶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伦理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描述了另一种现象，它似乎是含混授权所预示的问责缺失及由此产生的不负责任的症状。汉密尔顿（2011）称之为：¶

澳大利亚政治之谜：选民想要强有力的领袖，却又只想要这个领袖在气候变化行动上提供象征。澳大利亚人希望自我感觉良好，却不愿作任何牺牲。



针对［总理］吉拉德（Gillard）的恶毒攻击，源头似乎就在现代澳大利亚人性格的这一缺陷。她把澳大利亚人说自己想要什么，与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混淆了；于是，她推动碳税的计划使她成为仇恨对象。


或许，这个问题并非澳大利亚独有的性格缺陷，而是公民一种可以预见的反应：他们认为，在上次选举中已把民主权力与责任委托给政治人物，此例中为首的就是总理。公民因而觉得自己卸除了责任，并据此行动。所以，问题似乎是：怎样才能使公民感觉到，自己才是政府政策的责任人？不必试图以直接民主完全取代代议民主，可以通过一个新制度，让公民在选择具体政策时扮演一个高度公开、有影响力且有意识的角色。如果这个制度非常便于公民使用，就应能使他们形成对政策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做好准备，为政策的实施作出必要牺牲。第二编将讨论制度设计的这一目标。¶
2.2.6 较不根本的一种含混授权——超多数主义
权力与责任的混淆会产生有缺陷的公共政策，这一想法的适用范围，比本书讨论的公民委托人未能明确向政治代理人授权的情形更广。在§2.2中，这种失败被描述为对委托权力与责任的两个方面不确定：究竟有没有、或委托多少；以及所委托权责的范围或类型。除这些问题之外，公民委托人究竟试图把权力与责任委托给哪个代理人或哪一组代理人，如果含混不清，也会妨碍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麦甘（McGann 2006）认为，超多数主义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它设置不同且相互竞争的代理人，有时以“制约与平衡”为名，从而损害政策。超多数机制，指决策所需支持高于简单多数的机制，例如联邦制、两院制、总统制、司法审查、美国参议院终止冗长辩论所需的60%终结辩论规则、推翻美国总统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以及修宪所需的超多数。麦甘（2006, 115–52）认为，这些机制都会损害政治平等与公共审议，因此往往阻止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由于超多数主义通常会武断地偏袒现状，它可能通过阻止有根据的判断占据主导而损害公共政策。超多数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使人不清楚权力与责任究竟委托给了哪个代理人或哪组代理人，从而模糊问责。政治学家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 2012, 56）指出，这使：¶

政治人物更容易背离选民的优先事项。在议会制民主国家，选民可以相对容易地奖励或惩罚政治人物。从总理到后座议员，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都必须承担责任。在美国，责任则难以界定得多——尤其是现在，一个政党需要在参议院获得至少六十票，才能克服无处不在的冗长辩论阻挠。共和党（GOP）领袖知道，对于经济表现不佳，总统及其政党很可能承担大部分责难，即使保守派共和党人的焦土式抵抗，才是总统政策获通过的最大障碍。


因此，含混授权的概念，可以从委托人究竟是否真正授权、授权了什么的含混，扩大到包含委托人向哪些代理人授权的含混。但在本书中，我们聚焦于“是否以及什么”的含混，因为这是根本性的含混，是选举制度的直接结果。超多数主义的、或“哪些代理人”的含混，并不是允许现任者参选的频繁选举的必然后果，而是独立于这一选举结构、由其他较不根本的制度安排施加的。¶
2.2.7 对将含混授权视为重大问题的一项反对意见
有些公民特别关注特殊利益集团牺牲公共物品来追逐私人物品；当他们听到民主政府因含混授权而功能失调这一说法时，可能会回应：真正的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这个观点有两项错误。第一，如果我们选择把政府失灵的责任归于特殊利益集团，而非政府制度，就等于假定，无须把政府设计得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实行治理，而在现实世界里，自利是一种强大动机。第二个错误是，即使责怪特殊利益集团成功地制止了其操纵，选民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输入仍然会有缺陷，因为含混授权意味着，没有人明确要求他们审议这些事务。然而，尽管这种阴谋论式观点有上述问题，它实际上却暗示含混授权很重要。把解决办法视为责怪操纵者，就是把解决办法视为激发公民愤怒，使他们通过要求被操纵的代表立法禁止、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对其自身的操纵，来接掌控制权。但让公民“接掌控制权”，正是民主功能失调的含混授权解释所要求的——不仅为阻止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更为全面掌管公共物品。责怪的观点认为，我们必须通过激怒公民来赋权；含混授权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必须通过澄清授权来赋权。激怒公民会促进行动，却未必促进审议；澄清授权则会产生分工，而分工应有助于审议与行动。¶
二十年前，政治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费在回顾民主国家作出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时，得出结论：这种能力已经下降。¶

诚然，国家与政府、公民与社会运动、社会阶级与政党、精英、行政机关、利益团体、联盟、民族、集团和协会，都依然健在；只是无论旁观者还是它们自己，似乎都不太清楚各自特有的行动领域……令人惊讶且具有根本性争议的，是对“谁在负责？”这一问题的回答。（Offe 1996, vii–viii）


奥费为这种不确定性提出了几个原因，例如全球化与多国协定使国家边界日益通透，以及随着越来越个人主义的公民更青睐具体议题上的行动，投票和加入政党等传统政治活动有所衰退。他没有提及含混授权，但如果频繁选举具有这种效应，它们确实应当使公民困惑：“谁在负责？”¶
2.2.8 含混授权概览
含混授权这一观念，主要是说民主国家不清楚自己究竟由人民运作，还是由人民的政治代理人运作。超多数机制则通过模糊这项义务与权力究竟委托给了哪个政治代理人或哪组代理人，产生较不根本的责任与权力混淆。根本形式的含混授权中，很多混乱是因为公民想要好领袖，而民主政府却要求他们想要成为好的指挥者。他们渴望好领袖，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物种的生物性冲动；公民期待包括民主政府在内的任何政府满足这种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忽视了作为指挥者的参与。如我们所见，领导由追随者与领袖共同产生；指挥则由指挥者选择政策，然后指示执行人员落实而产生。在民主国家，这些执行人员就是民选代表，但这一点并未被清楚认识到，因为公民渴望被领导的原始冲动，使他们把执行人员视为“领袖”。公民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指挥，不仅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主动领导自己的“领袖”，也因为他们可用的具体指挥方式很少。如果有容易而有效的方式，他们就会审议并选择公共政策，然后指示执行人员落实。但对公民而言，接受领导更容易、更自然。这只需要他们成为追随者，寻找个人魅力、目标坚定和看似关心群体等领导品质。¶
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民主，要求公民超越对领袖的原始需要，发展自立与成熟，使其能够根据代表的政策，而非领导品质来选择代表。
这样，他们就是在指挥自己的民主，而不是寻找好的领袖。但仅仅劝公民成熟起来，并不会使他们行动。我们需要新的制度，通过为他们提供集体审议议题、并据此指挥政治代理人的激励与工具，使他们成为成熟的民主公民。第二编将提出这种制度的设计；但在进入那里之前，我们还要识别另外两种民主功能失调，继续开展必须为这种设计提供指引的失灵分析。随后，我们将考察这一政府失灵的三重解释，是否看起来能够说明几个不同自由民主国家，以及若干重大公共政策议题中的失灵，以此检验它。¶
2.3 过度竞争
在民主国家，选举这一竞争机制被用来选出代表，其意图是激发活力、观念、真相与问责（例如Shapiro 2012, 200–207）。这里的竞争发生在政治人物与政治候选人之间；由于选举定期重复举行，通常间隔二至八年，这种竞争几乎连续不断。§2.2.1将这种周期称为频繁，因为它只占人生的一小部分。对有资格争取连任的现任者来说，选举几乎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他们往往专注于保住职位，而非选择良好政策。为了吸引选票，他们常常通过加入政党来简化选民的选择。政治学家伊恩·马什（Ian Marsh）与环境科学家戴维·延肯（David Yencken 2004, 82）指出，在澳大利亚政治中，这种由政治生存与支配地位的需要驱动的简化如此明显，以至于“熟悉的竞争性两党制如今本身就是……明智政策选择的一个主要障碍”。他们把其一种形式描述为“虚假对抗”。¶

如果政府宣布某个有争议的议题是白的，而公众意见分裂或不确定，反对党几乎总会宣布它是黑的。但反对党在执政时，却可能常常支持过类似做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公众意见分裂或不确定时，拥护鲜明不同方案的领袖会获得回报，即使这些方案空洞无物，或只是为政治效果而制造的……在现行体制中，选举激励压倒了对基于实质优劣与审慎考虑之论据的关注，从而使体制扭曲。（Marsh and Yencken 2004, 32–33）


在英国，非民选上议院与民选下议院的表现形成对照，说明了民选代表之间的竞争如何令人分心。¶

上议院常常审查下议院没有时间查看的立法（它在审查欧盟委员会法令方面形成了一个重要角色）……议员彼此客气得令人惊讶。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上议院的梅格·拉塞尔（Meg Russell）说：“有时简直客气得发腻。”当被问及希望民选政治人物如何行事时，选民往往会描述一种听起来有点像非民选上议院的行为。（Economist 2012, 48）


选举竞争诱使政治人物操纵经济／社会／政治局势，使其有利于自己的当选与连任，从而鼓励公然腐败。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总统治下的南非就是一例；据报道，“在四面受敌的非国大（ANC）治下，新闻自由正在一点点被削弱”（Economist 2015b）。然而，选举竞争造成的破坏，可能远超不礼貌、答非所问、虚假对抗和腐败。¶

在2007年底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两个交战派别将肯尼亚撕裂，使这个东非最繁荣、据说最稳定的国家，足足两个月徘徊在自我毁灭边缘。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受邀前来，试图解决冲突……族群暴力就在附近肆虐，而当安南先生试图在双方之间寻找共同立场时，两边的谈判代表有时自己也几乎动起手来……选举可能使敌对政治人物陷入公开冲突，肯尼亚如此，如今的津巴布韦也是如此。（Economist 2008a, 67）


法学家蔡美儿（Amy Chua 2003）描述了一些例子，说明选举竞争如何点燃长期受到压抑的仇恨，其对象是主导市场、生活富裕的少数族群：例如，199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自由选举之后，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对克罗地亚人进行的“族群清洗”；1998年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下台并举行选举时，印度尼西亚针对华人少数族群的袭击；以及1994年卢旺达对图西族人的大屠杀，当时腐败的极权总统哈比亚利马纳（Habyarimana）为回应西方压力，作出放弃独裁、转向多元主义与多党民主的姿态。扎卡里亚（Zakaria 2003, 114）指出，“没有宪政自由主义的基础，在分裂的社会中引入民主，实际上会助长民族主义、族群冲突，甚至战争。”牙买加的例子说明，若要防止破坏性竞争，这种基础必须非常坚实。¶

一个相对稳定、和平、且“性情温和”的民主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上歧途。两党间的一场政治对抗升级失控，使牙买加陷入腐败、偏袒、庇护主义与有组织犯罪的恶性循环。牙买加案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不受约束的民主竞争，可以通过为庇护主义目的将公务员体系和执法部门政治化，摧毁原本质量相对较高的这些部门。（Rothstein 2011, 202）


从不礼貌到欺骗，再到致命暴力，这一光谱表明，选举政治无休止的竞争性质，鼓励政治人物对认真审议失去耐心。它也很可能吸引性格好斗的人参选。因此，民主政治人物可能倾向于把议题当作战斗，而不是需要仔细理解并比较利弊的事项。记者兼历史学家彼得·斯科布利克（Peter Scoblic）在《我们与他们：半个世纪的保守主义如何削弱美国安全》（Us vs Them: How a Half Century of Conservatism Has Undermined America’s Security）中，提供了此类好斗性的例子。在其中一例中，他以同情笔调描述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核裁军谈判中，从谴责转向协商。但他也指出，里根此前“甚至没有想到”：¶

采取一种作战战略，从广泛的导弹防御计划开始，研究导弹防护盾，同时增加35%的军费，启动新的轰炸机计划，部署新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并在欧洲部署导弹，可能会被解释为具有威胁性。（引自Power 2008, 68）


斯科布利克也在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身上看到了危险的好斗性。外交政策学者、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 2008, 68）指出：¶

斯科布利克的叙述到结尾时最令人不寒而栗：那些长期偏好对抗而非合作的保守派声音——例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竟成了乔治·W.布什行政部门中的主导人物。2000年1月21日，也就是入主白宫前一年，布什说：



“我成长的时候，世界很危险。而且我们确切知道‘他们’是谁。那是我们对他们，而且‘他们’是谁很清楚。如今，我们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



强硬保守派曾经历一位外交官所谓的“20世纪90年代敌人缺失综合征”；9月11日给了他们运用早已孵化好的理论的机会。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使美国摆脱国际协定的束缚，并减少对外交接触的依赖。


斯科布利克与鲍尔批评的那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影响力巨大，因此两位学者都对美国民主深感不安。令他们警觉的好斗性，也体现在美国忽视政治自由和自决等人权的记录中：只要有利于美国利益，美国就支持威权政权，例如支持以色列（例如Mearsheimer and Walt 2007）、反对共产主义，以及确保获取市场和石油等资源（例如Perkins 2004；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2）。例如，虽然美国在1999年支持科索沃（相对于塞尔维亚）的自决原则，却在2008年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相对于格鲁吉亚）的案例中放弃这一规则，显然是因为它想控制石油管道（Lantier 2008；Orlov 2008）。俄罗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采取了相反态度，尽管它在1994–96年及1999–2000年针对车臣的两场战争中，无视了自决。对于这些分离运动：¶

俄罗斯日报《生意人报》（Kommersant）把［俄罗斯］承认格鲁吉亚领土的独立同9/11相提并论，称世界政治从此将不再一样。“历史上第一次，俄罗斯公然破坏领土完整原则，优先选择了民族自决原则”（WeekendEditor 2008, 32）……



［这使得］俄罗斯通常的盟友对它流露出寒意——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震惊反应……多年来，中国与俄罗斯一道捍卫领土完整观念，主张主权边界不可侵犯。如今，中国看到莫斯科抛弃了这一原则，而两国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Maddox 2008, 15）


这里我们从民主国家岔到了威权政权，但这段离题说明，民主国家需要发挥有力的示范作用，不仅要宣示公正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还要坚守这些原则，即使这会给民主国家自身带来相当大的即时成本。不幸的是，竞争性本能似乎妨碍民主国家做到这一点。下面考察这些本能的其他影响。¶
2.3.1 竞争使政治人物分心，无法生产公共物品
正如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 2012, 202）所强调，“争夺权力的竞争不可或缺”，因为它赋予“政治志向者激励，让他们照亮黑暗角落，揭露彼此的失败与掩饰”。但民主国家的选举竞争，也限制了政治人物的公开与诚实，因为他们会受到诱惑，通过迎合选民的无知来赢得竞争。政治人物很少愿意冒疏远选民的风险，推行选民不理解的善意政策。迎合不仅可能立即产生糟糕的立法与政策，还可能产生延迟效应，因为它阻止或扭曲公共辩论的意见输入，抑制舆论的发展。政治人物不是以建设性的坦诚公开讨论议题，而是常常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沉溺于虚假对抗，并用答非所问的回答，或提出并回答另一个自己更喜欢的问题，来应付记者及他人的棘手提问。这种虚张声势、话术包装、隐瞒甚至说谎（例如Mearsheimer 2011），妨碍了舆论发展，进而限制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保护。其中一部分腐败行为，许多公民看得很清楚，因而有助于产生§2.2.1所描述的“信任悖论”。¶
在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其他民主国家，竞争性的选举环境培养了公众对政党和政府领袖的迷恋，使公民分心，无法意识到基本上指挥政府政策的是他们自己。它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格和名誉攻击上，而不是讨论、辩论议题；这一效应与上述政治人物的回避行为结合，阻碍舆论发展。澳大利亚政治竞争的另一个后果，是政治人物僵硬地坚持，政府几乎必须完全由立法机关中席位最多的政党组成；因此，当两个主要政党的席位几乎相同时，一个小党就可能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形成“权力平衡”局面。这种对反对党政治的坚持，常常使大量公众意见无法在政府中得到代表，也使政府失去立法机关中的许多人才。对对抗的迷信，使政党努力摧毁彼此的公众形象，而不是设计并协商良好政策。它也诱使政府使用公共资金向公众推销政策，尤其是在选举之前，以谋求对反对党的选举优势。议会可以不采用反对党政治，而在下院通过小党联盟形成执政的立法多数，也可以让下院全体议员共同组成政府。在澳大利亚，这两种安排都为大多数代表所厌恶。吸引选票的需要，助长了这种好斗态度，因为相当置身事外的民众，只会接收到政治代理人发出的简单化形象与信息。同样的竞争方式，也可能使各党内部事务充满争吵。放弃反对党政治，不会消除竞争，但应当使其变得较为温和、更具建设性，因为政治人物仍会彼此竞争，提出最明智的政策主张，并争取立法机关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职位。斯堪的纳维亚的共识型民主表明，选举民主并没有必须激烈对抗的绝对要求，因为那些政体大多由少数党联盟执政。¶
2.3.2 竞争诱使政治人物出卖立法
夏皮罗（Shapiro 2012, 203）指出，政治竞争的一大难题是，“尤其在美国，但在其他民主国家也越来越明显，政治人物首先争夺竞选捐款，其次才争夺选票。”阿尔·戈尔（Al Gore 2007）强调，电视广告的昂贵成本给美国政治人物施加了筹款的巨大压力，印证了这一点。为了获得资金，他们会受到诱惑，制定游说者愿意付钱购买的法律。电视竞选不仅以这种方式腐化民主，还截断了公共辩论，而民主政府基本上追随的大众意见，必须通过公共辩论才能发展。电视宣传为了产生冲击力并尽量降低成本，被制作得非常简短，却因此排除了平衡陈述与理性论证。¶
为立法付费，也诱使游说者与政治人物把这些钱用于个人经济利益，而不只是政治竞选。阿布拉莫夫印第安人游说丑闻，说明了这种腐败的复杂性与规模。丑闻涉及政治游说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小拉尔夫·E.里德（Ralph E. Reed Jr.）、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和迈克尔·斯坎伦（Michael Scanlon）为印第安赌场利益集团所做的工作；这些集团向他们支付的费用估计达8,500万美元。阿布拉莫夫与斯坎伦向客户索取远高于应有水平的费用，并策划针对客户的游说，以迫使客户为反制游说服务付更多钱。这些游说者被指控非法向立法者送礼并提供竞选捐款，以换取立法行动。众议员鲍勃·奈（Bob Ney，俄亥俄州共和党人，R-OH），以及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R-TX）的两名助手直接涉案。奈与迪莱都被迫放弃共和党领导职务。奈被判入狱三十个月，阿布拉莫夫被判五年十个月（Schmidt et al. 2005）。他们被抓获这一事实，说明自由民主在限制腐败程度的层面上确实有效；但这个案例也表明，选举政治的竞争压力，迫使政治人物接受——甚至主动寻求——游说者的贿赂。¶
公司可以通过奖励偏袒自己的代表，实际上购买立法与政府项目，例如在该立法者的选区开办企业，改善其选举前景，或者为其提供退出政坛后的高管或顾问职业（Freedland 2007, 20）。政治人物可以通过提出法案、游说、交换选票、指定拨款和引入税收抵免，“赚取”这些好处。交换选票，是指某法案的提案者承诺支持其他立法者的法案，以换取对自己法案的支持。交换选票也包括把不同措施捆绑成一个方案，以扩大支持基础。指定拨款，是在拨款法案中插入有利于某个选民或极狭小群体的特别条款（Kirkpatrick 2006；Kuttner 2008）。2010年3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禁止向营利组织提供指定拨款。提出法案的立法者允许这类条款被加入，是为了给法案争取选票，或者为了日后能把指定拨款条款加入其他代表的法案，以获得互惠。税收抵免也造成类似的立法腐败。正如库特纳（Kuttner 2008, 96）所指出，这些手法“几乎从不接受正常的立法听证；相反，交易都在关门后达成，普通公众即使知道预定受益人是谁，也是在事后。”政治分肥是另一种以好处换回报的尝试：代表通过动用公共资金，或把政府机构、企业安置在本选区，贿赂选民以获取选票。此类交易常常使政策与计划由有能力游说或购买它们的利益团体决定，而不是由公众或其代表根据实质优劣，判断支持与反对政策的论据孰强孰弱。因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引自Freedland 2007, 20）指出，“我们政府的立法分支已经坏了”。¶
这种对选举和立法事务的操纵，本可通过立法减少，但追逐私人物品的特殊利益集团，使有关法律几乎不可能通过。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描述过这一颠覆性效应，公共选择理论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1993, 39–40）则把它视为“民主的关键弱点”：¶

政治过程明显偏袒那些集中组织起来、对同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充分知情的选民，而不利于那些分散各处、对同自身直接关联较少的议题了解不足的选民……［这正是］特殊利益集团渗透进来进行寻租、普遍损害整个社会的方式。


但在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国家，特殊利益集团只有通过帮助政治人物相互竞争，才能“渗透”——这种竞争主要是争夺选票，也包括争夺金钱。塔洛克所谓“政治过程的偏向”——后来被称为“奥尔森定律”（Mickelthwait and Wooldridge 2014, 111）——或可通过两种方式减轻或消除。第一，重新安排政治过程，使那些“分散各处、对同自身直接关联较少的议题了解不足的选民”聚集起来。第二，在这种重组中，为选民更充分地掌握信息提供激励。第二编所提出的新制度，就是为实现这两项改革而设计的。它会使民主政府从较强的代议形式，转向更为直接的形式。如果有效，就将证明，塔洛克所谓“民主的关键弱点”，只是选举代议民主的弱点，而未必是其他民主形式的弱点。但正如扎卡里亚（Zakaria 2003, 177）所指出，这一弱点：¶

是今日美国困境的核心。美国人民相信，自己对政府没有真正的控制权。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人物同样没有控制权。大多数众议员和参议员认为，自己所处的政治体制中，任何认真尝试变革的行动，都会立即招致因变革受损的少数人的有组织反对。而真正支配华盛顿的，正是这些少数群体。


公共选择理论对选举民主中的此类腐败有很多论述，但有些人认为它走错了方向，因为它试图把选民、政治人物和游说者等行动者的政治行为，解释和预测为理性效用最大化，却忽略其善意动机与非理性动机。不过，假定政治人物纯粹自利，这种简化也许已足够准确，因为可能迫使他们退出政坛的竞争，会使
自利成为他们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例如，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彼得·利森（Peter Leeson 2006, 357, 364）从理论上论证了：¶

即使政策制定者对公众有部分善意，他们仍会被引向迎合特殊利益集团，而社会的处境并不会比政治人物完全自利时更好。因此，政治代理人的善意，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命题。除非善意是完全的，否则政策看起来都一样……尽管这偏离了动机的现实情况，但如果政治代理人具有部分善意时，与毫无善意时产生相同结果，那么，公共选择的标准假定，在预测上就得到了证实。


利森的分析，基于政治代理人为争取公民选票而展开的竞争。公民通常对公共议题关注不足，因此，每一个代理人至少都必须像竞争对手一样，愿意忽视公共福利，利用公众的无知，迎合可能带来选票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如利森（2006, 357）所写：“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来惩罚迎合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人物，使政治代理人有充分理由怀疑其他政治家对公共福利的承诺。”他的分析表明，这种怀疑会迫使政治人物在相互争夺选票时，制定有缺陷的公共政策。¶
选择人集团理论（selectorate theory，第10章稍后将作概述）是政治学中的一种公共选择（“理性选择”）方法，因为它采用经济学家的方法，通过寻找激励来解释和预测政治行为，尤其是那些诉诸自利的激励；在市场与政治的高度竞争环境中，要取得成功，自利是必需的。选择人集团理论所确认的主要激励，是政治职位的竞争如此持续，而且可能致命（至少在政治上致命，在某些专制政体中，肉体上也可能致命），以至于迫使每个政治人物把政治生存置于首位。因此，选择人集团理论把争夺职位的竞争，视为贯穿从民主到专制整个光谱的政治基本特征。（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25）¶
2.3.3 商业竞争加剧政治竞争
过去几十年里，媒体为谋求商业优势而制造政治竞争、将其戏剧化，使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加剧。公共传播学者杰伊·布卢姆勒（Jay Blumler）和斯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 2001）认为，舆论日益反复无常，助长了这种煽情倾向；而舆论的不稳定，源于个人主义增强，以及政党、核心家庭、主流宗教、工作场所和社会阶级等传统社会联系随之弱化。¶

记者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因此发生了转变。鉴于舆论的流动性和反复无常，新闻报道对政治人物及其顾问极为重要。他们认为自己每天都在展开竞争，通过主要大众媒体影响并控制公众对重要政治事件与议题的看法。因此，他们力图尽可能渗入并主导新闻议程。



但是，对于这种缩窄并决定新闻选择的企图，政治记者并未逆来顺受。只要可能，他们就把自己的解释框架强加在政治人物的言论与举措上，将后者压缩为简短引语和声音片段。他们集中关注政治人物无法控制的议题，即记者能够主导、借以打开局面，并运用常规新闻价值标准的议题。他们把聚光灯照向职业化政治人物偶然暴露的任何弱点、失误与过错。尤其是，他们不断“揭穿”政治人物的宣传努力，常常更多谈论背后的公关动机，而较少讨论其政绩与提议实质上的优缺点……这种逻辑，就像把政治传播交给一群食人鱼蹂躏……因此，在有一系列近期选举竞选测量数据可用的民主国家，综合证据表明，媒体政治报道的数量正在减少，越来越“媒介化”（更多由记者及其参照框架主导），越来越关注权力策略而牺牲议题实质，也越来越负面。（Blumler and Coleman 2001, 9, 10, 11）


商业竞争不只是通过媒体加剧民主政治的竞争性。它也广泛影响民主国家所有公民的生活与态度，因为公民在消费和工作时，必须不断应对并参与商业竞争。对某些性格的人来说，这可能鼓励一种以法律界限为止境谋求优势的风气，从而忽略伦理判断，过度追逐自利。记者兼公共关系分析人士鲍勃·伯顿（Bob Burton 2007）在《话术内幕：公关行业的黑暗底层》（Inside Spin: The Dark Underbelly of the PR Industry）中，提供了澳大利亚的例子。澳大利亚工党“票数操盘手”格雷厄姆·理查森（Graham Richardson 1994）的自传书名《不择手段》（Whatever It Takes），也表达了类似的民主政治观。律师与商人常常在民主政治中表现出色，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在对抗行为方面的训练、经验与倾向。布赖恩·卡普兰指出，美国政治人物最常见的教育背景是法律学位（总统、副总统和内阁官员中70%是律师，参议员和众议员中则超过50%是律师），显然，“选举过程选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受过专业训练，能够不论案件本身是非曲直，都作出有说服力且真诚的辩护”（Caplan 2008, 169，着重见原文）。¶
2.3.4 含混授权加剧政治竞争
含混授权可能倾向于加剧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因为不确定谁指挥政府，会诱使他们试图向人民表明，自己这些政治人物才是指挥者。因此，他们受到鼓励，彼此竞争成为最有权力的人，例如争夺政党、州和国家的领导权。如果授权明确无疑地把指挥者角色交给人民，那么所有行动者都会认为这些争夺不那么重要，政治人物也就能够把更多竞争限制在当选这件事上。他们还可以把战略性政策的争论留给人民，从而减少彼此竞争。¶
政治代理人之间充满怨毒的竞争，也很可能鼓励选民无视政治，或者以较少礼貌和理性来辩论政治。这可能造成社区两极分化，进而鼓励其代理人之间更多怨毒。正如政治学家马克·赫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与乔纳森·韦勒（Jonathan Weiler 2009）所报告，政治两极化如今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因此，任何可能减少竞争、促进政治理解与合作的措施，看来都会有益，对美国肯定如此，对许多其他国家也很可能如此。¶
2.3.5 尽量减少竞争的损害
可以采用两种一般方法，减少政治人物之间竞争斗争对公共物品造成的损害。一种是尽可能不由政治人物来制定政策；如上文§2.3.4所讨论，可以通过帮助公民更有效地担任政府指挥者来实现。这要求消除授权的含混，不仅把战略性政策从政治人物手中移出，也会指导仍留给他们的战术性与操作性政策，因为战略最终决定所有其他政策的大方向与边界。¶
另一种减损方法，是减少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这里同样必须消除授权中的含混。如果不再混淆谁指挥政体，那么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或可分两个阶段减少。第一，明确责任有助于使公民直面这一事实：制定规则以缓和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这些规则属于战略性政策，因此，由人民决定这些规则，是其指挥者工作的一部分。此外，这项具体政策属于一种不能指望政治人物自行制定的政策，因为一般而言，监管者在监管别人而非自己时，更加客观而有效。公民监管若能提升政治人物的责任感，便可能带来第二阶段的竞争减少：政治人物将更负责任地考虑、选择或接受其他变革，而这些变革又能进一步缓和促使他们相互竞争的激励。¶
2.4 过度妥协
正如政治学家马克·沃伦（Mark Warren 2002a, 192）所指出，“反对民主的最著名意见，由柏拉图使之流传千古，即民主决策很可能不如那些凭知识而更有资格的人所作的决策。”精神科医生威尔弗雷德·阿布斯（Wilfred Abse）和露西·杰斯纳（Lucie Jessner 1962, 86）这样描述这一问题：¶

在民主价值体系中，人们拥有平等权利，但在能力、个人发展和教育上并不平等。一个在这方面助长幻想的民主制度，正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培养并释放群体全部能力的力量。


自由民主实行普选、一人一票且每票权力相等，确保了这个问题会始终存在。一人一票，意味着每个人对一个目标拥有一票：例如，在总统制下，每个选民对总统候选人有一票，对众议院或参议院等每个立法机构的议员也各有一票。在新西兰、玻利维亚、德国和意大利等实行混合成员比例代表选举制的国家，选民有一票选立法机关议员，还有一票选政党。¶
每个公民拥有权力相等的一票，确保了崇高理想、想象力与经过培养的品位，会同低下目标、迟钝和冷漠混合，形成代表以政策和立法回应的公众意见。因此，能力被大幅折损，政治人物提供的公共物品，反映的是平均水平的理想与认识。哲学家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 1976, 254）直言描述了其中一部分问题：¶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完全拒绝贵族原则，并认为任何人承认另一个人在艺术品位上优于自己，都是不民主的……艺术创造力就会受到压抑，整个社会都会淹没在毫无品位的平庸浪潮之中。


然而，以这种方式被压倒的，不只是音乐、文学、美术、建筑等方面的艺术品位。凡是必须经过某种学习，才能认识其价值的公共物品，也都可能被“淹没”——或者被消耗来生产其他东西，或者从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这种价值较为细微的公共物品，往往是提供其他物品所必需的。例如，自然资本与人口的比率较高这一公共物品，可能使居住在宽敞乡村或沿海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广泛可得，并为业余农耕、漂流、荒野徒步、钓鱼、狩猎和观察野生动物等户外活动提供良好机会。同样，免费教育、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这些公共物品，可能促进负责任的外交政策与人权。为说明外交政策质量如何依赖另一项公共物品，我们不妨再次转向萨曼莎·鲍尔。她在此讨论的公共物品，是美国舆论的能力。¶

布什宣称的目标，是强化美军、给伊拉克与阿富汗带来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无赖国家与武装分子获取核武器，以及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在每一方面，两届共和党执政对美国国家安全都造成了灾难。问题是：美国选民注意到了吗？



乔·拜登（Joe Biden）注意到了。在接受MSNBC采访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拜登参议员被问到，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是否值得信任。他激动地说：



“我拒绝像2000年和2004年那样，坐视不管。这个政府是美国近代史上——也许是有史以来——外交政策最糟糕的政府。认为他们有能力继续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使我们更加安全，使以色列安全，这种想法荒谬透顶……他们碰过的每一件事，都近乎灾难。”



民调数据表明，选民实际上开始认同拜登的看法，终于开始质疑共和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可靠性。2004年选举日的出口民调显示，较多数选民（49%对44%）认为，伊拉克战争使国家更不安全。然而，同样的出口民调却显示，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布什领先18个百分点。（Power 2008, 68，着重为引者所加）


鲍尔观察到，美国普通选民对公共政策了解不足，学习缓慢，而美国政府的表现也大致处于同一水平。这些观察与上文§2.2.2和§2.2.3所提及的经验研究结果一致。¶
前文§2.2.5已经指出过度妥协的问题：政治人物对选民的问责存在缺陷，因为大多数选民对公共政策的许多方面无知，意味着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判断代表的表现。不过，消除授权含混，或可减少过度妥协。其作用方式，应是使人民更清楚地意识到，指挥政府的是他们自己，从而促使他们把政治影响力交给其中最可能持有充分知情且合理观点的人。第二编所提出的新制度，就是为帮助他们这样做而设计的。¶
2.5 三重功能失调
图2.1概括了上文讨论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功能失调倾向。图中显示，三种功能失调产生两种表现或行为类型，继而造成政府失灵，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这种民主失灵观称为三重功能失调假说。被认为导致这三种功能失调的五项选举过程要素，在图2.1中分为两组，以显示其不同效应。上方一组包括选举、选举频率，以及现任者有资格争取连任；下方一组是普选权与选票平等。上方一组使权力与责任的委托含混，造成选民与政治人物究竟谁是政体指挥者的混乱。它也造成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由于竞争妨碍良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属于过度竞争。两支细箭头表明这两种功能失调相互作用，细线意味着这些效应可能较轻。短而细的向下箭头表示，指挥权混乱扩大了政治代理人彼此竞争的领域，因而可能加剧过度竞争。没有这种混乱，他们的竞争主要将围绕当选立法机关议员展开，其次才是在派系政治影响与政党领导权方面争夺彼此间的优势。但由于这种混乱存在，政治代理人也被诱使争夺整个政体的指挥权，或州与国家的领导权。从“过度竞争”向上指向“指挥权混乱”的短细箭头表示，政治人物为了争夺选票，受到鼓励，假装自己是指挥者，以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这可能鼓励选民忽视履行民主指挥者角色，进一步加剧谁指挥民主政府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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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responsibility
	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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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失灵



	Fig. 2.1. The triple dysfunction hypothesis
	图2.1 三重功能失调假说




第三种功能失调，是普选权与选票平等使政体把知识、观念和敏感性，同无知与冷漠相折中。如上文§2.4所述，指挥权混乱也鼓励这一效应。如果授权制度十分明确地表明，是人民指挥政府（大众意见更清楚地控制公共政策），那么，公民就可能更愿意尽量避免让自己的智慧与无知相折中。由于指挥权混乱的这种影响可能较轻，这里用一支细箭头表示。过度妥协也受政治人物之间竞争的影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为了获得选举支持，表达并落实多数选民的观点，不论这些观点是否明智。这一效应由“过度竞争”指向“过度妥协”的箭头表示。将其画细，是为了降低强调程度，因为主要的折中效应，被认为由“普选权”和“选票平等”指向“过度妥协”的粗箭头表示。¶
指挥权混乱与过度竞争，预计会表现为民主政府中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不清楚由谁指挥，会使选民与当选者都无法明确，究竟哪一方负有审议与发展政策的责任。因此，双方都倾向于把这项工作留给对方。如果一方确实试图承担责任，授权含混又使人不清楚这一方应处理战略性、战术性，还是操作性政策，因此不负责任仍然容易发生，尤其是在这一连续谱的战略端，因为双方都有更强激励关注另一端。政治人物为选举成功和最终指挥权（州或国家领导权）展开的竞争，会鼓励不负责任，使他们专注于选择迎合——或至少不冒犯——那些有些置身事外的选民之无知的政策。第三种功能失调（过度妥协）可能有一种稍为不同的表现：某种程度的无知，随后限制公共政策的能力。因此，这些不负责任与无知的倾向，使民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灵。换言之，如§2.1所解释，它们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功能失调的两种表现之间，垂直方向的双向影响，表示不负责任与无知各自倾向于强化对方。应当指出，这些表现只是倾向，并不意味着彻底的不负责任和无知。因此，三重功能失调假说至少为民主政府行为上的缺陷提供了一个局部模型，并且似乎表明，不清楚由谁指挥，是主要原因。¶
这个假说把政府失灵部分地描述为一种“代理问题”（例如Stiglitz 2010, 13），即当代理人（在这里是政治代表）由委托人（在这里是公民）任命，代其行动时，委托人可能无法确保，代理人依委托人的利益而非自身利益行事。代理人通常比委托人具有一定优势：代理角色使他们能够接触委托人没有的信息，也给予他们一定的行动空间，而委托人看不到或无法控制。三重功能失调的前两部分，都属于代理问题。授权中的含混，使代理人有一定自由追求自身利益，而非委托人的利益，即公共利益。政治代理人之间的过度竞争，使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激励照顾自身利益，而非委托人的利益。
三重功能失调的第三部分，不是经典的代理问题，因为过度妥协，是委托人在向代理人发出指令、监督其表现时，未能充分考虑自身的利益——公共利益。¶
2.6 从两项民主失灵逆向映射，检验假说
上文对民主失灵的预测，可以描述为一种后果映射。它从基本民主结构出发，预测这种结构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即民主委托人与其代理人在履职上的失败（“功能失调”）。接着，它寻找这些失败可能产生的后果（功能失调的“表现”），然后再寻找这些后果可能产生的后果（政府失灵）。不过，这里不把这种系统思维称为后果映射，而称为“正向映射”；这一术语由公共政策与行政学者布赖恩·赫德（Brian Head）和约翰·奥尔福德（John Alford 2008, 16），从公共事务学者理查德·埃尔莫尔（Richard Elmore 1980）那里借用并改造而来。现在，我将把这一具体正向映射的结果，与两个方向相反的因果映射相比较；赫德与奥尔福德称后者为“逆向映射”。在逆向映射中，人们考察某一不利后果的情境，看看什么可能造成了它，然后考察这一原因（或这些原因）的可能原因，再追问它们可能的原因，如此沿因果网络向后追溯，直到就识别可能有效纠正的切入点而言，追溯仍然清楚而有用为止。逆向映射应当识别出正向映射对同一系统所揭示的相同因果链或网络。这里的第一个逆向映射，调查澳大利亚政治忽视长期事务的原因；第二个则追问，为何美国许多环境政策问题反复发生。这些问题都属于战略性政策失灵，而三重功能失调理论恰恰预示了这种失灵，因此，这些映射应能检验该理论。¶
2.6.1 澳大利亚政治对长期事务的忽视
马什与延肯（Marsh and Yencken 2004）调查了澳大利亚政治为什么忽视长期事务；这种忽视体现在盐渍化、土地退化、河流恶化、全球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与创新不足、公众对政治的犬儒态度、外债大幅扩张、儿童与青少年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能源问题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这种政治失灵得到了广泛承认，正如环境科学家戴维·默瑟（David Mercer）和彼得·马登（Peter Marden 2006）所指出：“毫无疑问，澳大利亚政治未能应对后可持续发展社会提出的挑战。自由民主不愿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点已被认识了相当长时间。”朱迪思·布雷特在考察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总理留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遗产时，支持了这一评价。她认为，他在全球变暖、相关环境议题及石油依赖问题上的表现，使他：¶

类似于那些如今已无面目、无姓名可考的人，他们因伽利略声称地球绕太阳转而谴责他……执政十年之后，我们对他如何看待过去100年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他如何看待未来100年的了解。（Brett 2006）


马什与延肯（2004, 31–41）把澳大利亚忽视长期议题的原因诊断为三项：“虚假对抗”、政策形成结构的局限，以及信息可获得性的局限。由于他们从症状出发寻找原因，分析往往聚焦于那些最直接造成忽视的原因。因此，为持久纠正对长期议题的忽视所需的根本变革，往往逃过了注意。马什与延肯（2004, 83）似乎在结尾两句话中承认了这一点：“所有这些变革，如果不带来有效行动，就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还有一项最终要求——具有远见、勇气和信念的政治领导。”这个结论与正向映射的诊断一致：领导是混乱的，因此严重不足。马什与延肯（2004）认识到了这种混乱的原因——允许现任者参选的频繁选举。他们指出，在其列出的三种政策忽视原因中，第一种虚假对抗：¶

源自政党之间选举竞争的动态……在现行体制中，选举激励压倒了对基于实质优劣与审慎考虑之论据的关注，从而使体制扭曲……选举需要要求主要政党之间公开争执。议题被扭曲或捏造，以制造差异的表象，或削弱对手。（Marsh and Yencken 2004, 31, 32–33）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根本的原因“选举竞争的动态”来替代“虚假对抗”；而上文已提出，其实际起作用的部分，是含混授权、过度竞争与过度妥协。¶
在解释第二种忽视原因——“政策形成结构的局限”——时，马什与延肯指出：“无法围绕较长期议题开展公共对话，部分是主要政党之间选举竞争动态造成的。正式政策制定结构的一些组织特征，也造成了这一问题”（2004, 35，着重为引者所加）。他们列出的组织特征是：（a）政策制定行政团队规模受限，造成工作负荷过重；（b）利益团体缺乏进入渠道；（c）政策制定体系无法围绕长期议题建立利益联盟；（d）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薄弱。这里的特征（b），指缺乏为公平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而设置的正式进入渠道，而不是缺乏上文“过度竞争”所讨论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暗中渠道。马什与延肯没有指出，他们的四项组织特征（a）至（d），也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由“选举竞争的动态”造成。这里提出，它们的形成方式如下。（a）中提到行政团队规模受限，很可能是在回应一种选举要求：必须让人看到强大、果断、不受旷日持久内部争论困扰的领导。这种要求源自含混授权和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如上所述，二者都是“选举竞争动态”的组成部分。（b）与（c）可能是政治人物对另一种选举要求的回应：必须让人看到自己照顾广大选民；因此，它们似乎属于过度妥协。政治人物不愿因被看见与少数意见合作，而搅乱自己对置身事外选民所作的简单化诉求；不论这些少数意见对公共利益多么有益，广大选民都未能充分理解它们。最后，（d）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那些想展示自己忠于选民，并以领导品质给选民留下印象的政治人物来说，联邦—州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过度竞争推动这些展示，授权含混则容许它们发生。因此，我们可以把马什与延肯的第二项长期忽视原因，从“政策形成结构的局限”，大部分改为“选举竞争的动态”，再进一步改为含混授权加上过度竞争与过度妥协。所以，他们所说的第二项长期忽视原因，在根本上似乎与第一项相同。¶
他们提出的第三项忽视原因，“信息可获得性的局限”，也可以大部分归于“选举竞争的动态”，在这里具体表现为含混授权的影响。为看清这一点，可以从马什与延肯的一项观察开始：除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已经建立完善的经济报告制度之外，对趋势与状况的报告都不充分，尤其是社会报告。他们指出，这些缺陷意味着，“议题被埋没，被媒体忽略，也很少得到政治人物关注”（2004, 38）；但他们没有提到，这些缺陷很可能是对相关信息的需求不足所造成，而需求不足又可能是公众缺乏兴趣所造成。然而，这种缺乏兴趣，恰是授权含混所能预期的结果，因为它使公民以为，自己已把选择公共物品的全部任务交给政治人物，因此可以专注于包括购买力在内的私人物品。当然，分析人士、媒体与政府会回应公民对商业和经济的强烈兴趣，提供相关信息。¶
马什与延肯（2004, 40）指出，他们认为导致长期事务被忽视的“政治、组织和信息局限……被广泛承认为目前公众对主要政党不满的原因。它们是公众对政治持犬儒态度的根源。”不过，如上文所示，寻找这些原因背后的可能原因，似乎揭示了更根本的成因：频繁选举、现任者参选资格、普选权和平等选票等民主结构，产生了授权含混、过度竞争，以及妥协带来的无知。马什与延肯的分析，实际上是在敦促政治人物、置身事外的选民，或者任何可能有影响力的人，修复其识别出的政治、组织和信息缺陷。这似乎不大可能奏效，原因有几个。其一，如上文§2.2.2和§2.2.3所讨论，很少有公民在倾听。其二，需要纠正的缺陷太多。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让任何纠正持续有效。如果一个有反作用的结构之类的深层原因没有得到纠正，也没有一个新的、永久性制度持续加以抵消，它就会不断发挥影响而占上风。马什与延肯建议的改革，可能被忽视或失败，因为现有选举结构几乎没有给公民和政治人物支持它们的激励。正如这两位学者在结论中所认识到的，关键在于领导，因此主要任务是让领导有效，而且以能够自我维持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不过，上文对领导的分析表明，既然领导是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追随者的表现至少与领袖的表现同样关键。沿用上文术语，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修正马什与延肯关于关键在于领导的观点，更有用地界定政府失灵的问题：关键在于指挥。这促使我们考虑，能否通过消除授权含混来改善指挥。¶
2.6.2 环境政策失灵的反复发生
在表2.1中，密歇根大学的斯蒂文·亚菲（Steven Yaffee 1997）把美国历届政府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几类失灵，归因于人类与人类制度的五种行为偏向。他提出，右栏列出的解决办法，可以消除这些偏向，从而产生更好的政策。这项分析主要聚焦于对北方斑点鸮反复出现的管理失当，但也发现，在试图管理其他物种时存在类似行为偏向，例如红顶啄木鸟（red-cockaded woodpecker）、黑足鼬、加利福尼亚秃鹫、美洲鹤、灰熊、灰狼与鲸类。亚菲的方法是一种较短程的逆向映射，因为它识别“政策问题”，并考察其可能的近因。¶
为把三重功能失调分析的正向映射，与亚菲的逆向映射作比较，我们在表中给他的五种偏向（左栏“行为偏向”）以及每项建议的纠正办法（右栏“解决办法”），都附上带括号的D、C或I评注。这些字母表示，亚菲识别的相关行为偏向或解决办法，被认为等同于我们的正向映射所提出的一种或多种功能失调或解决办法。在这些括号评注中，D代表指挥权（因此在“行为偏向”栏，D是不清楚谁指挥；在“解决办法”栏，D是明确的指挥责任）；C代表竞争（因此在“行为偏向”栏，C是过度竞争；在“解决办法”栏，C是缓和竞争，例如通过合作）；I代表政体的无知（因此在“行为偏向”栏，I是过度妥协造成的无知；在“解决办法”栏，I是传播信息，或赋予相对知情的公民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表2.1 造成环境政策问题的行为偏向及相应解决办法。根据Yaffee 1997, 330编制。¶



	行为偏向
	政策问题
	解决办法





	短期理性胜过长期理性（D, C, I）
	长期方向不佳
	了解未来。（D, I）；通过指令、信息和“促成者”，把我们与未来绑定。（D, C）；促进创新与试验。（D）；寻找同时满足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创造性方法。（D）



	竞争取代合作（D, C）
	僵局；较差的解决方案
	建立促进分享，并发展信任与关系的过程。（D, C）；保护可能被利用的人。（D, C）；聚焦更高层次的共同目标。（D, C）；目标坚定，手段灵活。（D, C）



	利益与价值观碎片化（D, C, I）
	僵局；较差的解决方案
	促进讨论与价值观确认。（D, C, I）；建立政治共识。（D, C）；促进公众教育。（D, I）



	责任与权力碎片化（D, C）
	决策迟缓、悬而不决；问责减弱；零碎的解决方案
	培养领导。（D）；建立协调机制。（D, C）；设计激励。（D）；制定明确的成功衡量标准，并发展监督表现的能力。（D）



	信息与知识碎片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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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对D、C和I评注所作的具体分配，必然是一组主观判断，每位读者也许都更愿意采用一组稍有不同的分配。但按照这里建议的分配，总体印象是，亚菲的偏向与解决办法，往往被我们的正向映射所提出的功能失调与解决办法涵盖。不过，除正向与逆向映射之间这种大体一致之外，正向映射还得到了亚菲较短的逆向映射未能做到的东西：它提出根本性的结构改革，而这些改革似乎是系统性地引入、推动亚菲的“解决办法”，并为持续维护它们提供永久激励所必需的。¶
亚菲的逆向映射表明，五种政策问题由五种行为偏向造成，可以通过十三种不同的行动（右栏“解决办法”）加以缓解。〔译注：原文写作“十三种”；按表2.1右栏逐项计数，共有19项（4＋4＋3＋4＋4）。这里保留原文数字。〕正向映射则提出了更简单的一组解决办法，因为它表明，大量政策问题（远不止这组特定生态系统管理失当的案例）至少部分地仅由三种政治功能失调造成。表2.1表明，指挥权混乱（D）可能是这些功能失调中损害最大的一种，因为在造成行为偏向方面，它被认为与过度竞争（C）大致相当（二者在这里都出现4次，I则为3次）；而在产生解决办法方面，它的影响可能远超过C与I的总和（D出现18次，C为10次，I为6次）。按照这一粗略评估，最有用的单一解决办法，可能就是消除授权中的含混。这也是把马什与延肯的逆向映射，同三重功能失调的正向映射分析相比较时得出的结论。¶
看来，正向映射往往能发现某些东西，而逆向映射可能难以回溯足够远，看见它们。在分析政府失灵时，正向映射从基本结构开始，因此，只要在接近这一层面的地方发现问题，就会提出系统性解决办法：或者改变基本民主结构，或者设计新制度，以防止或纠正这些结构所产生的失灵。这些变革或新制度，应能建立并维持更好的治理，而且它们构成的补救行动集合，往往比逆向映射最初找到的更小，因为逆向映射从大量需要纠正的症状开始。另一方面，逆向映射应能产生操作性与战术性解决办法，补充正向映射指出的战略性解决办法。¶
2.7 总结与含义
前面两项关于政府失灵的逆向映射，似乎支持三重功能失调假说，因此，这一假说似乎指向系统性且数量很少的纠正措施。由于三重功能失调把失灵定位在民主政府的结构中，而不是某些特定情境，或政治人物、官僚、公民和特殊利益集团等特定行动者身上，它提出了两种主要补救中的一种。或者，通过使政治人物成为绝对统治者，完成人民向政治人物委托指挥权的民主授权；或者，将这种不完全授权的性质明确化，让政治人物和公民都不再含混。第三种策略，即使人民成为公共政策所有层面的绝对统治者，并不切实际，因为公民没有时间投入此事。某种形式的代表制是必要的。第一种策略使政治人物成为绝对统治者或指挥者，要求消除选举的频繁性，或者大幅延长选举间隔，例如二十年或更长，或者完全取消选举，例如通过抽签选择代表。这种策略消除了政治人物对选民的大部分问责，因此会危及公共政策质量。而这一风险，使公民极难接受这种策略。¶
第二种策略，是使不完全授权明确化；为此，必须不断提醒人民与政治人物，在现行选举授权制度下各自负有什么责任。由于这些制度把选民留在指挥者的位置上，只有当选民认识到，必须由自己确定希望公共物品实现的总体目标，而政治人物也知道自己只能选择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对细节时，制度才能产生良好公共政策。在这种策略下，政治人物必须把自己视为执行者或经理人，而选民则是其指挥者；所以，当别人或他们自己把他们称为“领袖”时，双方都会感到混乱。然而，仅仅通过改名或描述，并不大可能永久澄清这些角色。大多数公民不会听到这些描述，而且即使听到，也很快会忘记。有些政治人物可能忽略那些把他们从领袖降为经理人的描述或头衔。这些描述也几乎不能帮助公民或政治人物履行相关职能。但是，新制度或许能不断提醒公民和政治人物各自不同的角色，同时为他们提供永久激励与协助，使其依照这些角色行动。不过，这个制度设计问题暂且放下，第二编再作讨论。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先开始消除“领袖”一词引起的混乱：谨慎地按照上文§2.2、§2.2.1、§2.2.4和§2.2.8讨论的特定含义使用它，而当我们指的是指挥者时，就用“指挥者”，而非“领袖”。要描述民主政府如何运作，以及为了充分有效应当如何运作，这两个术语都不可缺少。¶
关于公民作为指挥者的工作，政治学家黛安娜·穆茨（Diana Mutz 2006, 150）提醒说，审议与积极政治参与严重不相容。积极参与的公民不大可能进行很多审议，而充分审议的公民也不大可能积极参与。穆茨提出两种机制来解释：审议使人接触政策议题上相互交叉的观点，造成对政治决定的矛盾心理，从而抑制行动；接触相互交叉的观点，又使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卷入争论的可能性，也让许多人望参与而却步。穆茨的第一种机制，可能包括以下两种影响：关注相互交叉的论据需要时间与精力，因此，审议者可用于参与的时间与精力减少；
这种关注也要求、并可能培养分析性或反思性态度，而这与参与可能需要的冲动、要求行动的心态恰好相反。让同一位公民既审议又参与的困难，必须由实行本节开头所述第二种策略的制度来缓解或克服：鼓励公民审议战略性政策，再通过帮助他们促使政治人物落实审议所得，协助他们参与。¶
本章描述的民主社会选择体系的腐化，意味着对私人物品的个人选择，常常能够利用社会选择的弱点，取代或压倒社会选择。一个主要发生方式是：面对混乱、充满怨毒的社会选择体系所带来的无效与挫败，公民发现，转而专注于个人选择更有回报。市场很擅长鼓励他们这样做，正如赖希（Reich 2007）在《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中的描述，以及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2012）在《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中的慨叹。因此，人们专注于“我、现在”，自恋不断增强，私人财富繁盛（对那些能获得它的人而言），公共领域则衰败。在澳大利亚，社会学家迈克尔·普西（Michael Pusey 2003, 183）对这一发展深感不安，指出随着：¶

经济改革而来的，是民主的稀薄化，以及人民被诱导退入纯粹私人领域：只关心自己人、心境、消费、休养、治疗，以及对加诸自身之事无法言说的愤怒。


在澳大利亚从事多年社会研究后，心理学家休·麦凯（Hugh Mackay 2004, 7–8）发现，澳大利亚人变得：¶

势利得多，分层也严重得多，更强烈地感到存在一个富裕阶级……这些人觉得自己已跻身其中，已经成功，我们理应在这里，我们得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至于那些人，嗯，世道就是如此……与我们无关。


麦凯（2004, 7）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富有同情心、和谐、慷慨、包容的社会，对处境不利者、穷人以及智力不高者给予格外的关照”。三重功能失调是一种理解方式，帮助说明为何许多民主国家陷入这场危机，而另一些似乎正向它漂移。第6章将把这一预测用作诊断，为开出补救处方提供指引。在此之前，接下来的三章将进一步调查这一诊断是否准确。第3章考察一些自由民主国家的表现；它们的结构与文化使三重功能失调最小化，并将其与一个助长这种失调的国家相比较。第4章考察使三重功能失调容易造成严重管理失当的议题特征，随后给出三个议题中的实际例子，每一个议题都具有若干此类棘手特征。第一编的诊断将在第5章结束，该章更详细地考察第四个议题如何因三重功能失调而管理失当：人类对稀缺自然资本的欲求问题。¶

第3章 对功能失调的易感性：民主的类型
三重功能失调假说预测，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一项主要原因，是不清楚究竟由公民还是政治人物指挥供给；因此，它也表明，在那些便利选民公开、通过审议行使指挥权的政体中，供给不足应当不那么明显。有些民主国家的某些特征倾向于促成这一点，例如多席位选区的比例代表制（Milner 2002, 89）、政府首脑不由普选直接产生，以及共识型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包括：由少数党联盟执政，通过所有有兴趣公民之间的讨论与协商发展社会选择，而不是集中精力确保掌握权力。公民发起的公民投票，可以被视为有助于人民这样行使指挥权，但它们往往忽略审议。荷兰和北欧国家具有其中若干特征（Arter 1999, 151–55），因此，它们在《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中名列前茅（Economist 2008c）。北欧国家被形容为对国家友好的社会，拥有对社会友好的国家（Grenstad et al. 2006, 122）；下面将先考察它们，再考察与之形成对照的美利坚合众国。¶
3.1 北欧民主国家
政治社会学家约尔根·古尔·安诺生（Jørgen Goul Andersen 2007）参加了1978至1982年调查丹麦权力与民主的一项研究。他发现，在发起这项工作的议员委员会中，“显然有一种丧失权力的感觉，更一般地说……感觉北欧国家的民主田园生活受到越来越多威胁。”这项调查支持了这种感觉，其“最有创见的结果……大概是发现，无论在哪里尝试测量人们对权力的感知，我们总会发现一种‘权力属于别人’的感觉”。这呼应了三重功能失调观点：一个重大问题，是不清楚由谁指挥。随后在1998–2004年开展的丹麦权力与民主研究，得出了复杂的结果，但识别出一些问题：政党党员人数下降；有能力、资源充足的多数，与越来越处境不利、被边缘化的少数之间差距扩大；媒体影响力增强；以及权力从政治体系转移到司法体系（Christiansen and Togeby 2006）。挪威在1998至2003年开展了一项类似研究；其主持人、政治学家厄于温德·厄斯特鲁德（Øyvind Østerud，引自Gjessing 2003, 1）得出结论，民主“作为从选举到决策的一条链，正在全线弱化……政党不再能动员很多选民，年轻人也不如以前活跃，因此这一趋势很可能加速”。厄斯特鲁德与政治学家佩尔·塞勒（Per Selle 2006, 564–65）一道指出，“挪威政治体系正在变得不那么独特”：大规模意识形态运动衰退，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规模更小、更灵活的协会，它们更善于满足个人需要与愿望，却也更难把成员同中央决策制度连接起来”。这些现象连同其他发展，被解释为并未显示普遍的公民生活衰退（Listhaug and Gronflaten 2007, 272）；但正如塞勒与厄斯特鲁德所指出，它们似乎削弱了人民的政治角色。¶
谈到瑞典，值得提及的是，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引自Oliver 1987, xviii）在1969年说，他的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学习小组民主”。学习小组是由5–20名公民自行组织的团体，他们选择多次聚会，学习某个公共议题。这以民主方式进行，目标是自由选择、批判性思考，以及交流观念与知识。这些团体遍布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被引入美国、澳大利亚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学习小组在瑞典已运作一个世纪，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并体现了人民通过成人教育实现社会变革的强烈承诺（Oliver 1987, xv, xvii）。¶
瑞典政治学家约翰内斯·林德瓦尔（Johannes Lindvall）和博·罗斯坦（Bo Rothstein 2006, 48）指出，一项1985–1990年的研究得出结论，瑞典政体正在“转变为一种新的民主，更加‘个人主义’，也更类似其他地方的政治体制”。这项调查十年后，由政治人物领导的一个大型瑞典政府委员会，认可了它的判断，呼吁强化公民社会、提高政治制度的回应性，并建立更具“审议品质的参与式民主”（Lindvall and Rothstein 2006, 60）。林德瓦尔与罗斯坦认为，瑞典存在：¶

令民主运作堪忧的迹象……对民主理想的一种常见、也许简单的理解，是国家应当做人民希望它做的事。随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发展，瑞典民主看起来更像一个由国家决定人民应该想什么、做什么的社会……系统仍在转动，但它在倒转……未来的问题是：强国家是否会被某种新模式取代，为公共政策辩论提供必要的焦点；还是因为瑞典政策制定与行政结构内部的分工本来就不清楚，稳定规范将继续缺失。（Lindvall and Rothstein 2006, 47, 61, 47）


当然，三重功能失调表明，这种“本来就不清楚的分工”，至少部分由选举制度所执行授权的含混性造成。尽管如此，瑞典的“强国家”似乎仍受到相对成熟公众的支持。例如：¶

瑞典长期实行欧洲最进步的能源政策之一。中央政府在1990年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碳税之一。部长们上周宣布了进一步雄心：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生产比例提高到50%，到2030年使瑞典车辆群摆脱化石燃料依赖，并到2050年实现完全碳中和。（Block 2009, 1）


另一方面，2010年的选举似乎证实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特征弱化的看法；这次选举中，一个中间偏右政府在完整执政一届之后获得连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
冰岛大学政治学家斯瓦努尔·克里斯蒂安松（Svanur Kristjánsson 2004, 172, 153）指出，本国的半总统制宪法框架，使选民角色变得复杂。加上政党体系及其党员人数衰退，公民对政府的积极控制几乎已经消失。相反，政治人物迎合反复无常的选民，这意味着，他们把政策发展限制在经济稳定与增长这一狭窄焦点上。克里斯蒂安松（2004, 153）的结论是：“冰岛的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混乱复杂的政治安排，因此类似于其他现代民主国家的情况。”¶
回顾丹麦、挪威和瑞典“权力与民主”研究项目的结果，安诺生（Andersen 2007）指出，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它们仍然相当健康；根据当时已知情况，如果正在进行的芬兰研究不能大体支持这一图景，反倒令人意外。他把北欧国家描述为强健的代议民主，建立在牢固的民众基础上，政治参与水平高且分布平等，并通过有能力、拥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与人民运动来开展。这些国家经济富裕，具有团结互助（亲社会）的工资政策，通过再分配确保高度经济平等。性别平等高度发达，对商业的监管有力，使其服从社会目标。政治素养、政治参与、选举投票率，以及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多数都处于高水平。¶
不过，与丹麦议员的看法一致，安诺生（2007）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迹象：政党党员人数、选举投票率和政治信任下降；选举波动性增加；志愿协会弱化；媒体行为过度竞争；经济财富与权力集中；以及市场的重要性增强——不仅相对于国家而言（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也体现在国家管理之中。宏观经济调控雄心降低，政府可用于经济监管的工具减少，显示了部分市场权力的增长。正如安诺生与霍夫（Andersen and Hoff 2001, 75）六年前所指出，在某些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例外主义时期正在结束”。安诺生（2007）指出，政党衰退引出一些问题：什么将取代公民与政治决策者之间的这条纽带？是否有新的参与形式正在形成，以取代那些衰退中的形式？他认为，斯堪的纳维亚需要就公民参与、对话、审议和政府回应性的新民主标准，开展一场公共辩论。¶
这幅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的简略图景表明，三重功能失调也存在于这里，但程度远低于许多其他民主国家，推测是因为本章开头所列特征倾向于阻止它。比例代表制、非总统制治理（芬兰及某种程度上的冰岛除外），以及共识文化，或许都让人民觉得，自己作为公共政策指挥者具有重要角色。除了北欧国家公民比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公民较少混淆谁指挥政府之外，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也往往不那么尖锐，因为其政治制度与文化支持一种更合作的政治风格。此外，公众意见中的折中可能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有害，因为指挥权混乱较少，使公民更觉得自己掌握主动，于是相当支持共识会议和学习小组等制度，帮助他们建设性地思考公共政策。¶
3.2 美国的案例
美国政府的结构与表现，同北欧民主国家形成对照，似乎也体现了三重功能失调。在考察这一诊断之前，先看一些症状，例如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2009, 20–22）所指出的：¶

把美国与加拿大、西欧和日本相比较，结果令人警醒。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预期寿命最低，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最高，15岁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测试成绩位居最低之列。



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一大区别是，在过去约30年里，美国人一贯拒绝用“政府解决方案”来处理健康、贫困、教育和环境问题……



过去50年里，主张增税以资助扩大联邦计划，等同于政治自杀……吉米·卡特在20世纪70年代末未能通过加税消除赤字。此后，罗纳德·里根把减税变成了每次选举都要支付的定金。


古斯·斯佩思（Gus Speth 2011）列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并在列举之前指出：¶

一种感觉正在加深：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已大到超出当前能力。请想一想，美国面临的挑战究竟有多大。例如，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20个与美国相近的国家组成的群体里，美国如今在近30项主要社会、环境和经济福祉指标上，排名最差或接近最差。



即使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善意且高度能干的政府，要应对目前积压的重大挑战，也会极其困难。当然，美国公众需要的良好政府，并不是他们现在拥有的，也不大可能很快拥有。事实上，华盛顿目前甚至没有尝试认真应对这些挑战中的大多数。忽视、僵局与否认支配着当下。



令我们深感羞耻的是，在20个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目前具有：


	最高的总体贫困率与儿童贫困率；

	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政府用于弱势群体社会计划的开支占GDP比例最低；

	带薪节假日、年假和产假最少；

	联合国“儿童物质福祉”指数得分最低；

	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得分最差；

	社会流动性最低；

	公共和私人医疗开支占GDP比例最高，



却同时有最高的：


	婴儿死亡率；

	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

	肥胖率；

	因费用原因放弃医疗的人口比例；

	人均低出生体重儿童数量（日本除外）；

	人均抗抑郁药消费量；





同时，出生时预期寿命最短（丹麦和葡萄牙除外）；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用水量最高；

	世界经济论坛环境绩效指数得分最低（比利时除外），人均生态足迹最大（比利时和丹麦除外）；

	不批准国际协定的比例最高；

	国际援助与人道援助开支占GDP比例最低；

	军费占GDP比例最高；

	国际军火销售量最大；

	国际收支逆差最大（新西兰、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

	学生数学成绩最低（葡萄牙和意大利除外）（科学与阅读也远非名列前茅）；

	学校辍学率最高（西班牙除外）；

	凶杀率最高；

	人均监禁人口最多。




考察其中一些表现，经济记者杰夫·马德里克（Jeff Madrick，引自Parker 2009, 40）认为，这些“事实几乎构成了历史所能提供的最确凿证据，证明这一代人所实行的意识形态已经失败”。这种意识形态的很大一部分，是捍卫自由意志主义权利，例如：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如枪支所有权）；不受约束地获得自由市场的创业机会；以及不必认真思考广大公众福利的自由，不论这些公众仅限于当代，还是包括未来世代。有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推动美国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例如Stiglitz 2010；Madrick 2009；Krugman and Wells 2011）；其不负责任，也无助于用基于严格审视之证据的推理纪律，来取代基于信念的思维。或许，这一点（加上
高度竞争的工作条件和薄弱社会保障所激起的恐惧），鼓励了宗教信仰在美国兴盛。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引自K. Muir 2008, 17）把这一现象视为重大问题：“在一项盖洛普调查中，44%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世界的年龄不到10,000年。”由于一种过度自由意志主义的文化，本身就是某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因此可以说，美国政府不仅在上文所列其他方面失灵，也在这一方面失灵。但这些失灵是否源自三重功能失调？含混授权赋予公民与代表一种忽视共同利益的许可，从而鼓励这些失灵。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必然会让这些代理人专注于谋求个人优势的机会，从而支持这种忽视。而过度妥协则必然容许这种忽视，因为它以广大公众的无知来指挥并限制政治人物。¶
英国政治学家安东尼·金（Anthony King 1997）的论述，暗示过度竞争是一个强烈因素，因为他把美国对公共物品的忽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联邦政治人物格外需要把精力集中在竞选，而非治理。金把美国公民称为“超级民主主义者”，部分因为他们以极高程度要求代表负责，部分因为他们对自身政治制度感到骄傲。这种问责通过三种方式被加强：众议员的任期极短，只有两年；通过初选选拔候选人；政党给予政治人物的支持薄弱，使选举高度以候选人为中心。选举人团中的初选制度，迫使新候选人与现任者精心拉拢地方活动人士，这使国会充满教条式冲突。〔译注：原文使用“primary elections in electoral colleges”，这里依原文译出。〕布埃诺·德·梅斯基塔与史密斯（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2, 269）呼吁废除选举人团，因为（用其“选择人集团理论”的语言说）它是一种维持“获胜联盟规模小于可能规模，从而赋予政治人物更多权力、赋予人民更少权力”的机制。由于含混授权抑制了选民形成对公共事务广泛理解的激励，他们对众议员的严密控制，就会产生低劣政策。过度竞争的另一个方面进一步强化这种损害：竞选的巨额个人开支，使候选人专注于取悦富裕的特殊利益集团来筹款。¶
金对超级民主问题第二部分的描述是：¶

正如每个到访美国的人很快都会意识到的，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少对自己的政府制度，抱有异乎寻常的骄傲。与其他国家人民相比，美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近乎字面意义地崇拜其政府制度——体现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以及美国政治史上的英雄。（King 2000, 85）


如§2.2.4“亲自参与”一项所述，达娜·纳尔逊（Dana Nelson 2008）通过关注美国总统的声望与权力，研究了这种态度；这种声望与权力既是公民所渴望的，也是总统所培植的。这一特征在美国政治中如此突出，纳尔逊给它取了一个名称——“总统主义”。她认为，总统主义鼓励公民把参与局限于选择下一位首领，从而削弱民主。因此，当美国人觉得需要更好的国家政府时，他们寻找的是更好的总统，而不是改善自身意见输入质量的方式。含混授权鼓励了这种反应；但美国缺乏北欧民主国家的两项主要特征，似乎也加剧了谁指挥政府的混乱。这两项缺失，一是没有比例代表制，二是政治方式不像北欧国家那样多元和开放，因为美国政治既缺乏左翼，也缺乏共识动机。可以认为，缺乏比例代表制加剧了含混授权所鼓励的公民疏离，因为它使少数群体不愿辩论、发展和推广创新的政策立场。既然这些政策很少有希望通过国会辩论获得公众注意，公民就可能放弃指挥政府的尝试，或者无视政治，或者专注于政治人物的个性与党派立场，而非政策。¶
除了金的观察，美国对选举异常广泛的运用，也体现了超级民主：有一百多万个公职以这种方式产生。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选举制度（例如见Streb 2008）。它要求公民比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更频繁地作更多决定，可能导致许多人因任务压得喘不过气而不去投票。在州与地方政府层面，选举可能不仅任命立法机关成员，还任命行政官员（例如州长、副州长、总检察长和州务卿）、司法人员、县治安官及学校董事会成员。按照信任悖论（见§2.2.1），如此依赖选举，应会加剧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三重功能失调假说表明，这种不信任有其根据，因为通过普选选出公务员以及政治代表，应会进一步鼓励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政治学家约翰·希宾（John Hibbing）与伊丽莎白·泰斯—莫尔斯（Elizabeth Theiss-Morse 2001）实际上宣告，信任悖论在美国活得很好：他们认为，美国人对政府的不满，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过程引起。¶
美国政府失灵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人强烈强调私人物品的生产与消费，因为这直接与公共物品供给竞争（见§2.1）。含混授权很可能便利了这种强调，因为它使人不清楚谁指挥政府，让公民极为自由地专注于私人物品。由于这是大多数公民的主要关注点，过度妥协便使其具有政治影响力。从清教徒抵达之初，美国的历史就是寻求摆脱欧洲压迫、驱逐美洲原住民、开发丰富自然资源，随后又剥削奴隶的历史——这段历史似乎培育了一种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竞争性的文化。或许这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富创业精神、最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原因。正如金（King 2000, 81）所指出：¶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其集体意识形态比美国更亲商业，舆论气候比美国更有利于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然而，美国商人——美国社会中影响力极强的一股力量——并不热爱自己的政府……这种深层怀疑与不信任，远远超出了大型企业部门，也深深植根于小企业与创业者的心理。


库特纳（Kuttner 2008, 75）慨叹这种对政府的怀疑造成的损害：¶

奥巴马受到一种财政舆论气候的制约；在这种气候中，思想“正确”的人理应更忧虑预算威胁，而不是另一次大萧条的风险，或大多数美国人经济安全与机会持续缓慢下降的风险。监管仍被普遍视为贬义词……大规模政府事业被认为已因现代市场而过时……


结果看来是：总统主义鼓励美国公民忽视自己考虑并选择公共物品的民主角色，而他们基于自由意志主义与亲商业态度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推动政治人物忽视这一职责。在这些条件下，政府必然无法提供许多重要公共物品；正如本节开头萨克斯与斯佩思所指出，美国正在发生这种情况。推动这一局面的自由意志主义冲动十分强烈。正如金（2000, 97–98）所说，对联邦政府的很多不信任，带有“极其强烈……的愤怒、挫折和被背叛感”。据报道，这种情绪推动了2009–2010年茶党的崛起（Drehle 2010）。政治学家艾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 2013）用一项对可能吸引人们支持茶党的因素所作的多变量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意识形态的保守程度影响最强；排在其次，而且比年龄、性别、收入和参加教会活动等因素更重要的，是种族怨恨与对奥巴马的厌恶。茶党的支持者中，白人、保守派、且对一位黑人入主白宫极为不满的共和党人，占比特别高。¶
美国公民对政府的一部分不信任，可能来自被政府掠夺的感觉，因为他们专注于党派立场和总统主义，意味着他们缺乏识别公共物品需要的练习。因此，良好治理所需的税收，在他们看来就像盗窃。金（2000, 91）指出，另一个：¶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对政府信任下降的原因，几乎可以肯定是，政府领导层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证明不值得信任。他们逐渐剥夺了美国总统职位的大部分尊严。


这很可能具有决定性。它会突破大多数公民通常对议题与政治的疏离，因为正如政治学家苏珊·法尔（Susan Pharr 2000, 201）所指出：¶

不当行为的报道，容易触发认知心理学家所说的“热认知”，即带有强烈情绪的判断，帮助人们记住这类报道……而且，从经验上看，我们确实知道，不论阶级、教育程度与年龄如何，人们对重大不当行为案件往往了解得相当多，常常远多于对政府行动或政策许多其他领域的了解。


由于含混授权助长了总统指挥国家的错觉，它不仅容许人民忽略许多重要公共物品，也让他们如此强烈地专注于政治人物，以至于总统职位迟早会自行败坏声誉。¶
除了公民不信任与疏离这些问题，美国体制还有另一个重大缺陷，即权力分立造成的政策“漂移”（Hacker and Pierson 2010）。权力分立用于产生制约与平衡，它作用于行政、立法与司法之间，州与国家政府之间，参议院与众议院之间，也通过公民发起的公民投票与罢免等投票方式，作用于人民与政治代理人之间。其他制约与平衡包括：参议院冗长辩论阻挠议事、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修宪与参议院通过立法所需的超多数表决、委员会制度，以及参议院对小州的过度代表。如§2.2.6所述，麦甘（McGann 2006, 89–112）把制约与平衡称为“超多数主义”，因为其中每一项都会干扰简单多数表决，进而模糊政府对人民的问责。麦甘（2006, 115–52）认为，这通过同时损害政治平等与公共审议，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将德国可持续发展立法与美国相比较，或可说明这种供给不足，或称政策漂移。¶

德国的政策组合包含30多项立法措施，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以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目标指导实施，并定期进行必要的政策审查。相比之下，在美国，由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框架，短期激励、零散的监管，以及规划确定性的不足，抑制了私营部门投资与技术部署。（Buehler et al. 2011, 8）


政治学家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 2010）指出，美国还有另一个问题：政治人物倾向于故意使联邦政府失去行动能力。这一动机开始发展于比尔·克林顿出任总统之时。贝纳特指出，当共和党（GOP）不再控制白宫，一批好斗的新共和党人，例如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汤姆·迪莱和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开始试图通过败坏政府本身的信誉，来败坏克林顿的信誉。¶

在言辞上，他们嘲笑华盛顿无效、冲突不断；在行动上，他们确保事实如此。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是冗长辩论阻挠议事，迫使民主党人必须凑齐60票，才能让立法通过参议院。历史上，冗长辩论阻挠并不常见……



通过这些破坏立法的行为，共和党人利用了美国人民的一项深层特征：他们讨厌政治争吵，并把怒气撒向掌权者……共和党人［已经］学会恶性循环政治的秘诀：当两党两极化时，要让任何事都办不成很容易［因为美国体制的制约与平衡］。什么都办不成时，人们就转而反对政府。如果你是在野党，而且是痛骂政府的政党，你就赢了……



近年来，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擅长这种政治。让政府显得愚蠢以赢得选举，对反政府政党而言是更自然的策略。但没有保证说，民主党人不会有一天尝试类似做法……恶性循环政治的核心，并不是攻击解决难题的自由派方案，而是攻击解决难题的任何方案。（Beinart 2010, 14, 15, 16）


从三重功能失调假说的观点看，贝纳特的“恶性循环政治”，是美国制度环境中政治代理人过度竞争的产物。¶
2011年8月5日，在美国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未能充分改革金融监管，随后又沉溺于联邦债务上限的政治对抗，表现令人遗憾之后，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把美国的AAA信用评级下调至AA+。8月13日，《经济学人》报道：¶

标普的政治分析切中要害。它认为，鉴于近几个月的边缘政策，美国的治理与政策制定正变得“更不稳定、更无效、更难预测”……两党之间的鸿沟已变得“极难”弥合，而且“法定债务上限与违约威胁，已经成为财政政策辩论中的政治筹码”……其他审慎的机构也有同感。世界经济论坛在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把美国从2009年的第二位降至2010年的第四位。按照该论坛的评估，美国的制度质量只排第40位，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排第54位，政府浪费排第68位，宏观经济环境更是惨淡的第87位。世界银行发现，美国治理的多项指标持续下降。布鲁金斯学会的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指出，去年33%的美国商业领袖告诉民调机构，“政策框架不稳定”是一个重大制约因素。法国的这一数字为14%，智利为5%。（Economist 2011b, 23, 50）


但备受尊重的国会研究学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 2012）宣称，《情况比看起来还糟》（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其副标题解释了原因：《美国宪法体制如何撞上极端主义新政治》（How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llided with the New Politics of Extremism）。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与罗宾·韦尔斯（Robin Wells 2012, 9）在书评中指出，曼与奥恩斯坦：¶

认为国会——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体制——已接近全面制度崩溃。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挟持人质”政治，2011年的债务上限之争就是典型，但绝不限于此……



他们写道，这个国家面对的，并不是抽象的党派之争问题，而是一个政党的问题：



“传统媒体和无党派分析人士承认这一点，也许会很尴尬，但两大政党之一的共和党，已经成为一个反叛性的异类——意识形态极端；蔑视承继下来的社会与经济政策体制；鄙视妥协；不为对事实、证据与科学的常规理解所说服；并否认其政治对手的正当性。当一个政党如此远离美国政治的中心，要制定能够回应国家最紧迫挑战的政策，就极其困难。”



……但最终，深层问题不在于个人性格或个人领导，而在于整个国家。美国出了严重问题，不仅是经济出了问题，它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运作的能力也出了问题。很难看清这种错误何时、又将如何得到纠正。


很明显，美国处于困境。其民主制度的弱点，诱使富裕利益集团操纵舆论与政治人物。政府失灵显而易见，广受承认，也为理论所预测，但反制措施似乎难以设计。此外，即使有人提出，也不大可能由政府实施，因为政府缺乏能力。如我们所见，这种失灵不仅来自美国制度的不完善，也来自制度数量众多，而且许多制度本来就是为了相互制约而设置的。¶
由于政府失灵使美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可以预期，它会加剧公民对不确定性与威胁的感知。因此，他们的恐惧水平可能相对较高；而如下文§8.1所讨论，保守派的恐惧反应尤其强烈。这或许能够解释，其中许多人为何极端敌视政府。由于他们的态度阻止政府限制并减少不确定性与威胁，这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许，正是这股力量把美国推向螺旋式下坠的谷底，在那里，尖锐的自利与敌意占据统治地位。¶
金与纳尔逊针对这些民主困境提出了若干补救办法，例如：延长众议员任期；强化政党角色（例如以政党内部会议遴选候选人取代初选，并允许政党为候选人的竞选投入更多资金）；以由人民代表、而非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政府首脑，取代总统制。最后一项变革，应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公共政策审议责任的认识，把责任从国家元首转向公民。不过，要使这一转变富有建设性，就需要新制度，帮助人民审议政策，并使其审议具有政治影响。这些创新也是实施金与纳尔逊建议所必需的。这些新制度必须独立于政府，以免政府失灵妨碍它们，却又必须能够影响政府。这似乎是一组极其艰巨的要求。对总统职位经过精心培植的敬畏，最不可能容忍的就是废除美国总统职位。此外，很少有人提出能够便利公民审议，并赋予其结论政治影响力的新制度方案。第二编将描述这些设计，并评估它们可能的有效性，以及实施的可行性。¶

第4章 对功能失调的易感性：议题类型
三重功能失调假说只考察问题，并不试图说明构成其基础的选举过程五项要素所作的积极贡献。寻找弱点至关重要，因为如第2.1节所指出的，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通常会争夺提供这些物品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人力资源、人造资源或自然资源；政府的任何失灵都可能被那些希望利用它们生产私人物品的利益方乘虚而入，从而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为了初步了解三重功能失调可能有多严重，并帮助辨识哪些情境会使它造成高昂代价，下文提出公共物品议题可能具有的若干特征，认为这些特征很可能造成对公共物品所负民主责任的某种失守。这种失守包括不顾外部国家、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其所以构成失守，不仅因为这种不顾他人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因为它会招致报复。¶
4.1 给自由民主政府造成问题的议题特征
本书认为，涉及公共物品的议题可能具有以下八项特征，而这些特征很可能导致自由民主政府忽略或错误管理这些物品。认为前五项特征会产生这种影响，是因为三重功能失调往往使民主政府陷于无知（见图2.1，原书第126页）。最后三项——普遍性、竞争性与“可外部归因性”——则被认为即使在这些政府掌握充分信息时也会引发功能失调，因为它们很可能缺乏有效应对具有这三项特征中一项或多项的议题所必需的高度责任感（同见图2.1）。任何一个议题具备这八项特征中的项目越多，民主政府就越容易对它管理失当，原因正在于其三重功能失调所产生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1. 复杂性。具有这种特征的议题，可能包含漫长的因果链、反馈回路，或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议题网络的一部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富含反馈和网络结构，但政治人物往往采用简短的线性思维，以便选民容易理解（H. Muir 2008, 41），因此，他们为社会与环境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使问题恶化（例如 Forrester 1971; Yaffee 1997）。¶
2. 抽象性。政治人物可能忽略建设性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政策，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有形的政绩纪念碑上，如建筑、桥梁、贸易利润和迅速创造就业，因为它们在视觉、金钱或个人层面的影响会立即给选民留下印象（Bennett 2008, 2–3）。发展平等、公共信任、社群团结、公共理性和教育等抽象的社会问题，往往过于偏重思辨，难以向大多不参与政治的选民轻松传达。以统计方式呈现的风险问题是抽象的，因此，人们和社会往往忽略短期发生概率较低的事件，即使从较长时期来看，其概率会变得很高，甚至必然发生。心理学家埃尔克·韦伯（Elke Weber，引自 Bennett 2008, 2）指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风险不是一项统计数字。风险是一种感觉……如果我感到害怕，这种感觉就会压倒再多苍白的统计信息”。因此，抽象风险如果涉及重大利害，就可能因不采取行动而导致灾难，例如核扩散、恐怖主义、飓风、洪水、海啸、地震、大流行病、全球变暖以及日冕物质抛射等空间天气事件（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 Brooks 2009）。¶
3. 隐晦性。隐晦性描述的是一些社会从未经历过的情境，或已经遗忘的情境；也可能如韦伯所说（引自 Bennett 2008, 3），人们不能识别它们，是因为人类缺少相应的演化经验，未能演化出对该情境的先天反应。不关心治理的选民不能把某个议题识别为公共物品问题，也会造成无法识别。隐晦性的另一种形式，是人们无法察觉问题正在发展，分别被称作“景观失忆”和“渐进常态化”（Diamond 2005, 425）、“基线漂移综合征”（Arbesman 2012, 38）以及“温水煮青蛙综合征”。缺少明显的行动门槛或最后期限，也可能构成隐晦性。气候变化就呈现出这种模糊性。塔斯马尼亚是否应在富兰克林河筑坝发电的争议，是门槛的出现打破渐进常态化、促使人们作出积极的民主社会选择的一个例子。原定于1982年末正式动工兴建水坝，为公民带来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最后期限，激发了公民抗命，最终保护了这条河。这一门槛促使人民付诸行动，作出一种十分直接的民主社会选择；若没有这一门槛，这种选择原本可能不会出现。¶
富兰克林河水坝争议的另一个激励作用在于，这场危机可以直接归因于人。人很容易被妖魔化，例如要求廉价电力的商人（“贪婪的资本家”），以及想给自己建造纪念碑的政治人物和工程师（“狂妄自大”“建立王国”“政治恐龙”）。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引自 Bennett 2008, 3–4）通过对比美国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冷淡反应，以及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强烈得多、持久得多的反应，为人类对行为者的这种情绪反应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虽然人为全球变暖可能促成了卡特里娜飓风，但它是一种自然行为，因此没有像9/11那样触发人类千百年来对陌生人侵入家园、危及生命的恐惧。演化心理学家指出，我们的演化适应环境（EEA）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依赖他人、又容易受到他人伤害的社会生活。这一情境创造了“演化‘棘轮’”，或“操纵与读心之间的演化军备竞赛”（Orbell et al. 2004, 3, 13），从而产生“人类对其他人所具有的非凡敏感性”（Smith 2006, 1021）。由于这种对他人的敏感性似乎是一种“‘硬接线’于我们生物构造中的倾向”（Smith 2006, 1016），它也会在民主制度中表现出来。正如我们所预测的，民主政治体存在不负责任和无知的倾向，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民众这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会占据上风，而不会针对每一议题审查其是否适当。反过来，如果某个议题与我们的EEA中至关重要的议题不同，未能唤起人类的先天倾向，那么不采取行动是否适当，也可能不受审查。因此，这样的议题可以归为具有“隐晦性”。英国新经济基金会政策主任安德鲁·西姆斯（Andrew Simms）指出，全球变暖就有这种特征。¶

[英国]政府无法采取与气候问题的规模和时间框架相称的行动，这一点受到……英国自身历史的嘲弄……挑战在于迅速转变经济，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生活，同时维持并提高我们的整体福祉。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在不同的情境下，英国在准备、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文如此]及战后恢复的过程中，完成了惊人的事业。在1938年至1944年的六年间，经济被重新改造，资源使用和家庭消费大幅削减。（Simms 2008）


4. 后果在时间上的遥远性。具有这种特征的议题是长期问题。斯洛维克（引自 Bennett 2008, 3）指出，“我们大幅折减未来负面结果的重要性，尤其当应对它意味着必须推迟某种眼前利益时”，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如上文第2.6.1节所述，马什和延肯在《走向未来：澳大利亚政治对长期问题的忽视》（Into the Future: The Neglect of the Long Term in Australian Politics）一书中，分析了这一议题特征对民主政府的影响。¶
5. 后果在空间上的遥远性。这类问题在地理上远离决策者，因此往往很容易被忽略（Diamond 2005, 424–25）。¶
6. 普遍性。某个议题的规模，或公民对它的习以为常，可能要求民主政体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形成处理这一问题所需的政治意愿。这包括确保大多数公民既知情、关心此事，又相互支持，从而具备使他们能够承担责任、产生有效集体行动的团结精神。民主制度对究竟由谁指挥公共政策的困惑，束缚了它们创造团结的能力，其结果是，人口过剩、物种灭绝、大流行病风险和全球变暖等普遍问题，很可能在应对它们的政治意愿得以形成之前，就造成惨重后果。威权政权可能更容易预先防止这样的灾难——前提是它们能预见这些灾难，而且愿意采取行动。中国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出生率，以限制人口过剩，而民主的印度却无法以同样坚定的努力面对同一问题，就是这种能力的例子（见下文第4.2.1节）。¶
7. 竞争性。在代议民主制下，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可能把围绕分裂社群的议题展开的对抗放大到具有破坏性的程度（Dahl 1998, 150, 154–55）。如第2.3节所述，这可能抑制人们对公共物品的责任感。所有国家都难以接受分离诉求，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些情境具有竞争性：分离主义者与国内其他民众的部落本能相竞争，而这种本能告诉人们，他们所属群体的成员必须忠诚，并展现团结。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原因之一，似乎是民主政治中的竞争性斗争加剧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敌对（Courtemanche 2003, 191–93）。生态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2005, 317–8）支持这一看法，指出除人口过剩造成的激烈土地竞争之外，此处的种族灭绝还源于政治精英为了保住权力而蓄意煽动的仇恨与恐惧。¶
8. 可外部归因性。这里使用“可外部归因性”，是指某个问题容许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把它解释为不存在，或认为它由他们自身及其有归属感的群体之外的事物造成或容许发生，尽管这些公民或其群体实际上应对该问题负部分或全部责任。政党和国家是可能扮演这种角色的两个群体例子。这里把这种不负责任地否认问题、或误解其原因的做法称作“外部归因”。它的一种形式是阴谋论：公民把问题归咎于他人的邪恶意图，而不是归咎于那些人所处的环境，也不是归咎于自己或自己所属的群体。例如，许多美国人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贪婪的银行家，而不是归咎于自己选出了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的政治人物（Stiglitz 2010, 6）。外部归因有三种方式：（a）心理否认，通常通过拒绝承认现实，来避免预想令人痛苦的结果；（b）群体迷思，即“对相互支持和认可的需要，可能导致疑虑和批判性思考受到压制”（Diamond 2005, 435–36）；（c）逃避责任：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时，忽略对其直接结果随后产生的影响作出预判。如后文第5.4节所讨论的，最后这种外部归因（即不“想到第一阶段之后”）非常常见，主要原因无疑是，含混授权几乎不能激励公民或其政治代理人把事情彻底想清楚。第4.2.3节提供了一个例子：为了提供充分就业这一公共物品，人们执拗地尝试把解决方案的大部分从政治转移到市场。关于这种外部归因及相关问题的其他外部归因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见第5.3节。在那个案例研究中，外部归因产生反馈，使问题无法解决。¶
一个议题是否容易被人们以外部归因式的懒惰、冲动或一厢情愿的思维对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备前述七项难处理的特征中的任何一项。例如，复杂性可能诱使人们疏于思考，或以责怪他人的方式混淆视听，而不是面对现实。抽象性、隐晦性、时间上的遥远性、空间上的遥远性和普遍性，也可能鼓励类似反应。竞争性则可能为外部归因提供更直接的动机。不过，虽然议题的这些特征常常鼓励外部归因（例如，普遍性鼓励否认，竞争性鼓励群体迷思，复杂性、抽象性和隐晦性鼓励忽略对整个后果链的充分预判），外部归因也可能取决于议题的其他特征，例如其社会背景使得将责任归于其他行为者颇具吸引力，以及它能够唤起恐惧或与某种世界观相抵触，因为这些情况可能引发否认。¶
可外部归因性会诱发三重功能失调理论为自由民主制所预测的不负责任。指挥权的混淆与激烈的争票竞争，强烈驱使政治人物在应对可外部归因的议题时选择那些不要求选民付出努力或牺牲的“解决方案”，无论这些选民是否造成了问题、助长了问题，或最有能力解决问题。这种把解决方案推向外部的倾向很可能相当强烈，因为演化心理学表明，人类不仅欺骗他人，而且欺骗自己的能力也高度发达（Trivers 1991）。因此，每个公民同样进行外部归因的利己倾向和亲社会倾向，会支持政治人物的外部归因行为。¶
人们把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向外部时所表现的一厢情愿，其强大动机之一，是倾向于拒绝与自己世界观相冲突的证据。斯洛维克（引自 Bennett 2008, 5）解释说，人们“竭尽全力坚守自己的世界观……因为他们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维护[这些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对感知和行动最有影响的两种世界观，似乎是平等主义世界观和等级主义世界观（Bennett 2008, 4）。平等主义世界观偏好财富、权力和机会广泛分配的社会；等级主义世界观则偏好领导者居上、追随者居下的社会。斯洛维克观察到：¶

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发现，平等主义者通常更关心各种危害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包括全球变暖。等级主义者往往较不关心……这项研究真正令人不安之处，是它表明，以事实信息改变人们的观点与行为是多么困难……人们会扭转信息的意义，以使自己的世界观保持完整。（引自 Bennett 2008, 4, 5）


这种对世界观的坚持，似乎鼓励了观点相近的人聚集成孤立群落（Sunstein 2002）。在富裕社会，人们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选择交往对象，以及选择最合自己心意的信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组建并加入这样的群落。因此，财富通过隔绝相反观点和证据，往往会激活人们思考议题时的外部归因倾向。¶
对这八项特征的评论。第2.5节曾预测，三重功能失调主要会在战略政策方面产生政府失灵。这里所描述的八项棘手议题特征支持这一预测，因为它们出现在战略议题中的可能性，比出现在战术和操作议题中的可能性更大。这意味着，三重功能失调所产生的无知与不负责任，在应对战略议题时，比在应对战术或操作议题时更容易导致疏忽。¶
4.2 自由民主政府不负责任的三个案例
上文描述的困难议题八项特征，可能使民主政府产生程度各异的失灵，其程度随每个议题中这些特征的强弱而变化。由于三重功能失调会使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负责任与无知，它往往使民主政体专注于提供从公民个人角度看具有个人性、即时重要性的公共物品。此类物品的例子有工作机会、繁荣的经济、良好的公共教育与医疗设施，以及免受犯罪侵害。三重功能失调中的不负责任，还会使民主政体倾向于通过处理症状、而不是深层原因来追求速效，因此，大多数政府失灵将发生于那些只有从长期看才会产生净收益的公共物品供给中。这种参差不齐以及失灵影响的滞后，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不为许多公民所察觉。公民可能忽略的其他政府失灵，包括其政治体内部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以及本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问题。这些以群体为基础的议题，可能在空间上远离大多数公民，而且往往具有竞争性和可外部归因性；二者都容易使公民本能地对其他群体成员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
现在我们描述三个具有战略意义、且经常被民主政体错误管理的公共物品议题，以考察这种政府失灵可能有多严重，以及三重功能失调是否似乎能够解释它。当三重功能失调的三个组成部分（含混授权、过度竞争和过度妥协）中的一项或多项似乎助长或造成失灵时，就表明三重功能失调存在。这里选择的三个战略议题是人口过剩、全球变暖和失业。对它们的管理强烈影响自然资本的人均可用量（自然资本定义见第2.2.3.2节“广告造成的分心”）；第5章通过分析第四个战略性公共物品议题，进一步追踪这一共同线索：民主政府煽动其公民的欲求，使其迟早因自然资本的限制而受挫的问题。¶
对自然资本的这种关注，在那些没有认真思考过可持续发展的人看来可能很奇怪，但当我们考察文明在几十年、几百年或几千年尺度上的可持续性时，它必不可少。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文化能够演变，经济能够调整，转而关注最有用的事物，无论它们是服务、知识产权、大宗商品、制成品，还是其他东西。但生活质量始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因为这一比例为人们提供其生物物理需要：空间、土地、淡水、清洁空气、稳定宜人的气候、野生生物、渔业资源、荒野、吸纳废弃物的生态能力，以及许多其他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产。如果这一比率较高，这些事物就会被视为充裕，而其中进入市场的事物也会更让公民负担得起。由于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属于战略政策问题，本节下文及第5章便利用影响这一比例的议题来检验三重功能失调理论。鉴于这一比例对人们极为重要，这些检验也表明，消除三重功能失调对于人们的福祉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述三个政府失灵案例写成之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独立指出了其中两个问题——全球变暖与失业。¶

气候科学明确告诉我们，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需要使能源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实现“脱碳”。然而，当今经济与政治讨论的主流，却是开采化石燃料的先进技术——水力压裂、新型深海钻探等等。这些措施或许能暂时提振经济，但它们最终会挤出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化石燃料的繁荣注定是条死路。短期优先事项与长期需要彼此冲突。



就业政策领域同样存在这种脱节。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因为传统就业岗位败给了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和外包的发展，导致就业减少，尤其使缺乏技能的年轻人收入下降。作为回应，经济学家执着于管理[消费]需求的政策。但那无法应对这些结构性变化。我们还需要新的教育与培训战略，以及帮助年轻人顺利完成从学校到工作这一困难转变的战略。



这些例子说明了主流经济学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政策之间的差别……主流经济学把短期与长期割裂开来。前方可能存在重大问题——气候变化、粮食短缺、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培训不足的年轻人——但宏观经济学家宁愿今天临时应付，将来再担忧未来。这种做法也合乎政治人物的需要，使政策周期与选举周期保持一致。但它并不是产生稳健、包容性增长的良方。（Sachs 2013；增加强调，以突出一个关键的战略层面）


现在，我们来考察本章三个战略政策失灵的案例，以衡量其重要性，并评估三重功能失调是否是罪魁祸首。¶
4.2.1 人口规模
民主政体不愿认真对待人口过剩问题，既是无知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与三重功能失调的预测一致。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这种不情愿（例如 Butler 2004, 194; Attenborough 2011; Sulston 2012）。1960—70年前后，公众对人口增长的关注曾一度高涨，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1968年《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的推动；此后，这种兴趣开始消退，如今人口过剩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话题。为纪念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这种态度被称为“哈丁禁忌”；哈丁（n.d.）曾指出：¶

太平洋岛民显然毫不犹豫地明确以禁忌作为停止讨论的理由。相比之下，西方人珍视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的传统，因此会不好意思说（例如）：“我们不讨论人口，因为这是一项禁忌。”他们会转移话题。


英国科学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拉普利（Chris Rapley，2006）观察到：¶

[人口规模]这个话题极具争议，以至于成为可持续性大辩论中的“灰姑娘”——无论公开场合，甚至私人场合，都很少见到它。在讨论地球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转的跨学科会议上，人口学家和人口问题专家通常以其缺席而引人注目……除非这种情况改变，否则像蒙特利尔峰会（“超越京都”）这样只处理问题一部分的会议，充其量也只能取得极为有限的成功，未来世代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世界观察研究所副所长罗伯特·恩格尔曼（Robert Engelman，2008）描述了这一禁忌极为个人化的根基：¶

对这一话题的不自在无处不在，在每天都努力应对人类改变自然界方式的环保人士中，尤其如此……谁愿意把人类简化为一个数字，或把自己看成一个数字呢？人口趋势又触及我们经验中一些最敏感的问题：性、种族、生育、家庭规模、堕胎。然而，任何关注人为气候变化，或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的人，有时都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正如三重功能失调中的含混授权和过度妥协所预测的，在民主制度中，这种个人的敏感和厌恶会传递给政治人物，而几乎不经过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约束它的反思或批判性思考。这或许就是民主政府无法就人口问题制定理性政策回应的原因。¶
那些强烈关心易受人口压力影响的公共物品的人，例如环保人士和绿色政治人物，似乎很快就认识到了政治制度的这种不负责任。他们发现，谈论自然和社会承载力，并据此建议相应的人口上限，会招来政治上的讥讽。不过，他们由此产生的、对尝试降低人口增长的反感，或许并不完全是因为公民缺乏思考这一障碍——含混授权鼓励这种思考不足，过度妥协又将它表达为政治立场。过度竞争看来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马克·奥康纳（Mark O’Connor）和威廉·莱恩斯（William Lines）在《超负荷的澳大利亚：政府与媒体如何在人口问题上犹疑与否认》（Overloading Australia: How Governments and Media Dither and Deny on Population）中的如下叙述（2008, 11）。他们指出：¶

十多年前，工党战略家、前国务特别部长加里·约翰斯（Gary Johns）就认为，高移民率及缺乏人口政策，是基廷[工党]政府垮台的关键原因。约翰斯说：“多年来，无论工党还是联盟党执政，澳大利亚民众都以压倒性的多数不赞成澳大利亚的移民规模。”



在分析中，约翰斯赞同道格·科克斯（Doug Cocks）的一项建议：澳大利亚应争取把人口稳定在2,000万至2,300万之间，将移民保持在每年约50,000人。约翰斯说，实施这样的政策也许困难，但它有可能为工党赢得选举。这项政策“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具有压倒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会尊重选民的意见。



然而，即使胜选系于此，工党是否有“胆量”与移民游说集团抗衡呢？在1998年霍巴特举行的工党全国大会上，时任工党领袖金·比兹利（Kim Beazley）打破了基廷时代的沉默之墙，承诺工党将为澳大利亚制定一项人口政策。



遗憾的是，比兹利很快就开始朝其他方向调整措辞，于是在商业晚宴和筹款活动上，他给出了相反的印象：工党的新人口政策将主张快速增长……不久之后，比兹利就开始谈论确保我们的人口达到5,000万。毫无疑问，他的竞选筹款主管松了一口气。


这段叙述表明，虽然澳大利亚人多少担心本国人口已经——或不久就可能——太多，但政治人物感觉到，他们在个人层面更关心自己的就业与收入，因此希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希望在争取连任的竞选中得到企业的资金和其他支持，这也迫使他们推动经济增长，而鼓励移民就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推动这种政策组合的争票动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三重功能失调中的过度竞争。¶
澳大利亚在选择人口规模方面发生民主功能失调的另一个迹象，是两个最有理由就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发声的政党，似乎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失灵：关心环境的澳大利亚民主党和澳大利亚绿党（O’Connor and Lines 2008, 166–75）。到1984年，对人口议题的种族主义解读及其对个人的影响，已使它在选举上的伤害大到这两个政党无法处理，因此它们一直忽略这一议题，直到2008年末。那时，绿党领袖鲍勃·布朗（Bob Brown）参议员（2008）受到选民忧虑的推动，采取了行动；选民担心人口增长对全球变暖、石油峰值、几乎遍及全国的淡水短缺，以及许多其他议题造成影响。他呼吁展开全国辩论，试图打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瘫痪。¶
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菲利普·拉多克（Philip Ruddock）在2002年就观察到了这种瘫痪（2003, 108）：“过去十年中的两次人口调查……凸显出政府可用来影响人口规模的政策杠杆极其有限……我们确保某个特定人口目标真正实现的能力非常有限。”拉多克所指的是1991年国家人口委员会的调查，以及1994年众议院长期战略常设委员会对“澳大利亚人口承载力”的调查。这些并非仅有的调查。1975年，“博里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人口政策报告，随后又于1978年发布了补充报告。¶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不断上升，在截至2008年12月的一年中达到创纪录的253,400人（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0），引发公众对2050年人口超过4,000万的担忧。虽然作为“船民”到来的难民引起激烈政治争论，但其年度最高人数为2010年的6,535人，而澳大利亚官方接收的难民约为每年14,000人（Economist 2011c）。2010年4月，联邦政府宣布，将再次就未来理想人口规模展开调查。意见征集于2011年截止；曾仔细研究澳大利亚承载力的经济学家兼农业科学家道格·科克斯说，这是一项“转眼之间就炮制出150页精美粉饰和胡说八道之杰作的调查。简直就是土拨鼠之日。2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Cocks 2012, 28）。尽管1994年的委员会强调，“迫切需要一个扎实而全面的数据库，据以详细推算各种人口情景的后果”（Newman 1994–5），此后政府却没有研究可持续自然资本与人口之间的理想比例，也忽略了科克斯等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他最初为该委员会写过一份报告（见 Cocks 2012, 28），后来鉴于该委员会不愿处理这个问题，就通过一本书把这个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Cocks 1996）。¶
对比中国和印度应对各自人口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对限制人口规模的反感。中国的威权政权于1979年实施了一孩政策，而民主的印度却无法如此果断地回应同一挑战。正如扎卡里亚（Zakaria 2003, 251）所说：“印度之所以无法开展持续改革，主要是因为政治人物不愿让选民承受任何痛苦——无论这种痛苦多么短暂。”中国政府在2008年估计，如果没有这项政策，该国到当年年中将有16亿至17亿人口，而不是当时的13亿。中国由此确保，其GDP增长所带来的人均财富增幅高于印度所能达到的水平（如后文第7.3节“PO2”标题下所述，为每年1%的人口增长提供所需条件，可能耗去超过12%的GDP）。与人口增长更大的情形相比，中国也以更小的人均国内自然资源可用量降幅，提高了人均财富（有关这一效应的讨论，见第5.3节）。《经济学人》（Economist 2009, 31）报道，把生育率（平均每名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数）从例如六个降至两个，可以在几个方面帮助经济。首先，它提高了劳动力人数相对于需要赡养的儿童和老年人人数的比重。这一效应的一部分是，当女性需要照顾的孩子更少时，她们更容易从事有偿工作。降低生育率帮助经济的另一种方式是：由于需抚养的人口更少，家庭有更多钱可供储蓄，这些储蓄能够用于投资，产生资本。此外，尽量减少人口增长，能使资本的人均增长最大化；这正是上文比较中国和印度时提及的人均财富增长的一部分。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Economist 2009, 31）估计，1978年至1998年中国GDP增量的一半，来自人均资本积累速度。¶
民主政体不愿应对人口增长的另一个迹象似乎是：“中国迅速的人口变化（从大家庭转向平均有两个或更少子女的小家庭）的作用，很少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因素”（Butler 2004, 193）。例如，马凯硕（Mahbubani 2008, 67–78）反而把中国相对于印度的经济成效，归因于中国对其公民能力的运用好得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消除了阶级区别，而印度的种姓制度继续阻止大部分人口参与教育、政治和经济。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于1978年决定把中国的指令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该国就能够快速发展。邓小平务实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和商业领域实行贤能原则，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从1980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而印度在同一时期为5.5%（Gittins 2006）。[译注：原文将邓小平称为中国共产党主席；此处保留原文说法，邓小平并未担任该职。]¶
民主社会的观察者忽略人口控制在中国经济成功中的作用，可能是三重功能失调的另一个迹象，因为含混授权的影响，可能已经使这些民主社会的观察者习惯于不期待通过公民作出必要牺牲来解决政策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必要牺牲就是限制家庭规模。除了战争等危急情势外，自由民主政体通常不是这样运作的。通常只有当一个群体突然面临生死危机时（例如外来者威胁它时），人类的团结反射才会被激发到这样的程度：个人愿意承认，为了共同利益，每个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只有在这类不寻常的时刻，公民才能通过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来克服含混授权。¶
民主制未能应对人口增长究竟有多重要，下述严峻看法也许值得铭记。提出这一看法的是一个对未来思考甚多的人——多产的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政治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问他：“如果人口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你认为人类尊严这一观念将会怎样？”阿西莫夫回答：¶

它会摧毁这一切……人口过剩之下，民主无法存续。人的尊严无法存续。便利与尊严都无法存续。世界上增加的人越来越多，生命的价值就不只是下降，而是消失。死一个人都无所谓了。（Moyers 1988）


4.2.2 全球变暖
民主制度不负责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美国对全球变暖的现实与前景所作的回应。其他大多数自由民主政体对这一议题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负责任：它们在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方面表现不佳；欧盟在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花了十三年才推行一项功能失调的排放交易体系；民主国家拒绝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其后的2010年坎昆会议和2011年德班会议，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2年里约+20地球峰会）上发挥领导作用，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失灵也许没有美国的失灵那么值得谴责，因为在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世界首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美国与中国如今仍排放着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此类气体。直到2007年12月3日之前，澳大利亚一直跟随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2008年布什政府任期结束时，美国仍无意批准应对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也没有提出可信的替代程序。本书写作时，由于共和党人的顽固态度，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这种立场，尽管奥巴马总统正试图通过监管限制排放来改变局面，并于2014年11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二人又于2015年9月重申该协议。考虑到有关这一议题的科学知识发展史，可以说到2008年，美国的回应已比应有的水平落后20年（Stern 2009）。三十多年来，人们一直知道全球变暖是一种发生概率很高、利害关系极其重大的风险。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就警告：“观望政策可能意味着一直等到为时已晚”（Environmental Defense 2003）。对这一问题的国际认识促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1988年成立；1990年，49位诺贝尔奖得主、700位科学家与IPCC发表声明，强调采取预防行动的迫切性（Environmental Defense 2003）。¶
人们一直承认，这一议题在政治上极难处理，但每拖延一年，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规模就成倍扩大。它提高了为阻止变暖而必须削减排放的速度，也增加了改造经济的成本，因为年复一年，经济对排放这些气体的依赖越来越深。这种政府失灵实际上比不应对全球变暖更糟，因为它还没有处理世界海洋酸化及“石油峰值”问题——即这样一种前景：世界石油产量目前已接近历史最高点，几年内将进入加速下降阶段，而需求却继续上升。第三项失灵最近被新的钻探和“水力压裂”技术的前景掩盖了，这些技术能够开发页岩和煤层中蕴藏的大量油气储量。然而，研究表明，每口压裂井的产量都会迅速下降，因此这种技术未必能够阻止石油峰值（Strahan 2012）。¶
美国是温室气体累计排放最多、石油消费最多，同时也是最富裕、
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因此最有责任领导向无碳能源的转型。这场革命需要新的供应、配送和消费系统；在廉价化石燃料的竞争下，要建立这些系统极为困难。奥巴马政府开始应对这一局面，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促进科学研究；但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非常强大，这种转变未必能够持续和发展。¶
美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历史中的几个细节，说明了它的不负责任，也表明三重功能失调是原因。在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峰会上，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引自 McKibben 2005）面对控制CO₂排放的建议时宣称，“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容谈判”。他似乎既服从了美国公民无意识的指挥（这属于含混授权造成的混淆），也服从了其资金支持基础的利益（这属于过度竞争带来的压力）。随后的克林顿政府在言辞上显得更有环境责任感，但采取的基本上是同一种做法（McKibben 2005）。2001年7月，有人问乔治·W.布什的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新总统是否会呼吁美国汽车驾驶者减少燃油消耗，以帮助应对全球变暖。他回答：¶

绝对不会。总统认为，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当是保护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是受到祝福的。（引自 Miller 2001）


但到2006年，随着越来越多选民清楚看到迫在眉睫的石油危机，乔治·W.布什总统终于承认美国对外国石油“上瘾”（KRT-Washington, 2006）。这距离卡特总统尝试通过要求选民对本国民主制度的行动负责来处理这一问题，已经过了27年（Elliott 2006）。卡特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试图克服含混授权造成的混乱。卡特于1979年7月15日发表能源危机演说；他原本打算更早向人民讲话，却推迟了十天，以便进行更广泛的咨询，并对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 2008, 31）认为，卡特的认真尝试表现出他对美国民主的极大误解，尽管在能源问题上它“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巴切维奇写道：¶

他开头解释，自己决定把眼光放到能源之外，因为“我们国家真正的问题要深得多”。他指出，1979年的能源危机，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



随后，卡特迅速葬送了自己赢得连任的一切机会。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根本威胁按定义就是外来的……认为普通美国人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同样的威胁，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异端……



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信心危机……对我们自身生活意义的怀疑日益加深，并且失去了国家目标的一致性……现在，我们中太多人倾向于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其所做之事界定，而是由其所拥有之物界定”……



卡特提出了一项六点计划，旨在终结他所称的“这种对外国石油无法容忍的依赖”……



虽然卡特表示相信美国有一天能够重新获得能源独立，但他承认，短期内“根本不可能避免牺牲”……



人们对这篇演说的反应充其量只是冷淡——尽管卡特从未用过那个词，演说却立即被贴上“萎靡不振”演说的标签……



作为一种重新调整公共政策方向的努力，卡特的呼吁完全失败了。美国人对总统这种带有高尚节俭意味的自由观，几乎没有热情。面对一种不同于数量式解决方案、不同于追逐“更多”的替代选择，他们拒绝了。不喜欢这个信息，美国人便枪毙了信使。只要能够选择，“更多”看起来仍然更好……



里根比吉米·卡特准确得多地理解了美国人的动力所在：他们要的是自我满足，而不是自我克制……卡特总统曾号召美国人改正生活方式，这意味着需要批判性的自我意识；里根总统则只是邀请同胞继续照旧生活，就免除了他们进行任何内心反省的必要。（Bacevich 2008, 32–41）


巴切维奇对美国人追逐“更多”的描述，见下一章第5.2.1节。卡特试图纠正的民主制度在能源问题上的不作为，似乎源于对究竟由谁指挥的混淆，也就是含混授权。主要是人民在这一点上感到困惑，但卡特同样困惑，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民的困惑有多深，因此也没有认识到由此造成的政治疏离有多强烈。¶
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6年承认美国对外国石油上瘾时，与卡特不同，他顾及了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既然人民是指挥者，他就不能、也因此没有要求他们帮忙（节约能源）。如果他提出这种要求，选举授权的含混性就会使格外尽责的少数服从者感到挫败，而其余人则选择不服从。因此，布什把解决能源问题的责任推向了外部：他通过向企业提供不具对抗性的激励，鼓励企业用新能源来拯救美国，把责任从一个混乱、无能为力的政府制度中推出去。布什还提出成立对抗《京都议定书》的AP6集团，该集团未规定碳排放上限（Hamilton 2007），继续了这种功能失调的行为。这与白宫此前二十年的表现一致：其间，白宫压制、修改或否定了十二份有关气候变化的重要报告，包括2002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年度报告，后者关于气候变化的整个章节被删除了（Flannery 2005）。这种行为可以部分理解为，过度竞争迫使历届政府避免要求信息不足的选民为应对全球变暖付费，以免疏远他们。含混授权也发挥了作用：它使选民可以继续不为自己的民主责任做好准备，并乐于投票给那些不打扰他们昏睡的政治人物。¶
在2006年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阿尔·戈尔（Al Gore）对民主政体，尤其是他自己的国家，无力面对全球变暖感到绝望。《纽约客》撰稿人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2006）哀叹布什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刻意不作为：“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竟会在实质上选择自我毁灭，这似乎难以想象，但我们如今正在做的正是如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引自 Herrick and Owens 2006）判断，如果到2015年温室气体排放还未得到遏制和减少，正反馈就很有可能把地球推入一个不可逆转、失控的全球变暖过程。他警告，布什政府正在阻止这一信息传达给选民。布什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含混授权，并拒绝尝试消除这一含混性。按这种解释，布什的这一认识告诉他：不要指出人民应当通过承担阻止全球变暖的相应成本，履行本国民主制度指挥者的责任，以免打扰他们。布什的政治经验也会使他适应过度竞争，让他养成避免以责任问题正面挑战选民、从而丢失选票的习惯。如上所述，卡特总统似乎较缺乏政治洞察力，这会使他对授权的含混性、政治竞争的威胁以及妥协的必要性，缺少敏锐认识。他仅当过一届佐治亚州州长，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局外人，就这样来到华盛顿，因此显然从未掌握激励人民、与国会合作，以及与自己所属政党合作的艺术（Kuttner 2008, 55–57）。¶
民主制度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表现，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方面，就是埃克森美孚等化石燃料产业的部分企业操纵政策；它们更关心眼前的销售前景，而不是社会的未来（例如 Bull 2007; Hamilton 2007）。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歪曲公共信息，并向政治人物提供诱因，使政策产生偏向；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气候系统研究中心古气候模型研究者马克·钱德勒（Mark Chandler，引自 Williams 2006）观察到：“我们没能让政治人物根据科学检验他们的言论……反倒出现了科学家不得不担心自己说了什么的局面——你能看见我现在正在冒汗吗？”汉森（2006, 12）在警告温室气体排放的严重后果之前，先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表现出了这种恐惧。然而，一些依赖化石燃料的公司却十分关切（无论是关心社会、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公众形象，还是投资未来的利润），因此它们警告政府和公众，有必要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它们的资本支出回报期限很长（例如一座燃煤电站的寿命为50年），因而促使它们努力推动健全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投资提供更可靠的基础。《华盛顿邮报》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Worldwatch 2006）指出，企业的积极行动，可能是推动美国政府应对全球变暖的最大希望，并观察到几家大型公司正敦促英国政府加大减少碳排放的力度。在美国经营九座燃煤电厂的辛纳吉公司（Cinergy），要求乔治·W.布什总统对其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Fonda 2006）。杜邦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琳达·费舍尔（Linda Fisher）说：“我们认识到，必须走在立法前面”（引自 Kluger 2007, 42）。¶
与美国联邦全球变暖政策的失灵相比，加利福尼亚州采取了更有建设性的办法，但这看起来仍然符合三重功能失调。2006年9月，州长施瓦辛格批准《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要求该州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削减25%，到2050年削减80%。这样做，他实际上是在违抗自己的政党，因为该法案只得到了一张共和党赞成票（Breslau 2007）。2007年初，他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到2020年所有运输燃料的碳含量降低10%。施瓦辛格（引自 Breslau 2007, 70）认为，联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否认“令人难堪”，并指出，“我们基本上是在对联邦政府说：‘瞧，我们不需要华盛顿’……让我们告诉世界，美国实际上正在抗击全球变暖”。美国另外几个州也采取类似立场，虽然力度没有这么大。施瓦辛格的做法，既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对环境的关心，也反映了他对技术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但一个使之成为可能的因素，可能是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Breslau 2007, 70）所称的施瓦辛格的“明星力量”。他作为昔日的硬汉健美选手和电影明星所享有的人气，可能使他能够自由选择某些政策，而对于没有这种额外公众支持来源的政治人物，这些政策会摧毁他们的选举前景。不过，记者卡伦·布雷斯劳（Karen Breslau 2007, 72–73）指出：¶

有人担心，他的做法过于忽视美国人改变消费习惯的必要性——从全天候开着空调，到开着他们的（没错）SUV。塞拉俱乐部驻萨克拉门托代表比尔·马加文（Bill Magavern）说：“他喜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一切都能兼得。他对市场解决我们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


因此，虽然政治人物的“明星力量”看似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三重功能失调中过度竞争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仍可能使他拥护民粹政策。而这往往造成功能失调，因为授权的含混性鼓励公民认为，自己不必认真考虑公共事务。¶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行为与美国类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四角》节目中的“温室黑手党”（Cohen 2006）提供了一个例子：前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气候研究主任格雷姆·皮尔曼（Graeme Pearman）表示，“科学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可以自由发言了”。前CSIRO气候影响研究负责人巴里·皮托克（Barrie Pittock）证实了这一点：“有人明确告诉我，不要谈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在同一期节目中，曾为澳大利亚一位环境部长撰写演讲稿的盖伊·皮尔斯（Guy Pearse）声称，“温室政策正在受到采矿与能源部门的驱动”。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引自 Hodge and Wahlquist 2006, 8）总结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不负责任：¶

我们对煤炭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快地把它从地下挖出来，助长一个全球污染问题，然后又说，我们不想与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国际条约——即《京都议定书》——有任何关系。对铀，我们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在道德上令人憎恶，而且极其、极其错误。


这种行为似乎表明，含混授权有利于不参与政治的选民表达利己利益，而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则有利于富有的特殊利益集团表达狭隘利益。针对这种政府失灵，英国石油澳大拉西亚地区总裁格里·休斯顿（Gerry Hueston，The Mercury 2005, 4）呼吁其行业共同努力，开发碳氢燃料的可再生替代品：“在我看来，我们用于处理化石燃料环境后果的时间，其耗尽的速度，远快于我们消耗这些燃料储量的速度。”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也表达了对公共政策缺陷的类似担忧，呼吁在政治上开展更有效的战略规划（Marsh and Yencken 2004）。因此我们看到，一些本来负责供应私人物品的澳大利亚私营企业，试图连政府的工作——提供公共物品——也一并承担。和杜邦的琳达·费舍尔一样，一些澳大利亚商界人士认识到，他们必须介入，尝试为自己的投资创造稳定而富有生产力的环境。但他们的反应也可能部分源于社会责任感：企业管理者是社群成员，而且由于他们往往比较了解情况，可能早在普通选民察觉这些问题之前，就已开始关切社会的未来。¶
前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一番抱怨——后来环境作家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2015）也表达了相同意见——为民主政体应对全球变暖时的三重功能失调提供了另一个迹象。麦卡特尼所回应的，是联合国2006年的一项报告：从全球范围看，养牛产生的甲烷所造成的温室效应，比运输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更大。¶

任何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的最大改变，就是成为素食者……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主要环保组织，在列出遏制全球变暖的最佳方法时，都没有把转向素食列入其中。（引自 Reuters 2008）


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s）对素食保持沉默，就避免了让其成员和支持者面对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自律挑战。它们或许认识到，这样的倡议可能损害其事业，因为它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超出了许多人能够容忍的限度，尤其当他们无法确定大多数公民会共同参与、使自己的努力奏效时。环保非政府组织避免要求人们成为素食者，也可能表明，它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处于类似境地。他们同样无法要求公民为了公共物品额外付出显著的个人成本，尤其当大多数人不太理解这些物品及其必要性（这就是过度妥协之所以“过度”的原因），也无法确信会有足够形成有效多数的人响应呼吁时（因为含混授权没有向所有公民明确说明，他们对公共政策负有共同责任）。上文在另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议题——人口规模——上，也观察到环保组织与政治人物面临同样的情况。这两个政策瘫痪的例子表明，民主国家的公民：（1）不觉得自己应对关键公共物品负责，因而倾向于（2）不了解这些物品，也不了解自身对它们的需要；同时，（3）政治人物追随这种不负责任与无知。这就是三重功能失调：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分别由含混授权和过度竞争产生，而第二种情况，如上所述，正是过度妥协之所以“过度”的原因。¶
4.2.3 失业
当就业不足成为显著问题时，自由民主政府几乎一成不变的回应，是将其为所有人提供就业这一公共物品的责任推向外部：到选民与政治人物所构成的政治世界之外，到工商世界中寻找答案。为此，它们试图创造更多经济增长，以提供更多工作，并希望由此为需要工作的人创造就业岗位。私营企业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意味着更多利润。而取悦私营企业在政治人物看来也是好事，因为企业为其竞选活动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经费，并经营着大多数媒体。因此，取悦企业至少部分是政治人物对彼此竞争的回应。¶
除了通过创造更多经济增长来尽量减少失业，还有一种替代方案，就是更公平地分享任何已经存在的工作（例如 Bosch 2000）；但政治人物通常忽略这一办法，因为它要求他们把议题纳入政治内部，组织这种分享。这就要求他们让大多数选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工作时数、天数或周数，降低收入，使失业的少数人也能分得一份工作。它看起来还要求政治人物让企业重新组织自身，以便于分享工作。这种表象由含混授权造成，因为它让公民可以自行假定，负责的是政治人物而不是他们自己，
应当对工作机会等公共物品负责。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强化了这种表象，迫使政治人物避免向公民指出：在民主制度下，对公共物品负最终责任的是公民。政治人物通常不会冒着下次选举丢失选票的风险，要求选民为公共物品付出个人成本，例如投入时间与精力参与公共倡议，推动企业提供更多兼职工作。¶
因此，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把问题从民主政治中推向外部，试图扩张经济，而不是分享就业。含混授权与过度竞争由此制造了一种荒谬现象：节省劳动的技术被引入后，却被用来使人们和过去一样多地工作，甚至可能工作得更多（下文第5.3.1节将把这种效应称为“富裕病”），而不是给他们更多闲暇。含混授权让公民可以回避消除失业的责任，也可能使他们形成一种抱怨文化：遇到个人困境时责怪政治人物，而不是自己处理这些情形。公民承担这一责任的方式，可以是更为肯定并支持政府的失业救济，把换工作视为人生中可能多次发生的正常现象（从而更愿意为将来的就业搬迁或接受再培训），并要求政治人物组织分享工作的激励措施与机会。¶
过度妥协也发挥着作用。大多数公民没有对失业作足够思考，因此没有认识到，工作分享是这一问题的切实解决办法，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短期内可以改善个人的工作与闲暇平衡，长期则可以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下一章将讨论）。于是，民意忽略了这一选项，过度竞争又迫使政治人物把这种忽略付诸实行。¶
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强调了工作时间缺乏弹性对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呼吁限制广告，使其不再驱使人们花更多钱，因而长时间工作。¶

对古典经济学家而言，工作日的长度是一个关键变量：劳动者（自耕农或手艺人）借此平衡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与收入、闲暇的边际效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工业化之后，工作日的长度从变量变成了参数（在卡尔·马克思看来，它是剥削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我们需要使它更多地成为劳动者可以选择的变量。我们还应停止利用广告刺激更多消费、以及为了支付这些消费而付出更多劳动，从而扭曲劳动与闲暇之间的选择。广告不应再被视为可税前扣除的普通生产费用。（Daly 2009, 4）


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及其哲学家儿子爱德华（Edward，2012, 208–11）也主张，取消公司广告支出的税前扣除。他们指出，如果“广告煽动我们永不满足的倾向，就有充分理由限制它”，并指出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广告扭曲了在工作与闲暇之间作选择这一公共物品，导致许多其他公共物品被忽略；上文第2.2.3.2节和后文第5.3节都对此有所讨论。经济学家戴维·乔治（David George）把这种扭曲称为制造“不被偏好的偏好”，并在考虑如何纠正它时指出：¶

公共行动之前必须迈出的一步，是公众越来越理解不受约束的劝诱可能有害……因此，纠正市场在塑造喜好方面的低效率，第一步必然是说服当代社会：评估喜好是一项合乎逻辑、具有正当性的活动。只有这样，市场力量不断扩展的正当化才会放慢，才会出现具体措施，有效引导创造偏好的力量。也只有这样，个人长时间工作的欲望才会减少。（George 2000, 138）


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 2009, 180）认为，工作分享对于提供经济可持续性这一公共物品不可或缺。“在一个劳动生产率仍然增长、但产出受到上限约束（例如出于生态原因）的经济体中，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保护人们生计的唯一办法，就是分享现有工作。”杰克逊指出，减少工作时间通常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然而，它通常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成功。社会学家格哈德·博施（Gerhard Bosch 2000, 185）观察到，德国和丹麦的经验表明，减少工作时间的一个根本前提是“稳定且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新自由主义的收入差异化政策会破坏重新分配工作时间的尝试，因为雇员不愿接受工时缩短”。¶
戴利呼吁美国处理这个问题，不仅要通过尽量减少广告的立法来限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如上文引述），还要通过立法直接限制不平等，规定：¶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完全平等不公平；无限不平等也不公平。应为不平等的范围寻求公平的界限。公务员体系、军队和大学以15倍或20倍的收入差距，照样能够运作。美国企业界的差距达到500倍或更多。许多工业国低于25倍……在当今美国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很难维持民主所必需的共同体意识。相差500倍的富人与穷人，几乎成了不同的物种。（Daly 2009, 3, 4）


如后文第8章所述，保守派相对不关心、甚至支持不平等。这种倾向使他们成为以工作分享解决失业的一大政治障碍；而他们抵制变化的态度，又可能促使他们反对工作分享所要求的产业变革，从而强化这种阻碍作用。¶
博施（2000, 192–93）警告，要通过集体缩短工时，以及提供可选择的较短工作时间选项，创造额外就业，就必须作出若干此类改变。¶

必须创造就业得以扩大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积极的培训政策、与生产率提高相匹配的工资增长、实际工作时数的标准化、减少全职与兼职人员之间的时薪差异、为灵活的工作生涯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改变工作场所根深蒂固的全职文化，以及使社会保障缴费与有薪工作时数成比例。其中许多条件，只有在社会伙伴之间达成共识后才可能满足，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是如此。


博施又补充了两个条件：纯粹通过提高兼职人员比例来分享就业，长期而言难以持续；而要在竞争对手采用更长工时的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缩短工作时间必须通过能够提高效率的工作重组来实现。所有这些困难都意味着，一个民主政府如果要管理其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就业，而不依赖无休止的增长，就必须非常称职；因此，按照本书的分析，它必须基本摆脱三重功能失调。¶

第5章 功能失调的普遍症状：加剧自然资本的稀缺
本章描述一种可以说是民主政府最大失灵的现象，并以三重功能失调解释它。在此过程中，本章提出三个主张。第一个是，作为适用于先进经济体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未能兑现其承诺，反而带来净成本。第二个是，三重功能失调使民主政府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因此几乎没有可能纠正它。它们反而坚决使问题恶化，不断加剧成本；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成瘾，可能是三重功能失调最突出的表现。第三个主张由前两个推导而来：在由民主政府治理、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在纠正三重功能失调、使其能够对发展作出称职的决策之前，不应进一步开展经济发展。¶
第二个主张，即对经济增长的成瘾，是公民利用启发式方法（如第2.2.3节所讨论的思维捷径或线索）来补偿自己对政治和公共政策无知时的一次重大失败。提供这些启发线索的政治群体、精英和其他人，既未认识、也未理解这种成瘾及其成本，因此误导了公民。这种理解不足，不仅因为成瘾过程有些复杂和隐晦（由此引发过度妥协），也因为选举激励（过度竞争）把政治代理人的注意力限制在选民关心的事情上。然而，含混授权使这些关切集中于短期，忽略较长期的情况，而成瘾的成本恰恰在较长期中出现。¶
第一个主张所指的承诺，是经济增长将满足社会对更多就业和更多收入的欲求。之所以把它视为经济增长的承诺，是因为政治人物在追求这种增长时，惯常以此作为理由。这也是一个政治上具有正当性的承诺，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公共物品——满足全体或大多数公民对更多就业和更多收入的欲求。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增长不仅未能兑现这一承诺，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增加了对更多就业和更多收入的欲求。更糟的是，它还减少了自然资本（定义见第2.2.3.2节“广告造成的分心”）的可用量，而自然资本不仅是满足其中许多欲求（逐项而言，这些欲求指向私人物品）所必需的，也是满足许多对公共物品的欲求与需要所必需的。¶
根据这第一和第二个主张，必须尽量减少或消除三重功能失调；否则，增长既徒劳又有害。因此，第三个主张是，在三重功能失调得到纠正之前，政府应当放弃经济增长。这种逆转要求通过更公平地分享工作来回应更多就业的欲求，而且如第4.2.3节所指出的，在大多数国家，这需要采取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些措施也有助于缓和对更多收入的欲求。但在三重功能失调得到纠正之前，这一切在政治上都不可行。因此，纠正它不仅是取得进步的关键，也是防止进一步恶化的关键。本章的论证，以及前几章对三重功能失调的提出，进一步阐发了这三个主张；它们最初发表于《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P. Smith 2009）。¶
第二个主张所假定的政策失灵，是一种盲目或短视，使人固守这样一种执念：商业开发带来的正向货币净收益总是好事，只要该开发不直接产生超过收益的成本，例如即时的环境破坏。然而，如下文第5.2.1节和第5.3节所解释的，货币净收益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成本，因为它会产生有害后果。这种损害可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开始出现，并在项目完成之后持续增长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开发所带来的财务净收益越大，其最终净成本也越大。如果读者认为，第5.3节对这一效应的描述，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实际进程（或许尤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相对较高的经济体），那么它对三重功能失调假说的依赖，就可以视为另一迹象，表明这一假说具有一定可靠性，因此可被用作指导民主政府改革的理论。¶
许多环保人士似乎感觉或理解到，认定正向财务回报本身总是好事的执念是一种错误，而且不利于公共政策；他们对开发项目——以及总体而言的经济增长——价值的评价，通常低于那些不太关心环境的人。在后者看来，环保人士的这种价值观可能是一厢情愿、自私而具破坏性的；但下文所描述的政治和心理过程表明，赋予经济增长较低甚至负的价值，可能是明智的。¶
民主政府觉得自己不得不满足公民最强烈的欲求，主要就是更多收入和更多就业，结果却发现，自己接着还必须提供更多，于是被锁在一种不顾自然资本明显限制、拼命追求经济增长的状态之中。如下面第5.2.1节和第5.3节所讨论的，当一个社群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很快就会想要更多；对于食物、居所、能源，以及帮助人们获得
就业、从而在现代经济中获得这些必需品的教育等基本欲求，这种反应最为强烈。那些观察到或感觉到欲求无止境攀升，并担心这会影响有限自然资本存量（以及总是有求必得者的人格）的人，会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既然公民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还会期待更多，那么满足他们的欲求，尤其是最迫切的欲求，究竟有什么意义？既然经济增长会重新制造、甚至扩大推动人们要求增长的不满足，为什么还要创造更多增长？¶
5.1 问题说明
三重功能失调假说，加上许多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第2章讨论的民主失灵的其他迹象，都意味着：当公民只能通过公民抗命来尝试在重要议题上影响政府时，有些时候他们这样做具有正当性。政府政策有时会严重出错，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内含对公共物品的某种不负责任。因此，公民有时很可能感到，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他们有道德义务挑战民主政府。如果只有很少一部分公民认识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可能把公民抗命看作唯一一种方式，能够以足够的紧迫性警醒广大公众，形成可能改变有问题政策的政治压力。此外，这种抗命也可能是他们推动政府改革基本程序、变得更负责任的最佳——或唯一——希望。民主国家偶尔爆发抗议与公民抗命，但抗议者通常不要求政府进行根本改革。他们要求消除功能失调的症状，或者在较为表面的层次改革政府程序，如制定信息自由法、成立腐败调查委员会，以及限制私人资助竞选活动。毫无疑问，他们回避根本问题，是因为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很少提出有希望的民主政府改革方案。第6章将描述并比较几项试图做到这一点的提案。¶
澳大利亚一个重大的公民抗命案例发生于1982—83年，数百名公民非法尝试以身体阻止塔斯马尼亚“富兰克林河口下游的戈登河”水电项目建设。共有1,272人被捕，近450人被羁押（Thompson 1984, 174）。在那次抗议之前，以及其后直到本书写作时，澳大利亚一直出现许多反对其他水电方案、原始森林采伐和采矿项目等开发活动的示威。财产和工作岗位遭到损毁，人们受到威胁，许多人被逮捕、罚款。与其他许多民主国家的类似发展同步，公众对环境破坏的愤怒促成了一个政党——澳大利亚绿党——的成立，试图更有效地处理的不仅是环境问题，而是所有公共物品问题。这些抗议、公民抗命和组建新政党的策略，为公共物品带来了一定保护；但本书认为，因为它们没有处理三重功能失调，对这些物品的严重忽视将继续存在，环保人士与经济发展支持者之间的敌意仍将闷烧，并时而爆发。然而，如果争论双方都理解下文第5.3节所描述的三重功能失调对自然资本的影响，他们就应当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从而通过谈判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本的损害，在许多国家都清晰可见，无论它们是否实行民主治理，因此，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显然往往都无法或不愿充分控制这种增长。第5.3节所展开的“稀缺乘数”分析，仅尝试解释自由民主制度中的这种失灵，但其他政治制度中的此类失灵，也可能具有相似的动态机制。¶
稀缺乘数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自由民主政府在是否扩张经济的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往往使自然资本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耗减。这些政治选择很可能缺乏能力，不仅因为三重功能失调，也因为这一特定议题具有第4.1节所述八项会给民主决策造成困难的特征中的七项。在展开稀缺乘数分析之前，我们先回顾这些困难，然后在第5.2节解释对该分析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
5.1.1 使民主政体困惑的经济增长选择特征
是否应当实现更多经济增长的问题，为民主政府的政治选择造成以下七项困难。¶
复杂性。如下文第5.3节所解释的，经济扩张可能产生正反馈，挫败扩张的社会目标。这些反馈使议题具有复杂性，而选民看不到这种复杂性，因为他们忙于自己的生活，而且大多不深入思考公共政策。¶
抽象性。未来的经济扩张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都只是想法。因此，它们对个人影响不大，选民只会作有限思考。¶
隐晦性。经济增长的重要不利后果发展缓慢，因而可能难以察觉。此外，公民可能难以识别并追究造成这些成本的人，因为这些人正是他们自己。这些效应可能使公民不对这一议题作任何深入思考。¶
后果在时间上的遥远性。增长的不利后果大多出现在遥远的未来；有利后果则大多出现在近期。¶
普遍性。由于几乎所有公民都支持经济增长，并因此助长其后果，要避免这些后果，就面临一个巨大问题：如何为非传统（且有悖直觉）的公共政策建立团结。¶
竞争性。试图解决这一议题，会激化主要关心私人物品的人与强烈关心公共物品的人之间的冲突，后者关注的包括环境，以及公平分享就业和／或财富。这一对立接近后文第8.1节讨论的人类价值观中“权力—普遍主义”的对立，也类似于第4.1节描述的“等级主义—平等主义”的对立。第8.1节指出，部分由于遗传倾向，这些分歧的世界观抗拒改变，并对人的感知和行动产生强大而顽固的影响。¶
可外部归因性。是否应有更多经济增长这一议题，容易使人们把责任推向外部。因为它提出了如何使供给与欲求相匹配的选择，诱使选民更愿意通过管理供给、而不是管理自己的欲求来实现匹配。如果要管理欲求，公民必须掌握非常充分的信息：不仅要了解可能说服他们调整欲求的相关议题，也需要充分了解其他公民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的这种自我克制。从民主政府的角度看，管理选民的欲求，就把实现匹配的方式内部化了——将它纳入民主政治的核心；而如果通过操控供给来实现匹配，就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外部化到政治之外。由于把匹配过程纳入内部，对民主政治人物极为困难（例如见第2.2.2节），他们便将其外部化。¶
是否应当实现经济增长这一议题中，这七项困难特征的结合，几乎形成了一场民主失灵的“完美风暴”。因此，这种失灵在民主国家中长期、广泛存在。它的影响也极为巨大，尽管可能只会逐渐积累。这种政府失灵容许公民继续按照习惯，以个人身份行动，而不是作为负责任的社会成员行动，于是他们依据私人考量生育和消费，对公共物品鲜有关心。对一些人而言，消费可能意味着迁往任何能让他们消费更多的地方。如果这种自利行为在已对所在社会具有破坏性时仍持续下去，其延续就构成了集体非理性。当民主功能失调容许这种持续，我们就得到一种正在制造崩溃的繁荣，因为消费与人口增长终将撞上自然资本的限度。如下文所见（例如第5.3.1、5.3.2及5.3.3节），虽然技术创新可能延迟这种碰撞，但如果功能失调继续存在，碰撞最终不可避免。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是目前显示部分此类问题规模的两个迹象。¶
下面第5.3节将解释，哪些机制产生了对经济增长的非理性执迷；在此之前，先介绍两个必要概念，即“供给催胀欲求”和“私人物品偏向”。¶
5.2 稀缺乘数分析的两个关键概念
5.2.1 供给催胀欲求
第一项主要民主功能失调，是含混授权造成究竟由谁指挥公共政策的混淆；它使公民能够忽略自己作为民主制度指挥者的角色，把注意力放在较为狭隘的利益上。这些利益可能属于个人，也可能属于民主社会内的子群体。这种狭隘关注，使一种看似本能的行为得以表现出来，而不受更广泛的公共物品考量约束。这一特定行为就是：欲求在得到供给时会膨胀——当这种供给增加时，也会膨胀。这里将其称为IWS，即“供给催胀欲求”或“供给造成的欲求膨胀”。如后文第5.3.1节所讨论的，IWS反应意味着，对一种物品或服务的供给，不仅往往会催胀对该物品或服务（下文简统称为“物品”）的欲求，也会催胀对其他物品的欲求。IWS既适用于私人物品的供给，也适用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但如第5.3.1节所讨论的，这种反应在私人物品方面最为显著。¶
IWS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倾向，并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其中之一是，供给增加满足欲求所带来的满足感，随后至少会部分地被这种增长所刺激的新欲求抵消。这种满足感的衰减，往往通过正反馈无限持续：当供给增加刺激了更多欲求时，更大的欲求就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寻找、购买或制造更大的供给；如果成功，又会唤起更多欲求，如此循环。当膨胀的欲求撞上有限自然资源的限度时，对满足感的侵蚀就可能升级为彻底的挫败。因此，人类自然具有的IWS反应，要求社会实行强有力的自我约束；但如下文“稀缺乘数”所讨论的，民主政体没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亚当·斯密（Adam Smith 1976 [1790], 140）写下以下文字时，就识别了这一挑战：¶

按照斯多葛学派的看法，人不应把自己视为一种分离、孤立的存在，而应视为世界的公民、自然这个庞大共同体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伟大共同体的利益，他应当时刻愿意牺牲自己微小的利益。


安德鲁·巴切维奇（2008, 16）认为，美国在认识并应对这一挑战方面严重失败。他思考的是：¶

在21世纪，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身份，那只能是“更多”。对当代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本质，是个人无休止地获取、消费和放纵……然而，我们当今对消费与自我放纵的偏好，其外交政策影响几乎完全是负面的。


IWS不仅是个人的正反馈反应，也是整个人群的正反馈反应。当一种社会成员想要的事物供给增加时，这个社会很可能随之增长：要么吸引更多人迁入该
社群，以利用其增加的供给；要么供给增加提高其出生率，或降低其死亡率；也可能是这些反应的组合。如果增加的供给造成了更大的人口，它也会使人们对一切所欲之物的供给产生更大的总体欲求。于是，更多努力将投入扩大所有这些物品的供给，而任何成功都可能进一步鼓励人口增长，如此循环。¶
IWS的一般性例子，是所有物种充分开发其生态位的倾向。所有能够复制自身的实体，都会消耗它们可获得、且为复制所必需的食物、氧化剂、能量（例如阳光）、庇护及其他事物，从而把种群扩大到这些供给所允许的程度。如果因获得更多供给而使供给限度扩大，复制者的种群总会增长到这一扩张所确立的新上限。在这种情况下，捕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负的“供给”，即庇护供给的减少。消费或“欲求”随供给增加而增长的普遍性，表明它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不以这种方式行动的复制者，会发现其供给被那些这样行动的复制者夺走，而且更容易被捕食者消灭，尤其是被具有IWS行为的捕食者消灭。¶
在人类的情况下，人口转型似乎是IWS人口增长形式的一个例外，即人口没有以这种方式回应物品与服务供给的扩张。当人类社会从低水平经济发展，迈向更繁荣的状态时，通常会出现这种“未能反应”的情况：大多数公民受过良好教育，儿童死亡率降低，避孕用品能够获得且被接受，食物、住房、交通及其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相对充足。然而，人口转型造成的人口增长型IWS不足，往往会被增强的个人IWS所补偿，因为不断增加的物品和服务供给，会鼓励每个人想要更多。此外，最近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超过人类发展指数9时，出生率又往往会上升（Myrskyla et al. 2009），从而削弱人口转型的强度，并鼓励人口增长型IWS。[译注：底本此处为“9”；人类发展指数采用0至1的标度，此数疑为“0.9”的排印遗漏，正文保留底本数值。]¶
对病毒、细菌、植物及较简单的动物等没有显示意识证据的生物，不能说它们表现出IWS，因为它们似乎不太可能体验欲求。但它们的行为相似，因此也许应把IWS改为“供给催胀消费”（ICS），作为普遍的生物反应。这种行为，无论称为IWS还是ICS，都如此普遍，以至于在考虑人类时，我们可以预期：如果社会要在审慎所需之时具备抵制它的能力，就必须具有极高的社会选择能力。¶
在经济学中，需求是受到想获得相关物品或服务的个人或实体之购买力支持的欲求。这里使用的“欲求”，既指这种需求，也指对个人消费者无需付款的事物的欲求，例如自然界免费向所有人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其他由消费者仅通过税收间接支付的公共物品，如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司法、教育、外交关系及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决策和行动。下文中，“使欲求与供给相匹配”等表述，应理解为也包括“使需求与供给相匹配”。同样，“IWS”也包括“供给催胀需求”。¶
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IWS的一种形式：“在经济学文献中……众所周知，提高一种资源的使用效率，随着时间推移会导致该资源被使用得更多，而不是更少”（Ekins，引自 UK Parliament 2006, 3）。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同于增加其供给；而由此产生的“对该资源更大的使用”，又等同于对其更大的欲求，因此这一效应就是IWS。19世纪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最先注意到这种“效率”形式的IWS，当时蒸汽机设计的改进正使其煤炭使用效率提高。他写道：“认为节约使用燃料等同于减少消费，完全是概念混淆。事实恰恰相反”（引自 Owens 2011, 104）。1979—80年，经济学家丹尼尔·卡祖姆（Daniel Khazzoom）与伦纳德·布鲁克斯（Leonard Brookes）强调，“杰文斯悖论”是公共能源政策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桑德斯（Harry Saunders，1992）随后把这一概念称为卡祖姆—布鲁克斯（K-B）假说。人们还在农业中识别了它，并以农业生产率绿色革命的先驱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名字，将其称为博洛格悖论（Pearce 2011）。此处的“悖论”是：当农地单产提高时，农民为增加收成而进行的毁林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农业收益为清除森林提供了更多资金。由于这种效应如今已得到充分认识，人们不再把它看成悖论或假说，而将其改称为“反弹效应”（Herring and Sorrell 2009）。这个术语涵盖所有商业资源，而不只是能源与农业资源。因此，反弹指的是：当技术进步使一种资源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时，它提高该资源的生产率，于是人们想要并消耗更多这种资源。欲求和消费的这些增加，有两种推动方式：使用成本的降低，使该资源作为其他资源的替代品更有吸引力；而使用该资源后节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增加任何类型的生产能力投资，也可以增加对任何物品或服务的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增长又进一步提高对该资源的需求。经济增长还会提高对其他市场化物品和服务的需求；这属于IWS假说所描述的、对许多其他私人和公共物品欲求的全面刺激的一部分。由于反弹效应十分复杂，布鲁克斯认为这个术语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一个简单的单一投入／单一产出问题，而实际上，它更像一个带有反馈的连锁反应（Owen 2011, 118）。能源专家霍勒斯·赫林（Horace Herring）和史蒂夫·索雷尔（Steve Sorrell，2009）指出，对能源资源而言，这一效应可能非常显著，但其发生方式往往难以可靠测量。¶
如上所述，反弹效应只是所有IWS反应的一个子集。完整集合在两个方面更大。第一，IWS所描述的欲求膨胀，既来自供给数量的增加，也来自该供给使用效率的提高。第二，IWS不仅涵盖对私人物品的欲求，也涵盖对公共物品的欲求。IWS可能被认为类似于萨伊定律，即19世纪初一个在历史上颇具争议的观念；法国商人兼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将其表述为“产品由产品来支付”。1808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重新表述萨伊定律，写道：“商品的生产创造了市场，而且是为所生产商品创造市场的唯一且普遍的原因。”这是因为，为一项供给支付的钱，立刻使供给者能够提出同等规模的新需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将其概括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IWS与此很不相同，因为它同时适用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所以IWS谈的是“欲求”，而不是“需求”）；而且，它假定供给所创造的欲求，不仅等于对该供给的欲求，还可能更大。这种欲求加剧，可能通过前文已指出、下文第5.3节将探讨的人均消费和人口规模中的正反馈发生。¶
下一小节回顾民主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倾向。然后，第5.3节将说明，这种供给不足如何容许四个IWS系统的复合机制，在民主国家管辖范围内无止境地加剧自然资源稀缺。¶
5.2.2 私人物品偏向
第2.1节曾指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通常会争夺生产和维持它们所需的资源。因此，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即使不是由偏向提供私人物品直接造成，也通常表明这种偏向存在。三重功能失调与许多其他政治理论和观察一致，都表明民主政府经常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我们可以用“私人物品偏向”来表达这一点。尽管存在以牺牲公共物品为代价、偏向选择私人物品的倾向，民主政府显然确实也尝试抑制对私人物品的欲求及其供给。例如差别税收（如消费税和累进所得税），以及旨在保护消费者的标签法律。然而，这类措施通常只有在相当大的压力下才会推出（压力可能来自特殊利益方，也可能来自广大公众）；这些压力主要源于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公民逐渐认识到：他们对私人物品的某些欲求，有充分理由不应得到满足。不过，三重功能失调表明，这类改革不会彻底消除私人物品偏向。¶
应当指出，民主政体存在私人物品偏向的观念，并不与承认这些政治体也可能具有某种反市场偏向相矛盾。反市场偏向看起来可能是一种反对私人物品供给的偏向，因为市场提供了许多或大多数此类物品。卡普兰（Caplan 2008, 30–36）把反市场偏向描述为公民的一种倾向：他们拒绝用市场办法解决问题，转而支持政府办法，因为他们觉得市场不道德，买卖双方都受自利驱动。结果，市场的重要功能常常受到怀疑，在世界某些地区还遭到拒绝。这种行为有四个例子：（1）利息支付被视为直接送给富人的礼物，而不是对推迟消费和承担无法收回贷款风险的支付；（2）利润被视为送给富人的礼物，而不是提供人们愿意付费的物品与服务所获得的收入；（3）为污染定价被视为允许污染，而不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改善环境质量的激励；（4）为出售的东西支付价格，可能被认为主要是把钱送给相互串谋、索取垄断价格的富商。公民中存在的反市场偏向，会促使其民主政府对那些本来由市场解决更为合理的议题作出决定。公共和／或私人物品可能因此供给不足。民主政府的私人物品偏向与反市场偏向不同，它直接造成供给不足的，仅仅是公共物品。因此，反市场偏向往往使民主政府作出超出其应有范围的决定，而私人物品偏向则扭曲这些决定，使其以公共物品承受过高代价的方式选择私人物品。¶
供给偏向。私人物品偏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供给偏向，即民主政府倾向于供应物品（无论私人还是公共物品），而不是忽略或试图约束公民对它们的欲求；即使这种供给会使某些公共物品不足，其程度超过该供给原本打算创造的欲求满足，也仍是如此。供给偏向属于私人物品偏向，因为它是一种政府倾向：选择满足个人或次国家实体欲求这一私人物品（这些欲求通常指向私人物品），而不是选择为了广泛公共福祉而忽略或约束这些欲求这一公共物品。如第2.2.2节“作为指挥者的公民”所指出的，供给偏向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私人物品偏向一样，都反映了政治人物顺从公民愿望的强烈倾向。而这些愿望，如第2.2.3节“无知的指挥者”所讨论的，往往关注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
一些观察者注意到，政治人物与公民往往尝试以技术方案解决公共问题，使供给更多或效率更高，而不是控制欲求，由此识别了供给偏向。例如，加勒特·哈丁在其著名论文《公地悲剧》中指出，对于“没有技术解决方案”的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改变人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念”（Hardin 1972, 251）。供给偏向的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例如澳大利亚霍华德、陆克文及吉拉德执政时期和美国乔治·W.布什及奥巴马执政时期，不愿通过促使公众尽量减少能源欲求，来应对全球变暖、石油峰值和能源独立的问题。它们可采取的一种办法，是通过降低出生率和减少移民的政策限制人口规模。它们却更愿意满足任何能源需求，采用能够减少排放的技术（如核能、风能和太阳能），或者扩大供给的技术（例如通过压裂页岩和煤层获取油气），或者更有效地利用现有供给的技术（例如提高建筑物的保温效果）（例如 Bush 2006）。当然，政治人物希望这些供给策略给公民带来的成本，不与公民对个人购买力的欲求发生冲突，这也约束了策略的采用。¶
因此，对于私人和公共物品，民主政府为了使欲求与供给相匹配，都更愿意管理供给，而不是管理欲求。这种供给偏向是一种私人物品偏向，因为它供应了未受约束的私人物品欲求，而没有为了保护公共物品而约束这些欲求，因而损害并忽略了公共物品。¶
5.3 稀缺乘数
以下分析描述了民主政府如何通过具有私人物品偏向（包括其供给偏向变体）的决策，以供给催胀欲求（IWS），从而制造不断增加的问题。这与私营企业同时进行的类似决策相互映照并强化，因此两种行为共同造成经济增长不断逼近社会限度（例如 Hirsch 1977）与自然资本物理限度的问题。位置性物品（见第2.2.3.2节）和自然资本的稀缺，因而通过正向IWS反馈不断加剧。由于这一过程具有自我强化性，故称之为“稀缺乘数”。¶
下面所描述的乘数例子，是民主政体对经济增长机会的一贯回应：这些机会允许把自然资本从生态系统“宏观配置”到市场，再由市场对其进行“微观配置”（Costanza and Daly 1992）。自然资本的宏观配置，就是将物质或能量从生态系统转移到市场，由市场进行微观配置。生态系统是包含物质和能量存量、且这些存量可无需付费而提取的宏观系统；市场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微观配置中，这些存量被转化为具有价格的物品和服务。¶
关于把自然资本宏观配置到市场，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 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1992, 41）作出了一项关键观察：它“应当被视为一项社会或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市场决策”。这是因为大多数自然资本由公共物品构成，例如河流、空气、土壤、矿藏、鱼类和野生动物存量、原生植被、自然遗传多样性、荒野、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大部分物理空间、太阳辐射与气候。市场无法合理配置公共物品，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取得它们，因此没有能够指导其配置的市场价格。于是，配置公共物品的任务落在政府或其他非市场制度肩上。这使政治对于自然资本的合理宏观配置具有根本重要性。当政府失灵时，这种宏观配置可能具有破坏性，而且至少在民主国家中，它会驱动稀缺乘数。¶
5.3.1 机制
在某一地区内，民主政治决策驱动稀缺乘数的条件如下。¶

	发生这种现象的地区有常住人口，并由经选举产生的代议制自由民主政府治理。

	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迁入和迁出。

	经济条件已经较为发达，因此已达到基本富裕水平：例如人均超过15,000美元（Common and Stagl 2005, 199）。这已促成人口转型，因此目前人口规模
主要受地区经济机会对迁移的影响所控制。

	其他地区提供更高或更低的收入机会。这会促使本地区人口迁出或迁入，并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作用，使其人口随时间推移呈现增长、缩减或保持原有规模的趋势。

	除空气等少数例外外，本地区的自然资本（公共和私人）是有限的。居民人均可获得的自然资本，高于许多其他地区。

	本地区几乎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本（公有和私有）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某种使用，因此，对这些用途的欲求之间存在一定竞争。其中许多欲求可能表现为政治欲求，而非经济欲求（后者称为需求）。


为说明这些条件及其对自然资本稀缺的倍增作用，我描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某州的案例。本世纪最初十年，公众围绕以下两种选择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a）在塔斯马尼亚北部的米安德河筑坝，通过农业灌溉和水力发电创造就业与收入形式的私人物品（并附带产生在工业蓄水库钓鳟鱼这一公共“好处”）；或者（b）不在河流上筑坝，以保护塔斯马尼亚居民和游客享用该地区以自然为主的公共物品的机会。这些物品包括：森林覆盖的山谷中非凡的景色（水坝以及夏季消落带宽达数百米的水库都会破坏它）；稀有的原生袋鼬（一种肉食性有袋类动物，体型约如家猫）；以及依靠天然季节性水流和大体自然的周围环境来欣赏河流的各种方式，如钓鳟鱼、漂流和划独木舟。之所以发生争论，是因为人们逐渐清楚，在此处建坝的预期经济回报，可能足以支付其建设和运营成本，因此选项（a）对当地农民，以及其他支持经济增长的塔斯马尼亚人变得有吸引力。¶
必须指出，（a）所主要生产的私人物品将被征税，用以资助随之而来的新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此外，生产这些私人物品及由此产生的公共物品，会促使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生产更多私人和公共物品。如果（b）对自然资本的首要保护，支持旅游等商业活动，和／或吸引寻求优美工作与居住环境的创意人才、创业人才迁入，那么（b）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同样的效果。和（a）一样，（b）所生产的任何私人物品也会被征税，为随之而来的新公共物品提供资金，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因此，各选项可能产生的后果链，可以（不作量化地）概括如下。¶
a. 筑坝 → 私人物品 → 公共物品（服务、基础设施）→ 更多私人和公共物品（服务、基础设施）→ 如此等等。¶
b. 不筑坝 → 公共自然资本受到保护 → 私人物品 → 公共物品（服务、基础设施）→ 更多私人和公共物品（服务、基础设施）→ 如此等等。¶
两种可能产出的根本区别是，（a）不保护公共自然资本（下文记为PuNC），而（b）保护它。政治人物会带着私人物品偏向，包括其供给偏向变体，回应这些选项。因此，如果（a）看起来比（b）能提供更多、或更有把握的私人物品供给，政治人物就会倾向于支持（a），忽略它对PuNC的损害。下面的四步序列，给出可能的政治选择及其后果链。图5.1用图示呈现这一序列，各步骤使用相同编号，并在前面加上字母，说明由什么产生它们。例如，图中第2步以两种方式出现，分别标记为A2和P2。下述序列描述的是P过程（P代表人口增长）。A过程将在后文介绍。¶

	围绕应当筑坝还是保护河流出现公共争论，表明私人物品（水权、电力、就业和收入）与公共物品（自然风景、濒危袋鼬及自由流淌的河流等形式的PuNC）都有一定稀缺。需要作出一项政治决策，判断哪一种稀缺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更大，因而应予缓解，或防止其加剧。由于决策带有私人物品偏向，包括其供给偏向变体，它很可能是政治决策（a），即在米安德河筑坝，把PuNC公共物品转化为灌溉用水和水电形式的私人物品供给。这项政治决策及其带来的开发，在图5.1中央表现为“关于开发提案的政治决策……”产生“更多开发”。第1步在图中以A1和P1共同表示，它是一项受到两种方式（P和A）驱动的政治决策。如上所述，A过程将在本节（第5.3.1节）后面、完成P过程的描述之后介绍。第1步中由政治决策（a）产生的开发，会在该地区创造更多就业与收入；该地区可以理解为整个塔斯马尼亚，也可以理解为该州北部中央地区，后者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生活着约150,000居民。

	该地区（姑且说是整个塔斯马尼亚）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会促进其人口增长，如图5.1中的P2所示。其方式，是吸引来自其他地区（州外）的移民，以及留住那些原本可能为了更多就业与收入而迁往其他地区的塔斯马尼亚居民（见上文条件2、3和4）。

	人口的这种扩张，会增加该地区对人们想要的一切私人和公共物品的总体欲求（图5.1中的P3箭头）。


[image: 图5.1 稀缺乘数]¶
图5.1 稀缺乘数。¶
稀缺乘数：在一个地理／政治区域内运作的、由4个相互强化的IWS正反馈构成的系统。（IWS：供给造成的欲求膨胀。）¶
图中文字逐项中英对照（图内各缩写和步骤标记保留；来源：原书图5.1，物理第212页／印刷第211页，Paul E. Smith）：¶



	原图文字
	中文





	POSITIONAL COMPETITION
	位置竞争



	Desires to belong and to dominate. Includes status rivalry
	归属和支配的欲望。包括地位竞争



	ADAPTATION
	适应



	Desire for novelty
	对新奇的欲望



	MORE SALES PROMOTION
	更多促销



	NATURAL CAPITAL
	自然资本



	Becomes scarcer as stocks deplete (D) and/or as wants (W) for it inflate
	随存量耗减（D）和／或对它的欲求（W）膨胀而变得更加稀缺



	Private (PrNC)
	私人（PrNC）



	Public (PuNC)
	公共（PuNC）



	FINANCIAL CAPITAL
	金融资本



	HUMAN CAPITAL & INFRASTRUCTURE
	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



	MORE DEVELOPMENT
	更多开发



	(Produces more personal income)
	（产生更多个人收入）



	Political decisions on development proposals
	关于开发提案的政治决策



	(Proposals usually approved in liberal democracies because of a ‘private goods bias’)
	（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提案通常因“私人物品偏向”而获批准）



	GROWTH OF POPULATION
	人口增长



	(In/out migration, births>deaths?)
	（迁入／迁出，出生数>死亡数？）



	MORE CONSUMPTION
	更多消费



	(Of private goods – which include positional goods)
	（对私人物品的消费——其中包括位置性物品）



	MORE SALES REVENUE
	更多销售收入



	YET MORE WANTS
	还要更多的欲求



	(Inflated by supply)
	（被供给催胀）



	For private goods
	对私人物品的欲求



	For public goods
	对公共物品的欲求



	(Wants)
	（欲求）



	(Supply)
	（供给）



	P; A; As; A1; P1; A2; P2; P3; Ap3; Aa3; W4; Dpr4; Dpu4
	P；A；As；A1；P1；A2；P2；P3；Ap3；Aa3；W4；Dpr4；Dpu4（图中路径／步骤标记，原样保留）




IWS正反馈：P：人口增长IWS。A：富裕病IWS。富裕病是一种复合反馈，由3个IWS反馈组成——位置竞争（Ap）、适应（Aa）和促销（As）。¶
系统步骤：1 政治决策。2 人口增长（P2）与富裕病（A2）。3 欲求膨胀（P3——来自人口增长；A3——来自每个人欲求的增加）。4 自然资本因对其欲求增加（W4）及其耗减（Dpr4、Dpu4）而稀缺加剧。¶
箭头：表示物质流动、感知、欲望、决策或行动。¶

	这部分欲求增长，有一些指向由该地区自然资本提供的更多公共和私人物品，如W4所示。这种自然资本是有限的，因此，对它的欲求增加，意味着人们感知到的稀缺程度上升（见图5.1中的“自然资本”框）。这种上升，使PuNC与私有自然资本（PrNC，例如永久业权土地）的稀缺程度，都超过了最初政治决策（a）产生第1步时的程度。如果第1步在物理上耗减了它们（图5.1中的Dpr4和／或Dpu4），PrNC与PuNC的稀缺还将进一步增加。


任何类型PuNC稀缺程度的上升（如本例中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位于美丽、大体自然且有濒危本土动物的山谷中），意味着这一类型在公众眼中变得更有价值，因此政治人物似乎不太可能重复第1步的决策，把更多同类PuNC转化为私人物品。然而，第3步（图5.1中的P3）推动他们提供更多私人和公共物品，于是他们以第二项政治决策回应。这项决策会带有私人物品偏向，因此往往以公共物品为代价，选择更多私人物品，于是我们得到第二次第1步（P1）。随之而来的是第二轮开发，把更多PuNC转化为PrNC或其他私人物品。私人物品供给的这种扩大，诱发第二次第2步（P2），接着是第二次P3和W4。第二次第3步又往往重复第一次第3步的作用，于是1—2—3—4的序列可能反复多次。这一反馈基本上是1—2—3—1—2—3如此循环的回路，第3步同时导致W4（对自然资本的欲求）和第1步。第1步继而既造成Dpr4与Dpu4（私人和公共自然资本的耗减），也造成P2。¶
要了解这一反馈会持续运作多久，以及由此会使PuNC稀缺到什么程度（PrNC稍后考虑），就必须更仔细考察这一过程。每一次第1步都减少剩余PuNC的数量（通过图5.1中的Dpu4），使其更稀缺，因而在公民眼中更有价值，他们于是更重视通过政治手段保护其残余。对于自由流淌河流形式的PuNC，随着越来越多河流被筑坝，那些开始关切此事的公民，会赋予剩余自然野生河流更高价值。这意味着，乘数第1步的政治决策将倾向于从选择（a）转向选择（b）。然而，在政治过程的私人物品偏向已经推动乘数循环、造成这类PuNC某种供给不足之前，这种转变不会发生。不过，当某些特定类型的PuNC以这种方式变得供给不足时，公众对其价值的认识上升，会使造成这种情况的开发转离这些PuNC，转向尚未经历这一过程（或尚未走得那么远）的其他PuNC。以较不稀缺的PuNC替代更稀缺类型的做法，往往阻止某一特定PuNC稀缺程度的上升促成第1步政治决策从（a）转向（b）；于是，供给不足在不同类型的PuNC之间广泛蔓延。以从自由流淌河流获取水电和淡水为例，随着这样的河流变得稀少，为满足不断增加的能源和水欲求，人们往往会从继续筑坝，转向使用那些因为欲求较少而被视为更易获得的PuNC，例如（对能源而言）适合风力涡轮机的多风地点，以及（对灌溉而言）城市废水；后者的处理和输送费用很可能高于河水。结果，PuNC作为一个整体的稀缺持续加剧；随着经济吸引力较弱的PuNC（例如废水和风）替代越来越稀缺的PuNC资源（如提供淡水和水电的河流），使用PuNC的成本也随之提高。这种替代常常通过制造新的环境成本，使PuNC进一步稀缺，例如风电场可能破坏景观，以低频噪声困扰人们，并杀死本土鸟类。在塔斯马尼亚，后一问题正威胁濒危的楔尾雕，还可能使世界上最稀有、最濒危的物种之一——迁徙性橙腹鹦鹉——彻底灭绝。增长成本的这种逐渐上升，无论是货币成本（私人物品的成本），还是无形成本（公共物品的损失），往往被那些只关注就业和可支配收入等眼前私人物品的公民忽略。这迫使政治人物通过经济增长和最低限度的税收追求私人物品，而较少考虑这些物品是否值得同时付出的公共物品侵蚀代价。¶
因此，1—4序列产生了一个反馈回路，逐渐把越来越多PuNC转化为私人物品。由于这个回路不断加剧发生地区的自然资本稀缺，所以称之为稀缺乘数。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该地区自然资本稀缺到这样的程度：其经济机会降至那些以往在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方面条件较差的地区的水平。由于这可能消除驱动第2步（P2）迁移效应的激励，进一步反馈便可能被阻断，稀缺倍增也可能停止。然而，在这种阻断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本地区剩余的、相对较高的人均自然资本可用量，可能吸引追求其所提供生活方式的人。塔斯马尼亚经济发展部门（Tasmania 2007）曾夸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塔斯马尼亚，因为我们提供一种在现代世界几乎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该部门热衷于经济增长，似乎决心忽略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这种“涌入”将消灭这种生活方式。这里，民主政府的私人物品偏向表现得毫不掩饰。随着塔斯马尼亚（或符合前述乘数条件的任何其他地区）自然资本日益稀缺，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吸引力都会降低；推动人口增长的迁移效应将减弱，当这里自然资本的稀缺程度与别处相当时，回路可能断开。附录描述了塔斯马尼亚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考察了殖民和工业发展两个世纪中，自然资本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稀缺乘数是一种正反馈，因为其最初的输入和动力，即第1步政治决策（a）——把自然资本从公共用途配置给私人用途——在每次循环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它也是一种IWS反应，供给通过扩大人口规模（P2步骤）而增加欲求。虽然预计净移民最终会因自然资本愈加稀缺而停止，但稀缺乘数会越过这一点继续运作，因为除了人口增长这一动力之外，它还有另一个平行运作的动力，而且受自然资本日益稀缺的影响较小。第二种动力使乘数更强，也更持久。它就是图5.1中标为A的IWS；我们可以视它为从A2开始：更多开发带来的私人物品供给增加，刺激每个公民提高消费，因为私人物品供给增加会降低价格、提高收入。这一IWS的“A”标记代表“富裕病”（affluenza），经济学家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和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Denniss 2005, 3）将这种毛病描述为“努力赶上邻居所带来的不满足感”。这种地位竞争，是针对所谓位置性物品的社会经济竞争的一部分。除了因赋予社会地位而受重视的物品，位置性物品还包括其他产品或服务：相对于社会中的人数，它们供应稀缺，以至于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例如，赫希（Hirsch n.d.）解释，教育至少可以部分是位置性物品：“我的教育对我的价值——我从中得到的满足[即它使我能够获得有趣且薪酬良好的工作]——取决于求职队伍里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受过多少教育。”因此，对位置性物品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我的所得造成你的损失，反之亦然（Hirsch 1977; Frank 2005; Schneider 2007）。¶
A2的三种后果，使第3步产生总体欲求的增长；图5.1将其表现为Ap3和Aa3强化P3，而它们自身又受到As的强化。Ap3和Aa3只增加对私人物品的欲求，而人口增长的第3步（P3）则增加对PuNC和所有
其他公共物品，以及私人物品的欲求，包括自然资本形式的私人物品（PrNC）。因此，两类第2步（A2和P2）共同作用，推动第3步中的欲求。虽然这一过程增加了对公共物品（包括PuNC）与私人物品（包括PrNC）的欲求，但富裕病使这些增长偏向更多的私人物品欲求。政治决策又在这种对私人物品的重视上，加上自身的私人物品偏向，因此每一轮反馈循环都把越来越多PuNC转化为私人物品，使PuNC的稀缺倍增。¶
稀缺乘数中的富裕病驱动力持久而强烈。如图5.1所示，它主要来自位置竞争和适应；如第2.2.3.2节前文所述，这两种行为都会加剧对私人物品的欲求，从而增加供给它们的努力。由此导致的物品供给增加，又使位置竞争和适应进一步增加对这些物品的欲求（Ap3和Aa3），因此，两种反应都会通过刺激开发项目，产生各自的IWS正反馈。此外，促销（图5.1标为As）还会加剧位置竞争与适应；如第2.2.3.2节所指出的，如果促销实现了其设计目的，增加了销售，它自身也可能作为一种正反馈持续，并变得更强。因此，我们还有另一种IWS：广告提高销售（即供给），增加生产者收入，使其能够增加广告，进一步增加欲求，进而增加销售（供给），如此循环；这就是加尔布雷思的“依赖效应”。因此，富裕病是由三个IWS反馈构成的复合正反馈，其中之一——促销——会强化其他两个，而且可能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强。¶
富裕病的三个组成部分合力推翻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后者一直是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原理：当人们在物质贫困中挣扎时，额外收入会大大提高其幸福感；但对已经摆脱贫困的人而言，额外收入对幸福的贡献非常有限。富裕病抹去了这种效应：当增加的收入“满足”人们的欲求时，它又重新建立这些欲求。¶
富裕病IWS与人口IWS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富裕病IWS通过增加每个人的欲求来扩大总体欲求，而人口IWS则通过增加人数来扩大总体欲求。因此，计算这两种IWS对总体欲求的总影响时，应将人口效应与富裕病效应相乘，而不是相加。¶
富裕病IWS复合机制（图5.1中的A步骤）与人口增长IWS（P步骤）同时运作，意味着即使后者因本地区自然资本耗减达到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程度而停止（见上文条件5），A反馈仍会持续。因此，稀缺乘数将继续运转，随着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下降，使生活条件无止境地恶化。经济学家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2007）对此作了如下表述。¶

认识到位置性物品的重要性，会引出关于人类未来的两个悲观预言。第一，它表明，即使能够在无限短的时间内生产无限数量的消费品，个人也不会对自己的经济境遇满意；凡勃伦[1899]可以“获誉”为最早暗示这一预言的人。第二，它表明，即使世界人口增长率为零，由于人类无限追逐地位，世界的不可再生资源最终也会耗尽；最早暗示这一预言的“荣誉”属于赫希[1977]。不过，并非一切都无可挽回。我们都可以成为斯多葛主义者，接受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取消雄心。借用并改述阿兰·德波顿的话，斯多葛主义并不推荐较低地位；“它建议我们既不畏惧，也不鄙视它”（Botton, 2000, p. 98）。


5.3.2 私人物品偏向造成的极端稀缺
如第2.2.2节和第2.2.3节所讨论的，自由民主国家政府政策的基本主题，主要由公共舆论驱动；但大多数公民并不对公共物品，尤其是PuNC，作广泛、深入的思考，因此，表达了认真思考的少数公众意见，往往被政府忽略。这就是“过度妥协”，也是三重功能失调假说所认为的三种机制之一：它们在驱动稀缺乘数的政治决策中产生私人物品偏向。¶
人们或许会预期，过度妥协推动乘数不断加剧PuNC与PrNC的稀缺，直到稀缺明显且严重到足以唤起通常不参与政治的大多数人的注意和关心；于是，这些公民也会要求政府防止自然资本变得更加稀缺——即使为此必须限制他们的私人物品（如雇员的就业和收入，以及雇主的利润）。然而，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大多数选民的疏离使他们无法认识到：他们所经历的稀缺加剧，不仅由每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欲求已高到降低自然资本数量与质量的程度造成，也由人口过多造成，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怀有这种欲求。此外，商业游说集团培养了选民对人口规模问题的漠不关心与无知。它们只呈现问题中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面，鼓吹廉价劳动力、以技术移民形式获得现成专长，以及扩大消费者和投资者人口。这一游说集团具有相当强的财力，可以操纵公众舆论和政治人物，不仅针对人口规模问题，也使他们想要更多私人物品；图5.1中的As、Ap3和Aa3部分显示了这一点。图中没有显示的部分，是商业游说者在鼓励政治决策中的私人物品偏向方面的影响。因此，过度妥协与商业游说集团的结合，最终可能推动A和P反馈，使PuNC与PrNC的稀缺都上升到极端程度，给广大公众带来如此严重的困苦与压力，以致在省份、国家等大型管辖区域内，民主治理变得不可能。¶
5.3.3 稀缺乘数的三种强化机制
分析至此，稀缺乘数看起来像一种持久的社会机制，最终造成自然资本严重退化，继而造成社会压力，可能滋生宗教狂热和政治崩溃——除非能够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来阻止它，使制度不再具有私人物品偏向，因此能够控制富裕病和人口增长。以下三个理由进一步凸显此类改革的紧迫性：稀缺乘数可能比前述描述所显示的更强、更持久。前两个理由，是对私人物品欲求可能产生的额外刺激；第三个则是一种正反馈，在其中，私人物品偏向支持富裕病，而富裕病又强化这种偏向。¶
人口增长可能强化对私人物品的欲求。人们或许会预期，乘数中的人口增长第2步（P2），不会影响后续循环中在第1步作出的（带有私人物品偏向的）政治决策，因为人口更多，意味着对公共和私人物品的总体欲求都按比例增加。然而，如果人口增长带来的私人物品欲求，比公共物品欲求增加得更多（或更少），它就会强化（或削弱）第1步政治决策中私人物品偏向的作用。它不会增加（或减少）这一偏向本身，但会把政治决策推向与该偏向通常引导的方向相同（或相反）的方向。¶
实际情况取决于具体情境，但一种似乎很可能出现的情境会强化乘数：在第1步之前对（a）与（b）作选择时，公民增加的私人物品欲求超过公共物品欲求。由于人口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移民，移民的欲望会影响政治人物在政策中表达的私人／公共物品欲求比例。新来者往往来自较不富裕的地方，其中许多地方人口稠密，因而人均自然资本相对稀缺，这可能使他们格外专注于谋生或获取金融财富。因此，移民对私人物品的欲求，可能高于他们所加入的人口。这种态度的另一个来源，可能是这些移民过去学习如何利用自然资本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相对有限（例如获得优质户外环境、闲暇时间、教育和收入的机会）。具体而言，他们可能不习惯在宽阔的乡村或自然环境中生活与度假，而这样的环境有助于开展钓鱼、狩猎、骑马、园艺、业余农耕、使用全地形车、观察野生动物、冲浪、潜水、滑雪、登山、荒野背包旅行、皮划艇和河流漂流等活动。第2步中任何此类移民效应，都会强化上文所指出的、由富裕病产生的文化转移，使人们更多地欲求私人物品。¶
人类对损失的适应强化私人物品欲求。稀缺乘数造成PuNC损失时，公民的痛苦会随着时间和世代更替而淡化，使他们对这些物品的期待或欲求降低。正如德瓦尔（De Waal 1996, 201）所观察的，人类是“天生的适应艺术家”。莱亚德（Layard 2005, 229）指出：“如果情况变好，我们过一阵子就会视其为理所当然。如果情况变坏，我们最终也大体上会接受。”对损失的适应不仅发生于个人内部，也发生于世代之间：当孩子们在一种状况中长大时，老一代因拥有更早的经验而认识到它已经退化，新一代却会认为这是正常的。这些年轻人从未见过更好的情况，因此会无意识地容忍现状，无疑会采用德瓦尔在下文第5.3.6节中所观察到的本能应对反应。¶
这种代际间对损失的适应，比前文富裕病中的对获得的适应耗时长得多，而且是另一种过程。在富裕病中，个人相当快地就会适应私人物品供给的增加；因此，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她会觉得自己确实需要更高水平的供给。无论自然资本是PuNC还是PrNC，代际间及同代内部对损失的适应都会发生。虽然人类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但其失落感通常会随时间淡化（Layard 2005, 141–42, 167–68, 229），因此，个人对自然资本损失的感受可能在其一生中减弱。于是，同代内部和代际间对损失的适应，会与私人物品偏向共同作用（而不改变这一偏向），提高公众对稀缺乘数第1步中选择（a）的支持，帮助它把PuNC转化为私人物品。对损失的适应，由此把文化从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兴趣，推向对人、人造物及人的活动的更多关注。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适应拥挤的文化，是否比未作这种适应的文化更健康、更令人满足，也更可持续？演化心理学应能帮助回答这一问题（此类研究路径的一个例子，见后文第8.1节介绍的施瓦茨动机价值观分析）。¶
私人物品偏向支持富裕病，而富裕病又强化这种偏向。私人物品偏向很可能使富裕病影响所带来的公共成本（一种负的公共物品）被忽略，因此，富裕病（促销、位置竞争和适应）继续不受监管，自由地使公民越来越专注于私人物品。因此，私人物品偏向支持富裕病。与此同时，当富裕病加剧公民对私人物品的欲求时，政治人物往往彼此竞争着追随公民，这意味着政治人物倾向于强化其私人物品偏向。换言之，随着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对公共物品的注意力逐渐减少，这种偏向会增强。因此，富裕病强化私人物品偏向，而偏向又支持富裕病。于是，富裕病不仅通过使公民对私人物品产生更多欲求（如Ap3和Aa3所示）驱动稀缺乘数，也通过在乘数每轮循环中倾向于强化第1步的私人物品偏向而驱动它。¶
小结。虽然PuNC稀缺不断加剧，应当提高它在公民眼中的价值，但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稀缺加剧会以三种方式被遮蔽：（a）富裕病使他们的欲求越来越集中于私人物品；（b）移民可能使他们的欲求更强烈地集中于私人物品；（c）同代内部和代际间对损失的适应。当公民因这些方式而无法察觉PuNC的价值上升时，政治人物也会因私人物品偏向而低估PuNC。这种低估很可能随时间持续，甚至加剧，因为富裕病鼓励私人物品偏向，使政治人物无暇欣赏公共物品，包括消除富裕病这一公共物品。¶
因此，面对PuNC日益稀缺，只要能支持生产更多私人物品，民主政府仍会坚持进一步削减它。与此同时，PrNC的稀缺也在加剧，因为增长的经济需要更多PrNC。这种加剧可能比PuNC更容易发生，因为PrNC的私人所有权，可能妨碍广大公民把其日益稀缺视为共同问题、因而需要集体行动纠正。拥有PrNC的人反而可能欢迎它日益稀缺，因为价格上涨后出售它可以赚更多钱。因此，公民可能未能认识到，PrNC稀缺的增长是一种负的公共物品（它提高后代的成本），应当要求政治人物加以阻止。以这样的行为，每一代都会为下一代创造更多稀缺，同时涉及公共和私人自然资本。这种症候群在澳大利亚生机勃勃，因为政府允许外国人购买澳大利亚的PrNC（如达尔文港、住宅及其他永久业权土地），加速了它的价格上涨。¶
5.3.4 各个IWS系统的影响及其控制
人口IWS或富裕病IWS，任何一种都可能单独足以驱动有害的稀缺乘数。如果富裕病IWS被阻断，只要本地区与任何其他地区之间仍存在PuNC开发机会的差异，来自机会较少地区的移民就可能继续驱动人口增长（P2）。如上文所述，移民对私人物品相对较高的欲求，可能帮助私人物品偏向，通过乘数第1步（a）类政治决策，将PuNC转化为私人物品。因此，移民可能使本地区过度拥挤到地球其他地方的程度；所以，单靠人口IWS，乘数最终就可能造成极高的自然资源稀缺。如果政府通过限制移民阻止这一过程，却允许富裕病IWS运作，那么单是后者，也可能推动乘数，使PuNC与PrNC的稀缺达到无止境的高水平。¶
可以通过一些机制来对抗富裕病，激励人们尽量减少位置竞争和适应。这些机制应同时关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对私人物品的关注，应当激励人们克制想要更多的欲望，包括如汉密尔顿和丹尼斯（2005, 34–35）所说，“想要我拥有的”，而不是“拥有我想要的”。限制促销的法律就是这样一种机制。第4.2.3节已提出朝这个方向迈出温和的第一步，即赫尔曼·戴利（2009, 4）的呼吁：“广告不应再被视为可税前扣除的普通生产费用。”关注公共物品的机制，则可以通过帮助公民进行集体选择来对抗富裕病，使他们对公共物品的选择更容易、更清晰、信息更充分、审议更深入；因此，更有能力与他们原本可能作出的私人物品选择相竞争。这种对集体选择的便利化，似乎
需要一个公共论坛，帮助公民共同审议、选择战略性公共物品，例如对广告的控制与人口规模目标。第二编将提出一种此类制度的方案。¶
5.3.5 除将公共自然资本私有化的政治决策之外，稀缺乘数的其他驱动因素
激发乘数的方式，不仅限于上文所示——如在米安德河筑坝那样，把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图5.1中央的方框表明，在那一版本的乘数中，一个关键驱动力是是否把PuNC私有化的政治选择。然而，同一步骤还假定了另一种动力，只是图中未明确说明：私人企业家对开发项目的欲望。如下文所讨论的，对那些无须获得政治批准来私有化PuNC的提案，仅此一种动力就会推动乘数。此类提案有三种：为现有PuNC私有化成果增值；从现有PrNC中获取更多收入；以及不使用自然资本而获取更多收入。最后一种不会直接耗减自然资本，而前两种可能把这种耗减作为附带损害造成（例如新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损害野生生物、风景等）；因此，它们加剧自然资本稀缺的很大一部分方式，可能是提高对它的欲求（图5.1中的W4），产生拥挤效应，并提高PrNC价格。¶
为已经私有化的公共自然资本增值，而不是将更多公共自然资本私有化。例如，考虑一个地区新出现的增值（“下游加工”）项目，如一座纸浆厂，使用当地已用于商业生产出口木片的公共森林。如果这个新项目在环境上无害，它似乎将给该地区带来全然的好处，因为它能从已用于生产私人物品（木片销售带来的收入和就业）的PuNC（公共森林）中，取得更多市场回报。然而，纸浆厂增加的收入和就业，会同时推动A2与P2，产生稀缺倍增。¶
2003年，塔斯马尼亚的一项此类项目提案引发争议，随后变得愈加尖锐，造成社会分裂和政治腐败（Beresford 2015）。提案者是木材公司冈恩斯有限公司（Gunns Ltd.），到2006年，它已是南半球最大的木片出口商。该公司拟建设并运营一座价值25亿澳元的纸浆厂（Wells 2011）；这将成为该州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项目，有可能使该州人口增加2%并维持这一规模。这一提案引发了关于潜在环境影响，以及由此损害旅游、渔业和葡萄酒生产的激烈公共争论，但这些论点没有包括开发将造成的稀缺倍增（即使开发会对其他行业产生不利影响，造成那些领域一定的产出损失）。尽管公众关心环境，州政府仍批准了提案，并在急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下，绕过了其自身资源规划与发展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正式评估程序。这种私人物品偏向的表现，引起公众对政府腐败的广泛愤怒。尽管存在这种政治正当性不足，联邦政府仍表现出自己的私人物品偏向，于2007年批准提案，支持州政府。这种偏向的一部分，是政府未能（也可以说是不愿）认识到此类开发所作承诺的虚假：稀缺乘数分析表明，与预期相反，它们不会满足公民对更多就业和更多收入的欲求，反而很可能增加这些欲求。在这个案例中，私人物品偏向体现为忽略长期公共物品的公共政策。¶
2012年9月，冈恩斯有限公司资不抵债而倒闭，放弃了纸浆厂计划。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东亚市场对塔斯马尼亚原始森林木片需求的衰落（因为越南和南美洲更新人工林的资源更便宜、质量更高），澳元高企（主要由澳大利亚采矿繁荣造成），以及冈恩斯应对塔斯马尼亚反纸浆厂运动的支出。这些支出包括修改纸浆厂设计、修订环境影响评估、起诉二十位知名环保人士，以及将塔斯马尼亚的原料来源从原始森林改为人工林（部分是回应环保人士向亚洲造纸商施压，要求他们避免使用高保护价值原始森林制造的纸浆）。此外，冈恩斯难以为项目融资，因为持续且声势浩大的公众反对，使潜在债权人不愿被视为与之相关联；同时，面对全球市场上更廉价纸浆的竞争，该项目作为一项投资的可行性也受到怀疑。¶
围绕这一项目的公共争论如此激烈，表明它虽获官方批准，却没有稳固的“社会许可”。如果把稀缺倍增与反对纸浆厂的其他论点一并纳入考虑，社会许可的缺乏可能更为严重，并在政治上被认为相当合理，迫使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撤回批准。今后，除非把稀缺倍增纳入公众考量，否则另一个纸浆厂提案迟早出现似乎不可避免，而且它会遵循上文所述塔斯马尼亚米安德河水坝的模式。那个项目获得州政府批准，2008年9月水流越过了溢洪道。至于纸浆厂，必要资源仍然存在，而且正在增长——以更新林和人工林的形式。这种诱惑要求塔斯马尼亚人仔细思考，他们是否希望岛上承载更多人口。如果希望如此，一座新纸浆厂将帮助他们实现。¶
在正式意义上不使用自然资本、或仅使用PrNC的开发。启动这两类项目的决定，往往是私人企业家在现行环境及其他法律、许可证框架内的事务，而不需要环境影响研究和高级别政治批准。在这两种方式产生的稀缺乘数中，以及前述两种版本中，PuNC都可能通过成本外部化而被非正式地使用和损害，例如排放未获许可的废弃物。¶
要描绘一个不正式使用PuNC、使用或不使用PrNC的稀缺乘数，只需对图5.1作两处修改即可。其一，将中央方框中的“关于开发提案的政治决策（提案通常……获批准）”改为“私营企业对开发项目的决策”。其二，在Dpu4箭头（从“公共”自然资本指向“更多开发”）上加上“外部性”的标记，以表明，在这种基本由私营企业作决策的情形中，对PuNC的任何此类使用，既未获官方批准，也未向国家支付费用；因此，它是从市场外部化给广大公众的成本。¶
图5.1的这一修改，在第1步用私营企业决策替代政治决策，也就以一种私人物品“偏向”（私营企业的动机），取代另一种私人物品偏向（政府失灵），因此，决策中相似的取向仍是乘数的核心动力。所以，无论使用PuNC是否需要政府批准，私营企业对生产私人物品的专注，都会为乘数提供动力——只要其他条件有利于它运作。这些条件包括第5.3.1节开头规定的条件，以及商业所需的环境，如市场、劳动力、材料、基础设施、能源、技术和融资可获得。¶
当这些条件有利于稀缺乘数时，要阻止其四个版本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政府行动。图5.1的因果链表明，这可能涉及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a）拒绝允许更多PuNC被私有化（无论是否以外部性的形式）；（b）对抗位置竞争和适应（例如通过限制促销的法律、激励公民审议并选择公共物品而非私人物品，以及减少不平等的措施）；（c）采取减缓或停止人口增长的措施；或者（d）拒绝批准许多商业开发提案。旅游和生态旅游项目，常被看成非常可接受的此类开发形式；但由于它们也可能以以上任何方式助长稀缺倍增，因此，任何政府审批程序也都应将这一效应纳入评估。¶
5.3.6 乘数的成本与收益
稀缺乘数通过各种规模的商业开发项目自我繁衍、不断扩大的序列而运作。其中许多项目受到政治决策的鼓励，而这些决策在选民与其政治代理人看来都是理性的，因为政治和市场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偏好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的激励。这一过程有两项重大成本：它使开发重新制造对更多就业和收入的需要，与该开发在政治上原本要满足的需要相似，甚至可能更大；同时，它增加自然资本的稀缺。这两项成本体现为对私人和公共物品的欲求受挫，而且随后可能产生第三项成本：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应对日益稀缺，文化被迫改变。¶
图5.1所示版本的乘数，通过逐步把PuNC转化为私人物品，以及增加想要使用PuNC和PrNC的人数，产生第二项成本（使自然资本更稀缺）。虽然这一过程通过产生税收收入提供了其他公共物品，但这些物品必须服务于更多公民，而且其供给受限于政府税率决策中的私人物品偏向。此外，以这种方式提供的额外公共物品，无法替代某些失去的PuNC类型，例如荒野、生物多样性、生活空间、耕地，以及天然淡水存量和水流。而且，这些额外的、由税收资助的公共物品，需要公民从事有薪工作，不同于为生产它们而被消除的PuNC原本提供的免费服务。公共和私人自然资本日益稀缺带来的这些挫败，似乎很可能使公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落空。过去半个世纪环境争端的增加，表明这种倒退如今已成为十分真实的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这种加剧的不可阻挡性，加上民主政府显然无力认识它，更不用说防止它，可能使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感到挫败，以至于尝试抵制它的公民越来越少。这种认命的一个例子，可能是最近许多民主国家公民对全球变暖的关切减少，里约+20会议上“令人震惊的政治意愿缺失”说明了这一点（Pearce 2012b）。这可能就是前述乘数第三项成本的一个例子：强迫文化改变，作为一种应对措施。¶
乘数还产生第四和第五项成本。第四项是，它通过私人物品偏向和富裕病IWS鼓励财富不平等。随着人们被诱导消费更多，有些人有能力或处于有利位置，能够比他人获得消费优势。第4.2.3节曾说明，不平等会阻碍工作分享，助长失业，同时限制生活质量和生产率。而失业又助长不平等，因此，情况往往在正反馈中恶化。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2009）发现，相比经济更平等的社会，不平等社会的健康与社会问题显著更严重。而且，他们发现这是一种因果关系（2009, 190–96）：不平等制造或加剧了社会信任、精神疾病（包括毒品和酒精成瘾）、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肥胖、儿童教育表现、少女生育、凶杀、监禁率以及社会流动性方面的问题。为解释这一点，他们指出，不平等：¶

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分隔力量……我们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影响我们把谁看成内群体成员、谁看成外群体成员——我们与他们——从而影响我们认同他人、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对[使不平等损害健康的]机制的寻找，带来了一个发现：在更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关系（以社会凝聚力、信任、参与社群生活和较低暴力程度来衡量）更好。（Wilkinson and Pickett 2009, 51, 192）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更平等社会相对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以更具支持性的方式彼此联系（2009, 192–93）。正如后文第8章讨论自由派与保守派差异时将看到的，可以预料，威尔金森与皮克特的研究引来了许多批评，例如民主研究所发表的作家克里斯托弗·斯诺登（Christopher Snowdon）的批评。¶
乘数的第五项成本，也由其富裕病反馈产生。赫希（Hirsch 1977, 87）称其为“商业化效应”，即：¶

专门或主要按商业条件，而不是按其他基础——如非正式交换、相互义务、利他或爱，或服务与义务感——来提供某项产品或活动，对其特征产生的影响。


这一效应由稀缺乘数富裕病一侧的位置竞争、适应和促销产生。它们使人们越来越专注于赚钱和花钱，以及用货币或商业尺度衡量事物；这种外部奖励的前景，就挤出了基于内在动机对事物的珍视，如上文引自赫希的那些动机。正如桑德尔（Sandel 2012, 122）所说：“当人们从事一项自己认为本身值得做的活动时，向他们提供金钱，可能会通过贬低或‘挤出’其内在兴趣或承诺，削弱其动机。”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下面这段互动。¶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询问一群律师，是否愿意以每小时$30的优惠价格，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们拒绝了。然后，AARP又问，他们是否愿意免费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建议。律师们同意了。一旦明确，他们被要求参与的是慈善活动，而不是市场交易，律师们便作出了慈善性的回应。（Sandel 2012, 121）


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和雷托·耶根（Reto Jegen）对商业化效应的含义作了如下概括：¶

可以说，“挤出效应”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反常现象之一，因为它暗示的结果，与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相反——后者认为提高货币激励会增加供给。如果挤出效应成立，提高货币激励就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供给。（引自 Sandel 2012, 122）


这意味着，商业化效应会使物品与服务的生产效率降低，因为原本无须外部货币激励、就能很好地促成生产的内在动机，在施加后者时会被挤出。例如，在献血或卖血中，以卖血的金钱激励取代献血中的“服务或义务感”（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会导致长期短缺、血液浪费、成本提高和污染风险增大（Sandel 2012, 123）。然而，商业化效应更重要的一项成本，是它培养了一种自私的态度，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描述的。¶

我们拥有的利他精神是有限的。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把利他精神视为一种珍贵而稀缺、需要节约的物品。更好的办法，是设计一个制度，让个人通过自私来满足人们的欲求，以此保存利他精神，把它留给家人、朋友，以及这个世界上市场无法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引自 Sandel 2012, 130）


对此，桑德尔（2012, 130）回答：¶

这种把美德经济化的看法，滋养了人们对市场的信仰，并推动市场伸向不属于它的领域。但这一比喻具有误导性。利他、慷慨、团结与公民精神，并不像使用后就会耗减的商品。它们更像肌肉，会在锻炼中发展、变得更强。市场驱动社会的缺陷之一，就是让这些美德萎缩。要更新我们的公共生活，就需要更积极地锻炼它们。


美国也许大规模展示了商业化效应：它的政治缺少强调分享及其他公民美德重要性的左翼，而被个人主义主导，例如枪支文化和茶党的个人主义；同时，如金所指出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集体意识形态，比美国更亲商”（见第3.2节）。美国强大的慈善传统，或许正是面对集体层面公民美德萎缩的一种个人主义回应。¶
与乘数造成成本的这五种方式相对，一项可能的收益，是它帮助更多人生活在其运作的地区。然而，这迟早会以自然资本日益稀缺为代价，创造一种越来越依赖技术、越来越商业化、昂贵而狭窄的生活方式。人口更多，而每个人生活成本更高、生活质量更低，这种组合非常危险，因为冒着损害个人幸福的风险增加人口，可能使局面发生迅速而严重的逆转：从一般人总体略感满意、价值适度为正的状态，转向人口更多、其中大多数人因拥挤效应而或多或少承受压力、价值强烈为负的状态。与此相关，德瓦尔（1996, 200–201）的评估值得注意：¶

应对压力并不等于消除压力；在拥挤条件下，必须不断采取行为上（很可能还有生理上）的应对措施。所有这些技巧，都属于灵长目动物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潜力的一部分……有着长期拥挤历史的人群，如日本人、爪哇人和荷兰人，各自以其方式强调容忍、顺从与共识；而散布在地平线空旷土地上的人群，则可能更加个人主义，强调隐私与自由……调整对是非的定义，是智人这个天生适应艺术家的物种所掌握的最强大工具之一。


之所以设想生活质量可能迅速、严重地逆转，是因为人们压力增加时，很可能变得更保守、更不宽容，也更笃信宗教。虽然这些反应可能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又可能增加群体间冲突。这种社会不稳定倾向，可能使“增加人口规模可以补偿生活质量下降”的伦理理论显得过于简单（有关该理论的讨论，见 Ryberg and Tännsjö 2004）。¶
许多年前，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 1967, 177）断言，我们：¶

已经知道，如果人口继续以目前这种可怕的速度增长，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将急剧增加。实验室实验已确凿证明这一点。严重的过度拥挤将产生社会压力与紧张，远在把我们饿死之前，就会摧毁我们的社群组织。


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未必能很好地适用于人类社会，但如果“严重的过度拥挤”以“可怕的速度”发展，德瓦尔所谓“天生适应艺术家”的“行为应对措施”就可能不堪重负。这类社会崩溃或许正在发生，其表现包括“阿拉伯之春”的失败（突尼斯除外）、叙利亚的崩溃，以及“死亡邪教”伊斯兰国的兴起。电影与文学经常描绘这种现象，例如谢恩·梅多斯（Shane Meadows）2007年的电影《这就是英格兰》（This Is England），以及J.G.巴拉德（J.G. Ballard）2006年的小说《王国来临》（Kingdom Come）。这些作品关注似乎由低劣生活质量造成的社会功能失调。审慎要求我们要么给自己足够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要么用几代人的时间来适应拥挤。前者似乎风险小得多，也愉快得多，但它要求每个国家限制人口规模，使得：（a）每个公民都觉得本国自然资本充裕；（b）他们对外部自然资本的欲求，不至于与他人的欲求竞争过甚。¶
5.4 稀缺乘数的含义
稀缺乘数是三重功能失调假说所预测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这一政府失灵的一个例子（见第2.5节及图2.1，原书第126页）。乘数通过让收益（私人物品供给的形式）产生成本（公共物品稀缺的形式），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这意味着，收益越大，随之而来的成本也越大；这种效应可能使传统的开发项目成本收益分析（CBAs）完全误导人。为避免这一点，在进行CBA之前，必须先作出称职的政治决策，决定是否限制驱动乘数的IWS反馈——人口、位置竞争、适应和促销反馈。为了实现这种政治能力，我们的假说认为，必须纠正三种民主功能失调，使人民能够为本国民主制度提供良好指挥。这种三方面的纠正，似乎需要一个或多个新制度，通过激励并协助公民以审议方式参与治理，特别是参与战略公共政策制定，来减少授权的含混性。¶
在此过程中，公民可能认识到，有必要为人口规模选择上限。要认识到这种需要，并选定上限，他们需要有关人口与自然资本之比高低所带来长期成本和收益的信息。遗憾的是，这方面研究受到忽视，而公共讨论不仅罕见、肤浅，还受到关于移民与生育控制的排外、种族、宗教和文化态度的扭曲。如第4.2.1节所述，学者注意到，最初广泛展开的、关于人口过剩和人类承载力的公共辩论，很快就变成了对继续参与此类讨论的厌恶。在保罗·埃利希《人口爆炸》出版44年后，里约+20峰会仍未明确建立人口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Sulston 2012）。这种“哈丁禁忌”（见第4.2.1节；底本交叉引用印作“§4.21”），至少部分可能是对民主制度无法理性审议适宜人口规模的一种习得反应，而它阻碍了制定有效可持续性公共政策的尝试。某一地区或国家能够维持的生活质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对使用这些资本的人口规模，以及每个人欲求的限制。因此，为选择并实现理想承载水平而必须作出的公共选择，需要高水平的审议式公众参与；若没有新制度予以便利，大多数（也许所有）民主政体都做不到。¶
以塔斯马尼亚为例，控制该州稀缺乘数的运作，需要对塔斯马尼亚人希望长期拥有的人口规模进行持续公共审议。这种审议必须得到社会科学数据的帮助，了解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高低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而且这些评估必须用可持续的生活质量来表达，而不是用货币收益或损失。如果此类公共审议使公民持续表达——例如十年间每年都如此——对某一明确人口规模上限的愿望，讨论便可以更集中于选择实现或维持该上限的方法。稀缺乘数的机制表明，如果塔斯马尼亚人选择不再让人口增加，他们有两个实施选项：（a）限制塔斯马尼亚经济规模（使该州对移民迁入及居民留居的吸引力降低）；或者（b）该州脱离澳大利亚，以便通过限制移民、并可能调节出生率的塔斯马尼亚法律与政策，直接控制人口规模。选择哪一选项，需要塔斯马尼亚人之间进行持续公共审议；这可能使他们认识到，限制经济规模不仅会造成经济困苦，还可能因促使出生率在逆转人口转型的过程中上升，而连目标也无法实现。对分离的公共讨论，可能使塔斯马尼亚人及其他澳大利亚人认识到，增长问题最好在国家层面处理——而这又会受益于更大的国际努力，限制全球人口增长。与州和国家公共政策一样，全球层面也迫切需要新的制度，促进这类议题所必需的持续公共审议。关于塔斯马尼亚案例的更多内容，见附录。¶
稀缺乘数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正反馈构成的复合体，这些反馈在第5.2.1节被归类为IWS——通过供应公民的私人物品欲求，催胀他们对公共和私人物品的欲求。本书提出“供给催胀欲求”这一概念，作为对传统却短视的“供给可以满足欲求”假定的重要替代。IWS承认，这确实是最初反应，但它随后看得更远，追问：“那么，这种满足会产生什么影响？”正如我们所见，答案往往是：满足会增加总体欲求，从而造成未来的不满足，这把传统观念颠倒了过来。最初的欲求满足，通过驱动人口IWS和富裕病IWS（位置竞争IWS加适应IWS，二者都受到促销IWS刺激），造成更多未满足的欲求。因此，现行“供给带来满足”的假定，必须被其近似反面——“供给很可能带来不满足”——取代。当我们同时考虑中长期和短期时，这种替代就成为必要。IWS由此描述了过去半个世纪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效应：尽管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对个人欲求的供给）增加了一倍或两倍，这些国家中自称“非常幸福”的公民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在美国和英国甚至下降了（Jackson 2009, 40）。因此，尽管供给增加，或者正因为供给增加（按照稀缺倍增理论），个人欲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有些情况下反而被催胀了。一项对6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平均年收入超过约15,000美元之后，生活满意度几乎不再对收入增长作出反应（Jackson 2009, 40–42）。如第2.2.3.2节“适应造成的分心”所指出的，公民认为自己需要的收入水平，紧紧追随实际收入的增长。¶
把IWS概念应用于全球尺度时，可以考虑一个假想（但很可能出现）的案例：未来对南极自然资本的工业利用。2012年6月，澳大利亚绿党前领袖鲍勃·布朗和资深澳大利亚环保人士杰夫·莫斯利（Geoff Mosley）提出，应将南极——世界上尚存最大的荒野——宣布为世界遗产区域，更坚定地排除其商业利用。目前，《南极条约》的1991年《环境保护议定书》（《马德里议定书》）要求缔约国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包括依赖和相关的生态系统。这种保护包括禁止采矿，使布朗和莫斯利的建议看起来多此一举。然而，或许可以把他们的思路理解为包含对IWS的认识，使他们以两种方式运用其逻辑。第一种运用是：稀缺乘数的IWS系统表明，尽管自然资本日益稀缺，全球经济增长仍会持续。当然，这把IWS同时应用于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但似乎恰当，因为世界上约有一半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而且即使威权政体也可能表现出IWS行为。这意味着，这些稀缺迟早会严重到《马德里议定书》被放弃，因为无论个别国家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在绝望中转而利用南极的自然资本。随着海冰退缩，北极已经发生了类似情况；不过，这更容易预料，因为该地区并无保护议定书覆盖。《马德里议定书》最终崩溃的前景，使自然保护人士通过将南极宣布为世界遗产，建立更强有力的国际开发禁忌，开始显得合理。以第二种方式应用IWS，会进一步证明此举的审慎性：IWS表明，利用南极自然资本补充全球私人物品供给，并不会满足全球人类对这些物品的欲求。相反，它很可能进一步催胀这些欲求。因此，南极的供给极可能推迟人类承认地球物理限度的那一天（不仅在言辞上，也在行为上承认）；这样，当人类最终认识到限度，并尝试遏制人口和消费增长时，地球自然资本所累积的损害、遏制增长的任务，以及冲突风险，都会更大。¶
正如此类情景所提示的，在许多需要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投入远超通常公共政策思考程度的议题中，IWS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公共政策学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2004, 4）将这种需要更多思考的要求，称为“想到第一阶段之后”。他将其描述为：面对一项新公共政策带来收益的承诺，应当追问：“然后会发生什么？”进一步思考，可能预测出这些收益带来的后果，这是“第二阶段”的认识，接着应回应：“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再作思考，可能揭示第三阶段后果的可能性，于是再问：“然后会发生什么？”只要看来有用，就如此继续。索维尔（2004, 5）主张：¶

在考虑那些后果会在多年间展开的政策时，想到第一阶段之后尤其重要。如果最初后果良好，而不良后果稍后才出现——尤其如果“稍后”是在下一次选举之后——政治人物总会有采用此类政策的诱惑。


由于稀缺乘数由多个IWS反馈复合而成，每个反馈都超出了“第一阶段”思维的视野，因此它对公民而言隐藏得很深。经济增长的重要效应于是被忽略，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假定，创造更多收入和就业就能满足他们对这些事物的欲求。本章开头三个主张中的第一个是，经济增长如今未能兑现这一承诺，因此，它并非满足对更多就业和收入的欲求，而是加剧了这些欲求。这里通过稀缺乘数分析揭示这一承诺的虚假，但赫希更早就认识到，单是位置性物品竞争，就保证了承诺会落空——无须诉诸稀缺乘数的其他动力（适应、促销和人口增长）。《纽约时报》1978年1月12日的报道援引他的观察：由于对位置性物品的需求广泛且不断增长，物质增长“已无法兑现长期以来被许下的承诺——让每个人都成为中产阶级”（Hirsch 1978）。¶
本章开头列出的第二个主张是，这一虚假承诺的欺骗性统治民主政体，并非偶然，因为三重功能失调限制了它们把问题分析到根本原因、并继而实施这种分析所发现的系统性补救措施的能力。含混授权意味着，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都未被明确赋予这种诊断与处方责任。政治代理人之间的过度竞争，进一步使他们偏离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给富有的私营企业创造了机会，让其运用金钱和影响力操纵舆论与政治人物。而三重功能失调的最后一个要素——过度妥协——意味着大多数公民的无知压倒少数人的智慧，公共政策因此受损，尤其使经济增长承诺的虚假性不被察觉。¶
稀缺乘数分析可以归类为生态经济学，理由有两个，而且彼此相关。基本理由是，在第1步中，这一分析采用了生态经济学的一项认识：把公共自然资本从生态系统宏观配置到经济子系统的决策，必须由政府作出（如上文第5.3节开篇部分所述）。这些宏观配置决策不能留给市场，因为市场根据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价格来配置排他性物品。公共自然资本不具有排他性，因此没有价格，除非政府选择设定价格，并能够执行。所以，只有政府这样的非市场制度，才能对把公共物品宏观配置到经济子系统作出合理选择，包括对公共自然资本的宏观配置。让政府对此类自然资本作宏观配置决策，还有另一个动机：这些决策会迫使政府面对本国此类资本的人均水平，这应当提醒政治人物（和公民），考虑并规划实现一种鉴于有限资本存量而最为理想的人口规模。这又是一项不能由市场作出、而必须由政府作出的决策，因为人口与自然资本之比是一种公共物品。¶
把稀缺乘数分析归入生态经济学的另一个理由，是它表明了这一学科对政治科学的依赖。前一段所说的，把公共自然资本宏观配置到经济的选择（属于生态经济选择）必须由政府作出，就隐含了这一点。为了称职地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完全摆脱私人物品偏向，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妨碍其提供最优水平公共物品的失灵。由于三重功能失调假说表明民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会失灵，生态经济学就要求设计新的制度来改革它们；这是政治科学家的任务，也是下文第二编要处理的工作。¶
如第5.2.1节所述，IWS是一种普遍反射。它是无处不在的生物反应，绝不限于人类。因此，IWS深植于我们的心理，这意味着，民主政府要停止驱动稀缺乘数，就确实必须具有很高的能力。所需的自我克制有悖直觉。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2001）所观察的：“可持续性并非自然而然。”因此，我们必须预期，在民主政府改革之前，稀缺乘数会成为常态，无情地制造无尽形式的繁荣与崩溃。记者保罗·克利里（Paul Cleary，2011）的著作《运气太多：矿业繁荣与澳大利亚的未来》（Too Much Luck: The Mining Boom and Australia’s Future），提供了州与国家两个层面政府失灵的一个近期例子。繁荣与崩溃的规模各异：小到一座矿山催生一个城镇，在幸运发现矿藏后的几年、几十年或几百年后变成鬼城；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整个地球过度开发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本，周期可能持续几年、几十年、几百年或几千年。正如稀缺乘数中的人口IWS所表明的，这些周期中的繁荣，很大一部分是人口增长；而且如我们所见，仅人口IWS本身就可能把乘数推向极端稀缺。如果繁荣和崩溃是局部的，崩溃可能痛苦却不致命，因为膨胀的当地人口可以迁往国内条件更好的地方。但如果繁荣与崩溃的范围是全国、多国或全球，扩大的人口就可能无处可逃。这种崩溃之所以严重，不仅因为自然资本耗减，也因为试图靠剩余资源生活的人太多。¶
由于三重功能失调往往使先进经济体的民主政府强化其稀缺乘数，不能信任它们对经济增长作出的决策。这些决策带有低估公共物品的私人物品偏向，从而推动有害的稀缺乘数。当政治人物宣布，他们在开发项目决策中已在经济增长与保护之间“取得正确平衡”时，他们错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第一阶段之后”，去预判供给催胀欲求。他们的政治生存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选民被困在第一阶段。可以借图5.1说明这一点：公共讨论和思考通常涵盖第1步和第2步，却看不到更远的第3步、第4步，再回到第1步，如此无止境地循环。在民主政府得到改革、消除这种短视之前，它们对进一步增长的支持，应当被当作反对增长的有力理由。如本章开头所述，这就是第三个主张：先进经济体的民主政府，必须在经过改革、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称职决策之前，放弃经济增长。¶
5.5 第一编结论
第2章预测，经选举产生的代议制自由民主制度，其基本结构将通过“三重功能失调”，在治理中造成一定程度的失灵。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我们考察了两个民主政策失败的案例，判断三重功能失调能否解释它们。它似乎能够，因此第3、4和5章又调查了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其他政府失灵案例，发现它们似乎也可以由三重功能失调解释。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三重功能失调妨碍战略性、或根本性的长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例如：选择理想人口上限；控制位置竞争、适应和不平等；分享就业；以及发展限制全球变暖所需的国内和国际合作。第2.5节和第4.1节结尾都预测，三重功能失调主要会使政府在战略政策上失灵；虽然第2、3、4、5章对战略议题的讨论支持这一预测，但仍可认为尚不足以证实它。¶
尽管如此，这些政府失灵的例子似乎展示了三重功能失调的实际发生，因此鼓励我们不只把它视为关于失灵的暂定“假说”，而是视为一种稍为更坚实、或许足够可靠、可以指导纠正措施设计的失灵“理论”。因此，第二编运用三重功能失调“理论”，设计一种新制度，帮助自由民主政府改善公共物品供给。这一制度在真实政治世界中的运行，便可能提供对三重功能失调理论的实验检验。除了第2、3、4、5章的正向和反向对应分析外，这种实验检验的可能性，强化了该理论具有“可证伪性”的观点；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理论被视为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后记将对这一方面作一些讨论；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编，运用这一理论，为治愈或尽量减少政府失灵拟定处方。¶

第6章 人民论坛：自由民主制的审议辅助制度
第二编 开出补救处方
三重功能失调理论认为，自由民主政府的失灵源于其选举制度。这提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补救办法：（a）抵消选举制度的有害影响；（b）改变这些制度，使其产生更好的效果；或者（c）消除这些制度，也许以其他制度取代。最后一种办法，可以是使用非选举方式选择代表，也可以是尝试直接民主、从而取消代议制，或放弃民主本身。这里提出一个旨在实施选项（a）的新制度，因为在当前民主环境中，它似乎比（b）或（c）更容易实行。如果（a）有效，它应当提高随后实施（b）或（c）的政治能力，同时增强政治体判断这样做是否审慎的能力。¶
这一新的制度设计称为人民论坛（People’s Forum，简称PF或“论坛”）。本章先对PF作概括描述，再以两种方式评估它。一种评估，是将这一设计与理论上认为民主治理中的审议式参与所必需的原则进行比较（下文将讨论把PF归类为审议制度的问题）。另一种评估，是把PF与另外八种运作规模相似、旨在改善民主治理的制度设计相比较。随后，第7章将提供论坛设计的更多细节，并进一步讨论它是否应当能够按预期发挥作用。¶
三重功能失调理论表明，人民论坛若要改善民主治理，就应当做三件事。它应明确指出，由人民指挥政府政策，从而消除授权的含混性；它应减少政治人物之间竞争的过度程度，或其破坏性影响；它还应减少这样一种情况：较不成熟的公众意见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相对知情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公众意见的政治影响力。论坛的设计旨在通过成为一种高度可见的公共制度，鼓励并帮助人民负责任地行使指挥权，实现第一个目标。由于战略政策的制定是指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讨论见第2.2.2、2.2.4及2.5节），论坛必须帮助公民聚焦于此。为追求第二个目标，论坛要帮助人民调节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程度，并减少剩余竞争可能损害政策的范围。论坛可以通过替代政治人物的一部分政治活动，来实现这些效果；而且如第2.3.5节所指出的，关键领域仍然是战略政策。第三个目标，是减少信息不足意见的影响力对知情意见政治影响力的削弱；论坛通过促进大众公众意见的发展，并让其中更有可能充分发展的一部分获得更大政治影响力，来追求这一目标。同样，这种成熟且有影响力的意见必须涵盖战略政策；否则，许多战术和操作性政策迟早会失效或有害。¶
论坛的这三个目标可以归并为两个：把第二和第三个合并为提高公共政策、尤其战略性公共政策质量的目标（因为这是二者的核心目的），并把第一个目标（明确由人民指挥政府政策，特别是其战略部分）重新表述为：为政府政策，尤其战略政策，建立公共正当性。因此，论坛的使命可以表述为：（1）提高公共政策、尤其战略性公共政策的质量；（2）为这些政策建立公共正当性。¶
三重功能失调为人民论坛确立的三个设计目标，显然都需要公共审议。第一个目标，是让人民指挥公共政策，并在此过程中特别关注战略政策。这要求认真开展公共审议。第二个目标，是减少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对公共政策的损害；这要求公民接过他们的一部分政策工作，和／或设计减少其竞争的办法，同样需要公共审议。第三个目标，是使公民知情、深思熟虑意见的政治影响力，较少受到其欠缺思考意见影响力的削弱；可以说，这也需要公共审议。这里使用的“公共审议”含义，比政治学家迈克尔·X.德利·卡尔皮尼（Michael X. Delli Carpini）及其同事（2004, 319）的定义更广；后者把它定义为与其他公民开展讨论，帮助他们“对公众关切的事务作出判断”。这种讨论包括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通过任何媒介进行的交谈、讨论和辩论，媒介包括面对面交流、电话交谈、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论坛；但它不包括“自我审议”（Delli Carpini et al. 2004, 318–19），即公民可能受其对他人观点、以及与公共议题相关的信息和事件的观察所激发的思考与学习。德利·卡尔皮尼及其同事把对公共事务的自我审议排除在公共审议之外，因为它不涉及个人间的相互交流；但本书将其纳入民主公共审议的一部分，因为人们在识别和考虑议题时会这样做。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 2003, 54–55）认为：¶

即使在外部集体场合，审议工作中有如此之大的部分，也必然必须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中完成，这一点仍然十分重要……因此，审议民主论者面对的挑战，是找到某种方式，把其审议理想适用于任何稍具规模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安排整个共同体面对面讨论，根本不可行。


政治哲学家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 1998, 401）把审议民主定义为“一组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按照这组观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进行的公共审议，是正当政治决策与自治的核心”。政治学家迈克尔·索沃德（Michael Saward 2001, 365）提出类似看法：“说审议民主有许多形态，仍是轻描淡写……不过，把审议场所和论坛简单区分为受限与非受限两种形式，就能相当准确地把握审议理论各分支的制度抱负。”索沃德把受限一端定义为经过有意识设计、参与人数有限的论坛；参与者面对面参与，议题日程有限，并使用严格的讨论程序。非受限一端，则是由人数不定的人组成的自发群体或网络；他们可能从未见面，却以非正式程序，围绕自行产生、不断变化的一组议题，参与没有明确期限的活动。从下文描述可见，人民论坛在若干方面是受限的，因为它具有许多具体特征，例如就一组精心拟定的问题按固定日程投票；但它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受限的，例如议程具有一定可调整性、参与人数不定、不组织小组讨论，以及每个问题的参与期限不确定。¶
6.1 人民论坛的使命、策略与形态
如上所述，人民论坛的使命，是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特别是在战略领域——以及
使这些政策在公民眼中具有强大的正当性。三重功能失调理论指出，这是必要的使命；而其中第三种功能失调（信息不足的公众意见之政治影响力，过度削弱知情公众意见的政治影响力）则提示了执行这一使命的两项策略。这就是尽量减少第三种功能失调看来所必需的两项行动。第一，提高大众公众意见的水平（尤其是在战略性公共政策方面）；第二，使大众公众意见中可能发展得更充分的部分获得更大政治影响力。除了尽量减少第三种功能失调，这两项策略也应能执行PF的使命，因为二者共同作用，应当提高公共政策（特别是战略政策）的质量，同时使其在公民眼中具有正当性（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影响力最终取决于公共正当性）。这两项策略还处理三重功能失调的前两个部分；如果要完成PF的使命，它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前两种功能失调得到如下处理：首先，两项策略都把指挥者的角色赋予人民，从而尽量减少授权的含混性；其次，以人民的指挥权替代政治人物的部分决策，尽量减少政治人物之间过度竞争对政策的损害。这种替代，不仅意味着部分政策由公民而非政治人物制定，也意味着公民可能制定政策或新规则，调节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论坛的使命和策略可概括如下：¶
使命：¶

	提高公共政策、尤其战略政策的质量。

	为这些政策建立公共正当性。


实现使命的策略：¶

	加快大众公众意见的发展，尤其是对战略议题的意见。

	使大众公众意见中可能相对成熟的部分获得政治影响力。


为执行这两项策略，人民论坛采用重复举行、不具有约束力的公民投票或民意投票，其议程在很大程度上由公众监督。这些特征与下文描述的许多其他特征相结合，旨在激发和促进公民不急不躁地、并在某些方面有组织而认真地考虑战略议题。按现行做法，公民投票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也做得不好，因为它通常结合了以下四项特征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命题仅以二元选择的形式交付表决；只表决一次；结果对立法机关具有约束力，要求其执行该选择；而命题由精英选定。这使公民投票呈现为全有或全无的竞赛，无法容纳审议式反思。政治理论家西蒙娜·钱伯斯（Simone Chambers 2001, 231–32, 236, 240–42）把这一现象描述为通过三种方式发生：问题的框架不可协商；表决不可逆转；以及呈现一种多数决情境，公民获胜的需要取代了审议的意愿。新闻媒体“采用选举报道规则作为公民投票新闻呈现的标准”，也助长了对审议的这种抑制（Jenkins and Mendelsohn 2001, 229）。¶
启发式方法能否替代审议，帮助公民按现有利益对议题投票，这一问题对人民论坛而言意义有限，因为它的主要策略是加快公众意见的发展。审议不仅对此必要，对建设性的民众议程控制也必要；此外，还要通过审议激发对新信息的需求：无论是为公民提供启发线索的精英，还是公民自身，要想对论坛呈现的战略议题有知识、有能力，都可能需要这些信息。由于人民论坛的民意投票或公民投票在目的和设计上相当独特，可以把它识别为一种新类型，赋予其技术名称“意见发展投票”（opinion development poll）；这个名称还可缩写成“odpoll”，让怀疑者觉得颇有意思。[译注：odpoll与英文“odd poll”（奇怪的投票）音近。]¶
为了确立自己作为政府制度一部分的地位，论坛的投票（odpoll）必须成为一项广为人知的活动，吸引显著程度的公众兴趣、公众参与，并获得公共地位。公共地位的发展，会表明论坛已开始执行第二项策略。为执行两项策略，采用的技术固然重要（例如 Lupia and Sin 2003），但关键特征是投票的组织方式（Flanagin et al. 2006, 32–33）。论坛设计强调有效组织，这应使它即使只采用邮政投票这样不算先进的技术，结合印刷媒体介绍选票、促进围绕议题的大部分公共讨论、并公布投票结果，也能发挥一定有用作用。不过，现代通信技术使这一制度的引入和运行容易得多。¶
6.1.1 论坛的重点
人民论坛并不打算承担适合由聚集起来审议议题的公民小组完成的工作。这样的群体可以作为一个小组开会，也可以由多个小组运作，召开全体会议，从而容纳数百名成员。它们可以面对面，也可以在线会面。一个公民小组或一组协调运作的小组，只能是一个州或国家人口中非常小的样本，因为参与者必须能够彼此倾听。如果这类小组决策对整个政治体成员的正当性，来自其向所有成员提供的参与机会，那么这些小组就会把自己限制在小社群能够处理的议题上，因为只有这类社群的成员才有显著的参与机会。¶
由于论坛主要是为处理只有非常大的社群才有希望管理的议题而设计，它向不限数量的公民提供参与机会。为了使这种参与有可能产生强大影响，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具有战略意义的议题（如第2.2节引言所讨论的，这有助于减少授权的含混性），从而使公民观念的集体发展，聚焦于区域、国家或更广范围所关切的长期、根本公共政策。因此，论坛被设计为帮助公民指挥政府，预防并纠正问题的原因，而不是治疗症状。为帮助实现这种系统性、战略性路径，它必须协助公民质疑自身的基本假设与态度，因为它们可能是问题的根源。但只有当由此产生的态度变化广泛遍及政治体时，这种路径才可能影响政府政策。为此，论坛的任何倡导都必须在全体或大多数公民眼中具有正当性，因此它应当在所有愿意关注者的视野中进行；任何公民只要愿意，都应能够对维持或改革正在讨论和表决的态度作出贡献。¶
因此，论坛所要处理的议题类型，可以描述为根本性、长期持续性的。例如，是否采用总统制政治制度，适合论坛讨论；但谁应当成为下一任总统，则不适合。论坛特别强调“长期持续”，不仅因为根本议题具有持久且系统性的影响，也因为如下文所述，该制度会通过多年持续处理相同议题来发挥作用，因此议题本身必须在这样的期间内一直相关。即使某个议题已在政治上决定并付诸行动，如果有理由认为公民想要、或（在下文将讨论的论坛管理者看来）应当想要继续检视其选择，论坛仍可继续处理它。¶
论坛聚焦于根本、长期持续议题，是明确民主指挥权、从而纠正第一种民主功能失调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决定战略政策，民众统治才能为一个政治体提供有效指挥，从而使其成为功能完整的民主政体。如果民众统治并未有意识、刻意地这样做（第2.2.3节和第2.2.4节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情况），那么政治体要么在根本目标方面多少漫无目的地漂流，要么由其他影响力量掌权，在这一战略层面指挥政治体。当然，这种非民主的指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政治体未来的战术和操作性政策。¶
6.1.2 投票的结构
针对某一社会或多个社会开展的人民论坛，每次投票活动通常会按固定间隔重复举行，间隔应足够长，使公众意见有一定发展的可能。与持续不断的投票相比，这种间隔也使所有关心议题的人能够同时表达意见，从而有可能使每次投票结果成为一组相当于民主社会选择的偏好。因此，一个已经建立的人民论坛，可以每年在同一时间举行投票。这种周期性也应防止公民因投票过多而疲劳。不过，在人民论坛启动阶段，可以先按季度或半年举行几次，以激发公众兴趣。如前节所述，这种投票具有重复性，所以每次举行时，都会努力就相同议题提出相同的一组问题。议题、问题，以及每个问题所提供的答案选项，由投票管理者选定，列于“选票”中，并以免费小册子和网站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只有在发现不合适，或公众已作出决定、不再改变观点时，才会改变某个议题、问题或答案选项（由管理者进行，如下文“选票”所述）。意见的这种稳定，将由连续几次投票中趋于平缓的意见趋势显示出来，如下文所讨论的。一旦人民论坛管理者发现适合的话题，就会把新议题列入选票。不过，如下文“选票”及第7.2.13节（E3、E2）更详细说明的，公众将对这种议程设置拥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
投票将是自愿的，是邀请所有选民（依法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参与的自我选择过程。投票者可自由选择回答任意多或任意少的议题与问题。一“票”可以包含对一次投票活动中呈现的任意议题之任意问题的回答。如上所述，投票结果对立法机关不具有约束力，仅供建议。起初，这种政治影响力很可能远弱于传统民意调查；但由于下文所述人民论坛结构的作用，随着公共审议和投票多年持续，它应当变强，并超越民意调查的影响力。多年重复相同问题，会提供一个稳定议程，促进相关公共辩论的连续性。这应有助于公众意见在这些问题上发展，并在参与投票的那部分社群意见中创造或加速趋势。投票每年重复，允许将这些趋势绘图呈现。对于参与者意见稳定、或最近几年投票中的趋势已经趋平的问题，这一过程将表明，一般而言，社群对这些观点感到满意。于是，可以把这些问题从投票中移除。¶
6.1.3 投票过程
人民论坛每次投票将开放一周，让这一周内每日累积票数的公布有时间激发公众兴趣，并帮助确保打算投票的人不会忘记。投票通过电话或互联网提交。计票采用电子方式，因而几乎即时完成；于是，投票周每天晚上，都可在电视上播出选定议题的累积结果。互联网和印刷媒体也可每日更新，可能涵盖选票上的所有议题，并包括显示各议题历年来直至当次活动投票趋势的图表。至少在论坛运行初期，这种媒体报道不受法律强制，因为那将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使制度建立困难得多。希望许多媒体会看到公众对论坛活动报道需求的增长潜力，因此提供报道，帮助这种需求增长，并扩大自身收视率和市场。他们可以预期，这种效应不仅出现在投票周，也会表现为公众对选票涉及主题的信息需求持续增长。有人曾询问澳大利亚一家电视频道的经理，是否愿意每年用一周时间为这种制度的投票提供每日免费报道；他表示有兴趣把这作为新闻和时事服务来开展。论坛管理者会发布可直接播出和印刷的每日投票摘要，鼓励这种合作。¶
确保每位选民每次投票只投一票的办法，将在第7.2.13节（E22）讨论，主要关注澳大利亚情境下对选民名册的使用。理想的投票安全系统应允许自发投票，使事先登记并非必要条件，选民可以在投票开放的一周内任何时候，一时兴起便投票。投票的自发性，使那些对某些议题当前票势产生关切的人，能够在周末截止前投票，并敦促他人投票。这种互动应当有助于让人们在投票周参与这一过程，并可能鼓励他们在全年中就所呈现的议题开展更广泛的讨论与审议，为下一次投票作准备。投票者若决定修改已提交的选票，可在截止前修改。冲动投票不利于赋予认真思考议题的公民政治影响力这一目标（见下文第6.3.4节），但它应当有助于把此前不参与的人吸引进来。以这种方式参与投票的人，随后可能更多关注议题，并通过应对下文第6.1.4节所解释的提问类型，发展其审议倾向和技能。可以预期，投票开放一周并允许期间改票，可能鼓励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也许通过媒体采用恐吓策略。但这种策略似乎不太可能奏效，因为投票者已有此前一年的时间重新考虑议题，任何在投票期间突然密集施加影响的尝试，都可能明显显得不光彩。受到这种方式攻击的利益方，会有几天时间在投票结束前回应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在下一次投票前的一年中继续反击。这种竞争积极的一面，是它应能增加对议题的讨论，从而促进两次投票之间的审议效应。如果投票活动期间的操纵真的成为问题，可以规定投票不可撤回，也可以把活动限制在一天。第7.2.10节将进一步考虑防范操纵的对策。¶
把投票活动延长至一周，并允许冲动投票，可能只在最初几年重要，目的是鼓励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之后，也许看来适宜结束引入阶段，强制事先登记，和／或把投票期缩短到一个周末或一天，使投票成为更经过预先考虑的行为，从而让结果在公众眼中更具审议性。然而，这些改变未必会使投票结果反映更深思熟虑的意见，因为它们也会帮助偏见很强的人获得充分代表。此种效应，加上投票期间公众接触投票活动的机会减少，可能降低其知名度或地位，从而减少其激发的审议。因此，现阶段并不推荐这些改变，但管理人民论坛的经验可能表明，它们值得尝试。¶
6.1.4 选票
人民论坛选票将处理数量不定的根本性、长期持续议题。除了覆盖面广，议程还应包括其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以便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感兴趣的内容，并刺激公众参与。虽然议题的数量
可以非常大，但公众的注意跨度，会把大众媒体公布结果的范围限制在或许约一百个议题，而其中每次投票重点关注的可能不到10个。报纸可能比电视和广播愿意报道多得多的议题。如果投票议题数量很大，完整的结果和趋势清单，可在网站、杂志、专业期刊和书籍等其他渠道发表。对于由多个州组成的联邦国家，论坛会为每州提供不同选票，既提出州事务的问题，也提出国家政策的问题；这些不同选票会协调一致，使所有选票都提出相同的全国性问题。¶
选票对每个议题的描述应当简明，篇幅也许限制在不到一页。在适当情况下，描述应把一个议题与其他议题联系起来，邀请答卷者先考虑它们，再回答本议题的问题。每个议题会提出若干问题；在可能情况下，还应包括“理由说明问题”，询问投票者为何对该议题前面的问题作出那样的回答，以促进对偏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质疑。理由说明问题的投票结果，也应在两次投票之间激发建设性的公共讨论。选票上的每个问题，都要附有一组选项供投票者选择。在适当且可行时，也会提出其他类型的问题，例如希望政府采取何种行动、投票者如何理解这种行动的作用方式，以及他或她愿意支付多少；下文第7.2.2节（E13）与第7.2.4节（E14）将讨论这些问题。¶
由于提供给投票者的议题、问题和答案选项，会在选票上多年公开展示，因此将邀请公众对这些选项提出批评与支持，而投票管理者及公众都有充足时间回应。因此，这将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使管理者始终受到公众审视，以确保在选择和构建议题、问题及答案选项时，具有相关性、全面性与专业能力。如果公众认为表现欠佳，惩罚将是人民论坛因公民不信任、嘲笑和抵制而崩溃。¶
如果选票提供的描述和提出的问题，能把问题归纳为少数几个关键概念，并以容易理解、有帮助的方式说明，选票就会帮助公民有效处理议题。技术、风险和价值观方面的复杂问题，必须提炼出要点；问题必须切中要害，并指向解决问题。投票管理者应充分了解政治议题，并具备议题分析、提问技巧和公共审议心理学方面的技能。¶
6.1.5 论坛策略的执行
论坛两项策略的执行，根本上都依赖其选票。对于第一项策略——鼓励大众公众意见在战略议题上发展——选票必须覆盖那些最值得公民认真考虑的议题。政治人物会回避其中一些，因为它们让选民面对代价高昂的选择。选票必须通过聚焦原因，来帮助解决议题；这可能包括处理其他相关议题，因此这些议题也必须列入选票，并相互参照。由于论坛投票会反映这些手段所促进的任何意见发展，其结果应当因反映相对深思熟虑的意见而广为人知，而这应为这些投票带来政治影响力。因此，论坛的第一项策略，也将帮助执行第二项策略：为发展最充分的政策观念赋予政治影响力。¶
第二项策略有意采取精英主义，因为它旨在赋予那些更关心议题、因而更可能充分了解议题的人之观点以力量。这种精英主义不会损害参与机会的民主平等，反而可能通过鼓励不参与政治的人在论坛投票并公开辩论其问题，从而加入“精英”，来帮助缓解政治疏离。¶
这些投票若要为其帮助发展的意见创造强大政治影响力，就必须成为受公众欢迎的制度。是否受欢迎，不仅要看是否有相当比例的选民参与论坛投票，还要——而且主要要——看投票结果在公众眼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应显示，一般公众是否期待政府落实论坛的结论。如果这些投票真正运行起来，它们会与传统民意调查相比较，这应使公众注意到后者的危险影响。公共传播学者利奥·杰弗里斯（Leo Jeffres 2005, 617–18）指出，民意调查中存在一种：¶

证据充分的公众意愿，即愿意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话题发表意见，并回答关于虚构公共事务议题的含混问题……在民主制度和消费社会中，公众自身、政治领导者和有影响力的人物，都需要彼此之间的“反馈”，制度才能运作。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改善调查结果，使之配得上民调如今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


人民论坛旨在对杰弗里斯的问题给出肯定回答，因为它提供的投票，应当较少反映暗示与无知，而更多反映经过考虑的判断。其中一些判断，将由论坛重复过程所促进的持续辩论，以及这种讨论的审议性质所发展出来。通过呈现意见发展的趋势，论坛也可能表明，近期是否有望形成更成熟的认识。¶
下文第6.3节列出论坛预期发挥作用的五种主要方式，第7章随后将更详细规定其机制并作解释。第6.3节对这一设计功能的总体考察，将用于评估它应当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这些功能，从而判断其可能表现。不过，在呈现这些内容之前，下一节先制定此次评价所采用的程序。¶
6.2 评价民主制度
既然三重功能失调理论诊断民主政府的失灵，人们或许会期待它提供一个框架，用于评价改善民主治理的新制度可能有多大成效。然而，不仅用某一理论指导改善政府的新制度设计（本章开头及第6.1、6.1.1节就是如此），还用它把该设计的前景与其他类似目的设计相比较，也许是对这一理论抱有过多信心——尤其因为其他设计除了纠正或补偿三重功能失调之外，还可能具有别的优点。不把三重功能失调理论用于此类比较的另一个理由，是纠正三重功能失调的设计在运行时可能产生其他功能失调，或它的类型可能在政治、经济上不适合建立和运行。因此，下文将通过评估人民论坛及竞争设计应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现有代议制自由民主政体发挥作用，更直接、全面地评价它们（分别见第6.3节和第6.5.2节）。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所谓良好表现指什么。¶
下文制定的民主政府目标，主要源自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 2009, 12）一个有帮助的概念，即“我们期待民主制度具备的理想品质或收益”（原文强调）；但我们的推导必须把对民主制度的期待，转化为对这些制度应为民主治理做些什么的期待。史密斯提出了对民主制度的两类期待。第一类是它提供民主收益，“可以说……体现了罗伯特·达尔关于民主过程的经典标准”（G. Smith 2009, 13）。在史密斯的术语中，民主收益，是一种制度实现、或可以预期实现的效果（Smith 2009, 12–13）；这与达尔（Dahl 2006, 8–10）的路径不同，后者的民主标准，是实现这些效果的机会。史密斯规定了四项民主收益：（1）包容性，即具有不同社会视角的公民，参与被评价制度决策过程的程度；（2）民众控制制度的决策，即（该制度参与者）控制其问题定义、方案分析、方案选择，以及所选方案的实施；（3）该制度参与者的审慎判断（G. Smith 2009, 25）；（4）其过程对全体公民的透明度，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该制度。史密斯所谓“我们期待民主制度具备的收益”（2009, 12）的第二类，是制度收益，即我们对任何制度都会期待的事物。它们又分两个子类：制度的效率，以及对其必须运作环境的适用性或可迁移性。这一环境由制度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制度类型、该政治制度的规模（政治体大小），以及所处理政治议题的类型所界定。¶
现在，我们考察史密斯的民主收益，是否确实有助于良好的民主治理。既然民主治理是由人民治理，良好的民主治理就是人民良好地治理。这似乎不仅意味着就结果而言的良好治理，也意味着人们在治理过程中良好互动，即调查、辩论、讨论、考虑、理解并选择这些结果时的互动。达尔（2006）强调，在民主制度中，这种互动必须体现公民之间的政治平等。因此，一种制度对良好民主治理作出贡献的民主收益，可以预期是它对治理结果与政治平等两方面的贡献；本书分别称之为治理收益和政治平等收益。因此，史密斯关于一种制度的民主收益，在这里被其治理收益和政治平等收益取代。这一替换促使我们把史密斯的第四项民主收益——透明度——排除在这两个新类别之外，转入制度收益类。这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透明度培养全体公民对它的信任和接受；因此，具有这一收益的制度，具备了向民主政体迁移的必要要素，而可迁移性正是制度收益的两个子类之一。这里还应指出，制度收益不仅是制度本身的收益，也是制度对治理作出贡献的收益，因为高效、可迁移的制度，会比低效或不易迁移的制度作出更大贡献。¶
把制度的民主收益，替换为它以治理收益和政治平等收益形式对民主治理作出的贡献，就需要考虑这些收益是什么。为识别治理收益，本书采用第2.1节所述公共选择观念作为标准：如果一个政府能良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它就是好政府。为判断供给是否良好，我们使用比瑟姆（Beetham 1992, 42）的自由民主第五原则：判断由公民作出。这似乎公正，因为需要、使用并最终提供或维持公共物品的是人民。既然好政府能够良好提供公共物品，它就必然必须非常民主，因为它会提供或维持构成政治平等的那些重要公共物品。但反过来未必成立：一个非常民主的政府虽会提供政治平等，却未必足以构成良好治理。其他公共物品可能被忽略，其中尤其因为政治平等可能赋予无知或过度自我中心的公民一定（或很大）政治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节这种平等，也许能改善治理结果。这种调节的一个要素，可以是达尔的路径：把政治平等规定为平等政治行动的机会，而不是实际实现平等政治行动。¶
既然好政府会提供政治平等，我们或许可以删除政治平等收益这一独立类别，把它们归入治理收益。然而，这里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两类收益存在显著区别。如下文所述，治理收益是一种制度协助政府提供各类公共物品的能力；而政治平等收益，则是一种制度协助政府仅提供构成政治平等的那些公共物品的能力（其中四项将在下文第6.2.1节中识别）。¶
以治理收益和政治平等收益取代格雷厄姆·史密斯的制度民主收益，还伴随着收益含义的变化：从制度参与者的实际实现，转为达尔（2006, 8–10）所设想的全体公民能够实现的机会。例外是透明度，它是史密斯所列制度民主收益中，唯一能够被政治体内所有公民体验到的一项（G. Smith 2009, 12）。因此，治理收益与政治平等收益，是一种制度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运作时，为全体公民作出的贡献。把一种制度的民主收益，部分替换为该制度对治理贡献的收益，也让我们注意到，政府要表现良好必须做些什么——也就是怎样才能良好提供公共物品。本书提出，为此需要两项治理收益。其中一项，是对格雷厄姆·史密斯的一项民主收益的转换：制度参与者对公共政策议题实际形成审慎判断；达尔对此的处理，是规定民主要求公民具有平等且有效的机会，发展充分知情的理解。与政治平等收益一样，这里采用达尔的概念和术语，将这一治理收益称为“充分知情的理解”；因为将它规定为机会，而不是实际实现，会使一个制度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运作时，更有可能向政治体全体公民提供它。这里提出的另一项治理收益是：由于政治体常常只有部分公民对某个公共物品议题具有充分知情的理解，在塑造公共政策时，部分公民的这种理解应当压过其他人的无知。这项收益在此称为“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现在，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一个非凡巧合、值得赞赏的一致性，或一种狡黠的操弄：提供此处识别的两项治理收益，恰好就是人民论坛为完成使命将采用的双重策略（见第6.1节及第6.1.5节）。¶
上文指出，好政府必须非常民主，因为它会提供或维持构成政治平等的公共物品。因此，我们可以放下“设计一种制度以产生良好的民主治理”这一具体目标，只集中于设计一种制度来产生良好治理。现在，我们更仔细考察政治平等收益、治理收益和制度收益，以确保每一类的全部收益都被覆盖。¶
6.2.1 政治平等收益
罗伯特·达尔（1998, 37–38; 2006, 8–9）为理想民主提出以下五项基本标准：¶

	在相关政策通过之前，人民整体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且有效的机会向其他成员传达自己的公共政策观点（达尔的“有效参与”标准）。

	所有成员都有平等且有效的机会，就政策是否通过进行投票（其中包括票值平等）。

	每个成员都有平等且有效的机会，了解政策提案（达尔的“充分知情的理解”标准）。

	成员拥有控制议程的排他性机会。

	几乎所有成年人和社会群体，都被纳入人民整体，作为成员享有上述四项权利。一种政治制度所提供的包容性，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向具有所有社会视角的公民提供“在场”与“发声”。在场是积极参与，而发声是
任何参与者获得倾听的程度，以及他或她对制度产出的影响力（G. Smith 2009）。


本书认为，达尔第三项标准——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与其他标准根本不同，因为它似乎是参与质量、而非参与平等所必需的。达尔的参与平等（标准1、2、4和5），如果要产生良好治理（良好提供公共物品），就必须辅以高质量参与，也就是充分知情的理解。因此，平等且有效地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被视为治理收益（如前所述），而达尔的标准1、2、4和5则被视为描述政治平等收益。¶
因此，在本节中，我们把史密斯关于一种制度的四项民主收益中的三项（包容性、民众控制和审慎判断），替换成制度对治理作出贡献的五项收益：四项政治平等收益（交流、投票、控制议程，以及纳入所有社会视角公民的机会），和一项治理收益（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这种替换对政治平等的重视，落实了达尔（1998, 36–37）的认识，即这种平等是民主的根本：“所有成员都应当（根据宪法）被对待得仿佛他们具有同等资格，参与决定社团将推行何种政策的过程。”在这句话中，达尔的“仿佛”表示，关注的是所有成员享有参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性，而不是所有成员是否实际参与。与此含义一致，达尔（2006, 10）后来强调了权利的重要性：“因此，民主不仅由政治过程构成。它还必然是一种基本权利体系。”¶
如前所述，格雷厄姆·史密斯所说对制度的民众控制这一民主收益，包括控制其问题定义、方案分析、方案选择和所选方案的实施。在制度对治理作出贡献的层面，民众对问题定义及方案分析的控制，由全政治体范围内交流观点和控制议程的机会这两项政治平等收益来处理（达尔的标准1和4）；而民众对方案选择的控制，则由全政治体范围内就政策是否通过进行投票的机会这项政治平等收益来处理（达尔的标准2）。被格雷厄姆·史密斯列为制度民主收益、却未由上述三项政治平等收益明确提供给整个政治体的政治平等要素，是民众对政策选择实施的控制。但可以认为，这也由那三项政治平等收益为整个政治体产生，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公民通过平等且有效的交流观点、控制议程及就政策是否通过进行投票的机会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应当促成这种控制。第四项政治平等收益——包容——也应对实施施加压力。¶
6.2.2 治理收益
上文把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列为治理收益；这意味着，一个作为治理制度一部分运作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提供这种机会，不仅构成其自身价值的一部分，也构成该政府价值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好政府就是能够良好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既然需要、使用，并最终提供、维持或处置公共物品的是人民，那么只有人民拥有道德权威，决定何种供给是好是坏。要称职地作出判断，他们需要充分了解情况，能够识别公共物品，并评估其收益与成本。因此，他们需要平等且有效的机会，获得对这些物品充分知情的理解。这样的机会会帮助产生良好治理；而由于良好治理能够良好提供公共物品，政治平等方面的物品也会被良好提供，因此该政府将非常民主。如第6.2节开篇结尾所述，提供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实质上会实施人民论坛的第一项策略，即加快大众公众意见在战略议题上的发展。¶
然而，这一治理收益还不足以产生好政府，因为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不能确保所有公民，甚至仅仅多数公民，都对每个重要议题有充分认识。因此，那些对理解此类议题不感兴趣或没有能力的公民，其政治影响力可能使公共物品供给产生缺陷（如我们所见，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具有长期意义的公共物品，缺陷会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就是三重功能失调的第三部分——过度妥协。因此，需要制度提供第二项治理收益：使相对充分知情公民的理解，比其他人的理解具有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于是，本书提出，人民论坛的另一项策略——使“知情公民意见的政治影响力压过较不知情公民意见的影响力”——描述了第二项治理收益，此处称为“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单独来看，这项收益是反民主的，因为它让一些公民比其他人有更多在场和／或发声机会，从而阻碍了一项政治平等收益：让所有社会群体都有平等且有效的机会，全面参与表达观点、就政策是否通过进行投票及控制议程。如果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在一个民主政府中运作，那是因为民主由政治平等收益提供，而非由治理收益提供。政治平等收益创造条件，让被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所忽略的公民，可以拒绝这种局面、默许它，或认可它。他们可以运用平等且有效的参与机会，尝试拒绝或认可。¶
创新似乎还需要提供“防止公共利益被操纵的保护”（G. Smith 2001, 77），这将构成第三项治理收益。然而，上述两项治理收益的共同作用，实质上已经提供这种保护。所有公民平等且有效地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加上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应当保护公共政策的民主发展，免受特殊利益扭曲或阻碍。因此，评估一个制度设计对这两项治理收益的提供，必须审查其抵御企业、其他强大私人利益方，以及公共当局进行政治腐蚀的能力。后者可能抱有自利或无知的议程，并试图通过以下手段执行：收编公民；以冗长、费力或昂贵的程序耗尽公民参与能力；利用公民的情绪反射获取狭隘政治利益；或使用公共资金，以宣传蒙蔽公民。因此，结论是我们只需要两项治理收益。¶
6.2.3 制度收益
制度收益，是我们通常期待制度具有的理想品质；既然这里考虑的制度将成为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制度收益”就是制度对治理所贡献的收益。格雷厄姆·史密斯（2009, 13, 26–27）提出四项制度收益：一项效率收益，三项可迁移性收益。效率，是制度尽量减少其给公民及公共当局施加成本的程度，因此既包括参与者时间与精力的节约，也包括财务节约。一项促进治理的制度，其可迁移性，是它能在三个情境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政治制度的类型（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所处理议题的类型，以及该制度从地方到全球治理的应用规模。¶
如上文第6.2节所述，可迁移性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制度运行方式对公民缺乏透明度，使他们不信任并拒绝它。因此，这里把对全体公民的透明度视为一项向民主政治制度迁移的制度收益，而不是像格雷厄姆·史密斯那样，把它列为制度的民主收益。影响一种制度向民主政治体系迁移的另一个特征，是引入该制度的可行性。这是可迁移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它能否被引入现有民主环境，并运行足够长时间，形成维持其作为政治过程一部分的民众支持。审议民主理论家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 2006, ix）指出，审议制度的提案必须说明：“如何从我们现在的位置抵达那些终点。否则，真正审议民主的梦想就仍将只是梦想。”在民主制度中，决定引入可行性的主要因素，似乎是该制度能否由私人倡议发起，还是必须依赖政治意愿，才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行政行动。在民主政体中，形成这种政治意愿通常比发起私人倡议困难得多：后者可能只需要少数拥有必要金钱、技术专长或其他力量者的动机，而形成政治意愿却很可能需要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人的动机。这一领域中适当的私人倡议，可以是建立新制度的小规模版本，随后扩大并转化为全面政治应用；也可以是撰写并出版一本书，描述创新及其实施理由，从而激励有资源的利益群体或个人，在整个政治体范围开展试验。这样向公众作示范，随后可能形成政治意愿，引来政府支持，使制度得以维持、加强，并被引入其他政治体。¶
形成政治意愿的困难这一障碍，部分由政治人物对会显著改变政治的新制度的反感造成，因为他们适应现行政治制度，因适合该制度而自我选择进入政治，并拥有应对该制度的经验。格雷厄姆·史密斯（2005, 113）指出，“公共当局缺乏拥抱民主创新的意愿、资源和自由”。加斯蒂尔（Gastil 2007, 646）观察美国政治环境时，提出类似观点：¶

两党的领袖……很可能拒绝任何对现状的严重威胁，因为双方内心都相信现状有利于自己的政党。习惯于轻易接近政府的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更加凶猛地抵制这一想法，而且……没有理由怀疑它们的力量。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公民大会，说明了“必须有政治意愿才能引入创新”这一要求造成的一些限制。虽然这一要求没有阻止该机制在加拿大引入，但它似乎限制了其设计与应用，以致这些大会被弄得无能为力。限制在于：若要改变现状，其结论的实施既须经过公民投票，又须在该投票中取得至少60%的特定多数。此外，启动这些大会需要政治意愿，迄今也使其应用范围受限于一个公民显然不信任政治人物处理的议题——选举改革。公民大会为政治人物提供了一条路径，使公众看到这类议题得到处理，而又不怀疑政治人物会败坏结果。¶
因此，看来如果一种具有显著影响潜力的创新政治制度，需要政治意愿才能引入，其引入可行性很可能较低；但如果私人倡议和资金已足以引入它，那么只要设计在其他制度收益、政治平等收益和治理收益方面有前景，这种可行性就可能较高，因为这些特征会吸引潜在的私人发起者。¶
一种设计为所有公民提供的、使其把该制度作为参与民主治理手段的激励，看起来可能是另一项可迁移性收益。格雷厄姆·史密斯（2005, 113）指出：“公民必须相信参与会产生作用……相信参与活动的结果能够影响决策者……公民必须受到尊重，并获得参与的激励（或理由）。”无论一种设计是“开放的”，允许所有公民参与，还是通过选举或随机选择等机制限制参与、对一般公众“封闭”，这里所说公民使用该制度的激励，都指他们认可它，并期待政府维持它、实施其所建议政策选择的激励。这里不把它解释为公民通过直接参与来使用制度的激励，因为对于封闭设计，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这种激励。¶
使用制度的激励，应来自“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影响我们在社会困境中作出决策的四种核心动机……理解、归属、信任和自我提升”（Van Vugt 2009, 41）。然而，一个制度设计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这些动机，可以通过考察已经选定的制度收益、政治平等收益和治理收益来判断。透明度这一制度收益将产生信任；而在大型政治体的规模上，以适合其政治制度（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的方式处理战略议题的制度收益，可能促进理解、归属、信任与自我提升。政治平等收益（公民之间的交流、投票、公民控制议程与全面包容）及治理收益（充分知情的理解与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也会唤起理解、归属、信任和自我提升。因此，对公民使用制度的激励作任何评估，都会重复对这些其他收益的评估，所以本书不把它另列为这套政治平等、治理和制度收益评价框架中的又一项收益。¶
6.2.4 评价民主制度的收益
上述对格雷厄姆·史密斯评价框架的改造，把需要评估的收益从八项改为十二项。史密斯的八项包括四项民主收益——包容性、民众控制、审慎判断和透明度——以及四项制度收益——效率，以及对政治制度、规模和议题类型的可迁移性。现在提出的十二项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四项政治平等收益，即包容性，以及交流、投票和控制议程的机会；第二组是两项治理收益，即充分知情的理解及其政治优势；第三组是六项制度收益，即效率，以及向自由民主制度迁移的五种可迁移性：对这些政治制度的适合程度、对战略议题的适用性、对大型政治体的适用性、制度的透明度，以及将它引入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从八项改为十二项，使其中一些更为具体，因此也可能使尝试判断某一特定设计对其将要服务的政府能够提供每项收益到何种程度，变得更有意义。这样的判断可以用为每项收益选择一个数值评分来表达；下文第6.3节对人民论坛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汇总于表6.1（原书第287页）。第6.5.2节对另外三种设计可能产生的收益重复这一评估，四种设计一起在表6.2（原书第312页）中比较。这一比较是高度简化的概览，只能视为对这四项提案相对前景的粗略指示。然而，它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复审：重新考虑每种设计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各项收益；考虑不同收益是否应赋予不同权重（表6.1和6.2假定各项同等重要）；以及考虑评价框架本身是否需要改变。如上文强调的，该框架评估的是对政治体所有公民而言的“收益”，而不只是对参与
被评价制度的人而言的收益。人们可能倾向于支持一种设计，因为它承诺大量提供只对制度参与者而言才是“收益”的东西；但如果该制度不为治理提供这些收益，它就不值得这样的肯定，因为其目的是帮助实现良好治理。¶
现在，通过描述人民论坛的五项主要功能，为这一评估准备基础。每项描述之后，都将主观评价该功能可能如何执行PF策略，以及可能提供哪些收益。¶
6.3 人民论坛的五项主要功能
现在描述的五项主要功能，概括说明人民论坛应如何执行两项策略，并提供制度、政治平等和治理收益。这五项功能是：对议题开展公共审议；对审议哪些议题开展公共审议；聚焦基本或根本议题；贤能政治的影响；以及节约成本和公民所需投入的精力。每项功能描述结束时，都将评价它预计能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论坛两项策略及三类收益。各项贡献强度分别评级为“极低”“低”“中”“高”或“极高”；本次考察结尾的表6.1，将列出并汇总这些预期对论坛执行策略及提供收益的影响。¶
6.3.1 对议题的公共审议
人民论坛将提供一种缓慢过程，允许公共判断用多年时间演进。其投票向所有选民开放。这种自愿参与机会，应鼓励公民公开讨论并审议选票上的议题，使选票成为这些活动的议程。论坛对公民审议施加的控制极少，因为它不通过主持每场个别讨论来促进审议；其议程向公民的修改建议开放，同时仅提供所呈现议题的基本信息。不过，议程旨在通过使现有公共争论和探究过程更加聚焦、更具连续性，促使公众形成更审慎的判断。它将通过选择和构建议题、选择切中要害的问题，以及在多次投票活动中持续重复这些问题来做到这一点。议程的大部分变化，是增加新议题，并在其他议题解决后将其撤下。投票的周期性应鼓励公共讨论，因为它每年向人民反馈：参与者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以及观点如何变化。这应激发并充实进一步反思、探究、讨论、辩论，以及对准确、相关信息的需求。人民论坛投票只向列于州或国家选民名册上的公民开放；但由于过程公开透明，整个社群都能参与论辩、搜寻信息和发展公众意见。¶
评价。公共审议功能将帮助执行人民论坛第一项策略——发展大众公众意见。这一作用强度评为“低”，因为公民存在确认偏误（例如 Haidt 2012, 89–90），而且政治疏离普遍存在。该功能也将通过仅记录对论坛议题感兴趣的公民观点，协助执行第二项策略（使公众意见中可能相对成熟的部分获得政治影响力），其效果为“中”。¶
这一功能应提供一项效率制度收益，以及四项可迁移性制度收益。它通过列出关键问题来引出审议，而不是直接主持无数场辩论和讨论，由此提供效率（高）。应提供的四项可迁移性收益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公民普遍接受该功能（极高）；其对战略议题政策发展的适用性（极高）；审议过程的透明度（高）；以及该过程对大型民主政体的适合程度（极高）。该功能还将提供政治平等收益，即全体公民相互传达观点的机会（高）。由于它将贡献于两项治理收益，因此也有助于执行论坛的两项策略。第一项治理收益往往会由该功能提供的、让所有人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更多机会与激励来供应（低）（上文已将其列为第一项策略）；第二项治理收益，即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上文列为第二项策略），则往往由该功能促成的公众认识来供应（中）：论坛既帮助发展，也记录了值得赋予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智慧。¶
6.3.2 审议要审议什么
人民论坛将帮助公共政策审议，不仅为具体议题提供论坛，也为讨论这一过程至少三个方面提供场所：（1）应当开展哪些议题；（2）对这些议题提出哪些问题最有用；（3）提供给投票者的各组答案选项应涵盖什么范围。由于选票会公布人民论坛的议题、问题和答案选项，这些选项始终向公民的批评或支持开放。因此，自愿投票会迫使管理者在选票前言中邀请公民发表评论，并建议新的议题、问题和答案选项。围绕选票这些方面的任何争论，都应提高投票活动及其所处理议题的知名度；如果论坛管理者妥善处理这些争论，就应鼓励更多公民审议议题并参与投票。¶
评价。由于这一功能是公共审议功能的延伸，它也应帮助执行人民论坛两项策略（第一项策略为低，第二项为中），同时也提供两项治理收益中的一部分：充分知情的理解（低），以及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中）。对议程的公共审议，也应提供两项可迁移性制度收益：透明度（高），它使制度对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公民具有吸引力（高），从而帮助形成维持该制度的政治意愿。此功能还提供政治平等收益，即平等且有效地控制议程的机会（高）。¶
6.3.3 检视根本
民意调查专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1992）指出，某个议题的公众意见，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慢发展，例如复杂议题可能需要十年或更久。这或许还说得太轻，因为如果某些议题背后的假设始终未被认识到和／或未受质疑，这一过程很可能停滞；美国许多地区在内战之后一个世纪中的种族平等问题，似乎就是如此。因此，可能产生公共判断已经充分成熟的假象，而实际上，它仍有可能被进一步思考和信息彻底改变。人民论坛长期、缓慢、开放式的审议，应特别适合公众如此检视基本假设、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其对所有公民审视的透明度，将帮助提出新问题、新证据和新见解。上文第6.1.4节所说的“理由说明提问”，以及第7.2.2节（E11、E12、E13）讨论的其他提问类型，应促进批判性探究，帮助公众摆脱偏见的束缚。人们可能发现，某些议题的审议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每一代都可能希望独立思考，重新检视自己意见的基础。通过这些方式，人民论坛不仅可以帮助公民直接重新评估公共政策和法律，也能通过帮助他们检视、发展价值观、世界观及文化，间接达到这一目的。斯洛维克及其同事（Kahan et al. 2006）强调，文化是审议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可能形成正反馈：论坛促进公共审议，帮助公民提高审议技能。杰克逊（2009, 203）认为，这种文化成长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例如因为“以牺牲社会为代价强化个人主义、以牺牲传统为代价支持创新的文化偏移，扭曲了作为人类的意义”。¶
评价。聚焦公共政策的根本，应有助于执行论坛的两项策略。对于第一项策略——促进大众公众意见的发展——这种作用可能仅为“低”，因为公民有确认偏误，而且许多人疏离政治。对第二项策略的作用评为“中”，因为随着论坛运作，公众很可能广泛认识到它聚焦根本问题，这应形成一种公共期待，要求政治人物受其结论引导。聚焦根本应促进运作效率这一制度收益（高），因为它把有限支出和公民精力投入可能最有效改善公共政策的地方。这种聚焦也创造了对根本或战略议题（极高）、以及任何规模政治体（极高）的可迁移性制度收益。通过把支撑其他政策——中期（战术）与短期（操作性）政策——的根本政策展开供人检视，这一功能应增强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极高）。它也应贡献于两项政治平等收益：公民相互交流观点的机会（中），以及控制议程的机会（中）。此外，它应对获得充分知情理解机会这一治理收益，作出关键但仍然微弱（低）的贡献（如上文关于论坛第一项策略所述）。而且，如上文关于第二项策略所讨论的，聚焦根本应在中等程度上产生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这一治理收益。¶
6.3.4 贤能政治的要素
贤能政治常被认为与民主不相容。由于它是由那些有能力良好治理的公民来治理，许多公民便被排除，因此似乎未能实现由“人民”（“全体人民”意义上的人民）治理。那些缺乏能力、兴趣或时间从事这项工作的公民，被劝退或阻止参与，民主实践核心的政治平等似乎受到妨碍。然而，如第6.2节（开篇部分及第6.2.1节）所讨论的，达尔（2006, 8–10）把这种平等定义为机会平等，或一种权利，而不是行动平等。为了维护这一权利，我们必须谨慎确保，贤能制度不阻止公民参与，而只是鼓励那些有能力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人这样做。那些未被贤能设计鼓励积极参与的人，至少应被鼓励通过认可或默许，消极地支持其贤能功能。如果这种设计允许公民在任何自己选择的时候积极参与，例如对政治趋势产生关切时，公民或许就愿意这样做。¶
传统民意调查没有贤能效果，因为它们对整个社群作系统抽样。如第2.4节所讨论的，这种抽样以信息不足的观点损害民主政府的能力。人民论坛将使用自愿投票的自我选择抽样，绕过因疏离政治而信息不足的观点，从而限制这种损害。论坛由此应产生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这一治理收益的一部分，这可能使强调政治平等对于民主重要性的人感到不安。然而，如前所述，达尔（2006, 9）把这种平等规定为参与政治的“平等且有效的机会”，而不是每位公民都平等参与。这里表面上的冲突，似乎是良好民主（良好的民主治理）与良好治理之间的冲突，但如第6.2节所讨论的，不应存在冲突，因为好政府必然是非常民主的政府。¶
卡普兰（2008, 197–98）强调，选民往往不理性，因此，民主政府若要良好运作，贤能要素不可或缺。¶

选民能力测试并不比驾驶考试更值得反对。糟糕的驾驶和糟糕的投票，不仅危及行为者本人，也危及无辜旁观者……对参与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发生变化的大多数忧虑，都把已被经验证据否定的自利选民假说[SIVH]视为理所当然。如果选民的目标是促进个人利益，不投票者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目标。有投票权的人会聪明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忽略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然而，反对SIVH的证据如此之多，这些恐惧可以打折看待。知识最多的选民，并不想剥夺那些不够清醒的同胞。与其他选民一样，他们总体上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祉。他们恰好更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论坛运行最初几年，论坛投票的自我选择抽样，比普通民意调查反映更成熟观点的程度可能有限，因为关心公共议题、却不重视公共物品或信息不足的人，也会与同样关心议题、但更愿意考虑公共物品价值或更充分知情的人一起投票。在论坛连续多次投票中，这一过程对广泛公共审议的鼓励，可能成功提高大众公众意见的成熟程度（见上文第6.3.1、6.3.2节，以及第7.2.2节）。不过，这种审议效应很可能在那些兴趣足够强、因而参加论坛投票的公众中最为显著；因此，这种参与应使论坛结果与普通民意调查的结果产生明显区别。所以，论坛的贤能效果应通过两种方式发生：（1）绕过那些选择继续疏离政治者的意见；（2）促进参与者的意见发展。除了贤能效果，论坛还可能通过其所促进讨论的公共可见性，略微提升大众公众意见的成熟程度。¶
公众对论坛投票中贤能式自我选择的任何不满，都应因认识到几乎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都以自我选择的自愿投票来选举总统和代表、许多国家也用它进行公民投票，而有所缓和。对这种“精英主义”的接受和赞赏，可能随时间增加，因为论坛运作时会与随机抽样民意调查比较，这应帮助公民认识到，赋予后者所表达的冷漠和无知政治影响力有多危险。因此，公民可能逐渐普遍把这种精英主义，视为应赋予论坛投票特殊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理由；于是，低投票率（例如合资格者的5%）不会使公民（因而也不会使其政治人物）觉得，这是忽略其结果和趋势的充分理由。相反，低参与率可以被理解为结果仅反映真正关心所涉议题的公民的观点。一般公众接触论坛过程，因此应当逐渐形成一种公共期待，要求政治代表受其结论指引，这就是论坛的第二项策略。当然，这种政治影响力潜力会鼓励特殊利益群体动员支持者参加论坛投票，并制作宣传，争取其他潜在投票者支持自身观点。这应有助于而非妨碍议题的公共审议，因为这些群体很可能受到表达不同观点、并在论坛投票中据此投票的其他群体反对。论坛选票应以均衡的议题描述，以及每个议题中最关键问题的选择，帮助引导这些辩论朝建设性方向发展。¶
教条型人格的人会被吸引来参加论坛投票，但这应使他们更多接触相反观点和信息，因为论坛的议题描述与问题就是为此设计的。而且，教条主义者与更讲理的人一样，会觉得必须公开回应反对自己的论证。论坛的重复投票将延长这种讨论与争论，并通过维持实质上相同的议程，帮助它们多年聚焦于具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需要理解对立论证，才能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论证，在未来投票中提高自己观点的得票。因此，论坛可能帮助教条主义者以及思想开放的参与者，形成更反思、更知情、更负社会责任的思考。不过，尤其在论坛运行初期，一些教条主义者可能把它视为阴险的邪恶而拒绝它，因为其提问方式要求开放、对话和观念交流，而这排斥了他们对信仰本身的笃信。政治理论家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 2006, 47）指出：“强调身份的人，可能仅仅因为触及其核心的问题要被审议这一想法，就感到受辱。他们想要的，反而是一种‘宣泄式’沟通，把群体团结起来，并要求他人尊重。”如第7.2.2节（E10）以及第8章更充分讨论的，教条态度的松动受到遗传及习得心理的限制，但在这一方向上的任何进展，都应有助于改善民主治理。¶
人民论坛意图绕过那些持续疏离政治的人，与其说是尝试忽略被疏远或士气低落的人，不如说是要为那些思考持久而重要的公共物品问题、并愿意表达观点的人发展政治影响力——其中也包括疏离问题。论坛可能通过持续开展关于如何应对疏离的公共讨论，并为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提供倡导疏离者利益的平台，帮助缓和疏离（见上文卡普兰的观点）。论坛的运行，也给边缘化者提供了目前尚无的发言机会。它甚至可能给他们这样做的激励：如果听说其投票会“绕过不参与的人”，他们可能怀疑这指的是自己，进而以投票反抗这种对待。其中一些人随后可能与同样感到疏离的人讨论观点，并敦促他们也来投票。¶
评价。上文指出，论坛的贤能功能应赋予其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论坛将执行第二项策略——为公众意见中最可能充分发展的部分建立政治影响力（中等效果）。论坛从贤能效果中形成的政治影响力，也应帮助执行发展大众公众意见这一第一项策略，因为它应激励公民参加论坛投票，从而更关心其涵盖的议题（低效果）。¶
贤能功能将通过使不愿从事民主工作（例如学习议题及参与公共辩论）的人，把这些工作留给有兴趣的人来做，产生效率这一制度收益（高）。贤能政治也可能少量产生以下各项政治平等收益：成员就公共政策相互传达观点的平等且有效机会（低）、投票机会（低），以及控制议程机会（低）；因为它为论坛创造的政治影响力，应鼓励所有公民使用论坛——讨论其议题、参与其投票，并检视其议程。这种激励，在一个政治体首次运行论坛的最初几年可能不会出现，但随着论坛建立并因潜在或实际影响力获得声誉，它可能发展出来。只有当论坛的贤能功能激起此前疏离政治公民的兴趣时，才会对全面包容这一政治平等收益作出贡献（极低）。贤能政治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应通过鼓励公民参加论坛投票，从而更关心其涵盖议题，促进获得充分知情理解机会这一治理收益（论坛第一项策略）（低效果）。论坛贤能政治的直接效果，是产生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这一治理收益（预计为中等效果，如上文论坛第二项策略所示）。¶
6.3.5 节约公民精力
任何增加公民政治参与的尝试，都必须尽量减少要求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Beetham 1992; G. Smith 2009, 18–19）。人民论坛要在这一约束下运作，每年不超过一次投票（在最初一两年为建立公共知名度而较频繁投票之后），似乎既必要又充分。把投票频率限制在每年不超过一次，也可留出时间，让公共讨论在连续几次投票所记录的意见中产生一些变化。论坛聚焦于帮助公众仅指出公共政策的广泛战略方向，也会产生节约，因为这会把这些指导方向之内大量详细的战术和操作性决策留给政治人物。人民论坛设计所提供的“时间节约”，将在下文第7.2.13节（E10）进一步讨论。¶
评价。节约精力和时间，邀请公民参与论坛，从而帮助执行发展大众公众意见的第一项策略。由于公民疏离政治且有确认偏误，这一作用评为低。¶
节约也会通过尽量减少制度运行所需的公民投入，产生效率这一制度收益（中）。它还帮助提供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适合程度（高），以及引入这些制度的可行性（中）这两项可迁移性收益。节约公民精力也有助于提供全部四项政治平等收益：全体公民平等且有效地相互传达政策观点的机会（中等效果）；投票机会（中）；控制议程机会（中）；以及体验全面包容的机会（中）。通过尽量减少公民任务，这项功能也促进获得充分知情理解机会这一治理收益（低效果，与上文论坛第一项策略相同）。¶
6.3.6 论坛五项主要功能的预期贡献汇总
表6.1列出这五项功能对执行论坛策略及提供收益的预期贡献。最右栏用0—5分的尺度，对预期贡献作总体评定：0表示论坛不能执行某项策略或提供某项收益，5表示预计非常有效。除引入可行性这一制度收益部分例外（如下文所述）之外，这些评分根据前文功能概述作出；概述把对策略和收益的预期贡献描述为不存在，或位于极低到极高之间的某一水平。当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论坛将如何表现的理解，给出不同评分。表6.1的评分，稍后将在表6.2与另外三种制度设计的收益评分比较，以判断哪一种可能最值得在实际运作规模上尝试。¶
前面对五项功能的描述表明，论坛执行第一项策略——促进大众公众意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议题上发展——可能只能取得参差不齐的效果。对这些议题多少有兴趣的公民，应得到论坛帮助，发展知识和意见；而绝大多数公民可能基本忽略这一制度，因此五项功能对该策略的总贡献，给予较低的2分。论坛执行第二项策略（为公众意见中最可能高度成熟的部分赋予政治影响力）的预期，则给予较高的4分，因为在论坛运行一段时间，¶
表6.1 PF五项功能对PF策略与收益的预期贡献。¶



	PF策略及可能产生的收益
	1 议题的公共审议
	2 审议议程
	3 检视基本议题
	4 贤能政治
	5 节约公民精力
	预期总贡献（0—5分）*





	策略
	
	
	
	
	
	



	第一项策略
	低
	低
	低
	低
	低
	2



	第二项策略
	中
	中
	中
	中
	—
	4



	收益：制度收益
	
	
	
	
	
	



	制度效率
	高
	—
	高
	高
	中
	4



	制度可迁移性：对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
	极高
	高
	—
	—
	高
	4



	制度可迁移性：对议题类型（战略议题）
	极高
	—
	极高
	—
	—
	5



	制度可迁移性：对政治体规模（大型）
	极高
	—
	极高
	—
	—
	5



	制度可迁移性：透明度
	高
	高
	极高
	—
	—
	4



	制度可迁移性：引入可行性
	—
	—
	—
	—
	中
	3**



	政治平等收益
	
	
	
	
	
	



	交流
	高
	—
	中
	低
	中
	4



	投票
	—
	—
	—
	低
	中
	3



	议程控制
	—
	高
	中
	低
	中
	4



	全面包容
	—
	—
	—
	极低
	中
	2



	治理收益
	
	
	
	
	
	



	充分知情的理解
	低
	低
	低
	低
	低
	2



	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
	中
	中
	中
	中
	—
	4





	五项功能对论坛执行某项策略及提供某项收益的预期总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作出贡献的功能数量，尤其取决于每项贡献预期的有效程度。例如，全部五项功能都应对充分知情理解这一收益有所贡献，但每项预计都很微弱，因此预期总体效果评为低，即第6.3.6节所述0—5分尺度中的2分。** 关于引入可行性，见第6.3.6节。


表格来源与文字说明：原书物理第288页／印刷第287页，Paul E. Smith。原表的low、mod、high、v low、v high分别译为低、中、高、极低、极高；短横和长横统一显示为“—”，均表示该格无预期贡献；所有数值与星号原样对应。原表总栏为总体判断，不是各行单元格的算术相加。¶
其贤能功能在参与者、评论者及一般公众中得到广泛理解后，便可能开始良好运作。¶
根据前文关于五项功能预期提供收益的描述，论坛应能较好提供效率这一制度收益，因此这些功能的预期总贡献评为4分。在构成可迁移性的五项制度收益中，对政治制度类型（自由民主制）的适用性给予较高的4分，因为预计论坛会受到自由民主国家公民欢迎，延续他们寻求以议题为基础、绕过意识形态和传统政党活动来参与政治的当前趋势。论坛也应有效帮助处理战略议题（5分），并应对大型政治体（5分），如州、国家、多国乃至潜在的全球治理。透明度（4分）评为高，因为预计前三项功能允许公众密切审视论坛。这五项功能的有限选择（见下文第7.1节）仅略微涉及的可迁移性收益，是引入可行性（3分）；但它仍获较高评价，因为论坛设计允许通过私人行动把它引入自由民主制度。上文第6.2.3节已一般性讨论这一途径，下文第6.4节及第7.2.12节将联系本制度讨论。¶
在政治平等收益方面，五项主要功能应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的相互传达观点机会（4分）、投票机会（3分），以及控制议程机会（4分）；但包容性（2分）将较差，因为许多公民仍不会对公共事务，特别是论坛所聚焦的战略政策感兴趣。由于许多公民疏离政治，为全体公民提供获得充分知情理解机会这一治理收益（2分），预计只能少量实现。如果可迁移性较高，而这看来很可能，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这一治理收益（4分）应能得到良好提供。¶
6.4 发起并运行论坛
人民论坛的潜在“市场”，最初包括自由民主制的州与国家政府。随后，它可以调整，以服务于多国和全球治理。它在自由民主国家中的运作，可能树立榜样，鼓励较不民主乃至威权政体下的公众，推动在自身政治体中建立论坛。政府可以把人民论坛作为一项独立公共服务来资助，并交由非政府组织或私人企业管理，以确保公众认为它不受政府控制。数次试图让政治人物对此制度感兴趣的尝试表明，除非公民亲身体验它、产生对它的欲求，并随后敦促政府资助，他们很可能不会提供它。因此，示范试验似乎是实施的必要第一步。论坛设计使这种示范可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开展，所以可向私人来源寻求资金，例如慈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公民（通过众筹）、民意调查公司、媒体企业、电信公司，或有兴趣提升自身形象、改善政府政策以增加企业投资战略确定性的公司。论坛试验可由现有非政府组织发起，也可由少数公民为此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的机构会尝试筹集所需资金；若成功，就用来聘请一个也许由十人组成的小团队，建立并运行论坛。如第6.1.4节所述，“技术、风险和价值观方面的议题必须提炼出要点，问题必须切中要害，并指向解决问题。”因此，管理团队必须包含熟悉政治议题，并具备议题分析、投票提问技术、公共审议心理学、企业管理及信息技术技能的成员。团队会安排部分工作外包，如投票宣传及信息技术应用，使其能够专注于设计、编制选票，公共关系，向媒体提供投票结果和分析，以及论坛整体管理。如果论坛运行头一两年引发积极公众兴趣，就可能开始形成政治压力，要求把它接纳为民主治理机制的正式组成部分。如果这种压力变强，国家可以承担论坛经费，但管理必须继续独立于政府，完全掌握在工作人员手中。对管理者的规制由公众压力完成：如果人民论坛获得了偏颇、无关紧要或其他严重缺陷的公共声誉，公民就会通过不参加投票，并鼓励政治人物不予资助、忽略其结果，摧毁它。¶
在澳大利亚情境中，塔斯马尼亚这个岛州应当是很好的试验场，因为它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物理分隔，使塔斯马尼亚人有一种鲜明意识，认为自己有能力影响未来。该州五十万人口的规模，应足以围绕根本、长期议题展开有活力的讨论。该州还有长期而持续处理高度分裂议题的经验，因此应欢迎一种处理它们的新方式。在这里进行五年人民论坛试验，采用电话及互联网投票、免费纸质与网站选票，以及一些广告，成本可能约为1,000万澳元。五年后，这样的测试应能显示，投票是否开始被公众接纳为一种政治制度。在此期间，它可能尚未产生政治影响力，但可能正在提高对此的期待，吸引越来越多投票者参与，促进公众思考关键议题，并显示参与者对所处理议题的意见趋势。试验启动时，可把最初三次投票安排为每隔六个月举行，以宣传论坛，并迅速度过针对最初投票结果可能产生的反弹性投票。此后可改为每年举行。¶
在澳大利亚开展这种试验的一个障碍，是法律禁止联邦政府把电子版
选民名册提供给未经法律授权使用的私人利益方。如果由非政府团体运行试验，就无法实现上文第6.1.3节所讨论的有高度安全保障的自发投票。不过，可以让论坛先开展一系列没有严格投票安全保障的投票，以应对这一问题。如果只依赖网站选票、不提供免费纸质版，五年示范的成本可能约为500万澳元。这应使公众看见制度的潜力；如果公民随后希望把它作为真正运作的政治制度来试验，公众舆论压力便可能促成政府合作，加上政府或其他来源的资金支持，允许开展功能完备的投票。一旦它建立并成功运行，就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参与范例，引起全球广泛兴趣，促使政治人物或公民把人民论坛引入其他州和国家，并可能将其调整用于国际和全球层面。¶
6.5 人民论坛与审议民主原则及设计的比较
由于人民论坛是为大规模运作而设计，它具有广泛覆盖能力，可以利用其他范围有限机制的投入。这样的限制可能包括：无法同时处理大量议题；无法促进对具有根本或系统性影响议题的审议；无法让极大量公民参与审议。至少具有第一和最后一项限制的机制例子，是下文第9.1节将简要描述的审议式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每次运行时，这种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显示，一个运作中的人民论坛数年后可能在某一个议题上如何改变公众意见——前提是该议题不受其他议题强烈影响。如果把审议式民意调查或其他范围有限的机制，谨慎用于这种预测功能，它们可能为人民论坛带来有效宣传，帮助吸引更多投票者、产生更多公共审议，并施加更大政治影响力。这类审议式迷你公众（它们是统计上可靠的人口样本）也可以通过提供地方性的密集审议场所来帮助人民论坛，为更广泛的公众意见发展作出贡献，为论坛记录的智慧添上一点内容。反过来，人民论坛可呈现州、全国或全球有影响力的公众意见表达，供这些迷你公众贡献力量，从而帮助它们运作。索沃德（2001）提出，直接民主与审议民主机制之间的合作能改善民主；史密斯（2005, 112）也指出，如果“不同创新能够以不同方式增加并深化公民参与，那么对民主创新进行富有创造力、想象力的组合或排序，就有可能提高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成效”。政治学家卡罗琳·亨德里克斯（Carolyn Hendriks 2006, 499, 502–3）认为，这对审议机制是必要的，因为“除非微观论坛与其宏观讨论环境紧密相连，否则它就有可能淹没在其他公共谈话的海洋中”。因此，她主张建立一个“整合的公共审议系统”，使“结构化的审议场域，与公民社会中一些更不受约束、非正式的审议方式共同运作”。人民论坛有潜力鼓励极大量人同时审议大量根本议题，因此可能为这种整合系统提供基础。¶
6.5.1 人民论坛与审议民主及公共管理原则的比较
人民论坛是一项审议设计，因此，确保民主治理中公共审议的标准，应有助于判断论坛发挥作用的潜力。政治学家阿肯·冯（Archon Fung）和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2003），以“赋权式参与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EPG）的原则及“设计属性”形式，提出了此类标准。他们的第一个原则，是聚焦地方层面的实际问题与社会具体关切。人民论坛也具有这种聚焦，但仅以间接方式，因为它被设计为作系统性处理，即关注问题的根本原因。EPG的另外两项原则在论坛设计中更容易辨认，而且它们要求审议民主：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及通过审议产生解决方案。除了这三项原则，人民论坛也大致遵循EPG的三项“设计属性”。第一项是权力下放；与EPG不同，它不止下放到地方机构，而是更进一步，下放给公民。第二项设计属性，即集中监督与协调，是论坛的基本要素，因为这正是管理者的工作。第三项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要“占据国家权力，并改造正式治理制度”（Fung and Wright 2003, 22）；这是人民论坛的关键特征，因为若证明有效，民众的接受将促使国家落实其投票结果中演变出来的政策趋势。¶
彼得·莱文（Peter Levine）、阿肯·冯和约翰·加斯蒂尔（John Gastil 2005, 273–74）观察到，在倡导民主审议创新的政治理论家群体中，似乎广泛同意，任何此类机制都应：¶

	对政治影响力抱有现实预期；

	把关键利益相关方与公众纳入审议；

	促进知情、尽责、朝共同立场努力的讨论；

	使用中立、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参与者完成公平议程；

	为其建议赢得广泛公众支持；

	具有可持续性。


他们还指出（Levine et al. 2005, 274–77），虽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共识，但努力发展共识会产生益处；组织至关重要；规模同样重要，即既要向“外”扩展，触及尽可能多的公众，也要向“上”扩展，处理州、国家和全球等战略层面的关切。莱文、冯和加斯蒂尔（2005, 238）强调：¶

以开放心态持续发现彼此可能变化的价值观与利益的重要性，我们称之为“动态更新”……随着过程演进，富有成效的审议参与者应持续、有意识地更新自己对共同利益及冲突利益的理解。


人民论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所有这些关切。对于中立、专业工作人员的要求，它不是通过给公民小组提供主持人与议题专家建议来满足，而是让具有专业资格的工作人员管理论坛投票；他们可以就议题及选票内容，特别是议题选择与描述、问题选择，以及不同议题和问题间联系的标示，咨询专家。¶
新闻学者戴维·赖夫（David Ryfe 2005, 59, 57, 63–64）观察到，公民审议是间歇性的、困难且试探性的；它受问责感、重大利害关系与观点多样性驱动；规则、领导，以及与熟练审议者共同审议所带来的学习，也能促进它。论坛似乎容纳或运用了大部分这些反应。它通过呈现一份设计良好的选票，尝试以规则、领导及与具有这些技能的人共同审议来促进审议。伊丽莎白·泰斯-莫尔斯（Elizabeth Theiss-Morse）与约翰·希宾（John Hibbing 2005, 243）强调，面对面审议对一般公众而言很困难，主要因为许多公民谈论政策时感到不自在，对政治缺乏兴趣，并忙于做其他在个人看来更相关的事。他们的观察来自在美国各地组织的大量政治焦点小组，以及“对经验证据的仔细回顾；[这]表明，许多人缺乏参与一般公民生活、尤其政治生活的动机……加入群体并不是拥抱政治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回避政治的方式”（Theiss-Morse and Hibbing 2005, 244）。人民论坛的设计通过不依赖公民会议、利用投票提供思考议题的激励，以及设计选票来便利这种思考，应对这种不情愿。¶
法学家、奥巴马政府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前主任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2002）担忧，人们倾向于在志同道合的群体或“孤立群落”中讨论议题，会制造极端观点。他指出，财富与技术所促进的个体化会分裂社群，因为它帮助人们与持有相似观点者交往。例如，政治博客能够创造彼此妖魔化的党派社群。为尝试防止这一点，桑斯坦（2002, 188, 195）建议：¶

诀窍是产生一种制度设计，提高审议朝合理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使任何极化——如果发生——都是学习的结果，而非群体动力的结果……应为群落内部审议创造空间，但不把群落成员与持相反观点者隔绝，也不把群落之外的人与内部观点隔绝。


人民论坛将通过公布投票结果来对抗这种隔绝，不仅显示公民观点的差异，也显示其中一些差异的理由。这会邀请公众讨论并审议这些理由，使人们要么更接近共识，要么更好理解分歧；后者可能帮助他们最终同意，应以多数意见为准。关于极化及论坛如何处理它的更多讨论，见第7.2.2节E13。¶
任何治理体系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激励相容机制（incentive compatible devices，ICDs）可能削弱公民的合作倾向（Orbell et al. 2004）。ICDs是法律、税制等工具，用以使个人自利与群体利益一致。由于这些机制对选择的构造，使公民无需唤起对公共物品的伦理关切，这种关切可能萎缩，或其发展被忽略（Frohlich and Oppenheimer 1996）。这使正式制度难以把培养个人伦理责任与改善集体福祉相结合（Frohlich and Oppenheimer 2003）。因此，民主制度不应完全依赖ICDs。人民论坛应当不会遭遇这一问题，因为它邀请公民参与设计和选择ICDs，从而维持并发展社会责任。公民会通过参与选票编制，以及利用论坛投票表达自己、倾听彼此，来做到这一点。¶
布赖恩·黑德（Brian Head）与约翰·奥尔福德（John Alford，2008）报告，公共管理研究及实践经验表明，“棘手”问题的社会复杂性，要求通过广泛协作加以管理。他们建议采用以结果为焦点的系统思维，以及“适应型领导”。领导学者罗纳德·海菲茨（Ronald Heifetz，引自 Head and Alford 2008, 20–21）把后者描述为“动员适应性工作”，在其中，公共管理者：¶

领导组织成员和／或利益相关方自己开展集体工作，识别问题，并发展处理办法。实际上，被领导者被要求履行共同的领导角色，设定方向（原文强调）。


因此，被领导者通过“设定方向”，被要求来领导。这就是三重功能失调假说为民主制度提出的补救：人民应成为积极、称职的指挥者。人民论坛的设计，旨在通过促进协作沟通，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黑德和奥尔福德规定，此类制度必须在利益相关方及其他各方中建立信任与承诺：论坛可以通过保持透明、可能被公民拒绝，以及使政策建议的执行取决于普遍接受程度，来实现这一点，如下文第7.2.9节所讨论的。¶
6.5.2 人民论坛与其他拟议审议设计的比较
现在将人民论坛与目的相近的设计比较：这些设计旨在自由民主政治体的大规模范围内发展公共政策，主要依靠公民充分知情的理解。如前所述，并将在下文第9.1节讨论，还有许多审议机制具有很大价值，但由于它们不以向大规模迁移为目标，不能与论坛直接比较。¶
以下比较先描述此前提出的三种设计。每种描述结束时，都评估该设计似乎具备的提供第6.2节所定义收益的能力。在这些评估中，各项收益名称后括号内给出能力的建议评分。与表6.1（原书第287页）对人民论坛所作的评价一样，评分尺度为0（不能提供该收益）至5（非常有效地提供该收益）。当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对有关设计可能有效程度的判断，给出不同评分。如第6.2.4节所强调的，这里每项评分，都衡量该制度预计向治理贡献一项收益的程度，而非该制度为直接参与者产生该收益的程度。表6.2（原书第312页）初步比较这三种设计与人民论坛。随后，通过观察另外五项设计提案，扩大这一比较。¶
6.5.2.1 民众分支
民众分支（Popular Branch）由法学家伊桑·莱布（Ethan Leib，2004）提出，是一种旨在增强美国联邦政府代表性、促进其政策发展的迷你公众。这一制度将由525名公民组成，他们通过对全体具备投票资格的美国公民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而被强制选出；在同一地点，分为35个陪审小组工作，每组15人，同样以分层随机样本组成（Leib 2004, 23），并在全体会议上比较各组审议情况。民众分支会考虑由公民发起公投（CIR）所提名、获得至少10%美国选民响应的议题。每个议题审议几天，所获协助类似审议式民意调查，包括提供有关所处理议题的均衡信息。该分支的结论将成为法律，因此建立它需要修改美国宪法。¶
民众分支一次只处理一个议题，因此，取决于议题复杂性，其作出结论的速度看起来可能远慢于每周一个议题。这可能成为瓶颈，并可能因在充分考虑其他强相关议题之前就审议某些议题，而产生有缺陷的结论。另一个问题，是建立并维持该分支需要政治意愿。莱布（2004, 135）希望，通过公民与政治人物体验审议式民意调查等活动，能发展这种意愿；但他承认，“很难指望那些常常觉得自己权力还不够的政治人物，把权力重新委托给人民”。¶
制度收益。民众分支的结构化审议意味着一次只能审议一个议题，因此，在某一时期——例如一年——内审议哪些议题的议程，会成为需要民众控制的公共争论事项，所以将使用CIR选择所处理议题。这限制了效率（3分），因为CIR非常昂贵：如今在加利福尼亚州把一项提案列上CIR选票，成本超过100万美元（Lupia and Matsusaka 2004）。莱布的设计基于一种假设：严格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以结构化方式审议，是增强民主的必要条件。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与辛西娅·法勒（Cynthia Farrar 2005, 77）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今后最重要的挑战，是找到调整、制度化，并
扩大审议式民意调查规模的方法，同时保留其定义性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大规模随机公民样本，以及让他们系统接触不同观点。¶
随机抽样在透明度（2分）方面制造了困难，可能导致向民主政治体迁移的能力偏低：人民可能不信任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的审议。审议既必须发生在精英层面，也必须发生在较低层面，才能不仅发展法律和政策，也发展维持它们所需的态度与意见（G. Smith 2003, 86）。法律和政策的根本改变，若要长期得到公民支持，那些选择关心的人就必须能够理解这些改变，并有机会影响它们。约翰·帕金森注意到莱布此类方案中的正当性问题，呼吁：¶

我们放松一些早期理论家无意中对审议设计施加的严格制度限制，从而能够把正当性理解为：它在更广泛审议系统的多个审议时刻中形成……让远比任何单一微观审议过程所能容纳的更多人参与审议民主，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技术意义上进行审议。（Parkinson 2006, 174）


另一个可迁移性问题，是缺乏引入可行性（1分），因为启动和运行民众分支需要政治意愿。对政治制度类型的可迁移性（4分）预计较高，因为某种形式的民众分支应适用于任何自由民主文化。¶
该分支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议题的限制，很可能严重削弱对根本、战略议题的可迁移性（1分），因为强相关议题可能被忽略。人们关注那些更明显或更紧迫、因而能在CIR中得到良好响应的症状，会使许多公共物品问题的根源被忽视。通过CIR选择议程项目，不能保证公众对议程项目的选择与排序开展充分审议。对于某些战略议题，称职的政策可能依赖民众价值观与优先事项的调整。最低限度，这也需要公共审议；因此，选取分支成员的抽样所造成的公民排除，会妨碍或阻断进展。最后一项可迁移性收益，是对大规模（4分）国家治理的适用性；该项较高，因为民众分支正是为此专门设计的。¶
政治平等收益。民众分支的随机抽样，几乎没有为全体公民就其所处理事务相互传达观点提供额外机会（1分）。它也未向全体公民提供对政策投票的机会（0分）。除了效率与可迁移性方面的不足，CIR的财务成本还会限制民众控制议程的机会（2分）。随机样本的分层，应能相当好地实现对所有社会经济、族群、文化及其他群体的包容（4分）。¶
治理收益。在该分支的过程中，全体公民获得对所处理议题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1分），大体缺失。那些操纵民选代表行动的特殊利益方，也很可能影响随机选出代表的政治活动。由于两类代表都只占选民的极小部分，特殊利益运作者能够对他们如何投票、谁在其议会内获得领导职位施加一些影响。记者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引自 Snider 2007, 4）指出，随机样本小组“不会与政治隔绝，却会与问责隔绝”。¶
民众分支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提供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这一治理收益（2分）。虽然公布该分支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可能给充分知情公民的观点带来少许支持和政治影响力，但该分支对战略议题的可迁移性很可能较差，因此可能使这种对公共政策根本问题的支持与影响变得混乱。¶
6.5.2.2 人民议院
政治学家凯文·奥利里（Kevin O’Leary，2006）提出，通过一个大得多的样本，对美国国家治理作审议式改进：设立435个称为地方公民大会的审议小组，每组由100名随机选出、并自愿接受该角色的公民组成。成员任期限定为两年；每个大会代表一个国会选区，与该选区现有的众议员代表并存。地方公民大会每月有两三晚面对面开展工作，并通过互联网连接，共同构成一个由43,500名代表组成、分散运作的全国“大会议事体”。奥利里设想的建立第一阶段中，这个大会没有正式权力，但其审议和投票可以为国会与总统提供信息。大会的议程由一个50人全国指导委员会制定；这50人从435名候选人中随机选出，任期两年，每位候选人由435个公民大会中的一个提名。议程项目从国会立法计划中选取，重点关注已经众议院或参议院一院通过、等待另一院批准的法案。由于整个全国大会必须同时处理每项立法提案，因此每年只能处理其中极为有限的数量。¶
奥利里提案的第二阶段是人民议院（People’s House），即全国大会经宪法修正获得权力之后的形态：它可帮助制定立法议程，并能够否决众议院或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可以用60%的票数推翻人民议院的否决。人民议院还将拥有“开门”权：¶

强制对某些迄今滞留委员会、注定胎死腹中的法案进行全院表决。其他积极权力包括：在众议院或参议院提出法案的权力，对正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全院审议的法案提出修正的权力，向个别议员发出经正式通过的指示的能力，以及起草面向整个众议院或参议院的一般性决议的权利。（O’Leary 2006, 8）


公民大会成员每月将因其贡献获得$100；指导委员会的50名成员，每人每年获得$75,000，因为他们的工作重要且要求很高，可能需要全职投入（O’Leary 2006, 159）。后者的薪酬有助于“确保这些代表在成为各利益集团游说重点时，仍能保持正直与诚实”（O’Leary 2006, 249n32）。这些报酬合计55,950,000美元，再加上包括25名技术和行政人员在内的支持成本，总额必将超过6,000万美元。¶
奥利里（2006, 113–26）把人民议院的使命概括为：让公众发声，遏制特殊利益的过度影响，为公众提供打破立法僵局的机制，以及更公平地汇总选民偏好。虽然人民议院是作为美国制度的附加部分而设计，但某种相似形式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民主政体，包括议会制，以及采用多席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政体。¶
制度收益。人民议院设计提供中等效率（3分），因为每年超过6,000万美元的总财务成本由所有公民分担（O’Leary 2006, 159）。如下文治理收益部分将讨论的，它可能因为使立法者受挫而损失一些效率。不过，如那里所指出的，这种损失可能产生一项治理收益。¶
向民主政治制度迁移的能力，会因随机样本结构造成的对全体公民透明度不足（3分）而受限制；但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大量代表所补偿，因为公民较容易接触到他们。可迁移性的另一个限制，是人民议院的引入可行性（2分）取决于形成政治意愿，先制定法律建立大会，再修改宪法把它变成人民议院。奥利里（2006, 130–32）建议，可以先在少数几个州引入制度，开始发展支持大会的全国政治意愿，以克服这一问题。但即使在这种规模上引入，也需要可能无法形成的政治意愿（Gastil 2007, 646）。引入可行性的另一困难，是全国大会／人民议院的每位潜在成员，很可能没有激励“拿出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认真处理公共政策议题”（Snider 2007, 4），因为他们每月只获得$100，而且只是43,500个声音中的一个，而这一机构又只对立法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战略议题方面的可迁移性（2分）可能受限，因为全国大会／人民议院无法同时以全面方式处理大量议题。这很可能使议题之间的重要联系被忽略，包括公民对自身价值观与优先事项的检视。全国指导委员会只能把所有435个地方公民大会能够作为全国大会或人民议院在几个月或一年内考虑的议题列入议程，因此每年得到处理的议题数量极为有限。人民议院倾向于关注国会现行立法计划，也强化了这一效应。此外，议院的随机抽样几乎不能促进整个人民整体的审议。因此，人民议院的审议可能相当狭隘、割裂且不灵活。问题的症状可能得到关注，而根本原因被忽略。审议中的任何此类优先次序混乱，都可能限制公众意见和文化的发展，阻止那些本可奏效的改革实施。下文也指出，随机抽样的这种效应会使公民获得充分知情理解机会这一治理收益不足。然而，与此不足相对，它向各种自由民主政治制度（4分）中的大规模（4分）国家政府迁移，似乎颇为可行。¶
政治平等收益。全国大会／人民议院会为全体公民相互传达观点增加一些机会（3分），因为43,500人这个非常大的样本会吸引公众注意其审议。这么多代表也会使公民更容易接近这些政治代理人，从而应激励公民向代表及其他公民表达政策观点。这种设计不提供全体公民就政策投票的机会（0分）。所有公民控制议程的机会（2分）有限，因为他们的投入必须先经人民议院，再经50人全国指导委员会，而后者又大体限于帮助国会设定议程。非常大的样本应能够实现社会群体的全面包容（4分）。¶
治理收益。如上所述，全国大会／人民议院设计不邀请所有选民积极参与，因此不太可能鼓励许多公民更有效地思考议题。发展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不足（2分），很可能意味着，民选政治人物在全国大会／人民议院协助下所能产生的立法与公共政策质量，会因缺少大众支持而受到某种限制。上文对民众分支也预测了相同缺陷，但人民议院因在社群中存在得更广泛，在这方面应不会表现得那么差。即便如此，人民议院43,500名成员的数量，可能仍足够有限，使特殊利益运作者能够扭曲或阻止充分知情理解的发展（Rauch，引自 Snider 2007, 4）。¶
人民议院经过审议的观点与大众公众意见之间的任何脱节，都可能使人民议院的否决权，挫败立法者代表大众意见的角色。尽管立法者能够以60%的特定多数推翻人民议院，这种挫折仍可能让他们疲惫；但这些由看似低效设计引起的政治斗争，可能培养两项治理收益。第一，对所涉议题的公共讨论与教育产生一些刺激；上文对充分知情理解建议的2分，已考虑这一点。第二项治理收益，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公民表明，其政治人物应遵从人民议院的审议结论，因为相比大量公民通过自身往往疏离、因而常常信息不足的公众意见施加政治影响，它更能胜任公共利益的代表。这项有限的治理收益，就是人民议院产生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2分）的微弱倾向。¶
6.5.2.3 金字塔式民主
与民众分支和人民议院在现行代议制度上增设迷你公众不同，政治学家斯蒂芬·R.沙洛姆（Stephen R. Shalom 2005; 2008）与数学家马库斯·皮瓦托（Marcus Pivato，2009）各自独立提出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改变。皮瓦托称这一制度为金字塔式民主，并指出，巴西许多城市当前的参与式预算，采用了它的一种三层近似形式。他指出，这并非新想法，早在17世纪就有人讨论过。¶
金字塔式民主旨在以多层民众议会，完全替换现行民主的省级和国家政府；每层由下一层的代表组成。全国所有公民都受邀参加基层的一个议会或“节点”（Pivato 2009），每个节点选举一名成员，到第二层规模相近的节点代表自己；第二层同样选举代表进入第三层，依此类推，直至一个构成最高层的最高节点。该节点履行最终立法与行政职能，规模远大于下层节点，有100名成员。沙洛姆设想，整个“嵌套议事会”金字塔中，每个议事会或节点有25—50名公民；而皮瓦托偏好每个至少7人、最多10人。这些规模限制旨在促进人际审议（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线），但较大规模会尽量减少层数。这一制度的数学关系是：若所有节点都由10名公民或代表组成（最高层有100名成员，例外），那么七层（第一层或基层由底部节点组成）就能服务一个拥有1亿公民的国家，即使参与资格没有年龄或其他限制。同样，九个这样的层级就能代表100亿人。如果每六人中仅有一人有兴趣参与基层，那么八层就可能用这种方式治理当前地球人口。¶
金字塔式民主向所有公民提供基层面对面或在线审议参与，也向许多公民提供较高层参与。每位代表向其所代表的节点负责，节点可随时另选一人替换她。皮瓦托规定，节点成员资格是自愿的，公民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议题类型选择加入某个节点；而沙洛姆设想，以地理邻近为决定因素，以便面对面审议。节点成员可自由选择是否接纳新成员、开除现有成员，以及替换上一层的代表。通过在线实时审议，以及电子邮件、博客或其他“虚拟论坛”，可便利节点按意识形态亲近或对特定议题类型的兴趣来运作。上层代表必须处理众多不同议题，因此他们的工作会是全职，需要相应报酬。这些人将非常称职，因为他们逐层上升，是基于曾共事节点成员对其奉献精神与能力的个人评估。皮瓦托指出，这使金字塔式民主具有贤能
政治性质，同时又具有审议性，并通过代表向其所代表节点汇报的沟通链，对全体公民负责。他还指出，代表替换或脱离的“级联”可能沿金字塔向上传播，使其不稳定或崩溃；但他说明，可以通过宪法规定强制等待期来防止这一点，分别针对更换代表、允许新代表开始投票、允许其脱离、允许脱离者在新节点开始投票，以及成员少于最低人数的节点恢复最低规模等情况。¶
沙洛姆将自己的设计称为ParPolity。它以节点成员的地理基础，形成一个低层覆盖地方与省级事务、高层覆盖国家或更广范围事务的金字塔。他建议设立“高级议事会法院”，防止多数决不正当地损害少数群体。该法院将由随机选出的41名公民组成，任期两年、交错更替。基层以上每一层还需要较低级议事会法院体系，用来判断一个议题是否应由更高层决定。由于皮瓦托设想节点围绕议题类型形成，他的版本可能需要为地方、州（省）、国家和全球议题分别设立金字塔。参与其中不止一个金字塔，可能使公民任务过于繁重或缺少焦点，因此他们可能选择只专注于一个治理层级。这些层级和金字塔之间的政策协调可能造成问题。在沙洛姆的版本中，对较高层广泛政策感兴趣的公民，可能发现在基层节点开始审议此类国家或全球政策很困难，因为基层可能聚焦地方议题。沙洛姆的制度对公民而言似乎令人困惑，而皮瓦托的制度也可能因协调不同金字塔政策工作的难题，使公民不堪重负。¶
金字塔式民主需要更清晰的表述，下述评估主要尝试评价皮瓦托的版本。因此，下面对金字塔式民主各项收益给出的评分，尤其值得质疑。¶
制度收益。金字塔式民主要求公民投入大量时间，因此效率不足（3分）；但它消除了选举民主正式制度的开支，以及政党成员（如支持竞选活动）和政治人物顾问的工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大量开展探究和审议的公民，会增加对相关且准确信息的需求，也可能帮助提高效率。这可能把专业游说从粉饰和人情交易，转变为向节点成员与一般公众提供可靠信息。¶
如果皮瓦托制度漫长的责任链，损害了金字塔底层公民所能获得的透明度（2分），其向民主政体迁移的能力就可能不足。需要在多个金字塔之间协调政策，会使这些责任链更复杂；这些金字塔既聚焦于从地方到国家及全球的不同空间管辖尺度，也聚焦于从操作性到战略性的不同政策时间层级。较低的引入可行性（1分）是另一个可迁移性问题，因为引入金字塔式民主似乎需要整个社群的极强需求，才能产生政治意愿，把它作为可能取代现有民选代表立法机关的正式制度。皮瓦托建议，通过渐进、实验的方式实施金字塔制度，发展这种民众需求；这应能让公民了解其潜力，并在用于地区或国家治理之前揭示缺陷，防止大规模治理失败。他设想，支持金字塔式民主的政治意愿可从学生团体、私人俱乐部和专业协会等“微型政治体”开始。然而，这些团体没有显示出想要多层金字塔复杂代议链的迹象。也许其利益焦点狭窄，使这种制度不仅不必要，还成为累赘。¶
另一个可迁移性问题是，漫长的责任链可能使金字塔在特定时期内无法考虑足够多的政策问题，因而不能胜任战略议题（1分）。这可能是重大缺陷，因为如前所述，许多议题相互关联，因此应以协调方式审议，例如同时进行，或按特定顺序进行，并提供反馈，帮助公民随着相关议题意见的发展而更新思考。为审议战略议题，节点可能必须遵循适用于整个金字塔、甚至跨越多个金字塔的议程。这样，当高层审议发现基层需要考虑其遗漏的问题时，高层节点便可向全部较低层引入话题，例如，为使某一高层或某个金字塔识别并支持的新政策得以实施，公民可能必须缴纳更多税收，或改变其他期待。下一节（第6.5.2.4节）分析尼古拉斯·博古睿治理研究所的提案时，将进一步讨论金字塔制度对战略议题的可迁移性问题。虽然巴西阿雷格里港为参与式预算发展出的相对简单三层金字塔运行良好，但它用于年度预算，是操作性政策工具，而不是战略政策工具。¶
金字塔式民主有潜力迁移到大规模（5分）的国家、多国（以及潜在的全球）自由民主政治制度（4分）。然而，通过漫长授权链及金字塔之间的沟通能否产生良好问责，似乎值得怀疑，上文较低的透明度评分已体现这一点。¶
政治平等收益。与选举民主制度相比，金字塔式民主会给公民更多机会，向整个政治体的其他公民表达观点（3分）。这是因为节点内部、层级之间，以及同层各节点之间都可能沟通：代表把观点汇报到上一层，再传回较低层节点进行审议。高层节点分析并公布政策问题，会支持这些效应，因为这些群体会获得专业报酬，并拥有开展这项工作的时间和设施。然而，金字塔之间的沟通也可能提供过多信息，使公民困惑。¶
公民对政策投票的机会有限（3分），因为所有公民的投票，都限于作为基层节点成员，或作为较高层节点代表而参与。代表只能在自己代表下层节点所进入的节点内投票；不能在其所代表的节点中投票。漫长的责任链可能给民众控制议程造成困难（3分）。节点成员资格自愿，加上必须参加会议的义务，可能妨碍所有社会经济及其他群体的全面包容（3分），尽管每个节点都可自由围绕成员共同利益而形成。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的经验表明，每个金字塔都未必实现包容，因为审议战略性或较高管辖层级议题的节点，往往会由政治活跃的中产阶级公民主导（G. Smith 2009, 69–70）。¶
治理收益。节点成员资格可以为所有公民提供获得充分知情理解的机会（3分），但受限于这些群体的较小规模。当节点围绕共同利益形成时，很可能发生极化。这可能出现在低层，并在高层造成僵持，致使成员以投票代替审议。皮瓦托（2009, 19）预计，随着代表向下层节点汇报，这种观点冲突会抵消极化；但这一往复过程可能过于耗时、间接，难有明显教育效果，还可能阻碍参与。低层节点可能存续太短，或成员变动太大，无法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也无法保持决策一致。这可能使高层成员难以代表低层。参与人数可能非常庞大，这有助于充分知情的理解，因为特殊利益操纵舆论的成本可能变得极高；同时，众多努力作为节点成员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公民，更可能揭露这种腐败，使其受到公众谴责。¶
金字塔式民主的贤能功能，可能产生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4分）。对战略议题的可迁移性可能不足，会限制其充分知情程度，从而限制这种贤能政治的效用；但这已在对战略议题可迁移性的低评分中体现。¶
6.5.2.4 比较四种设计，并考察另外五种
上文对预期收益供给所建议的评分，与表6.1中对人民论坛建议的评分，一并列于表6.2比较。如第6.2.4节所述，这些评分及其所置入的评价框架，都不是最终定论，而是供人考虑，可能引来对评分的修改或认可、为每项评分赋予不同权重，或修改框架本身。可能需要更仔细关注的一项评分，是对政治制度的可迁移性这一制度收益。为简明起见，此处比较所考虑的制度是“自由民主制”，这忽略了每种自由民主制度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如果要比较各制度设计对譬如澳大利亚的适合程度，就应在选择每种设计对政治制度可迁移性的评分时，考虑该自由民主制度的特征。这里还应注意，表6.2给出了两组总分：一组完整总分，另一组则省略引入可行性评分，以便比较四种设计的潜力，而不掺入它们是否真的能被引入所考虑政治制度这一复杂问题。¶
人民论坛在这里被列为最有前景的设计，总分44，其中也包括最高的引入可行性评分（3分）。这一¶
表6.2 四种制度设计预期收益的比较。¶
各项预期收益供给*：0＝没有供给；5＝非常有效的供给。¶



	收益类型
	民众分支
	人民议院
	金字塔式民主
	人民论坛**





	与现行制度的关系
	增设于选举民主制
	增设于选举民主制
	取代选举民主制
	增设于选举民主制



	参与方式
	强制随机抽样
	自愿随机抽样
	向全体公民开放的自我选择
	向全体公民开放的自我选择



	制度收益
	
	
	
	



	制度效率
	3
	3
	3
	4



	制度可迁移性：对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
	4
	4
	4
	4



	制度可迁移性：对议题类型（战略议题）
	1
	2
	1
	5



	制度可迁移性：对政治体规模（大型）
	4
	4
	5
	5



	制度可迁移性：透明度
	2
	3
	2
	4



	制度可迁移性：引入可行性
	1
	2
	1
	3



	政治平等收益
	
	
	
	



	交流
	1
	3
	3
	4



	投票
	0
	0
	3
	3



	议程控制
	2
	2
	3
	4



	全面包容
	4
	4
	3
	2



	治理收益
	
	
	
	



	充分知情的理解
	1
	2
	3
	2



	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
	2
	2
	4
	4



	不含引入可行性的总分
	24
	29
	34
	41



	全部收益总分
	25
	31
	35
	44





	本表中的“收益”，指制度在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中促进大规模战略议题治理的能力。不同收益类型的重要性差异未予区分（未加权）。每项制度设计提供各项收益的能力，在本章对这些设计的描述（第6.3节及第6.5.2节）中，以0—5分进行主观评估。** 人民论坛预期收益的评分，见表6.1。


表格来源：原书物理第313页／印刷第312页，Paul E. Smith。各制度名称、参与方式、全部评分、总分与注号，均按原表逐项保留并中文化。¶
评价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自我选择参与为基础、因而向所有公民开放的设计（金字塔式民主与人民论坛），总分最高。另外两种设计由于采用随机样本，参与受到限制，因此往往在政治平等与治理收益方面能力较低。¶
现在，我们考察另外五种设计，它们可能与上述四种相比较，因为其应用规模也可能促进自由民主政府的战略政策发展。这些制度是：抽签选任、智慧治理、巴西全国公共政策会议、公民理事会，以及“辛辛那提”制度。抽签选任，是从民众中随机选择政治代表（而非选举，例如 Burnheim 1985及Burnheim 2016所讨论的）。这一制度可能容许代表进行建设性的面对面审议，因为没有选举压力，会使他们能够坦诚交流观点与信息。然而，这种高层审议潜力可能受到扭曲，因为代表人数有限，特殊利益方能够操纵他们；民众分支和人民议院的随机抽样也会遇到这一问题。此外，这些随机样本制度中的密集审议，大体局限于代表，因而可能无法在广大公民中产生很多充分知情的理解。由于抽签选任制度会取代民选代议治理制度，其建立会受到民选代表缺乏相应政治意愿的阻碍。因此，抽签选任的引入可行性较低，目前并不实际；部分出于这一原因，表6.2未列入它。如果对抽签选任所评估的、不含引入可行性的收益总分表明，应把它作为全规模政治制度试验，那么可能需要先实施另一种引入可行性更高的创新，建立一种新型民选政府，使其更有能力考虑是否应以随机选择代表取代自身。选择这种先行创新时，可以利用表6.2采用的比较框架。¶
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ance，IG）由尼古拉斯·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与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2013）提出。这一巧妙但复杂的提案没有加入表6.2四种设计的比较，因为它主要基于金字塔式民主，因此似乎很可能产生与第6.5.2.3节对该制度评估大致相同的收益。在博古睿和加德尔斯所举IG例子中，金字塔顶端是由100名代表组成的下院，可能相对摆脱政党忠诚所产生或加剧的问题，如敌对、教条主义、欺骗与治理僵局。下院选出一位行政首长或政府首脑，由其提名一个四人集体国家元首——四人元首团（Quadrumvirate）——交下院确认。行政首长、四人元首团及下院，共同任命50人上院中的40名杰出或在其他方面合格的成员；其余10人从公民中抽签选出，以普通公众观点平衡获任命40人的专业知识。这些治理机关依若干否决与特定多数规则互动。例如，四人元首团可以召集强制投票的公民投票，60%的特定多数将约束政府执行结果。¶
IG旨在产生强有力的贤能政治要素，因为其结构使公民对共同利益更加负责、代表对公民更加负责，并促进这些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审议。然而，制度的复杂性可能妨碍问责与审议。例如，预计金字塔底部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会鼓励公共审议：每个由2,000名选民组成的地方选区，使用STV（单记可转移投票制），选举10名代表组成代表他们的议事会。这应使小至选民十分之一的少数利益群体，也能够
在第一层或地方层大多数十人议事会中，有一名代表解释其观点。然而，随着代议过程沿金字塔上升，这些少数观点容易被忽略，因此基层实现的比例代表性，可能在顶端丧失。在博古睿和加德尔斯所举的8,000万人口国家政府例子中，地方议事会从十名成员中选一人，到20人区域议事会代表自己；后者又选一名成员，到20人省级议事会代表自己；然后100个省各选一名成员，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的100人下院。在这种金字塔式代表的每一阶段，少数观点往往会被主流态度取代。在地方层面，一两名地方议事会成员，可能根本无法说服其余九人或八人接受少数观点，尤其当这些观点对既有假设和世界观提出激进、微妙或复杂挑战时。例如，他们会发现在本地议事会中传播第5章讨论的反增长或稳态经济主张，或第4章关于以分享而非增长提供就业，以及把全国人口限制在最优承载水平的建议，极其困难（分别见第4.2.3节和第4.2.1节；底本此处将两处节号对调）。要引入这些战略议题，他们需要熟练掌握支持与反对自身观点的论证，具有出色沟通技巧，理解并同情保守派心理，而且（很可能）需要一种社会环境的支持，即媒体正在建设性地讨论此类范式转变。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倡导者很可能都缺乏“对论证的熟练掌握”，因为人们常常不能有效分析自己的主张。他们通常受情绪驱动，再用确认偏误筛选的“证据”为主张合理化（例如 Haidt 2012; Kahneman 2011）。¶
因此，对既有假设和思维习惯的战略性挑战，不太可能获得地方议事会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某一区域的少数地方议事会被这些挑战说服，派出少数有动机、善表达的代表，到区域议事会解释其非传统观点，他们仍会在那里遭遇类似困难，而且可能更难克服，因为该议事会人数是地方议事会的两倍。即使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一两个区域议事会派出持有范式变革观点的代表，到省级议事会，他们仍会遇到同样问题。因此，各省一路把代表这些观点的人送到下院的概率，似乎极为不利。全国议会可能因此在不知晓重要少数观点的情况下工作，并帮助使广大社群看不到它们。这可能是关键问题，因为重要的变革呼吁通常由极少数人发起；社会若要快速适应与进步，就需要能够迅速、有效地把这类战略观念置于公众审视之下的政治制度。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据称曾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承诺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改变世界的从来只有这样的人。”政治制度应促进而非阻碍这一过程，这意味着它应在最可见、最显著的层面——省级和国家立法机关——按比例代表各种政治思想流派。要实现这种代表性，与其采用金字塔式民主，或许不如通过STV等比例代表制，从多席选区选出议会或国会成员。如果抽签选任产生的立法机关足够大，能够包含相当数量持少数观点的代表，它也可能做到这一点。¶
上文第6.5.2.3节指出，议事会成员从自身中选一人，到金字塔上一层议事会代表自己，应产生一种贤能效果，为高层选出称职且关心公共利益的代表。此外，博古睿和加德尔斯（2013, 111）解释：“通过金字塔结构间接选出议会／立法机关的原因，是消除每一层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距离。”然而，如刚才讨论的，如果把距离理解为“政策距离”，金字塔式代表制可能反而增加它，因为IG金字塔基层以上所有层级的代表都不是按比例产生。因此，它非但没有消除被代表者与代表之间的政策距离，反而可能使距离沿金字塔上升而扩大，因忽略潜在重要政策创新而阻碍战略政策发展。¶
尽管存在这种弱点的可能，IG似乎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它引起了相当关注，建立其某些结构要素的初步行动也已展开。博古睿可能正在凭借自身财务资源、吸引有影响力政治人物、企业家和学者参与的能力，以及明智选择三个功能失调极为明显的治理体系来发展和试验IG，克服第6.5.2.3节对金字塔制度引入可行性所建议的低评分1分。这三个案例是加利福尼亚州、欧洲联盟，以及全球二十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G20。委员会正处理这些案例，从IG模板中选择制度改革，再尝试实施。以这些显著功能失调为起点，似乎是建立IG的好策略，因为它应给IG最佳机会，使其投入运行，并向全球受众展示能力。如果IG在这些案例中成功，便可能获得声誉，使其他失灵治理形式也愿意采用它。¶
IG的目标比PF广泛，因为它旨在从基础到顶端，改革所有层级的政府结构。PF只聚焦基础——公民意见——因此应能帮助IG发挥作用。在这一层面，PF的战略焦点应提供检视政策范式的能力。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在最初建立IG时，可能需要PF在政治体内产生所需民众支持。两者焦点不同的另一个效果，是IG改革所有层级的目标，使它比PF更复杂。因此，公民可能觉得PF更容易理解与接受。PF较为有限的焦点，也使其能够产生一种比IG模板所规定的更简单的治理形式。这种简单性，可能对使民主良好运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应最大限度提高激励与责任关系的透明度，进而加强代表对公民、公民对共同利益的问责。PF可能产生简单、清晰、有力运作的一个假想例子，是在两院制民主国家实施后，它所提供的审查或指引功能，可能使上院或参议院变得多余，并可以被废除，因为PF正在做它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多。如果这种结构改变，再结合通过多席选区比例代表制选举下院，结果会是一个具有强大公众参与、公民和代表更多审议、有效代表与问责，以及显著贤能要素的单院制议会政府。就这一情景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家阿伦特·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 2012, 279, 297）发现，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议会政府，产生“共识民主”，其民主质量显著高于非共识类型。为评价“质量”，利普哈特使用了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与全球治理指标。他观察到，协调式或“社团主义”的利益集团体系，会促进共识民主；这种体系运用强大的顶层组织，以妥协与协调一致为目标。可以认为，PF通过持续围绕关键战略议题开展公共辩论，会促进这种协调、妥协和协同行动，因此，即使民主政府没有比例代表制，也应使其更具共识性。PF由此可能成为改善治理的一个“顶层组织”。¶
除了巴西的参与式预算（见第6.5.2.3节），该国还有另一个在全国议题上成功运作的金字塔式过程——全国公共政策会议（Pogrebinschi and Samuels 2014; Pogrebinschi 2012）。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举行，主题为公共卫生；但直到近些年才变得频繁，1992—2010年间围绕各种主题举行了83次。此类会议的金字塔结构，使公民和公职人员能共同审议议题，并把政策建议提交国家政府。尽管建议不具约束力，研究发现它们对立法和政府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每次会议始于市级，全国数百或数千座城市同时开会，向任何公民开放，围绕一个议题发展政策观念。公民社会组织（CSOs）及政府机构代表也参与。每个市级会议选一名代表参加州级会议，州级会议再任命代表参加全国会议。规则通常要求，州级及全国会议中有投票权的代表，多数来自CSOs。规模最大的NPPC，是2011年第14届卫生会议，有600,000名参与者。2003至2011年间，约700万人至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使它们成为迄今全球规模最大的此类实践实验。NPPC通过总统或部长命令正式召集，但倡议通常来自政府官员与关键CSO代表的合作。NPPC制度似乎大幅改善了民主治理，但其政策焦点较窄（一次只处理一个议题或一种议题类型），因此仍为人民论坛留下很大空间，让它能够通过协调处理全部战略议题，与之并行工作。¶
纽约Common Good机构主席菲利普·K.霍华德（Philip K. Howard 2014, 168–70, 182–83）提出，由九位“杰出”人士组成美国“公民理事会”，任期五年、可以续任。理事会发布关于现行政策长期含义的报告，其成员“由各州州长各提名两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从该委员会内部选出”。公民理事会“除提名独立委员会、就法律重写向国会提供建议之外，不承担强制职责。国会应提供足够资金支持工作人员，并向每位理事会成员提供相当于国会议员薪酬的酬金”。霍华德预计，这些理事“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或义务”，应赋予他们可信度；而当多数成员“联合支持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时，这种可信度会提高。该提案有两个问题：第一，理事会能否建立并运行，取决于现有政治当权者是否愿意；第二，由于它不是为促进公共审议而设计，可能几乎无助于政治人物采纳更充分知情的观点。¶
“辛辛那提”（Cincinnati）制度，由两位澳大利亚人——古生物学家／环境科学家蒂姆·弗兰纳里，以及企业家／慈善家卡特里奥娜·华莱士（Catriona Wallace，2015）——提出。他们建议，如果以网络聊天室取代政党（政党围绕寻求选票和竞选资金的候选人组织起来），帮助公民讨论议题，并识别其中值得被选入议会的人（称为“Cincinnati”），政治就会更诚实地处理议题。弗兰纳里和华莱士援引西班牙Podemos和阿根廷DemocracyOS，作为这种开源、平台优先（而非政党优先）政治路径的例子。辛辛那提制度不依赖现有政治当权者的支持，但可能要求聊天室参与者投入过多工作，从而无法维持足够多公民的参与。这可能不仅意味着其引入可行性几乎为零，也意味着其持续运作能力可疑。此外，由于聊天室的议程不是由某个对公众负责的实体组织，其工作可能大量浪费在表面问题上，而不是系统处理公共政策的战略层面。¶
6.6 对人民论坛前景的若干看法
表6.2（原书第312页）中人民论坛令人看好的结果，可能（也可能没有）被夸大，因为对它功能的检视，比对其他三种制度功能的检视更仔细。从这一或其他角度，读者可能更愿意给出不同评分，对论坛少一些乐观，和／或对其他竞争方案多一些乐观。不过，反对这种偏好的一个论点是，论坛在表6.2中表现良好，可能因为它采用了改善民主治理的两项策略：帮助大众公众意见发展，以及邀请公众赋予大众意见中最可能充分发展的部分政治影响力。金字塔式民主也倾向于执行这两项策略，因此以35分位居第二；而排名较低的民众分支与人民议院设计，没有强烈聚焦这些目标，主要因为它们采用随机样本，因此公共参与潜力较低。¶
论坛两项策略中的第二项非常重要，因为如第2.2.3、2.2.4、第4.1节第8项，以及后文第8章所讨论的，公众疏离和世界观的顽固，使第一项策略（发展大众公众意见）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有明显效果。戴安娜·穆茨（Diana Mutz）认为，部分疏离由人们希望避免危及自身关系造成。这意味着：¶

单靠交谈是否是让人们接触对立政治观点的最佳途径，值得怀疑……审议理论家……尚未具体说明，人们如何在观点混杂的人群中相互交流，同时又作为政治公民积极生活……显然，并非所有公民都觉得自己可以自由表达想法，而不对其公共或私人生活造成后果。然而，降低个人和集体风险这一目标极有价值，却尚未被纳入政治理论或实际政治。（Mutz 2006, 144, 149, 151）


人民论坛与金字塔式民主的设计，都处理了这一挑战：“具体”说明公民如何通过更积极、同时尽量减少个人风险的政治生活，尽量减少集体风险。两种设计通过提供政治影响力场所来关注这一点；这些场所应能建立穆茨（2006, 150）所倡导的“多元网络”：“只有当……[我们拥有]建立和维持多元网络，并通过它们评价和推动观念的能力时，政治观念市场这一比喻，才会真实反映美国政治文化。”同样，两位非营利组织学者马克·穆尔（Mark Moore）与简·哈特利（Jean Hartley 2008, 19）指出：“公众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发现自身并识别自身真正利益。我们主张，只有对民主审议过程本身作更多实践与创新，才能解决这一挑战。”这些观点与伊恩·马什（Ian Marsh）的看法一致。讨论澳大利亚民主治理被认为衰退时，他建议，更新需要：¶

关于政策框架更丰富、更充分展开的公共对话。反过来，这需要一种能够协调议题周期中战略阶段、或进入议程阶段的制度结构……此外，这一阶段必须位于政治戏剧的主流之中……[而不能]自动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Marsh 2005, 38）



要对政治审议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就需要制度变革。但变革需要发生在塑造其核心动态的权力结构中，而不是无关紧要的边缘。（Marsh 2007, 336）


在表6.2评价的四种制度中，人民论坛与金字塔式民主，可以说最牢固地位于“政治戏剧的主流之中”，以及“塑造其核心动态的权力结构中”。这是因为它们的设计具有开放性，其结构旨在直接与大众公众意见互动。¶
有相当多证据表明，自由民主国家公民一旦看见论坛运行，可能很快就会欣赏其潜力。他们对政治人物的强烈不信任、对政党和意识形态日益疏远，加上对具体议题层面政治的浓厚兴趣，应使他们欢迎论坛，把它视为一种汇聚起来交流观点、审议观点，并继而向政府发出指令的方式。Getup!、MoveOn、Change.org、Avaaz和Wikileaks等在线政治组织的出现，以及公众对它们的支持，显示了对这类能力的渴望。人民论坛将帮助选民思考议题、追踪相关公共论争，并向政治人物发出具体指令，而不必承担面对面讨论与审议所需的耗时、且有时令人紧张的工作，包括参加政治会议和为政党工作。随着公民越来越习惯市场对个人需求的高度回应，他们也可能被论坛促使政府更积极回应的潜力吸引。虽然论坛无法让每位投票者都对社会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社会选择本来如此），它仍会使这些选择比投票选择政党和代表时具体得多。论坛也会产生比传统公民投票更经过充分审议、协调更好的社会选择。¶

第7章 人民论坛的设计细节
第6章概括介绍了人民论坛，随后通过评估它可能产生的制度收益、政治平等收益和治理收益，将其可能具有的政治价值与另外三种拟议制度作了比较。由于那项评估假定论坛能够运作，这里还要进行另一项评估，以说明这一假定有多大可能成立。这需要更仔细地考察：（a）论坛计划借以执行各项策略、实现其使命的功能；以及（b）计划产生这些功能的结构。因此，这项考察涉及的功能多于§6.3规定的五项；这些功能列于下文§7.1。结构的各项要素，以及预期这些要素产生上述功能的方式，则列于§7.2。¶
对功能和结构作这种更详细的描述，必然会重复第6章中的许多内容；而在讨论产生下列每项功能所需的结构时，又会重复那些与不止一项功能有关的结构信息。¶
7.1 人民论坛的十二项功能
这里用十二项功能取代§6.3所列的论坛五项主要功能。这些功能涵盖原先的五项主要功能，并引入其他功能。下列清单以MF1、MF2等符号说明这十二项功能如何可以履行那五项主要功能；其中的数字表示某项主要功能（MF）在上一章出现的次序，即：1为“对议题进行公共审议”；2为“审议什么应当被审议”；3为“检视基础”；4为“一项贤能政治要素”；5为“节约公民的精力”。此外，旨在支持论坛第一项策略（发展大众公共意见）的功能，以“So”（意见策略）表示；预期有助于其贤能政治性质的第二项策略（为公民中那些可能发展得较为充分的意见产生政治影响力）的功能，则以“Sm”（贤能政治策略）表示。十二项功能如下。¶

	论坛提供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构旨在激励公民辩论和审议（MF1、MF2）根本性（战略性）、长期存在的议题（MF3）（在§6.1中称为“意见发展投票”）（So）。

	论坛的调查向全体选民开放，而且易于参与，使其所促进的审议能够广泛展开（MF1、MF2、MF5），并使所有选民，包括在政治上疏离或受到边缘化的群体，都能方便地投票（So）。

	调查帮助投票者指出，他们希望政府对调查涵盖的议题作出哪些具体回应（MF1、MF2）（So）。

	调查表明，经过广泛的公共讨论和投票后，投票者何时已经就某项议题形成一组稳定的看法（MF1）（So）。

	调查为其所记录的公共意见产生政治影响力（MF4）（Sm）。

	这种政治影响力在所表达的意见发展为稳定的公共判断之时或之后形成，而不能先于这种发展（MF4）（Sm）。

	论坛把它对所处理议题的政治影响力，保留给那些已经思考过这些议题的人（MF4）（Sm）。

	在论坛调查的任何政治影响力使其中的意见转化为政策或法律之前，论坛邀请公众重新检视他们在论坛调查中就某项议题表达的意见（MF1、MF4）（So、Sm）。

	论坛尽量降低强大的狭隘利益集团扭曲公共意见发展以及调查投票的能力（MF1、MF2、MF4）（So、Sm）。

	论坛促成执行艰难政治决定所需的政治意愿（MF4）（Sm）。

	论坛的结构使公民在难以获得政府帮助和资助时，能够在没有这些支持的情况下创设并运作论坛。

	论坛增进人民对人民论坛的信心，使人民及其代表愿意维持和使用它。其中包括公众设置或监督议程的能力（MF2、MF4、MF5）（So、Sm）。


7.2 人民论坛的设计要素，以及它们为什么应能产生论坛的十二项功能
7.2.1 二十二项设计要素
人民论坛主要打算通过以下22项设计要素（编号为E1至E22）的作用，产生其十二项功能。稍后的§7.2.2至§7.2.13将进一步描述这些要素，并讨论它们如何有助于产生这十二项功能。¶

	E1：促进公众审议和投票的参考文件（“选票”，同时作为公众讨论议题的议程）。

	E2：公民对议程的贡献。

	E3：自愿投票——由此形成自我选择，而非随机选择。

	E4：定期重复调查——可能每年一次——每次提出大体相同的问题。

	E5：展示参与公民意见发展的趋势。

	E6：反馈：将投票者的意见传回公众，以激发公共辩论、审议以及今后参与调查的意愿。

	E7：可及性：所有选民均有资格参与；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投票；个人身份凭据随时可用，以便一时兴起时投票；投票期为一周；媒体在投票之前、期间和之后进行报道。

	E8：聚焦：调查的自愿性质还意味着，投票者有自由仅关注自己想关注的议题和问题。

	E9：处理长期存在的根本性（战略性）议题。

	E10：范围广泛的议题菜单。

	E11：探究议题之间的联系。

	E12：通过议题和问题寻求解决根源的办法，而非处理症状的办法。

	E13：询问投票者对问题的态度（即他们的政策偏好），以及政策的运行机制、偏好的理由和政策的实施。

	E14：“团结交换”：引出为解决办法付出代价的意愿。

	E15：相互竞争的人民论坛调查之间展开竞争，以满足公众。

	E16：成绩单：对政治人物和政党作出评级，主要依据各自的行动与人民论坛调查趋势相符的程度。

	E17：咨询性影响：调查结果对立法机关没有约束力。

	E18：执行前复核：在投票趋势改变法律或政府政策之前，让公众有机会扭转这些趋势。

	E19：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操纵公共意见和投票。

	E20：激励公众参与民主政府——包括在人民论坛投票以及审议论坛所提问题的动机。

	E21：私人筹资支持人民论坛的能力，特别是在向选民引入论坛的阶段。

	E22：投票安全。


下面逐项解释，预期这些设计要素将以何种方式产生人民论坛的十二项功能。¶
7.2.2 功能1
论坛提供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构旨在激励公民辩论和审议根本性（战略性）、长期存在的议题。¶
E1：促进审议和投票的参考文件——选票。选票不仅让公民能够投票，还会以纸质版本和网站版本提供一份常设议程，列出重要议题中的关键问题，帮助公民联系这些议题、讨论它们并把它们想透。议程由调查的管理人员编制，同时吸收公众意见，详见下文§7.2.13（E3和E2）。每项议题都附有简要说明，尽可能公正地提供信息，包括主要的赞成与反对理由。随后列出问题，每道问题都提供一组答案供投票者选择。选票可以注明调查议题的信息来源，网络版本则可提供通向相关参考资料的有效链接。多年来，已经有人为面对面审议的小组进行过这种议题剖析，例如美国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的全国议题论坛（National Issues Forums），以及保罗·J.艾彻基金会（Paul J. Aicher Foundation）的日常民主（Everyday Democracy）。在澳大利亚，“社会议题”（Issues in Society；Healey 2005）已出版250多册小书，每册讨论一项公共议题。这些组织着重提供供讨论的信息，但人民论坛通常只会提供很少的这类信息，从而把重点放在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上；其中一些问题会邀请答复者明确说出或重新检视他们作出选择时所使用的价值体系。¶
选票会说明如何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投票，以及如何参与调查的管理。选票可每年出版新版；必要时，每次可删去、替换或增添少量议题或问题。其意图是多年连续就每道问题举行年度投票，以鼓励公众对每一问题展开持续的辩论和非正式审议。这种连续性应有助于公民收集有关信息，并仔细考虑他们感兴趣的议题。选票将努力提供相关、全面且编制得当的议题、问题和答案菜单（详见下文§7.2.13 E3）。¶
作为促进公民以审议方式参与民主政府的机制，选票符合德雷泽克（Dryzek 2000, 162）的要求：“审议的真实性要求，沟通必须以非强制的方式引发人们对偏好的反思。”选票邀请并帮助人们以这种形式参与。人们或许会认为，论坛采用个人秘密投票的程序，可能让狭隘的自利得到表达；但公民大会和审议式民意调查的经验表明，秘密投票并不妨碍具有公共精神的判断（G. Smith 2009, 97–98）。这两类小组的参与者通过面对面会议来考虑公共物品，会议有专家提供信息，并有审慎的主持；人民论坛则应通过选票上的问题，以及允许技术专家、利益集团和关心议题的公民用数年时间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关注。此外，如§6.3.4所述，“人们会自私地投票”这一流行假定（SIVH，自利选民假说）已经受到否定（Caplan 2008, 198）。¶
道尔顿（Dalton 2004, 146, 151）指出，过去几十年间，公民关切的扩展提出了如此多的新议题，以至于：¶

在一个多维的政策空间中，政府能够在某些时候满足大多数人，或者在大多数时候满足某些人，却不能在大多数时候满足大多数人……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个因素加深了公众对其政府日益增长的挫折感……与其说是政府提供得少了，不如说是公民期待得多了。


人民论坛选票旨在帮助公民承担他们如今期待政府承担的许多额外工作。这将回应这样一种欠缺：“缺乏能够将分歧的利益汇集、平衡为参与者可以接受的连贯政策纲领的制度和程序”（Dalton 2004, 205）。¶
选票处理议题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因此随着范围扩大和处理方式日益精细，成本也会增加。在人民论坛的引入阶段，所列议题或许可以限制在大约五十项最紧迫的议题之内；但随着论坛持续运作，议程将会扩大（见下文§7.2.13 E10）。这不仅会增加调查对更广泛公民群体的吸引力，也会增强选票的能力，使投票者注意到议题间的重要关系，并在最终投票之前考虑这些关系。¶
E3：自愿投票。把自愿投票列为设计要素似乎多此一举，因为人们通常假定投票就是自愿的。作此规定，一方面是为了突出自我选择抽样而非随机抽样对这项调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一制度与其他投票活动区分开来，例如澳大利亚可能与选举同时举行、实行强制投票的公民投票。¶
如下文所述（主要见§7.2.4、§7.2.6和§7.2.13），自利倾向和团结倾向会促使利益集团、活动人士及其他人，希望他们对于公共物品的观点在调查结果中表现良好。自愿投票更能激励公民为此目标彼此竞争，因为它使他们不仅想说服他人按自己的主张投票，而且还想说服他人来投票。这种张力或竞争应有助于提高调查的知名度，从而促使社区对调查提出的议题展开更多辩论；人们在表达、修正和发展自己的论点时，这应会激励他们彼此教育，也教育自己。¶
E4：重复。人民论坛调查将按事先确定、充分宣传的固定间隔举行，比如每年一次，每次提出相同的问题。答复者的一次投票，可以包括对选票上任意数量议题中的任意问题作出回答。每年重复调查中各项议题的问题，就可以给辩论留下数年时间，这应有助于公共意见朝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有时间让别人信服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未来的调查结果时，辩论就可能受到激发。调查的重复举行，会促使在某项议题上投票的选民比例增加，因为人们看到这一活动再次举行，可能就会想参与辩论和投票。¶
政治学者马修·门德尔松（Matthew Mendelsohn）和安德鲁·帕金（Andrew Parkin 2001, 20）认为，重复举行公民投票能够产生一种“公众间的协调”，促进真正的审议，而非那种通过避开对议题的充分考虑、以求取胜的争论。在考察宪法公民投票时，钱伯斯（Chambers 2001, 250–51）也主张把公民投票视为“不断修订的草案，而非最终协议”，使它成为“持续协商过程的一部分，而非一劳永逸的批准”。她预计，这不仅能产生有意义的审议，而且能使最终结果更具正当性。她谨慎地援引对陪审员投票行为的观察来支持这一判断。¶

对必须一致同意的陪审团与采用多数规则的陪审团进行比较的研究，显示两者在审议的内部动态上存在显著差异。确实，有人认为，在采用简单多数规则的地方，陪审员并没有真正进行审议——如果所谓审议是指提出能够说服对话者的论点的话……一旦宣布举行公民投票，甚至只要知道谈话最后将以公民投票结束，人们就会较少觉得自己所说的话有分量。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失去了一项保持通情达理的重要激励……这会促使人们寻找仅能左右所需数量选民的论点。

知道最终决断的规则，会极大地影响参与者如何对待整个过程。关于审议民主的大量文献忽略了这一事实。（Chambers 2001, 241）


通过重复来促进审议，应有助于处理和改善长期存在的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公民与公共事务参与的疏离。即使这些人不会因为重复调查而受到激励，加入投票者的行列，其他参与投票的人仍可能通过参与论坛，促成建设性的政策行动，处理疏离及其影响。这种“善于表达、积极参与的人事实上代表了羞怯和不感兴趣的人”（Brown 2006, 211–12）的情况，在新英格兰城镇大会等直接民主集会上相当普遍；人民论坛由于采取重复机制以及其他旨在促进审议的特征，也有理由出现这种情况。社会学者兼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 2005, 778）强调了疏离问题的重要性。他发现，在美国民主制度中：¶

实际政策结果强烈反映最富裕人群的偏好，却与贫困或中等收入美国人的偏好几乎没有关系。巨大的差距……与美国人珍视的政治平等理想形成鲜明对照……如此严重的代表性偏差，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民主性质。


但即使没有重复，政治学者阿瑟·卢皮亚（Arthur Lupia）和约翰·松阪（John Matsusaka 2004）也指出，公民投票会激励公民增进政治知识、向利益集团捐助竞选资金并参与投票。这些反应甚至也发生在信息最匮乏的选民群体之中。¶
E6：反馈。每次年度调查将持续一周，每晚由电视及其他媒体报道最受关注议题的投票进展。这应能激起公众对投票趋势的反应，增强他们对调查及其议题的兴趣，并鼓励更多人在调查结束前投票。对人民论坛作这样的宣传，应能鼓励公民通过现有渠道展开辩论，例如电子媒体和印刷媒体、书籍、学校、大学以及朋友间的交谈，从而帮助公众对论坛问题的意见在两次调查之间得到发展。在与塔斯马尼亚一家电视台经理讨论对人民论坛投票进行一周媒体报道的可行性时，对方表示，媒体完全可能将此作为新闻和时事报道的一部分来承担。¶
E7：可及性。人民论坛帮助发展大众公共意见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吸引多少人参与。因此将采用电话和互联网投票，尽可能使参与快捷便利。中央计算机接收所有投票来电；投票者通过在电话上输入答案的代码数字，或在调查网站上选择所提供的答案来投票。其他提高可及性的要素见下文§7.2.3。在不久前，“数字鸿沟”还可能排斥穷人和老年人，但如今他们会发现，通过电话或互联网投票，几乎不会比以同样方式支付水电等公用事业账单更加复杂。¶
E8：聚焦。由于时间和兴趣有限，公民必须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数量的议题上。投票者可以仅处理自己想处理的议题，只对自己愿意回答的问题投票。下文所述的E9也有助于聚焦。¶
E9：长期存在的根本性（战略性）议题。由于这些问题将在多年间重复提出，以促进审议并记录意见趋势，调查处理的议题就必须是长期存在的。这一点，加上上述聚焦的要求，以及让每年一次投票这种有限的个人投入尽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需要，意味着所处理的议题应当具有战略重要性，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既长期存在，又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上文§6.3.5所论，这种聚焦会有利于有效的公众参与。¶
赖夫（Ryfe 2002, 369）在研究十六个审议组织时发现，它们：¶

已经认识到，围绕价值的交谈，其组织方式应不同于围绕行动的交谈。例如，支持堕胎与反对堕胎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分歧，并不太可能通过提炼更多政策信息，或举行一场辩论而缩小……当人们不具有共同价值时，交谈很快就会破裂。


论坛对根本问题的聚焦，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彼此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价值（见§6.3.3），从而使这个问题得到处理。这可能让价值上的分歧显得不那么重要，或变得更容易理解。¶
有人可能反对这种战略聚焦，认为它并无必要，因为州级和国家级民主政府本来就被认为是在处理“战略性”议题：它们着眼于长期，作出旨在长久持续下去的决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府确实注意到了战略。它们可能在两个方面做不到：一是没有处理对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二是即使处理了这些议题，也可能只是处理其表层方面，比如缓解症状。因此，人民论坛旨在通过将战略性议题纳入选票、说明其根本性质，并就这些方面提出问题，帮助社会处理这些议题。目前澳大利亚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必要性：过去十来年中，围绕如何处理来自阿富汗、伊朗和斯里兰卡等地、从印度尼西亚乘小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难民，一直存在未获解决的政治争议。作为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的缔约方，澳大利亚接收真正的难民；加之它作为稳定、繁荣和开放社会的声誉，使其成为动荡国家——甚至仅仅是人口拥挤国家——居民向往的目的地。然而，澳大利亚人对“船民”涌入的反应，似乎是担心来自世界各地的成群难民和假难民淹没本国；其缘由大概是，这可能改变澳大利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加剧族群与宗教紧张，压低工资，并加重自然资源的压力。虽然这些关切主要具有战略性质，围绕“船民”的公共争论却倾向于短期视角，聚焦于诸如以下方面：漏水的船只沉没时数百人溺亡的惨状；“船民”在接受难民身份评估期间被拘留在营地里的苦难；通过拘留已抵达者，试图阻止其他“船民”驶向澳大利亚；以及接收那些负担得起前往印度尼西亚、再付费搭乘“非法入境船只”的人，而数十万难民却穷得无法旅行，这其中的不公平。与此同时，重要的战略方面受到忽视，尽管它们对于建设性的移民公共政策不可或缺。一个缺口是，澳大利亚基本没有预防或减轻全球变暖、或应对其后果的政策——后果之一就是，可能有数百万新增难民为了逃离沿海淹没、季风失常、由此引发的战争等而出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的第二个巨大缺口是，作为联合国难民公约缔约方，与试图用长期监禁的前景吓阻“船民”、阻止他们到来，两者互不相容。承认两项重大战略政策支柱的必要性，或许能够开始弥合这两个缺口。第一，自1975年以来经过三次全国人口调查之后（见§4.2.1），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一项规定其理想人口规模的政策。第二个支柱则是，澳大利亚就其承载能力而言对世界其他地方负有什么责任，从未得到处理。这要求澳大利亚考虑并决定它希望拥有怎样的承载能力（即上述第一个支柱），然后与联合国协商，讨论这一选择是否能为其他国家接受。联合国就此达成的协议，可能对联合国难民公约和／或澳大利亚作为该公约缔约方的地位产生影响。这样的协商或协议，可能促使其他国家更加意识到，为保障本国公民可持续的生活质量，它们有责任控制自己的人口规模。随后，它们可以选择各自理想的承载能力，并在尊重其他国家承载能力的同时，着手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下文§7.3以承载能力这一主题为例，说明对其战略内容的聚焦，并建议如何在PF选票中处理该主题。该示例将主题划分为几项根本议题，作简要说明，随后通过若干问题进行分析，供答复者考虑和回答。¶
E10：范围广泛的议题菜单。人民论坛选票会呈现广泛的议题（见下文§7.2.13 E10），并容纳争议，以提出所有选项，激发选民参与、辩论和相互教育。德雷泽克（Dryzek 2006, 47–48）呼吁采取这种方法，主张“一种能够处理深刻差异的话语民主……寻求跨越身份差异的有力而热烈的交流”。他建议，通过“将民主的审议方面与决策方面部分脱钩，把审议置于……公共领域之中，与任何争夺主权权威的角逐保持距离”，来调节这些交流（2006, 47）。论坛结果不具约束力的地位，将实现这种脱钩（见§7.2.7和§7.2.13的E17）。穆茨（Mutz 2006, 80–84）观察到，教条性／非教条性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接触相反观点，会使非教条者更加宽容，使教条者更加不宽容。因此，因接触相互交叉的信息而产生的学习，大部分将发生在非教条者身上。为了尽量减少不宽容的反应，应以对抗性最小的方式提供信息，例如列出参考文献和网络链接，让公民自愿查阅；如果该领域的专家持有不同结论，则确保呈现这些不同结论。¶
E11：探究相互联系。许多议题与其他议题密切相关。例如，以尽量减少自然资源耗损的方式平衡能源供需，这个议题在民主国家中通常被视为一个较狭窄的问题：是否采用太阳能或风能等方式提供更多能源，因为与使用化石燃料、核燃料，或把河流、山谷和天然湖泊改成水电水库相比，这些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较小。然而，平衡能源供需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即第5章所讨论的，对需要满足的需求规模作出社会选择。在处理某项议题时忽略它与其他议题的联系，可能会让它和其他议题都变得更糟。¶
选票将在议题说明或其问题中，引用选票上的其他议题或问题，以标明议题间的联系。这些参照将邀请投票者在对眼前的问题作出最终投票之前，考虑其他有关议题和问题。这应能减轻民调专家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和保罗·希茨利（Paul Sheatsley）在1954年指出的问题（引自Bennett 2006, 115）：“人们常常会赞成彼此完全不相容的两种想法，而且经常在拥护某项一般原则的同时，否定该原则的具体应用。”¶
E12：寻找解决办法。选票问题必须聚焦于根源和系统性解决办法，而非缓解问题的症状。做不到这一点，调查就会流于表面，招致公众的批评和抵制；但对某些议题来说，这项任务很复杂，因为目前可能并不存在对问题的普遍认可的定义。这一复杂性是调查管理人员必须善于分析议题的原因之一，如此前§6.1.4所述。¶
E13：关于态度、运行机制、理由、实施和支付意愿的问题。对于某项议题，选票通常首先提出几道“态度”问题。这些问题询问投票者对议题关键方面的态度，然后可以通过“理由”问题进一步探究，寻找投票者不同态度背后可能存在的共同基础。理由问题会追问态度问题答案的依据，并可能促使投票者重新检视自己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关于世界观的顽固性，见§4.1（8）和第8章）。为了让这种追问更加彻底，可以在第一层理由问题之后再提出第二层理由问题，但这可能使选票过于复杂。也许可以在后续调查中改变理由问题，从而实现这种深入探究。理由问题应有助于投票前的辩论，因为它们可以让公众收到经分析的反馈，了解上次调查所表达的态度和意识形态背后的理由；这可能揭示社区中的意见为什么存在分歧，使后续公共辩论聚焦于这些原因。这种分析还可能把投票者在某项议题上的不同态度，与他们是否回答了理由问题联系起来。它可以说明哪些态度似乎是教条性的，哪些更牢固地建立在证据和理性之上，从而帮助公众进一步审议这些议题。对于某项议题，还可以提出其他类型的问题：“运行机制”问题，要求投票者说明（因而也必须思考）某项特定政策——例如他们赞成的政策——将如何发挥作用；“实施”问题，询问政府应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以及“支付意愿”问题，询问公民应就该议题做些什么，详见下文§7.2.4的E14。¶
一些设计精巧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被迫解释他们偏好的政策将如何运作时，就会调低自己对理解这些政策的程度的估计，并使观点变得温和；这说明了运行机制问题的重要性（Greene 2014, 297）。这些实验的对照版本显示，当人们只须为自己的政策意见提供理由（即仅回答理由问题）时，那些意见仍然原封不动——无疑是因为确认偏误和合理化没有受到挑战。因此，运行机制问题或许能培养更理性的态度，减轻两极分化。正如道德心理学者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 2014, 297–98）所指出：¶

仅仅强迫人们用明确的理由为自己的意见辩护，对于使人更讲理几乎毫无帮助，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但强迫人们正视自己对关键事实的无知，确实会使人变得更温和。正如这些研究人员指出的，他们的发现提示了公共辩论的另一种方法：不要只是询问政治人物和评论家为什么支持他们支持的政策，而应先要求他们解释，他们所支持（和反对）的政策究竟应当如何运作〔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斯洛维克（Slovic）对人们世界观的观察，也支持格林的建议；该观察已在上文§4.1（第8项“可外部归因性”之下）引用。¶

这项工作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表明，用事实信息来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行为有多么困难……人们会扭转信息的说法，以保持自己的世界观完整无损。（引自Bennett 2008, 4, 5）


人们会借助“情感启发式”自动这样做：他们通过询问自己的情绪，而非检查有关信息和逻辑，来作出判断或决定。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取代了一个困难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是“你喜欢什么？”，困难的问题则是“相关事实是什么，它们说明了什么？”（Kahneman 2011, 97, 103, 139）。正如心理学者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2011, 217）所言：“当人们得到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信奉者组成的群体支持时，他们可以对任何命题维持不可动摇的信念，无论它多么荒谬。”在法律与心理学学者丹·卡汉（Dan Kahan）所举的以下例子中（Economist 2015c），人们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归属于某个群体的原始社会需要。他观察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的信念：¶

已经由对文化和政治群体的认同感决定。当人们被问及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时……他们会将其转化为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你站在哪一边？这一议题已与左翼城市居民联系在一起，导致保守派坚决反对它。


人们对情感启发式的依赖表明，如果论坛选票提出的问题能让投票者看清自己何时在使用这些启发式，并邀请他们说明某个问题上自身态度或偏好背后的信息和逻辑，从而消除这种替代，那么选票就能鼓励他们更清晰地思考。理由问题和运行机制问题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条件是它们提供范围广泛、足够具体的答案菜单，而且如上所述，运行机制问题先于理由问题。从更广的角度看，钱伯斯（Chambers 2001, 251）强调了为每道问题提供广泛答案菜单的重要性，因为这“鼓励对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人民论坛可能用以尽量减少两极分化的其他方法，已在§6.5.1中讨论。因此，总结而言，以此为目的的主要设计要素包括：E11（探究议题间的联系）、E12（寻找解决根源而非症状的办法）、E13（运行机制和理由问题），以及下文§7.2.4所述的E14（团结交换）。除了帮助缓解两极分化，论坛对议题的说明，以及问题和答案的菜单，在设计时还应避免卡尼曼（Kahneman 2011）讨论过的那些带有偏误的直觉反应，例如忽视持续时间、忽视适应、聚焦错觉、过分注意显著性（如描述的生动程度，以及频数格式相对于概率格式的影响）、狭隘框架（例如“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以及WYSIATI——所见即全部），以及其他框架效应，如问题所处的情境、偏好逆转，还有把后果描述为损失还是收益（损失厌恶压倒对收益的渴望）。¶
以上对于有助于人民论坛良好运行的问题类型及其情境的讨论，似乎可能使投票者的任务过于复杂，但未必如此。只要论坛每年就所处理的每项战略议题重复提出几个关键问题，就可能促成大量公共审议。每项议题上问题的广度和精细程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这种效果，取决于如何权衡选票的复杂性与投票者使用的便利性。毫无疑问，这种权衡会成为一门艺术，论坛管理人员会在实践中练就相当娴熟的技能。¶
7.2.3 功能2
向全体选民开放且便于参与，使调查所促进的审议广泛展开，并使所有选民，包括在政治上疏离的群体，都能方便地投票。¶
希宾和泰斯-莫尔斯（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2, 239）指出：“虽然人们并不热衷于参与政治决定，但他们希望知道，只要自己有意，就能够参与政治决定。事实上，他们对此充满热情。”而且，他们希望自己的参与“受到欢迎并且有意义”。这表明，论坛的调查必须极其方便参与，并赋予投票者的看法一定政治影响力。设计中的若干要素提供了便捷的参与途径，例如E7、E8、E9和E22。其中最后一项涉及投票安全，见下文§7.2.13。¶
E7说明，调查通过若干特征提供可及性：所有选民都有投票资格；采用电话或互联网投票；个人身份凭据随时可用，以便一时兴起时投票（上文§6.1.3已讨论）；投票期为一周，使选民不易错过机会；以及在投票前、期间和之后进行媒体报道。E8指投票者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从选票上种类繁多的议题中作出选择；E9则指选票聚焦于长期存在的根本议题，由此赋予投票者的战略力量。¶
7.2.4 功能3
帮助公民指出，他们希望政府对所涵盖的议题作出哪些具体回应。¶
E13：关于行动偏好（即政策实施）的问题。在适当情况下，每项议题都应有一道问题，询问答复者希望政府为此做些什么。¶
E14：团结交换——引出为解决办法付出代价的意愿。在许多议题上，政府最关键、而且往往也是民选政府最难作出的回应，也许是要求公民作出代价高昂的贡献——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生活方式或态度上的改变——以便有效处理这些议题。人民论坛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邀请公民表明，为了让社会达成具体目标，他们愿意作出何种贡献。询问公民愿意在经济上为政府行动支付多少的问题，在这里统称为“团结交换”问题，因为调查的这项功能与证券交易所有某些相似之处。¶
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供个人作出选择的市场，各主体选择买卖获得利润的权利（属于私人物品），由此投资于其他私人物品的生产。团结交换（SoX）与此类似，是一个对物品进行金融投资的市场，但这里的物品是公共物品。这个市场通过人民论坛调查中的问题运行：公民可以承诺为某项特定公共物品付钱，或要求停止付钱——条件是大多数其他公民也作出类似贡献。经过一连串调查，这些承诺和要求可能发展为强有力的趋势，被视为向政治人物发出的购买或清算公共物品的指示，详见下文§7.2.6和§7.2.11。因此，团结交换将应对一个关键问题：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公民，必须能够方便地相互协商，决定他们愿意为重要的公共物品支付多少，而这些物品只有在每个人都作出经济贡献时才能得到提供。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就提出了这一类问题，因为世界各地民众的关切能否形成有效回应，取决于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是否具有高度发展的集体行动能力。在描述团结交换的拟议结构之前，先概述影响集体行动的情境，作为理解这种“交换”为何可能发挥作用的基础。同样的情境也会影响人民论坛整体的运作。¶
影响民主集体行动可能性的情境。进化心理学表明，人类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偏好，使他们置身于一种社会环境中；经过几百万年，这种环境选择出了由基因决定的“谨慎合作者”倾向（Hibbing and Alford 2004）。这意味着，我们一般“只有在其他人也同样付出，而且逃避者会迅速而确定地受到惩处这一前提下，才愿意支付自己应当公平承担的份额”（Alford and Hibbing 2004, 711）。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 2006, 1015, 1013）指出：“驱动谨慎合作者行为的是‘不愿当冤大头’……使人们认为决定具有正当性的，不仅是他们从决定中得到了什么，还有他们是否认为决策过程是公平的。”在民主国家，含混授权造成谁在指挥政体的混乱，可能使政治人物的指示无法被所有公民视为公平。这会激起不愿当冤大头的心理，表现为不愿为公共物品付钱。¶
对于指挥权的混乱，是阻碍集体行动的一种关键沟通混乱。正如公共传播学者安德鲁·弗拉纳金（Andrew Flanagin）、辛西娅·斯托尔（Cynthia Stohl）和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Flanagin et al. 2006, 32）所言：“集体行动具有传播性质，因为它涉及人们努力跨越边界，以他人可观察的方式（即公开地），表达个人利益（即私人利益）或据此行动。”他们指出：“正式组织对于寻找并联系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激励他们并协调其行动，具有核心作用”（Bimber et al. 2005, 365）。然而，民主国家的这种组织工作常常失败，这至少部分源于其授权的含混性。人民论坛的设计旨在通过明确选民及其代理人／受托人的角色，纠正这一问题。这应会促进选民彼此之间，以及选民与其政治代表之间的沟通，从而培养互惠、开放和信任，帮助人们就集体行动的规范、规则与制裁进行协商。团结交换将发挥同样的作用，只是在人民论坛内部有一个特定的焦点。它邀请公民决定并说明自己是否准备为某些公共物品付钱，由此帮助他们决定并说明自己想要哪些公共物品，从而协助公民成为政体的指挥者。¶
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93）把制度提供的这种帮助，描述为产生社会学习的过程，即一种能够形成社会资本的“干中学”。这种资本包括互惠、开放和信任等态度与行为，有助于社会富有成效地运行。普特南将“公民参与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必要形式。“一个社区中的此类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共同利益而合作”（Putnam 1993, 173）。他从对现代意大利制度改革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既有社会资本制约着新制度的有效性，这些创新也可以通过社会学习，改变社会资本和政治实践：“正式的变化引发了非正式的变化，并变得能够自我维持”（Putnam 1993, 184）。建立人民论坛，可以扩大一个政体的参与网络，而团结交换可能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在概述团结交换的结构之前，先介绍它旨在帮助发展和传达的两种特定感受：承诺和团结。¶
团结交换的目标：发展承诺和团结。如果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要对某项议题采取有力行动，而这需要大多数公民承担显著成本，那么他们就必须具有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对采取该行动的强烈“承诺”，并与作出同类承诺的同胞具有相当程度的“团结”（Fetchenhauer et al. 2006）。就团结交换而言，这两个因素可作如下定义。¶

	承诺：公民对某项集体行动的承诺，是她觉得该行动值得自己支付应承担的成本份额。承诺的衡量指标，可以是个人为该行动的支付意愿（WTP），以她（通过SoX）提出愿意支付的人均成本百分比表示。这种WTP可以体现为额外所得税，或更高的生活成本（COL）。

	团结：一个社区对某项行动的团结，是其中每位公民感到其他人将支持自己对该行动的承诺。SoX对于某项行动的团结程度的衡量，可以是愿意为该行动支付一定金额的SoX票数，占SoX总票数（愿意付钱的票数加上不愿付钱的票数）的比例。这个指标不包括没有在人民论坛的SoX中投票的人（他们可能占公民的绝大多数）；不过，如果政府在依据这一指标采取行动之前，会先询问所有公民（详见下文“ SoX如何运行”），是否接受把该比例视为他们向政府发出的指示的一部分，那么它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指标。这项指示的另一部分，是公民的“平均承诺”，即通过SoX作出的所有承诺的平均值，无论承诺为正值还是零。政府也会对指示的第二部分进行检验，询问全体公民是否应当把这一平均承诺视为具有代表性。


如果公民反复向彼此展示承诺和团结，使他们能够通过加入或退出这一展示，或者上调或下调自己的承诺来作出回应，那么社区就可能发展出承诺与团结。PF调查中的SoX部分，通过促进这种重复，可以帮助公民建立就艰难议题采取行动的共同决心。¶
SoX如何运行。如上所述，平均承诺最终将被解释为整个社区的承诺，尽管它所表达的仅是在PF调查的SoX部分投票者的看法。可能只有少数选民——譬如5%至20%——愿意经常参与人民论坛调查投票；而在SoX处理的任一具体议题上，参与者还要少得多。不过，当某道SoX问题的投票趋势（见下文§7.2.5）趋于平稳后，再经过数次充分宣传的年度投票，政府就可能把该问题所记录的平均承诺，视为那些不愿投票的人也能接受的承诺，因为调查是自愿的，并向每位选民开放。如果某个平均承诺在由全体公民支付时（根据个人收入考虑支付能力），足以承担某项政策的实施成本，那么政府就可以宣布有意实施该政策，除非下一次PF调查显示这一WTP有所下降，以此检验该平均承诺是否应被接受为人民的指示。这样的意向会增强选民参与PF之SoX投票的动力，因为它可能很快影响他们所付的税款或价格，也会影响政府是否就该议题采取有效行动。¶
把平均承诺与团结程度相乘，得到一个“团结指数”，可以表明社区愿意付钱解决某个问题的决心有多强。团结程度可以在1（每一位SoX投票者都愿意支付一定金额）与0（没有一位SoX投票者愿意付钱）之间变化；因此，将它乘以平均承诺（每位SoX投票者愿意支付的人均成本比例的平均值）而得到的团结指数，也会是1与0之间的某个数值。某项拟议行动的团结指数如果接近1，例如0.7或0.8，就表明参与SoX投票的公民强烈希望付钱，让政府执行该行动。政府可以公布团结指数，提醒一般公众：人民论坛正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或不采取行动；这样便能鼓励此前未参与该过程的公民加入投票，增强或推翻这样的压力。如果迄今未参与的人仍不加入，政府就可以假定他们赞同现有的压力，并期待政府据此行动。¶
SoX的运作可以被视为包括三个阶段。其中两个在人民论坛过程之内。第一阶段，是调查中询问投票者对实施特定政策的WTP的问题，以及PF投票者的回应。这些问题将说明，针对某项议题实施一系列政策，每位公民大约要承担多少成本（假定全体纳税人按收入比例作出贡献），并邀请每位投票者对其偏好的政策承诺作出一定贡献。纸质选票将附有一张题为“检查你的出价！”的表格，投票者应把自己作出的每项额外支付承诺，无论是税款还是生活成本，逐一填入表中。这是为了帮助他们把SoX承诺加总，在提交选票之前看清自己的总支付承诺。网络选票会自动完成这一加总，并显示结果，提醒投票者在提交选票之前检查自己在SoX问题上的承诺是否过度。¶
SoX的第二阶段，是调查结束后对WTP问题的答案进行分析、公布和公共讨论。分析将把答案汇总为平均承诺、团结程度和团结指数。公布这些分析，将邀请公民重新考虑自己真正愿意为什么付钱。这种分析、公布和讨论，会在年度调查之间持续进行，直到SoX投票趋势产生的政治压力即将促使政治人物采取相应行动。¶
第三阶段在人民论坛之外，即政治人物对团结指数的回应。那些显示公民持续要求为执行特定政策付钱的指数，将要求或命令政治人物通过增加税收，和／或削减其他政府项目，和／或引入适当的、提高价格的政策（如碳排放税），来安排实施。为了帮助公民确保承诺在自己可负担的范围之内，SoX将提供一份全面的政策成本菜单，以十分概括的方式涵盖政府当前实施的项目，以及人民论坛所讨论的公共物品的新增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现有项目的成本）将以公民税前年收入或COL的百分比表示。如果投票者希望比目前少付钱，可以通过投票要求削减现有项目的政府支出，以及在SoX问题上投出零WTP，来表达这一意愿。SoX不承认WTP问题上的负承诺，但可以把它们解释为零WTP。这个系统应能让选民投票支持把资金从现有项目转向SoX问题提出的新项目。¶
7.2.5 功能4
表明人民何时已经在广泛公共讨论和投票之后，就某项议题形成一组稳定的看法。¶
E4：重复。如上文§6.1.2末尾所述，人民论坛重复举行投票，将使其所记录的意见趋势可以被绘制出来。如果某些议题的趋势在最近数次投票中没有变化，就可以认为，公众已经在这个过程提供充分机会去发展不同看法并为其投票之后，对这些议题形成了定见。此时，要么已经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要么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同意保留分歧，所以可能接受让多数人的意愿得到实现。可以按下文§7.2.9所述对此进行检验；如果这最终使PF调查中就该议题表达的看法在政治上得到实施，该议题就可以从调查中移除。¶
7.2.6 功能5
为人民论坛调查所表达的公共意见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E4：重复。人民论坛投票的重复举行，将成为一项广为人知的定期活动，使其所反映的意见持续得到展示。一两年之后，调查的公众知名度应开始使人们广泛关注它所涵盖的议题，而且不仅是在投票前几周，而是贯穿全年。公众意识到这些特定议题年复一年地接受投票，应会使议题本身以及调查提出的具体问题，成为媒体、学校、大学、利益集团、立法者、政治候选人和广大公众持续关注的对象。当人们看到这项活动再次举行时，更多人可能受到激励，去争论、讨论、阅读、思考和投票。由此形成的调查知名度及投票人数，将大大有助于赋予它政治影响力。¶
E5：趋势。如上文§7.2.5所述，重复投票使调查能够显示意见发展的趋势。人民论坛的管理者将会在每次调查前、调查期间，以及公布结果时宣传这些趋势。那些反对现行政策或法律，或敦促制定新政策或法律的趋势，应能向政治人物施加一定的公众压力，要求他们作出这些趋势所主张的改变，详见下文“E3：自愿投票”。这种压力可能激发更多选民参与，进而产生更多政治影响力、更多议题讨论，以及更大的公众智慧。须注意，人民论坛的多数票，很可能只相当于全体选民中的一个很小少数。下文“E3：自愿投票”给出若干理由，说明为什么可以预期，这个很小少数内部的多数意见，可能获得远远超过其占全体选民比例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力量。¶
§7.2.5提出，人民论坛的趋势将发展出采取行动的集体协议；与陪审团的比较，为这一看法提供了某些支持。¶

有些陪审团被描述为“证据驱动型”，另一些则是“裁决驱动型”。裁决驱动型陪审团往往会进行多次投票；在证据驱动型陪审团中，讨论不那么着重于结案，而更多地秉持充分展现所有事实的精神，同时暂缓作出决定。证据驱动型陪审团尽量不讨论结论。当然，两者都会在审议过程结束时投票。有趣的是，在履行陪审义务之后的访谈与调查中，证据驱动型陪审团的参与者，对过程、裁决以及其他陪审员的通情达理程度有更强的满意感……他们认为过程更具正当性，也具有更强的效能感，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作为个人对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自己的意见确实受到了倾听。（Chambers 2001, 248）


传统公民投票类似裁决驱动型陪审团，因为它们产生一次投票，即裁决。人民论坛则更像证据驱动型陪审团，因为它们有一系列定期举行的投票；这些投票并非裁决，而只是记录公共讨论或辩论的进展。据此，我们可以预期，论坛将比现有形式的公民投票形成更高的正当性和效能。¶
E6：反馈。把投票期延长为一周，如§7.2.2的E6所述，应能突出论坛的公众形象，从而增强其政治影响力。人民论坛调查每年重复举行，也会产生这一效果，并让人民看到，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在想什么，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为什么这样想（见§7.2.2的E13）。这会邀请他们在翌年投票之前再次争论和讨论，如此反复，持续进行这种反馈，直到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一种多数意见已经形成；它面对所有能够提出的论点和信息仍然保持稳定，而且也正是这些论点和信息的产物。如§7.2.5所述，这应能促使某项议题上的多数派与少数派达成这样的共识：他们存在分歧，但都接受让多数人的意愿得到实现。¶
E3：自愿投票。¶
赋予那些兴趣足以促使他们投票的人以权力。已有论证指出（见§6.3.4），公共事务的管理应遵循那些对议题感兴趣的人的看法。这为人民论坛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基础，因为自愿、自我选择的投票方式，应确保它只记录那些对所处理议题感兴趣的人的看法。他们的兴趣会促使其中许多人，在自己专注的议题上发展知识与意见。但如§6.3.4所述，选民对议题的兴趣也意味着，人民论坛投票者既包括教条主义者，也包括善于质疑的思考者。投票过程应会使这两类人都参与观点交流，而问题的设计将利用这种互动，努力发展更多推理与协商，如上文§7.2.2（例如E11、E12、E13）所讨论。这些效果应能使公众认识到，人民论坛调查结果比传统民意调查反映了更加深思熟虑的判断；于是，尽管论坛只代表一部分人口的看法，公众仍会学着赋予论坛高于民意调查的地位，甚至恰恰因为它只代表这一部分人。持续接触论坛调查，因此可能鼓励一般公民要求政治人物对论坛结果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即使只有很小一部分公众在这些调查中投票。尽管大众掌握的政治信息水平很低，也许只有10%的人口具有较高的政治识见（见§2.2.3），公民仍会尝试使用政治判断的启发式方法来弥补自己的无知（例如Lupia 1994, Zaller 1992）。这表明，人民论坛或许能够充当一种启发式线索，帮助引导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尤其是在PF管理者和政治评论家公开比较PF趋势与候选人政策的情况下。其中一部分工作应通过“成绩单”来完成，详见下文E16。这类启发式线索可能取代目前由政党提供的线索，特别是当公民如今已经成为四处比较的政治消费者，对那些为了吸引主流选民而趋于雷同的政党感到失望时（Economist 2015a, 21）。¶
公众知道调查实行自愿投票，允许任何选民参加，这也会支持调查获得较高地位和影响力。人民论坛调查引入之后，人们很快就应普遍知道：如果旁观者对关心议题的人通过这一过程发展和表达意见的方向感到不安，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也该关心起来，并在下一次调查中投票；如果本次调查尚未结束，甚至可以立即参与。¶
前沿信号。由于人民论坛的自愿投票会反映那些对议题感兴趣的人的看法，它很可能预示：如果将来大多数公民开始关注这些议题，整个人口中的多数届时将持有何种看法。人民论坛产生的宣传，可能加快对议题兴趣的增长。政治人物会敏锐注意调查发出的任何此类“前沿”信号，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希望被看作在提供“领导力”（关于领导力的讨论，见§2.2、§2.2.1、§2.2.2、§2.2.4、§2.2.8和§2.7）。¶
E16：成绩单——人民论坛对政治人物的评级。人民论坛的管理者将公布“成绩单”，类似“民主审计”（Democratic Audit）主任斯图尔特·威尔（Stuart Weir 2004）提出的那种成绩单，以帮助公民监督政治候选人以及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的表现与态度。每张成绩单的一个显著部分，是被评者的看法与人民论坛投票趋势相符的程度。如上文E3所述，这些趋势很可能显示社区对所处理议题最知情、最深思熟虑的看法，由此向政治人物表明：为了以最负责任的方式代表人民，他们应支持哪些看法。如果选民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成绩单就会成为他们在下次选举中高度重视的投票指南，赋予调查更多政治力量。这些成绩单除了帮助确立论坛作为启发式线索的作用，还应能通过帮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论坛的问题，促进整个社区的审议。¶
7.2.7 功能6
在意见发展为稳定的公共判断之时或之后形成政治影响力，而不能先于这种发展。¶
E17：咨询性影响。人民论坛结果对立法机关不具约束力，仅具有咨询性质。它们会施加关心议题的公众意见的压力，促成新的法律与政策，使其反映连续调查所确立的、关切者意见的趋势。¶
E3：自愿投票。自愿投票意味着人民论坛结果仅反映一部分选民的看法。在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全体选民被要求必须参与选举代表，这可能使政治人物不急于按照人民论坛结果修改现行法律与政策。在选举代表实行自愿投票的国家，论坛可能更快发挥政治影响力，因为那些关切程度足以促使其在论坛调查中投票的人，也可能正是参与选举投票的人。¶
E5：趋势。政治人物很可能等待人民论坛中出现明确趋势，或等待趋势形成后再趋于平稳、成为水平线，而不会立即对某次调查结果作出反应，结果在几次调查之后便以持有过时观点而出名。他们会希望先看看趋势是否出现逆转，详见下文§7.2.9。¶
7.2.8 功能7
把论坛所处理议题上的政治影响力，保留给那些已经思考过这些议题的人（贤能政治原则）。¶
E3：自愿投票。上文§7.2.6指出，人民论坛调查记录的意见很可能获得政治影响力。由于表达这些意见的投票是自愿的，它往往不会记录那些没有参与、很少思考论坛所处理议题的人的意见。因此，人民论坛往往会把政治影响力赋予思考过这些议题的人。这些人很可能既包括教条主义者，也包括意见经过更仔细考虑的公民；但教条主义者的参与，可能促使他们作出更具建设性的思考，详见§7.2.6（E3“赋予那些兴趣足以促使他们投票的人以权力”）。¶
7.2.9 功能8
在人民论坛调查的政治影响力使其中的意见表现为政策或法律之前，邀请公众重新检视他们在调查中就某项议题表达的意见。¶
E18：执行前复核。随着人民论坛的运作，尚未在调查中投票的选民，可能会担心政治人物将引入反映论坛投票趋势的新政策或法律。这一前景也可能使此前的投票者改变主意。因此，政治人物会告知选民：如果下一次调查没有扭转趋势，他们就打算采取行动。考虑到未来的选票，他们会希望选民认可其行动。¶
7.2.10 功能9
尽量降低强大的狭隘利益集团扭曲公众意见发展及其在人民论坛调查中投票的能力。¶
富有的利益集团可能以许多方式寻求操纵公共意见，例如资助带有偏向的媒体节目和电影，通过媒体所有权支配编辑方针，刊登广告，支持特定学者、活动人士及团体，通过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LAPPs）威慑活动人士，资助政治选举活动，进行游说，等等。这些活动损害一人一票原则，从而破坏民主的完整性，实际上把多张选票交给那些有钱且选择以这些方式使用金钱的人。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 2001, 88）认为，这种危险：¶

构成对现行公民倡议和公民投票实践的批评，而不是对其潜力的批评……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研究可能的“富有想象力的保障措施”，确保信息平衡，并确保金钱和媒体利益的影响不会增长……然而，即便存在……〔现有的〕资源不平衡，绿党人士仍然在〔环境议题的公民倡议和公民投票中〕取得了成功。


卢皮亚和松阪（Lupia and Matsusaka 2004, 478）的发现支持这一观点：证据并不赞同“公民倡议让特殊利益集团颠覆政策过程、损害公众利益这一想法”。尽管如此，人民论坛发展出的影响力越大，就越会成为狭隘利益团体想要控制的目标。不过，如下文E4所解释，人民论坛过程的透明性应意味着，随着其影响力增加，试图以不民主方式操纵它的行为，越可能对操纵者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E4：长期重复议题和问题。论坛过程的长期性质，应能使操纵代价高昂，并危及操纵者的公众形象。¶
通过长期重复调查，使富有的操纵者耗尽财力。人民论坛过程需要数年，甚至许多年，才能促进并展示公众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发展。如§7.2.7和§7.2.9所示，在这些趋势转化为政治行动之前，可能还会经过更多时间。这样的时间跨度，会使资助一场宣传运动来影响公民观点及其调查答复的成本变得非常高昂。¶
通过长期重复调查，使操纵者暴露于公众谴责之下。调查处理每项议题时，时间的推移也会使任何试图在该议题上收买选票的行为，对操纵者构成风险，因为公众、媒体和政治人物有充足机会识别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操纵者的努力集中于人民论坛调查中的某个问题时，围绕这一行动的宣传很可能使公民清楚地看见它。操纵者花的钱越多，他们的活动在公民眼中，尤其在那些关心该议题的公民眼中，就越会显得公然违背民主。由于后者也最有可能参与调查投票，操纵者的大笔支出就有可能同时损害他们的声誉与事业。这类情况也可能鼓励公民更加善于辨别所收到的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并促使他们参与PF投票，为论坛所提出问题的公共讨论作出贡献。¶
如果操纵者扭曲调查的力量主要不来自财富，而来自组织和控制选民的能力，而且这些选民在PF所调查的社区中占有相当比例，那么他们也面临类似风险。可能拥有这种组织能力的主体，包括拥有大量雇员或股东的大公司、拥有许多会员的工会，或雇员众多的政府机构。这些团体的管理者可以通过鼓励或指示股东、会员或雇员在调查中按管理者希望的答案投票，试图影响人民论坛中与自身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投票。这样的行为很可能成为公众所知的事实，原因包括：（a）许多公民预料，任何具有这种组织能力、而且在选票上的某个问题中拥有既得利益的实体，都会受到这样做的诱惑；（b）持相反看法的公民会产生怀疑并提出抗议；（c）该问题的调查结果看起来会出人意料地偏向这些既得利益；以及（d）有可能找到证据，例如举报者揭露狭隘利益集团对投票者进行不公平组织。投票活动每年重复举行，便为这些因素引发警觉留下时间，也让公民能够通过公开批评，以及投票反对由不民主操纵所推动的主张，作出回应。¶
对这类活动的怀疑或证实，应能引发公共辩论，讨论这种活动是否过分自利，从而违背公共利益。如果某项议题引出了遭受不民主操纵的投票，人民论坛可以在处理该议题的现有问题之外再增加一道问题，帮助这场辩论。可以询问投票者，他们是否认为，关于该议题的问题所得到的答复，受到违背公共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围绕这样一道问题的任何争议，都会使公众更加注意选票上引发争议的议题，并吸引那些未必对该议题本身感兴趣、却希望就民主受操纵问题投票的选民。人民论坛管理者应继续保留引发这场“操纵”辩论的问题，直到事情得到澄清。如果有关操纵的争执持续下去，却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可能就必须从选票上删除所有涉及的问题。如果争议解决了，就应删去关于不民主操纵的问题，同时保留有关议题本身的问题，在后续调查中继续提出，直到其投票结果稳定下来，表明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审议已经完成。¶
经过持续公共辩论和投票，人们对既得利益集团组织的投票是否过分自利所作的判断，可能取决于政府是否设有程序，补偿那些因新法律和政策而遭受损失的人。这对民主至关重要，因为让个人和少数群体承担不公正的成本来提供公共物品，很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形象，以及有关政府的正当性。¶
E19：防止操纵意见和投票。如果强大自利实体的操纵，既未因财力耗尽而停止，也未因暴露于公民的道德判断之下而停止，那么当人们开始怀疑其投票是否遵循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时，人民论坛的可信度就可能受损。这种怀疑对论坛声誉的损害有多大，可能取决于能否识别出选票上受到操纵的问题，从而按照上述建议保护它们，或因其可能产生被不民主手段扭曲的结果而将其放弃。防止论坛受到这种损害的一项后备办法，是专门就强大狭隘利益集团操纵公众意见和投票这一议题提出问题。做法是在选票上列入该议题，而不是等到出现操纵迹象后，才按上文E4的建议作出反应。¶
这种追问的一个对象，是上文未予充分注意的媒体。媒体的政治力量不同于那些财力雄厚、或能够直接组织控制大量选民的狭隘利益集团，因为其力量来自向公众进行不间断的传播。自由而多样的媒体对于知情且充分发展的公共意见不可或缺，因此，由国家资助、从而独立于商业要求的免费电视和广播，是人民论坛运作环境中的重要部分。论坛管理者应让选票提出旨在防止各类强大狭隘利益集团——尤其包括媒体——操纵公共意见的法律或政策。如上所述，这种建议必须在论坛调查启动时就提出，不仅为了保护调查，也为了保护民主本身。一个可能的做法是，由论坛询问：商业利益主体就其具有金钱利益的任何议题发表公开声明、宣传某种观点，或付钱让他人发表观点，是否应当被规定为违法。这样的法律应能帮助防止商业利益主体利用其经济实力，对公共意见和立法者施加不公平、具有误导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烟草业对肺癌问题，以及化石燃料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做法中所看到的。¶
如果美国的人民论坛提出这类限制既得利益集团活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新检视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的裁定。该裁定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限制的政治支出，不仅包括非营利组织的支出，也包括营利组织、工会及其他组织的支出。该项裁定涉及在初选前30天和大选前60天内，为候选人和政党开展竞选活动的开支；但这里建议人民论坛采取的行动，关注的是围绕议题而非候选人和政党的公共讨论与宣传，而且涉及持续禁止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公共论辩，而不只是禁止它们在选举前一两个月这样做。这里的想法，是遵循§2.1提出的两项原则：（1）政府的唯一目的，是选择并实施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2）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常常处于生死竞争之中。在私人物品上拥有既得利益的公民，很可能偏向这些私人物品，而且经常拥有可以用来说服别人接受其偏向的经济实力。为了使审议民主富有成效，应限制他们从事这种活动，使所有公民都能够自由辩论、讨论并决定该议题，而不受强大私人利益的扭曲。¶
7.2.11 功能10
促成执行艰难政治决定所需的政治意愿。¶
E20：激励公众参与。人民论坛应能增强承认议题并就其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因为它会帮助公民更直接地参与政策形成过程。它将使公民更积极地决定哪些议题被视为重要，以及他们将通过政府为此做些什么。如上文第1章、§2.2.1、§2.3.2以及§3.2所讨论，对政治人物的普遍不信任，应会激励许多公民抓住论坛提供的机会，向政治人物发出公开指示。虽然从直接意义上说，这些指示不具约束力，但公民仍会受到激励，通过在PF投票来发出指示：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表达的满足，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这些指示最终可能具有约束力的机会，如上文§7.2.6所述。¶
E4：重复调查。人民论坛持续运作，使其能够监督自己促成的政策改变的实施，并为此施加压力。卢皮亚和松阪（Lupia and Matsusaka 2004, 476）指出，目前这类实施之所以困难，是因为：¶

那些曾经阻止政策经由传统立法渠道推进的政府行动者，可能仍处于能够影响、甚至决定这些政策在选举之后实施和执行程度的位置……推动倡议获得通过的组织……经常在选举后不久就解散……与职业化立法机关相比，这些实体在监督负责执行其命令的人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7.2.12 功能11
在难以获得政府帮助和资助时，为公民提供自行启动和运作调查的能力。¶
如稍后§9.3所讨论，论坛不适合先以一个规模小、成本低、地域范围很窄的项目起步，再逐渐扩展。这是因为，只有覆盖一个省、州或国家的大规模运作，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政治影响，激发公众对PF所聚焦议题的兴趣和审议。规模较大的公众通常比规模较小的公众拥有更大的力量，决定自己的长期未来；因此，只有大规模运作的人民论坛，才能向有资格参与者提供发挥战略影响的前景。由于人民论坛的设计旨在发展战略政策，以很小的地方规模运行，可能会让它显得无关紧要、无能为力。人民论坛必须达到较大规模这一要求，使公民难以创设并试验它。不过，如下文E3／E17所指出，以及上文§6.2.3所讨论，这基本是个资金问题，可能比激发政府引入并运作该系统所需的政治意愿更容易解决。¶
E3：自愿投票；E17：咨询性影响。自愿、咨询性的投票，既不强迫人们投票，也不强制实施结果，因此，如果政府不愿将其作为公共服务来运作，私人组织仍可以运作人民论坛。自愿、自我选择的投票，也有利于论坛大规模运行。¶
E7：可及性。通过电话和互联网调查，使投票对公民极为方便，也有利于使用计算机快速计票，并将成本降至最低。如§7.2.2的E7所述，几乎已经消失的“数字鸿沟”应不会限制可及性。¶
E21：资金。这一系统可能的资金来源，已在上文§6.4中讨论。上文E7所述的运作经济性，支持这样一种可行性：筹集资金，在省、州乃至全国这样较大地域内举行示范调查。起初，这可能必须采用较低、甚至可忽略不计的投票安全措施，如下文§7.2.13的E22所述，并且仅通过网络呈现选票和进行投票，不提供纸质选票作为补充。¶
7.2.13 功能12
论坛增进人民对人民论坛作为政治制度的信心，使人民及其代表愿意维持和使用它。其中包括公众设置或监督议程的能力。¶
人民论坛应能吸引许多公民，因为人们对新民主程序的兴趣日益增长。正如沃伦（Warren）所指出：¶

发达民主国家的人们已经对其政治制度感到疏离。他们如今较少信任自己的政府，而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无能、不值得信任，甚至腐败。虽然这些趋势的原因和意义已经受到大量研究与争论，但这种疏离似乎反映的并非冷漠，而是对政府日益严厉的批判性评价……对正式政治制度日益增强的疏离，似乎伴随着对以其他途径和方式完成集体事务的日益关注……过去几十年最显著的发展，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上升，以及致力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社团数量急剧增加；这些社团取代、替代国家权力，或与之协作。（2002b, 681–82，强调为原文所有）


希宾和泰斯-莫尔斯（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1）也注意到公民的同类关切，认为这是美国人不喜欢政府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没有把它称为对“制度”的疏离，而是称为一个“程序性”问题。¶

我们确实相信，总的来看，这里的研究更支持从程序而非政策解释美国人对政府的不满……而且，试图促进公众参与政治过程，不太可能纠正公众的消极态度。相反，改善公众对政府态度的最佳策略，是实行改革，使决策者难以或不可能凭借自己作出的决定谋取私利。（2001, 250）


人民论坛既提供透明性，也能够敏感地回应公众反应，因此，将它作为政策制定机制的一部分，应能让公民使“决策者凭借自己作出的决定谋取私利”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公民不能通过坚持制定更完善的反腐败法律、投票反对政策过于狭隘的政治人物，以及指导战略政策来做到这一点，那么谁能做到呢？虽然论坛似乎违反了希宾和泰斯-莫尔斯提出的、避免依赖公众参与政治的建议，但这种违反更多是表面的，而非实质的，因为通过论坛进行的大量参与是“保持距离”的：仅仅是在私人场合完成的一年一次投票，无须面对面的政治讨论或争辩。此外，通过投票或争论论坛问题而积极参与的人，可能只占人口很小的一部分；而投票结果可以为其余人提供启发式指导，他们可以投票支持赞同这些结果的政治候选人，以此推动结果得到实现。¶
E3：自愿投票。人民论坛若要成功，社区就必须认为它选择的议题、问题和答案菜单是相关、全面且编制得当的。如果公民看出或怀疑其中有不足，就不太可能参与。因此，自愿投票赋予公民一种易于行使的抵制权；这会迫使调查管理者邀请公民就议题、问题和答案菜单的选择提出建议，详见下文E2。这项邀请将是选票上一项显著、长期保留的内容。¶
E2：公民对议程的贡献。公民可能要求修改或删除选票上的议题和问题，或增加新的议题和问题。作为回应，管理者将公布自上次调查以来收到的请求清单。清单将注明每项请求是否得到采纳；如未采纳，则说明原因。拒绝请求所给出的理由，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公共争议，应有助于公众对议题进行审议。公众持续影响议程的这种能力，符合钱伯斯（Chambers 2001, 251）的建议：问题的选择与表述，应作为一个反复进行、不具约束力的过程，使公民投票成为“持续协商过程的一部分，而非一劳永逸的批准”。¶
如下文E10所讨论，议程的长度可以不设上限，因此论坛可以接受任何议程建议，以类似维基百科的编纂方式，形成一种可称为“维基议程”的东西。不过，如果没有论坛管理者的有力把关，这种方式不太可能产生高质量的选票。管理者需要自行加入许多议题和问题，并通过编辑消除议题的重复和重叠，以及可能引起困惑的问题。他们必须运用判断，确保列入选票的议题长期存在，且最好具有高度公共重要性，无论这种重要性来自议题本身，还是来自其与选票上其他议题的关系。管理者还必须确保提出最关键的问题（例如见§7.2.2的E11、E12、E13），包括寻求系统性解决办法，而非仅处理症状的问题。他们还须确保，在议题说明和问题中，提供通向选票上其他相关议题或问题的参照。每项议题的说明也需要编辑监督，以尽量减少偏向，并确保涵盖关键方面。基于这些理由，已公布的议程必须由管理者负责；但论坛的自愿投票最终把这一责任转移给公众，因为公众会看到管理者所提供的内容，并可以通过参与调查投票、抵制调查，或公开表达对论坛管理的赞成或反对，作出判断。¶
除了依赖调查管理者编写议程，还可能采用另一种方式，即由政府规定：凡公众通过达到最低签名数的请愿所要求的议题和问题，论坛必须列入，正如公民发起的公民投票所采取的做法。但这里不推荐这一方式，因为它应无必要，要求政府协助论坛，而且会耗费公民的时间和金钱。在加利福尼亚，为将一项措施提交公民发起的公民投票而收集签名的成本，如今已经超过100万美元（Lupia and Matsusaka 2004）。¶
由于论坛选票要求投票者对预先编制的问题作出个人答复，与共识会议和公民陪审团这类由整个小组讨论议题并共同设计回应的审议程序相比，它限制了投票者设计政策问题解决办法的创造力（G. Smith 2009, 100）。不过，应通过在选票开头醒目地邀请公民提出修改建议，来抵消这一限制。其效果之一，可能是为选票引入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蕴含的解决办法，与之前的问题所暗示的办法不同。¶
E10：范围广泛的菜单。一份篇幅较长、尽可能广泛涵盖重要长期议题的选票，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关切议题、因而可能参与调查的公民人数。这份菜单的规模不应使公民望而生畏，因为就像使用词典、电话簿和互联网一样，人们会明白，规模大是帮助而非问题：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发现选票包含自己想要发言的议题。¶
篇幅较长的选票不会大幅占用公民的时间，因为他们每年只能在PF调查中投票一次，而且投票时只会回答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论坛将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他们找到这些议题：把相关主题归入不同标题下（例如国际关系、人口、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以及伦理或价值体系）；在目录中显示标题和具体主题；在索引中列出议题；以及在网络选票中提供搜索引擎。投票本身在家中只需一两个小时；当投票者熟悉选票，并对自己想投票的一组议题更加精通后，所需时间很可能更少。¶
比瑟姆（Beetham 1999, 8）指出公民时间上的另一项负担：“理解和讨论公共决策涉及的复杂议题需要时间，而人们愿意投入其中的时间终究有限。”人民论坛不要求公民亲自或在线参加审议活动，由此节约时间。不过，由于PF为每位公民提供一种简便、快捷、且可能具有一点影响力的政治意见表达方式，它可能鼓励他们把更多闲暇时间用于阅读、观察、讨论和思考议题。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他们可能加入读书讨论圈等审议团体。¶
选票的长度将取决于论坛管理团队能够处理多少编辑及相关工作，其中包括回应公民和团体对议题、问题和答案菜单提出的修改请求。随着调查逐年进行，论坛工作人员应能延长选票的篇幅。¶
E15：竞争。两个不同人民论坛之间的竞争，可能有助于以富有创意的方式编制向公民提供的议题、问题和答案菜单，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对议题和问题的选择，并增强他们对这个系统的兴趣。不过，如本节上文E3、E2和E10所示，公众监督与良好管理应当使这种竞争没有必要。¶
E20：激励公众参与。自利和团结两种动机，都可能促使人们使用人民论坛（参与调查投票，并通过论辩促使他人投票支持自己的想法）。自利会使他们争取让自己的偏好在结果中占据主导，以利用论坛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团结，即合作与利他的动机（例如Alford and Hibbing 2004；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Orbell et al. 2004），则会促使他们提高重要公共议题的知名度，以促进公共讨论，既发展更明智的公共政策，也帮助执行这些政策。由于论坛使每位公民都有望以更多一点的力量表达并实现自己的意见（而个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很低，如上文E10所述），它应会促使一些公民进一步发展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而这又可能增加对准确信息的需求。正如§7.2.11的E20所指出，对这些自利和团结反应的额外激励在于：对政治人物及传统政治过程的普遍不信任，应会驱使一些公民抓住论坛提供的机会，尝试公开、定期地向他们发出指示。为了增强这些指示的公众可信度，从而增强其力量，一些公民可能受到激励，进一步了解自己所投票的议题。¶
贝内特（Bennett 2006）强调，在决定公民掌握的政治信息水平时，认知能力、动机和机会非常重要。这使良好的组织与沟通不可或缺，因为组织既创造动机（Bimber et al. 2005），也创造机会；沟通则通过发展信任，以及目标型、表达型和团结型的激励来产生动机。在一个民主国家引入PF，应能显著加强其组织与沟通。贝内特（Bennett 2006）认为，认知能力的不足无可补救；但人民论坛的贤能政治功能（§7.2.6和§7.2.8）旨在绕开这一问题的很大部分：通过促进那些正在思考公共议题的人的政治影响力，使许多有此类不足的人可以被绕过。论坛设计假定，这些积极参与的公民中，会有许多人具有很强的认知能力。¶
E22：投票安全。要使公民相信论坛是一项帮助政府发挥功能的制度，就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投票安全。安全由若干条件保证：只有有资格投票的人才能投票；每人在每次调查活动中只能投一票（一票可以包含对选票上任意数量议题中任意数量问题的回答）；隐私得到保护；计票过程不受舞弊污染；还可能包括其他功能，例如投票者能在最终计票前修改选票，能发现自己的选票是否被遗漏或误计，并能纠正这些问题（Schneier 1996, 125）。安全系统应允许方便投票，并最好使调查可以不受政府干预地运作。理想的便捷参与还包括：选民无需预先登记，便能一时兴起就投票，如§6.1.3所述。在澳大利亚，要让即时投票具有一定安全性，就必须在投票时使用选民名册，核查每位投票者的资格，并确保其只投一次。高安全级别无法照顾到即时投票，因为它要求投票者先联系论坛的中央计票机构（CTF），登记并获配一个身份识别号码。此后投票者可以报出该号码，并附上自己选定的、由两部分构成的代码来投票。CTF把她的选票连同代码第一部分一起公布后，她可以附上第二部分并传回CTF，确认选票（Schneier 1996, 129）。这一程序允许投票者纠正计票错误，也允许修改选票；但若用于人民论坛，它的复杂性可能打击参与意愿。由于这种调查并非选举，而只是记录不具有决断效力的意见，一种更简单、较低安全级别的方式应当已经足够。¶
在公民没有能够将其定位于选民名册中的个人识别号码（PIN）的国家，为了允许即时投票，人民论坛的安全系统必须在调查之前，把PIN逐一送达每位合资格选民；或者由选票指导投票者如何自行编制PIN，以便计票计算机用它在名册中找到该投票者的姓名。后一种PIN可以由姓名和出生日期组成；如果电话投票需要数字形式，投票者可将其转换为数字代码。两种PIN都需要政府合作，允许使用其选民名册，而政府未必愿意这样做。如果政府选择以这种方式提供协助，它可以：（a）许可调查公司使用电子版名册识别合资格投票者，从而核查收到的电子选票是否有效；或（b）授权政府选举部门接受人民论坛委托，验证收到的电子选票，再把它们传送给论坛的CTF计票，并将选票归类为欺诈或有效。在澳大利亚，无论采用（a）还是（b）方式使用选民名册，都需要政府批准论坛成为少数获准使用该名册的组织之一；而在举行人民论坛示范调查、提高公众和政治界对其潜力的认识之前，这种批准可能无法获得。¶
如果人民论坛的示范活动没有政府支持，就必须足够便宜，使公民能够筹集必要资金，而且必须在不依照选民名册核查每位投票者资格的情况下开展。这些条件为示范活动提供了两种选择，两者都使用网络选票。第一种基本上放弃投票安全，也许只要求投票者在获准投票前提供姓名和地址。这种不安全的人民论坛示范方式，可能已经足以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比起公民使用这一系统或看到它运行、从而感受到其潜力，公众对最初示范调查结果有效性的信任可能远没有那么重要。第二种选择提供轻微程度的投票安全：公民可以在调查前登记，或者在决定即时投票时用信用卡识别身份。登记时，公民通过电话、网站或电子邮件，请PF为自己分配一个PIN，并把它发送至其邮寄地址或电子邮箱。如果采用邮寄，可能必须在调查结束前几天截止登记，让PIN及时送达，以便投票。没有在调查前登记的公民，可以在调查开放的一周内即时投票，方法是在电话或网络投票之前，用信用卡向人民论坛支付一笔象征性费用，比如1分。银行向论坛成功付款，就会告知论坛所用姓名是真实的，或至少与所用信用卡号码相连。该姓名或该卡号都不能在不被论坛管理者发现重复的情况下再次用于投票；如果重复出现，管理者会拦截这些选票，可能连最初那张也一并拦截，把它们计为欺诈票，以便事后分析哪些看法通过重复投票得到了虚假的代表。采用这一程序，即时投票者每次投票大约支付21分（信用卡交易费20分，投票费1分），这几乎构不成阻碍。无论采用不安全还是稍具安全性的选择来示范人民论坛，都可能产生公众压力，要求政府通过公共资助，以及允许按上述（a）或（b）方式提供选民名册来实施投票安全措施，协助该系统今后的运作。¶
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IFES），提供关于投票系统的非常有用的信息，包括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使用的网络投票，例如挪威、爱沙尼亚、法国、荷兰、西班牙巴塞罗那、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加拿大万锦市，以及瑞士日内瓦。每个国家、省或城市都会选择适合自身情况与优先事项的系统。不过，由于IFES侧重国家运行的系统，它不处理上文讨论过的、为建立人民论坛可能需要的独立调查。爱沙尼亚数字身份证是这一局限的一个例外：它已在包括投票在内的许多应用中成功运行十年，并向“非居民的‘卫星爱沙尼亚人’开放，由此创造一种全球性的、符合政府标准的数字身份”（Economist 2014b）。不过，这可能仍不够便利，因为申请者需要支付约40至70美元，并提供生物识别数据和适当文件。¶
E17：咨询性影响。人民论坛要赢得公众信任，就不能在公民探究有争议、且被强烈坚持的信念时，煽起公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在考虑这种可能性时，德雷泽克（Dryzek 2006, 47）主张“将民主的审议方面与决策方面部分脱钩”（如上文§7.2.2的E10所述）。人民论坛通过产生对政府不具约束力的选择，来做到这一点，但它同时邀请大众使这些选择成为有约束力的要求。¶
7.3 关于设计要素E1——选票——的补充说明
人民论坛能否移植到自由民主国家，将取决于各国公众如何接受选票，因此这里再就其设计和潜在影响作几点说明。¶
覆盖州或省等有限辖区的论坛，不应仅限于该级政府管理的议题，还应涵盖从全国到全球的更广范围议题。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鼓励居民在认识到本州运作所处的更广背景的基础上，为本州形成偏好；也使州内居民除了向州政府传递信息之外，能够向国家政府，有时甚至向世界其他地方传递信息。一个在更高辖区层级运行的论坛，例如在州组成的联邦中全国性运行的论坛，所用选票在处理州级议题时可以各州不同，但对于全国及更广范围共同关切的议题，应在每州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如§6.1.4所述。选票应包含通常不被视为公共政策议题的主题，例如公民如何思考、持有哪些价值，以及他们在作选择时表现为自信还是防御。对文化进行这种追问，将是人民论坛试图在公民中激发的审议的重要部分，因为文化影响着他们持有的意见，从而影响其民主政府的政策。¶
下面举例说明选票可能如何处理一个主题，或一类议题，以帮助读者想象它将如何努力促进公众对战略议题的审议。这一示例使用人口规模这个主题，展示澳大利亚全国人民论坛中，塔斯马尼亚州的选票可能如何处理它。第4章和第5章讨论了这个主题的战略重要性；下面在这一主题下选取的前三项议题（编号PO1、PO2和PO3）都着眼于长期。这与澳大利亚的实践形成对照：在那里，人口规模往往以短期到中期的重点来处理，强调移民对失业、城市拥挤、基础设施充足程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商业游说团体对劳动力和更大国内需求的渴望。¶
这里给出的这一主题的议题和问题菜单，仅供示例之用；当然，广泛协商可能形成另一组选项，更有效地处理人口规模的公共选择。问题和答案菜单在这里以Q1等代码标识：Q1表示某项议题的第1个问题，例如“人口规模”这一主题中的PO1议题；该主题的识别代码为PO。A1是Q1的答案菜单，A2是Q2的答案菜单，依此类推。Q之后、以及有时A之后的括号说明，例如“州级”“全国”“态度”“理由”“实施”或“支付意愿”（见§7.2.2 E13），可能不会出现在实际运行的选票上。答案菜单中，每项答案右侧都有一个代码数字，投票者可以选择它作为选票的一部分。¶
塔斯马尼亚州人民论坛选票对一类战略议题的一种可能处理方式¶
PO 人口规模
PO1：我们希望有多少人？
你认为，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我们的政府应当把澳大利亚以及塔斯马尼亚州的人口规模目标定在多少？在作出决定之前，你也许愿意先考虑并回答PO2和PO3中的问题，以检视和解释自己的想法。¶
这里你可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人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人口规模。这些决定应由当地居民作出，还是应改由全球共同体作出（如果能够通过联合国或未来的世界治理机构实现），又或者根本不应作出这类决定？如果你希望表达自己对世界政府是否可取及其结构的意愿，可以在GO4上投票〔“政府”（GO）主题中的GO4议题未收入这份选票样本〕。¶
Q1（全国，态度）¶
你认为我们应当为澳大利亚设定多大的人口规模目标？¶
A1¶



	答案
	代码





	零
	0



	<1000万
	1



	1500万
	2



	2300万（大约为当前规模）
	3



	2500万
	4



	3000万
	5



	4000万
	6



	>4000万
	7



	我们不应以任何特定人口规模为目标。我们应接受全球移民流动的潮起潮落，以及自然出现的任何出生率。
	8



	我们应遵守世界共同体可能为澳大利亚确定的任何人口目标，例如在联合国主持下确定的目标。
	9




Q2（州级，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请暂且不考虑改变或控制塔斯马尼亚人口规模——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所涉及的困难，只说明你偏好的人口规模。¶
A2¶



	答案
	代码





	零
	10



	<300,000
	11



	400,000
	12



	500,000（大约为当前规模）
	13



	600,000
	14



	800,000
	15



	1,000,000
	16



	2,000,000
	17



	>2,000,000
	18



	我们不应以塔斯马尼亚境内任何特定人口规模为目标，而应接受整个国家范围内的人口流动。
	19




Q3（州级，态度）¶
如果你对Q2的回答表达了限制塔斯马尼亚人口规模的偏好——无论是限制在目前规模，还是允许将来进一步增长一段时期后加以限制——那么，若实现这一限制必须使塔斯马尼亚脱离澳大利亚，你是否希望它这样做？如果联邦人口规模政策不限制全国人口规模，这也许就是必要的，以便本州能够实施自己的人口政策，包括控制来自大陆各州和海外的移民。¶
A3¶



	答案
	代码





	不，塔斯马尼亚不应脱离澳大利亚。
	20



	不确定。
	21



	是的，如果限制人口规模有此必要，塔斯马尼亚应当脱离澳大利亚。
	22




PO2：人口增长的收益值得付出其成本吗？
过去十年，澳大利亚人口每年增长约1.2%。这一速度在发达国家中最快；发达国家平均年增长率为0.3%，而澳大利亚的速度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相同。2007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1.6%，其中一半以上（56%）来自净移民，其余44%来自自然增长（Weaver and Weaver 2008）。更多人口带来的收益包括：更多人享受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更丰富的族群多样性，更多文化发展与文化设施，更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为工业发展和国防力量提供更多智力及其他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经济成本。为了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维持全国人均富裕水平，需要支出以扩建住房、医院、学校、道路、工厂、发电站、油井、矿山和农场等基础设施。我们扩充基础设施和技能的过程中，由人口增长驱动的那一部分成本（以人的劳动衡量，而劳动在很大程度上由资金支出衡量），在澳大利亚估计为GDP的9.6%（对应每年1.4%的人口增长），在美国则为GDP的12.5%（对应每年1%的人口增长）（Cocks 2012；O’Sullivan 2012；Thurow 1986）。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决定不扩大人口，就可以每年多休假大约一个月，而不会因此在经济上变得更穷；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把这约占GDP 10%的资源，用于发展碳中和经济、增加对外援助、更多地帮助处境不利的澳大利亚人、保护更多环境，或为GO4所述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作出贡献，等等〔GO4未收入这份选票样本〕。¶
人口增长还产生另一种成本，无法用货币来衡量。随着人口扩大，自然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国家有限的自然资源存量，由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分享。由于更多公民消费不可再生资源，它们会更快耗尽。可再生资源的总量可能不会减少，但澳大利亚人越多，每个人可以享用的份额就越小。视具体可再生资源而定，份额缩小可能使其享用价值降低（拥挤效应），也可能导致过度使用和破坏，尽管它们原本具有可再生利用的潜力。因此，人口增长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人均可获得量。这不仅提高了进入市场的资源的价格，也侵蚀了那些免费资源的质量（如生物多样性、荒野，以及可供捕鱼和狩猎的资源存量），同时使向使用者收费变得更加可行。部分受到这类影响的自然资源位于海外，例如石油储备，以及热带和北美洲的原生森林。澳大利亚人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源消费最高的群体之一；其人均对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的贡献，在185个国家中大约居第九位（这一排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排放）。¶
Q1（全国；态度和理由）¶
考虑到增加澳大利亚人口规模可能对资金资源和自然资源造成的成本，你认为是否应当减缓或停止人口增长，让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其他目的？¶
A1（态度）¶



	答案
	代码





	我认为应提高我们的人口增长率。
	23



	我认为应维持我们的人口增长率。
	24



	应放缓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
	25



	应停止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
	26



	应逆转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使人口减少。
	27




A1（理由）¶



	答案
	代码





	我认为人口增长会产生经济成本。
	28



	我不认为人口增长会产生经济成本。
	29



	我认为人口增长会使自然资源更加稀缺。
	30



	我不认为人口增长会使自然资源更加稀缺。
	31




PO3：生活质量、全球平等与我们对人口规模的选择
自殖民初期以来，澳大利亚人享有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然资源人均可获得量较高的基础上。与人口更加稠密国家中人们的处境相比，这可能被视为不公平。这里的“生活方式”一词，指富裕程度（或人均收入）加上生活质量。后者包括所有有助于使生活愉快的公共物品，例如健康而富有趣味的环境、提供支持且激发活力的文化，以及高水平的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
Q1（全国；态度）¶
你是否希望澳大利亚凭借自然资源人均相对丰富这一优势，维持（或先达到、再维持）高于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均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还是你认为，澳大利亚人应消除这种特权，更公平地与世界各地其他人分享我们的自然资源，例如邀请更多人移民来这里？¶
A1¶
从以下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答案
	代码





	我们应努力保持比世界平均水平更富裕（另见下文Q3）。
	32



	我们应努力保持比世界平均水平更富裕——前提是这种富裕并非通过剥削其他国家获得（另见下文Q3）。
	33



	我们的富裕程度只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
	34



	我们的富裕程度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5




从以下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答案
	代码





	我们应努力保持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另见下文Q3）。
	36



	我们只应拥有（就全球而言）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37



	我们的生活质量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8




Q2（全国；态度、理由）¶
你是否认为，富裕和／或高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条件，是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较低；换言之，土地、海洋、空气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然资源（包括本土野生动物和植被）在人均意义上高度充裕？¶
A2¶



	答案
	代码





	对富裕而言，是。
	39



	对生活质量而言，是。
	40



	对富裕而言，否。
	41



	对生活质量而言，否。
	42




Q3（全国；态度）¶
你是否认为，如果我们要维持优于许多其他国家的生活条件，就必须保留移民管制，以限制那些希望享受这些有利条件的移民流入？¶
A3¶



	答案
	代码





	我们必须限制移民，以维持相对富裕。
	43



	我们必须限制移民，以维持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
	44



	我们无须限制移民，也能维持相对富裕。
	45



	我们无须限制移民，也能维持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
	46




PO4：我们希望谁加入我们？
Q1（全国；态度）¶
如果澳大利亚要继续接收移民，应根据什么标准选择他们？¶
A1¶
选择以下一个或多个答案：¶



	答案
	代码





	不设选择标准，先到先接收。
	47



	只接收可接受的种族和文化。
	48



	按他们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价值——接收富人、拥有短缺技能的人、年轻人、健康者、英语熟练者……
	49



	寻求摆脱经济困难的人。
	50



	逃离迫害、灾难或战争等严重困境的难民。
	51



	家庭团聚。
	52



	尽量减少现在接收的人数，以最大限度保留澳大利亚在较长时期内接收难民的能力，例如全球变暖淹没某些地方，或扰乱亚洲季风而造成饥荒时。
	53




议题处理示例结束¶

第8章 对论坛可能作出的反应
如果人民论坛按实际运行所需的规模开展，许多保守派很可能对它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看来，论坛可能偏向自由派。这是因为，论坛会质疑现状，考察改变是否能使事情变得更好。虽然许多保守派可能对此感到不安，但很少有自由派会这样反应，因为研究发现，这两个群体始终可以依据“对变化的开放性”这一人格特征加以区分（Haidt 2012, 279；Jost 2009；Jost et al. 2003a；Mooney 2012, 96）。科学记者吉姆·贾尔斯（Jim Giles 2008, 29）概括这些研究时指出，对变化的开放性得分较高的人，成为自由派的可能性，几乎是成为保守派的两倍。对变化的开放性包括愿意接受新观念和新体验，容忍模糊与未定状态，把变化视为机会而非问题，以及思考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因此，自由派很可能欢迎论坛，把它视为发展和实施进步政策的工具；而保守派可能因论坛的问题与结果而感到冒犯，进而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另一项差异是，后者对威胁的感知更敏感（例如Haidt 2012, 279；Jost et al. 2003a），因而通常更需要权力和安全。这与抗拒变化有关（Jost 2009, 134）；论坛选票可能加剧这两种倾向，因为，为了说明某项议题为什么可能重要、值得公众检视，选票对它的描述很可能包含需要改变的证据，例如概述忽视该议题所带来的风险。人们也许会认为，讨论风险会引起对威胁敏感的保守派的兴趣，但其中一些人可能反应过度，否认存在任何风险，并拒斥任何讨论该风险的论坛。他们可能觉得，这完全合乎情理，因为这种反应也表达了他们对改变的厌恶。即使某些风险或机会对于社会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在一个特别厌恶改变和威胁的人看来，论坛在议题的选择、描述和提问中涉及这些风险或机会，也可能显得有偏向。¶
因此，预计公众会就人民论坛被认为偏向自由派的问题发生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可能损害论坛的信誉，从而抑制其政治影响力，但它也可能促进这种影响力，因为任何这样的争论都会把注意力引向论坛，以及论坛提出的、引发争论的具体问题。这应能鼓励公民更多地思考论坛及其问题，并通过辩论和投票参与。因此，人民论坛的运作者必须处理有关偏向的争议，一面努力减少并解决争议，一面引导争议，使其为论坛两项策略的执行提供动力。¶
由于对论坛偏向的部分感知来自基因决定的倾向，这种感知很可能持续存在。政治学者约翰·奥尔福德（John Alford）、卡罗琳·芬克（Caroline Funk）和约翰·希宾（John Hibbing 2005）通过研究同卵（完全相同）和异卵（非同卵）双胞胎的政治态度表明，在保守—自由态度谱系上，基因型（或“先天因素”）解释了个体间差异的约40%。政治遗传学如今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在本书写作时，已经识别出十二种基因，其变体可能使人倾向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其中最明确的候选之一，也许是DRD4基因：它参与调节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水平，并有一种与寻求新奇行为有关的变体（7R）（Hatemi and McDermott 2012）。因此，DRD4–7R被认为有助于形成对变化的开放性。2010年，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及其同事（Settle 2010）发现，拥有这一变体、且在青春期拥有庞大朋友网络的人，倾向于成为自由派而非保守派。虽然并不存在专门决定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基因，但这项研究首次表明，一种特定的基因—环境相互作用，有助于人们形成对政治某一方的亲近感。¶
8.1 更仔细地考察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不同反应
§4.1（8）引用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的话指出，人们“竭尽全力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因为这样做有助于维持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然而，如上所述，某些世界观，例如保守派对变化的抗拒，以及自由派对变化持开放态度的眼光，受到基因型的推动；这进一步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竭尽全力坚持”它们。因此，我们不应期待促进公共审议的努力会带来迅速的政治变化。任何这种变化都会缓慢，需要持续多年的讨论，而其中大部分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他们建立并调整自己的政治偏好，部分是通过观察和参与这种讨论。¶
心理学者约翰·约斯特（John Jost 2009）把保守派与自由派世界观的差异，概括为两组核心偏好：稳定与变化，以及等级与平等；这两组偏好都部分源于人们管理不确定性和威胁的不同需要。第一组，是上文讨论过的保守派偏好现状与自由派对变化的开放性。第二组，是保守派容忍并支持不平等（可能因为不平等被视为事物的自然秩序，即现状），而自由派则希望作出减少不平等的改变。如§4.2.3所述，保守派对不平等的消极、乃至有时积极的支持，是控制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障碍，因为它阻碍从根本上重新分配就业机会。其中一个结果，是对遏制全球变暖及其他自然资本损害的集体行动形成关键阻碍。¶
根据约斯特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Jost et al. 2003a,b；Jost 2009；Giles 2008；Graham and Estes 2012），可以把保守派—自由派在偏好或容忍度上的主要两极差异列为如下几项（保守派在前，自由派在后）；其中约斯特及其同事指出的核心张力以粗体表示：¶

	稳定和惯例，与对变化的开放性和寻求新奇相对；

	秩序、组织和确定性，与容忍模糊相对；

	等级，与平等相对；

	认知闭合，与倾向于整合复杂性相对（从多个视角审视议题，并把这些看法整合为细致入微的立场）（Mooney 2012, 69–70）；

	尽责，与反叛和创造性相对；

	较低的冲动控制，与较高的冲动控制相对（Graham and Estes 2012, 42）；

	对威胁的恐惧（包括突出意识到个人终将死亡，以及对社会体系稳定性的威胁），与相对能够容忍威胁相对。


除了这些保守派—自由派两极差异，道德价值上还存在其他差异，稍后将加以考察，并提出一种解释，说明如何用这七组两极差异来理解它们。¶
心理学者沙洛姆·施瓦茨（Shalom Schwartz 2007）提出的完整人类动机价值体系，呈现了这七组两极差异清单的大部分解释潜力。他的体系展示的是个人内部的价值张力（而非不同个人之间的张力）；图8.1把每个人体验到的价值排列成一个圆，以相对的扇区表示这些张力。施瓦茨基于进化心理学提出如下假设，并据此发展了这一体系：¶

价值以有意识的目标形式，代表人类存在的三项普遍要求，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必须回应这些要求：个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需要，协调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以及群体的生存与福利需要。（Schwartz 1992, 4）


为了检验这一推测，施瓦茨从67个国家取得210份样本，调查54至57项有助于满足上述“人类存在的三项普遍要求”的抽象价值，例如创造性、财富和诚实（Schwartz 2007）。每份样本中的人，都依据每项价值作为其生活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为其评分；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则以二维空间中的接近程度表示。这些接近关系，把各价值项目置于一个圆的不同扇区内，如图8.1所示；每个扇区都是一种在动机上独特的价值类型，其列表和定义见表8.1。这种圆形结构表明，不论国籍和文化如何，每个人都会体验到价值类型之间相同的相容性与张力。相容性体现为圆周上相邻的价值类型，张力则体现为圆内彼此相对的价值类型。施瓦茨进一步把这十种价值类型概括为四种宽泛类型；它们显示在圆外，紧邻各自所涵盖的两种或三种价值类型。正如其相对位置所表明，这些宽泛类型在个人内部产生两种张力：¶

	对变化的开放性（刺激、自主），与守成（传统、遵从和安全）相对；以及

	自我提升（权力、成就和享乐主义），与自我超越（普遍主义和仁爱）相对。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方式化解价值类型之间的张力，无论是在细分层次（10种类型），还是在宽泛层次（4种类型）上。在宽泛层次上，这意味着，每个人在对变化的开放性—守成这一维度上，既有一定的开放于变化的动机，也有一定的守成动机。对变化的开放性强于守成的人，在政治上更可能是自由派；守成价值更强的人，则更可能是保守派。同样，在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这一维度上，每个人都会在这两种宽泛价值之间取得自己的平衡，有些人更倾向自我提升，另一些人则更倾向自我超越。与最初的方法一致，施瓦茨以对这两个宽泛动机张力维度的进化解释，来总结其分析。他推测，个人内部自我提升与自我超越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被选择出来，是因为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进化，这要求个体兼顾自己和群体的利益。对变化的开放性与守成之间的个人内部张力，则被视为在有时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的结果，因为这需要适应的能力，也需要维持稳定的能力。此外，自然选择很可能使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根据所处情境，在自我提升与自我超越之间，以及在对变化的开放性与守成之间，取得不同的平衡（另见Jost 2009, 139）。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用稍有不同的术语说明了其中一些含义：用利他主义表示自我超越，用自私表示自我提升，用寻求新奇表示对变化的开放性，用传统表示守成。¶
[image: 图8.1 十种动机价值类型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据Schwartz 2007）。]¶
表8.1 按核心目标定义的动机价值类型（据Schwartz 2007, 174）。¶



	价值类型
	核心目标





	刺激
	生活中的兴奋、新奇和挑战。



	自主
	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选择、创造、探索。



	普遍主义
	理解、欣赏、宽容并保护所有人的福祉以及自然。



	仁爱
	维护并增进那些与自己经常有个人接触的人的福祉。



	传统
	尊重、承诺并接受传统文化或宗教为自我提供的习俗和观念。



	遵从
	克制那些可能使他人不安或伤害他人，并违反社会期待或规范的行动、倾向和冲动。



	安全
	社会、关系以及自我的安全、和谐与稳定。



	权力
	社会地位和声望，对人和资源的控制或支配。



	成就
	按照社会标准展示能力而取得的个人成功。



	享乐主义
	自身的快乐与感官满足。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的位置，取得利他与自私之间（以及新奇与传统之间）的平衡。而这一平衡落在何处，关键取决于社会结构。当技术、基础设施、制度和社会规范奖励自我提升与新奇时，自私的感觉寻求行为就会压倒更审慎、更利他的行为。当社会结构偏重利他和传统时，自我超越的行为受到奖励，自私行为甚至可能受到惩罚。（Jackson 2009, 163）


社会心理学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克雷格·约瑟夫（Craig Joseph）发展了另一种动机价值分析（Haidt 2012）。和施瓦茨的方法一样，他们把“道德基础”理论建立在进化心理学之上。根据我们那些处于进化过程中的社会性祖先所面临的主要适应挑战，海特和约瑟夫推测，自然选择应当塑造了我们的心智，使我们重视至少六种“美德”。理论假定，这些“道德直觉”或“道德基础”由进化塑造的认知模块产生；海特和约瑟夫所识别的六种，是对关爱／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神圣／堕落，以及自由／压迫的关切。神圣／堕落这一基础涵盖清洁、节制、贞洁和虔敬等关切；违反这些关切，通常会激起厌恶。海特和几位同事调查了超过130,000人，得到明确结果：自我认同为自由派的人，主要只受其中三种直觉性关切驱动——关爱／伤害、公平／欺骗，以及自由／压迫——而自我认同为保守派的人，则充分受到所有这些关切的驱动（Haidt 2012, 181–84）。海特（Haidt 2012, 279, 312）对这种鲜明差异的解释是，如上所述，人们具有不同的基因型，使他们对本节开头列出的七组两极差异取得不同的平衡；这些差异使某些人倾向于（但并非注定）较少关心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和神圣／堕落。随着生活经验使人们以这些不同方式回应事件，他们便逐渐形成那些不同的态度，同时认同具有类似倾向的人，形成保守派、威权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和自由派等群体。这些群体成员的社会身份随后引导其确认偏误，加强他们各不相同的世界观。¶
但正如约斯特（Jost 2012, 526）所指出：¶

从科学角度看，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更多。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服从权威、偏爱内群体并保持纯洁，在道德上是好的（或必要的），而另一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因为不喜欢某些人或觉得他们令人厌恶，就可以在道德上接受对他们加以评判或虐待（例如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伴侣，或仅在一代人以前的跨种族伴侣），而另一些人不这样认为？为什么我们“今天对遭受暴力的受害者种类的关心，比祖父母当年多得多”？海特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自由主义重视普遍考量胜于狭隘考量的这一方面（即公正的不偏私原则），事实上是一项巨大的文化成就——是我们共同战胜较原始祖先遗产之局限的一场胜利。


也许，对海特解释保守派和自由派道德基础时所用的第一种机制，作更彻底的运用，就能够回答约斯特的问题。该机制就是人们在“动机价值”（Schwartz 2007）或“动机性社会认知”（Jost et al. 2003a,b）方面的遗传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下面我们将用一定篇幅探究这一可能性，因为它或许意味着，这些动机价值或动机性认知能够建构出比海特所谓道德基础的直觉更经过思考的道德。正如约斯特所指出，经过思考的道德，比不加分别地接受直觉，为公共政策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本节开头列出的七组两极差异，粗略勾勒了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动机价值上的差别。海特没有看到，或也许为了避免冒犯保守派而忽略的是：这些两极差异表明，当新的情感反应比海特（2012, xiv, xv等）提出的六种本能道德基础更适合现代世界时，自由派往往比保守派更有条件教会自己形成这些新反应。这一推测可能引出三个问题：（1）为什么自由派更有条件识别，何时新的情感反应应取代本能反应？（2）人们怎样才能用其他反应取代本能反应？（3）为什么自由派比保守派更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可能认识到需要新的情感反应，因为自由派对变化更开放，更倾向于运用整合复杂性、反叛惯例、发挥创造性，并容忍模糊、不确定性和威胁。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心理学者和精神科医师多年来已经知道，人们可以通过选择如何看待刺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对它的情感反应（例如Haidt 2012, 71；Seligman 1992；Seligman 1994）。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更积极或更消极地看待引起情感反应的刺激，教会自己形成新的喜欢与不喜欢、赞同与不赞同。也许，这是一种有意联想，是自己对自己实施的巴甫洛夫式条件作用。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与第一个相同：自由派更可能愿意且能够教会自己形成新的情感反应，因为他们往往对变化更开放，也更善于思考、更宽容。¶
由这些观察，我们形成假设的第一个要素：当经验、自我检视或他人的批评表明某些直觉无益时，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可能重新审视并否决自己的直觉。直白地说，这是一种成熟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保守派不仅具有干劲十足、忠于自身群体及其目标这些带有年轻气质的优点，也相当成熟地重视稳定、秩序、坚持和尽责（Mooney 2012, 268）。正如海特（Haidt 2012, 294–95）所强调，我们既需要保守派的方式，也需要自由派的方式，而且两者往往需要交替取得平衡。他引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话：“一个秩序或稳定之党，以及一个进步或改革之党，都是健康政治生活状态的必要要素。”海特还指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声称：“社会凝聚是必要的，而人类迄今从未仅凭理性论证就成功维持凝聚。”保守派在本能层面深切认识到凝聚的必要性；自由派个人主义和推理导向的方式，则可能暂时搁置本能，以考虑其他视角，因而忽略这种需要。要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贡献之间取得富有成效的平衡，也许不像看起来那样困难，因为施瓦茨及其他人的工作表明，大多数人都兼具两种倾向，而且每个人在二者之间取得的平衡，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所处情境的影响。显然，这些情境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人如何相互对待。人民论坛在这种情形下可能有效，因为其结论不具约束力，因此虽会引起持不同意见者的关切，却起初并不构成紧迫威胁。这些结论会在若干年间保持可修改状态，直到所有关心它们的人都清楚地看到：（a）已经形成一项坚定的多数决定；（b）为什么作出这一选择；以及（c）实施它的时刻已经到来。¶
上述关于自由派的“道德基础”为何比保守派窄得多的假设表明，自由派更倾向、也更能够在心理上走出自己的本能道德反应，客观检视这些反应是否适合引起它们的具体情境。他们也更有条件以同样冷静的方式检视他人，包括其他宗教或国家等群体的成员。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这种检视往往会表明，对群体的忠诚、对权威人物的服从，以及一丝不苟地保持神圣纯洁（避免污染物、污垢、酒精、其他种族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并无必要，有时甚至危险；相比之下，关爱、公平和自由，似乎更加直接而可靠地有用。在判断什么没有必要、什么危险、什么有用时，人们很可能采用功利主义价值标准，即什么能创造快乐、避免痛苦。尽管自由派本能地至少关心关爱／伤害、公平／欺骗和自由／压迫（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关心海特其余三种道德基础），他们之所以仍会选择上述标准，是因为，当他们观察到他人和自身道德本能的易错性时，会尝试找出某种东西来理解这些本能，解释为什么自己觉得所有这些本能似乎都有某些价值，即使这种价值只是模糊存在，而且也许并不常见。相当明显，这些基础都具有一定的产生快乐和减少痛苦的能力。例如，服从权威通常会带来回报，使人享有稳定生活、不受官方迫害的快乐。如果人们根据自己的道德基础有多大可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快乐、减少痛苦，来评估它们的价值，那么他们很可能把关爱、公平和自由视为最直接、最可靠的积极价值来源。有些自由派会再进一步，认为这三种价值也相当表层，因为它们只是创造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工具。¶
我们的假设是：许多自由派很可能通过批判性地检视、否决或重新训练自己的伦理直觉，主动选择其“道德基础”；而许多保守派则继续把所有这些基础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心理学者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在1960年代开创的道德发展观察与理论，似乎支持这一假设。他的工作表明，随着儿童成长，其中一些人会发展出检视和控制自身道德直觉的能力。科尔伯格把道德推理发展的最早部分，识别为幼儿期非常表层的“前习俗”阶段；例如，如果成人因某个行为惩罚幼儿，幼儿就会觉得或“知道”那个行为是错的。心理学者埃利奥特·图里尔（Elliot Turiel）后来修正了这一描述：他观察到，在自己考察的所有文化中，年仅五岁的儿童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某些道德规则，例如伤害是不对的。进入小学后，儿童进入“习俗”阶段，认识并尊重权威和社会规则，同时也学着在这些限制之内以及边缘周旋。青春期之后，恰在儿童发展出抽象思维能力之时：¶

科尔伯格发现，一些儿童开始独立思考权威的性质、正义的意义，以及规则和法律背后的理由。在两个“后习俗”阶段，青少年仍然重视诚实、尊重规则和法律，但现在他们有时会为追求更高的善，特别是正义，而认为不诚实或违法具有正当理由。（Haidt 2012, 8，强调为引者所加）


科尔伯格发现，只有一些儿童能够达到发展的较后阶段；这一点至关重要（Hetherington and Weiler 2009, 198也强调了这一点）。它呼应了这里提出的假设：一些人（推测大多后来成为自由派）比另一些人（推测大多后来成为保守派）更有条件进入后习俗阶段。个人的这种发展进程，似乎在社会的类似进程中也有所体现。正如海特（Haidt 2012, 110）指出，那些已经具有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特征的社会（通常是西方社会，因此形成WEIRD这一缩写），发展出了一组比大多数其他社会更加自由派的道德基础，强调对伤害、欺骗和压迫个人的关切；这一发展部分发生于启蒙运动。这里提出，个人与社会的这两种发展进程，都是学习用更合适的反应替代不合适直觉的过程。这个假设与人民论坛的关系在于，它表明论坛可能协助这种学习与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论坛的管理不仅必须帮助人们学习，还必须帮助那些排斥这种改变的人适应它，并在其中找到其动机受到重视的位置；这种位置很可能在于领导和鼓励群体团结。因此，保守派也许能够在传统选举政治，以及它所提供的“领导”或执行功能中作出最大贡献（关于领导力的讨论，见§2.2和§2.2.1）；自由派则主要通过论坛发展公民的指挥权（见§2.2.2），以引导那些所谓的“领导者”。¶
在结束对保守派与自由派倾向差异的考察之前，应注意，这些差异可能产生对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分裂（见§3.2）。如§2.2.3.1和§2.2.3.2所讨论，以及§4.1间接讨论的那样，认识和欣赏私人物品，往往比认识和欣赏公共物品容易得多。这表明，一般而言，自由派倾向于整合复杂性、容忍模糊、对新奇感兴趣等特征，使他们能够比保守派看到更广泛公共物品的价值。因此，既然主要是政府提供并维持这些物品，自由派（在美国通常是民主党人）就可能比保守派（在美国大多是共和党人）更加肯定政府。¶
这次对心理学和道德哲学的简短、且部分带有推测性的探讨表明，虽然基因型和传统给通过人民论坛开展富有成效的公共审议造成相当大的障碍，这一设计仍有潜力为公共政策作出关键贡献。虽然保守派会怀疑论坛偏向自由派，但他们不应本能地感到论坛威胁社会秩序，因为建立论坛不需要改变或移除现有政府制度。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参与论坛促进的辩论、逐渐习惯公共政策的新观念，来适应它的存在。但他们比自由派需要更多时间；尤其当论坛促进的是对社会秩序重大改变的审议，例如以抽签选任取代选举代表制时，更是如此。对论坛的大部分审议性回应，应会随着代际更替而出现。年轻人开始具有政治意识时，可能比长辈以更开放的态度形成看法。论坛潜力的另一部分在于，如果管理良好，它可能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启发式线索；人们认可并普遍接受，其调查结果呈现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趋势。这些效果都可能发展缓慢，因此，人民论坛的政治潜力，也许需要许多年才能充分显现。¶
8.2 人民论坛对美国两极分化政治的适用性
马克·赫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和乔纳森·韦勒（Jonathan Weiler 2009）表明，过去几十年，美国发生了一种政治分流：共和党如今更加明确地代表保守派，而民主党则毫不含糊地代表自由派。美国公民在议题上的相互分歧，并没有显著增大，但政治人物更加明确地代表其中一方（Hetherington 2009）。在拥有许多制衡机制的美国制度中，政治人物之间的这种鲜明二分，正在造成政治僵局，并由此形成一种对立的时代氛围。美国人如今强烈感到两极分化，因为其政治正在经历“冲突扩展：多个看似彼此交叉的维度，都把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分隔开来，而不是一条议题分裂线完全取代另一条”（Hetherington and Weiler 2009, 203）。人民论坛能否帮助把这种党派对立问题，转化为建设性的讨论？¶
赫瑟林顿和韦勒（Hetherington and Weiler 2009, 40）指出，学者通常认为，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区别，在于具有以下三种特征中的一种或多种：（1）希望保护现状、抵制改变；（2）偏好自由市场和小政府；（3）渴望秩序，即不能容忍混乱、模糊和差异。赫瑟林顿和韦勒发现，美国的两极分化主要沿着最后一种特征展开。对社会秩序有较高需要的人，日益倾向于为共和党投票、竞选助阵或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试图理解或容忍混乱、模糊和差异的人，则日益转向民主党。他们指出，秩序需要是威权主义的特征（2009, 3–4），因此把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描述为：“在过去四十年间，威权主义在构造政党竞争、大众偏好以及相关议题议程方面，发挥着日益居于核心的作用”（2009, 203）。¶
威权主义不应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它只是保守主义可能包含的一个部分（即上述第三部分）；在特定情境下，而且在那些强烈具有这种倾向的人身上，它可能压倒保守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产生改变现状的热情，而这恰恰是保守主义的反面。当威权主义者认为现有规范、制度和权威正在维护社会结构时，他们就会表现为保守派，并且：¶

倾向于赞成正统、历来受到尊重的是非观念。但在适当情境下，如果可以使他们相信，改变是维持秩序、平息社会结构所受威胁的必要手段，他们也会支持对现有社会结构作出激进改变。（Hetherington and Weiler 2009, 39）


赫瑟林顿和韦勒（Hetherington and Weiler 2009, 203）还指出，自：¶

1960年代末，我们的政治制度开始发生转变。这个转变虽然时断时续，却不可阻挡地形成了一幅轮廓日益清晰的图景——人们基本眼光之间的分裂，被折射为日益不可调和的政治分歧。


解决或容纳这些差异，似乎需要新的程序或制度。一种制衡机制少得多的新政府制度（也就是说，§2.2.6所讨论的超多数机制更少），例如议会制，可以通过让多数派执政、减少少数派以不民主方式阻挠多数派的机会，来提供帮助。这会使政治制度更加有序，应该能够吸引威权主义者。如果这一改革进一步采用比例代表制，那么执政集团就更可能考虑其他群体的利益，以免激起它们组成能够推翻统治者的联盟。另一种办法，是建立一项旨在促进公众对战略议题进行审议的制度，例如人民论坛，因为这些议题也包括宪政改革；而要实现上述政府改革，可能也需要这种办法。论坛还会明确而公开地把指挥权赋予人民，从而消除大量授权的含混性，改善制度秩序。除了帮助人民考虑应如何改革政府，论坛还可以帮助他们探究“人们基本眼光之间的分裂”，使他们理解彼此为什么不同，更清楚地看到可以在哪些方面携手向前。在这一过程中，论坛应能通过把政治辩论的重点，从政治人物和政党之间的竞争转向议题的实质，来提供帮助。这样的转移可能具有变革性，因为目前，人们的信念深受其对文化和政治群体的认同影响（如§7.2.2的E13就气候变化问题所指出）。¶
8.3 论坛的总体前景
在一个社区引入人民论坛，会略微改变其社会结构：增加一项促进公共事务辩论、讨论和思考的制度。因此，它可能使这些冲突的平衡或化解方式，向对变化的开放性和自我超越方向移动。这虽然意味着人民论坛很可能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其中大量反对可能因其遗传因素而长期持续），但这些反对者会觉得自己有一定义务参与，至少要显得愿意公开解释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以及被视为对民主过程有所贡献。不过，一些保守派可能更愿意把讨论和协商这种充满模糊性的事务交给别人：交给那些更能安然面对不确定性、看见改变机会就受到激励、面对需要整合能力的复杂问题就兴奋起来的人。正如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 2012, 267–68）所提出，一些保守派因此可能宁愿忽视论坛这样的过程，把它看作令人沮丧的空谈会。但如果论坛参与者在多年反方论辩和新信息传播的背景下，确实就应如何处理某项特定议题，形成强大而稳定、甚至不断增强的多数意见，那么保守派可能会被达成定论的前景吸引进来。如果政治人物宣布，除非投票趋势发生逆转，否则就会实施下一次调查在该议题上的结果（如§7.2.9所提议），那么定论就更加近在眼前。在数年持续的公共讨论和调查中，保守派也可能逐渐习惯：PF调查中的多数人，一直主张必须对现状作出改变。如果公众及其政治代理人广泛承认已经得出定论，那么保守派随后可能成为呼吁团结一致、采取集体行动来实施改变的人之一。他们也许会热切要求每个人按照自身能力作出贡献，并坚持到底，因为尽管他们抗拒改变、接受不平等，却不能容忍模糊，而且强烈渴望等级、遵从、对群体的忠诚、公平（作为按比例分配），以及定论。¶
人民论坛旨在促进的公共论辩和审议过程，虽然缓慢，却可能深入，有助于自由派与保守派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差异。它可以帮助自由派向保守派展示新的可能性，也帮助保守派向自由派表明，何时团结和果断集体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支持这一乐观判断的一项预期是，威权主义者会欢迎论坛。他们通常只占公众的一小部分，因为只是保守派的一种；但除此之外，非威权主义者在感到威胁加剧时，往往也会变得威权化。正如政治心理学者卡伦·斯滕纳（Karen Stenner 2005, 269）所言，威权主义“由增强统一和遵从的冲动所推动，并在……威胁这种一致与同一的条件下表现出来”。她总结说：¶

威权主义者在被专制文化安抚并使之安心时，最为宽容；在被迫忍受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时，最不宽容。

我们早已知道，“反民主的人格”不利于民主。更难领会的教训是，民主不利于反民主者。（Stenner 2005, 334）


斯滕纳是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主制度中观察到这一点的。但如果通过人民论坛这样的新型透明制度，使民主制度更加系统化，同时仍保持不减的活力，那么这种对民主过程秩序的加强，可能会使威权主义者安心。论坛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让人民更加明确地成为政府的指挥者，从而尽量减少授权中的含混性。如§2.3.4和§2.3.5所述，这一秩序要素又会通过减少政治人物之间过度竞争所造成的干扰，创造更多秩序。论坛加强秩序的另一种方式，是减少民主政府中的过度妥协。如§2.4所述，可以通过论坛的贤能政治效应来做到这一点：让积极参与者的意见优先于未参与者的意见，同时帮助这两类意见发展。论坛总会提前告知公共物品供给可能发生的任何改变（见§7.2.9），这也将加强秩序。为此，论坛会公布它所记录的、积极参与者意见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些趋势会促使政治人物在它们通过新法律和政策表现为社会选择之前，要求公民表明是否要把趋势扭转过来。¶

第9章 支持性机制、绩效指标与人民论坛的试行
§6.1把人民论坛的使命描述为：通过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以及政策的正当性或公众接受程度，改善自由民主国家的表现。论坛将使用两项策略实现这些目标：加快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并为其中最有可能发展得最充分的部分创造政治影响力。为了实施这些策略，人民论坛的设计将与现有民主制度和活动共同运作，例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自由媒体、利益集团的游说与宣传，以及对公共意见的随机抽样调查。下文§9.1将考察，在做这些事情时，论坛能否得到已经提出或使用的民主创新的支持。也会考察论坛支持这些机制的可能性。¶
§9.2提出一份初步清单，列出监测人民论坛运作成效的方法。部分绩效指标将使用民意调查、民主审计以及审议式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等民主制度与创新。如果在论坛运行的引入阶段，绩效指标表明论坛具有实现使命的一定潜力，公众就可能受到鼓励，对它更有信心；这可能帮助论坛更有效地运作，并增加它确立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由于可能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这里列为有潜力支持人民论坛的某些机制，也有潜力充当绩效指标。¶
9.1 可能与人民论坛产生协同效应的机制
人民论坛的两项策略往往会相互加强，因为论坛所促成的大众公共意见发展，部分会记录在调查结果中，这可能帮助这些相对成熟的观点记录获得政治影响力。§7.2.6讨论的其他机制会加强这一倾向，而由此带来的论坛公众地位的提升，又可以帮助它进一步发展大众公共意见。这种发展有很大部分将发生在论坛投票者之中，因为许多人在参与过程中会对论坛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加以讨论或辩论。但更广大的公众也会看到其中一些活动，并可能从中学习，同时受到鼓励，参与PF调查投票。论坛向公民提供两类相互论辩和讨论议题的激励，将推动这种意见发展。一类是自利激励：希望塑造论坛的投票趋势，以便把这些趋势的政治影响力——不论是潜在的还是实际的——赋予自己的观点。另一类是团结或亲社会激励：公民希望帮助发展人民论坛所记录的社会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可能影响公共政策，从而增进公共福利。¶
论坛为公共讨论提供自利和团结激励，应能鼓励公民建立并帮助那些就论坛所处理议题开展宣传的团体，以及对这些议题进行密集审议的团体。密集审议团体可以由从选民或人口中随机抽取的公民组成，也可以由自我选择的公民（自愿参与者）组成，或者从自愿者中随机抽选组成。从人口中随机抽选的审议团体，例如公民陪审团、规划小组、公民大会、Deliberative Poll®及在线审议式民意调查。自我选择的团体则包括AmericaSpeaks举办的21世纪城镇会议、全国议题论坛，以及“日常民主”组织的读书讨论圈。第三种结构，即从自愿者中随机抽选，由共识会议采用。由于这些论坛都是为密集审议而设计，其规模通常只限于社会中的极小部分，以便在团体内部进行个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认为，它们都在某种极其微小的程度上执行了人民论坛覆盖整个政体的两项策略，因此具有协助论坛的潜力，反之亦然。对于PF的第一项策略——促进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密集审议论坛的影响有限，因为它们主要局限于发展成员的意见。不过，它们的代表性，特别是严格随机抽样论坛的代表性，使其有潜力说服未参加的公民支持其结论，因为一些未参加者可能意识到：如果自己有机会有效审议，那么很可能也会得出这些结论（Fishkin 1997, 162；Brown 2006, 211）。公民对代表性过程的这种信任，已经在法庭陪审团制度中得到充分发展；正如政治学者约翰·费尔约翰（John Ferejohn 2008, 202）指出，它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选举改革公民大会中得到体现：“公民大会过程本身获得了值得信赖的声誉，这使选民有理由支持其建议。”当一个审议论坛获得这类公众信任时，就应能获得政治影响力，从而开始执行人民论坛的第二项策略——为大众意见中最有可能发展得最充分的部分创造政治影响力。¶
如果密集审议论坛在一个已经存在人民论坛的社会中运行，并考虑人民论坛处理的某些议题，它们很可能得出与人民论坛在这些议题上的投票趋势一致的结论；而且，在人民论坛对这些问题开展数年甚至许多年调查之后，其最终结论会是什么，密集审议论坛也可能作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预测。由于密集审议论坛很可能具有这种预测能力，其管理者可以呼吁全体公民支持其结果，在人民论坛调查中作出与这些结果一致的投票，并要求政治人物实施论坛投票趋势所倡导的政策。许多公共事务评论者可能支持这样的呼吁。通过这种方式，人民论坛与密集审议论坛应能相互引起公众注意，使双方在促进公共意见发展，以及为各自表达的相对充分发展的意见创造政治影响力方面，都更加有效。这种共生关系可能产生协同效应，使其共同作用，大于人民论坛在一个社会中独立运行的效果，与密集审议论坛在该社会中没有人民论坛配合时运行的效果之和。¶
通过这种方式，人民论坛可以与其他审议制度共同构成覆盖整个政体的审议体系。正如几位政治理论家在《审议体系：大规模的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Parkinson and Mansbridge 2012）中所倡导，这些体系会在民主政府中提供一种劳动分工：其中某些部分本身的审议性较弱，却能为整体的审议结果作出重要贡献。例如，抗议示威、党派修辞，甚至可能包括党派媒体，都可以增加包容性、激发参与，从而推动公共意见和政策的发展。¶
下面简要介绍几种最有希望与人民论坛产生协同效应的密集审议小组。¶
公民陪审团。公民陪审团由少量公民（12–24人）组成，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出，由公共机构等发起主体支付少量酬金。陪审团由独立组织运作，该组织提供一位主持人。陪审团听取证据、询问证人，审议3–4天，然后提出报告；发起机构被期待对报告作出回应。美国的杰斐逊中心（Jefferson Centre）以及英国包括公共政策研究所在内的若干组织，都举办过公民陪审团。俄勒冈州的公民倡议审议委员会（Citizen Initiative Review Commission）以类似方式运作，随机抽选陪审团来审议公民倡议提案。这些团体形成“公民声明”，随每份倡议选票一同提供，概括由选民的同侪确定的提案要点。¶
政治学者维维恩·朗兹（Vivien Lowndes）、劳伦斯·普拉切特（Lawrence Pratchett）和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 2001, 448）报告说：“人们不仅愿意参加‘陪审团’，而且广大公众愿意信任其决策——甚至比民选代表的决策更信任。”¶
规划小组。规划小组是德国相当于公民陪审团的机制，由随机抽选的约二十五名公民组成，向政府部门提供建议。它们在提供信息的方式和组织方式上都更为正式，会让参与者轮流加入由五人组成的小组，确保所有人都有互动（Smith 2005）。¶
共识会议。这类小型审议团体与公民陪审团类似，但其成员主要通过自我选择产生：先有人响应广告提交书面申请，形成自愿者群体，再依据社会人口特征标准从中挑选。丹麦技术委员会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举办这种会议。每场会议之前，都有一系列会前会议，供成员学习议题并拟定问题。小组的建议对政府不具有约束性权威，但有时会直接影响立法过程（G. Smith 2005）。¶
审议式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这一系统由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设计，使用250–500名公民的随机样本，规模足够大，因此不必进行分层。小组开始工作时，每名成员先就将要审议的议题完成一项民意调查，随后用2–3天听取专家证据，并分成小组审议。工作结束时，再对成员重复进行同一项民意调查，并与审议前的调查比较。这些比较提供了明确证据，说明参与者在反思所提供的证据和其他参与者的看法后，会在过程中改变观点（G. Smith 2005）。不过，一些学者（例如Shapiro 2005；Gleason 2012）质疑，这些变化是否总是意味着参与者意见质量的改善，因为Deliberative Poll®“受到大量规则约束”的结构，可能限制其思考（Ryfe 2002, 365）。这方面的问题之一，是被挑选出来向参与者作简报的少数专家，几乎不可避免地以带有偏向的方式界定议题，并对参与者产生启动效应；另一个问题是，这少数专家中几乎不太可能有人充分跳出惯常思路，识别出反直觉却至关重要的概念，例如第5章以“稀缺乘数”所讨论的、普遍存在的民主功能失调。¶
Deliberative Poll®也曾在线开展。在这种形式中，由约500名公民组成的随机样本，每周审议两小时，持续四周。这一版本所实现的意见变化，似乎不如面对面审议式民意调查那么显著（G. Smith 2005）。¶
审议日。审议日由詹姆斯·菲什金和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于1999年提出，意在扩大Deliberative Poll®的样本，潜在范围可达全国。它将在全国重要选举前十天设为一天公共假日，让已登记选民在15人小组中审议关键议题，并在当天汇合为500人的全体会议。出席者将为其一天的公民工作获得150美元。这一构想得到广泛讨论，但许多人持怀疑态度，政治学者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就是其中之一。¶

审议日——我不认为这是个很明智的主意。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建立范围广得多的审议机制。例如，我们谈到智能投票，它让你能够查看议员的投票记录，以及不同候选人提出的偏好；你自己也可以作测试，看看哪个候选人最接近你的偏好。在我看来，这对个人而言可行得多，也令人兴奋得多。（引自POWERInquiry 2004, 6）


九年前，政治学者阿道夫·冈德森（Adolf Gundersen）曾指出：¶

菲什金强调具有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过程，或者审议论坛；我则强调普遍的、不加区分的过程。（这里的区别实际上在于重点：这两类过程并不相互排斥。只是后一种过程经常被忽略。）（Gundersen 1995, 247，括号为原文所有）


AmericaSpeaks的21世纪城镇会议。这些会议举行一天，有500至5,000名公民参加；他们响应广告自愿加入，因此属于自我选择。组织者可能主动联络，以确保相对疏离的公民达到合理的参与程度。会议采用小组对话，由10–12名具有人口特征多样性的公民和一位独立主持人组成小组。各组通过计算机、投票键盘和大型闭路电视屏幕连接。专家提供平衡的信息，并按需要给予建议。会议一开始就与公共机构等决策者建立明确联系，其代表也出席会议，但结果对这些机构没有约束力（G. Smith 2005）。¶
全球公民观点（World Wide Views）。这一系统由丹麦技术委员会及其合作伙伴设计，旨在把代表性审议扩展到全球。它融合了Deliberative Poll®、AmericaSpeaks和共识会议的设计要素。在每个国家，尽可能随机地选取公民，并邀请他们加入WWV小组。在接受邀请者中，再根据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等方面对本国人口的代表性，选出100人。一些国家可能设有多个小组，在不同地点开会；世界各地所有小组通过一项网络工具汇总结果。最初的应用，是“全球变暖全球公民观点”活动，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两个半月提出调查结果（WWV 2009；WWV 2010）。2009年9月26日，大约4,000人在38个国家聚集，讨论哥本哈根会议应当取得什么成果。结果比传统民意调查的发现明显更加进步。具有代表性的参与者中，90%认为迫切需要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项新协议；88%希望该协议把全球变暖限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2摄氏度以内；74%赞成提高发达国家化石燃料的价格（Herbick and Isham 2010）。¶
全国议题论坛与读书讨论圈。这是由地方发起、规模不等、参与者自我选择的公共论坛。凯特林基金会在全美协调全国议题论坛。其NIF研究所每年通过出版议题手册，聚焦若干重大议题；每本手册围绕一项议题描述三种或四种处理方式（绝不只有两个对立极端），作为审议框架。讨论由受过训练的主持人引导。基金会定期汇总各论坛的发现，出版报告并提交民选官员，使其了解关心议题的公众成员经过思考的看法。读书讨论圈与全国议题论坛类似，由康涅狄格州东哈特福德的保罗·J.艾彻基金会旗下“日常民主”组织举办（G. Smith 2005）。¶
电话投票（Televote）。这一名称用于两类最终以电话投票结束的论坛。一类采用自我选择的参与者，另一类采用随机样本。组织者向参与者提供问题、信息以及正反双方的论据，并邀请他们在投票前几周，自己或与朋友、熟人共同审议。自我选择版本由社会心理学者文森特·坎贝尔（Vincent Campbell）于1970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发明，他通过报纸广告邀请人们参与。1978年，政治学者特德·贝克尔（Ted Becker）和克里斯塔·达里尔·斯莱顿（Christa Daryl Slaton）对其作出修改，以随机选择产生具有代表性的公众样本，针对夏威夷州制宪会议进行审议和投票。此后，他们的系统又在夏威夷、新西兰和加利福尼亚另外使用了十一次（Slaton 2001）。¶
电子民主（E-Democracy）。电子民主于1994年以“明尼苏达政治与议题论坛”起步，举办基于互联网的论坛，讨论州级、全国及全球政治议题。在美国、英国和新西兰，已有五十多个这样的论坛运作。参与采用自我选择；每个论坛由一位管理者进行轻度主持，确保使用者遵守参与规则。新闻媒体有时会报道明尼苏达政治与议题论坛的在线辩论，这表明它可能具有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参与者报告，他们的参与增强了政治兴趣与知识，也增进了对其他公民观点的理解和尊重（G. Smith 2005）。¶
网络空间公民公地（Civic Commons in Cyberspace）。网络空间公民公地（CCC）由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提出，旨在扩展明尼苏达电子民主模式，使它从促进公共意见发展的论坛，转为赋予这些意见力量、并使其发展得更加全面的论坛。CCC由杰伊·布卢姆勒（Jay Blumler）和斯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设计（§2.3.3引用过他们的观点）；他们规定，应由一个新设、公共资助的机构运作，推动、促进并概括在线审议，并期待有关部门对这些公共讨论中形成的任何成果作出正式回应。CCC将为公民提供一个集中入口，以审议各级政府的公共议题；也为政治人物提供一个一站式场所，以了解这些讨论。它“将特别致力于探索新的方式，与尽可能广泛的公民进行明智的协商”（Blumler and Coleman 2001, 16）。因此，它可能认识到需要通过举办调查等公共活动来协调公民审议，使所有感兴趣的人知道何时参与，并能以为一个政体形成集体选择的方式参与。一个实际运作的CCC，因此可能对人民论坛有强烈兴趣。虽然CCC与论坛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其功能更复杂，因为它将“推动、宣传、规管、主持、概括并评估范围最广、包容性最高的在线审议”（Blumler and Coleman 2001, 17）。相比之下，论坛不会让工作人员主动规管、主持和评估审议。它将依靠公民通过年度投票来作评估；其对审议的规管和主持，则仅限于通过选票编制提供指导。这种指导包括议题的选择及说明、问题的选择，以及向投票者指出议题之间的关系。论坛对公共论辩和审议的唯一规管，是修改选票（例如回应公众批评），其中也包括更新它所呈现的议题范围。¶
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CCC就无法运作；政府必须愿意：（a）提供公共资助；（b）允许一个独立机构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运作；以及（c）对公民审议结果正式作出回应。CCC覆盖范围广泛，因此原本可以被加入§6.5.2中对四种民主政府改革方案的比较；但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它的覆盖范围似乎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它局限于在线论坛，而且缺少一种在特定时点把整个政体的意见转化为集体选择的投票。因此，PF似乎具有更大的直接改善政府功能的潜力；但如上所述，CCC可能在协助PF方面非常有用。对于CCC的网络功能，布卢姆勒和科尔曼（Blumler and Coleman 2001, 13）指出，“数字鸿沟”应不会成为问题，因为互联网使：¶

个人更容易找到并追踪自己所关心的事情；通过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能减少。资源匮乏的公民和团体，可以开展那些过去主要属于资源充裕的组织和个人的传播与监督活动。（Blumler and Coleman 2001, 13）


公民大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选举改革公民大会，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审议论坛，于2004年1月至12月运行。它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政府设立，政府承诺将就其结论举行公民投票。大会由160名随机选出的公民组成，设有一位独立主席，研究BC的选举改革选项。它审阅了50场公开听证会提供的证据，收到1603份书面意见，并在投票确定建议之前进行了审议。为了便利成员参与，会议安排在周末，提供儿童照看服务，并为其工作支付报酬。¶
这一过程不同于其他审议论坛，因为它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获得官方承诺，其建议将得到后续行动。但由于这一行动是把建议提交公民投票，大会成员所获得的智慧便部分被弃置，因为最终选择交由相对不参与、也不知情的一般公众作出。虽然大会内部的最终投票以146票对7票几乎一致通过建议，公民投票却只有57.7%赞成大会结论。不过，这仍远高于同一提案若来自立法机关所能获得的支持（Goodin 2008, 269）。大会审议过程的公开，以及它在统计上对全体公民的代表性，可能不仅教育了一些公民，使其了解议题，也鼓励一些人信任大会的工作，并把其结论作为公民投票中的启发式指引。然而，这些效果仍不足以使大会以压倒性优势选择的单一可转移票制（STV），达到法律规定的60%公众赞成票门槛。¶
安大略省继BC之后，也建立了自己的选举改革公民大会，于2006年9月开始，2007年5月结束，以94名成员赞成、8名反对，建议采用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最终结果不及BC：2007年10月，安大略省的这一选择提交公众公民投票时，遭到63%的投票者否决。澳大利亚也仿照公民大会举办了一个称为“公民议会”（Citizens’ Parliament）的论坛（newDemocracy Foundation 2008），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2月围绕“如何加强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使其更好地为我们服务？”这一主题展开。这次活动没有政府赞助，因此其建议未被提交公民投票。那些建议因而不太可能得到推进和执行；而建议往往未能具体说明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更使这种命运几乎确定无疑（Dryzek 2009, 3）。¶
巴西全国公共政策会议。这一金字塔式系统已在§6.5.2.4末尾概述。作为全国规模的审议制度，每场会议都由公民和公务员共同审议一个议题，持续数月；过程从市级会议推进到州级会议，最终到全国会议。尽管结果不具约束力，它们对政府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关于人民论坛与密集审议论坛相互支持的结论。电子民主和网络空间公民公地对互联网的运用，使它们在参与人数和所处理议题数量两方面，都具有潜在的无限覆盖能力，这与人民论坛的潜力相似。不过，这两个组织承诺主动管理讨论，使其无法同时处理许多议题；人民论坛则会在不监控、不控制公共辩论往来的情况下促进审议，从而避开这一问题，如§7.2.2所讨论。CCC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激发启动和运作它所需的政治意愿。它在2001年初就被提出，却至今未获试行；推测原因在于，它依赖政府承诺建立它、为它出资，并听取它所报告的公共审议结果。克服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可能是先用私人资金启动人民论坛。如果这成功使论坛在一个省或国家确立为政治制度，那么建立CCC的论点就可能更容易推广，因为论坛可以提议，使CCC成为一个上级部门，为论坛及其他活动的持续运作提供资金。这些其他活动包括审议式民意调查、共识会议和在线小组等密集审议论坛，它们会如上文所述，帮助增强人民论坛工作的协同效应。密集审议论坛还可以补充人民论坛的工作，表明对于那些时限过短、不适合人民论坛处理的议题，如果所有公民都仔细审议，一般公众会作出怎样的回应。¶
如果人民论坛选票正在处理的某项议题尤其迫切需要解决，那么非常关心它的人可能决定加快论坛过程，出资举办一个随机抽样的密集审议论坛，以展示：如果该议题在整个社区中得到更充分的认识，公共意见将来可能如何发展。如果这一展示由公民大会进行，也许最能培养公众信心，因为大会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例如一年），并允许公众提交意见。¶
另外两种可以考虑与人民论坛共同运作的创新，是金字塔式民主（见§6.5.2.3和§6.5.2.4）以及人民议院（§6.5.2.2）。金字塔式民主将邀请公民信任层层代表所作的审议，而这些代表链条也邀请全体公民提供意见，由此追求论坛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和正当性的使命。它所采用的策略与人民论坛近似。对于PF第一项策略，即发展大众对战略政策的公共意见，金字塔式民主会通过向全体公民提供在金字塔底部小型密集审议团体中参与政治的机会来尝试实现，但不专门聚焦战略政策。第二项策略，即赋予大众公共意见中发展得最充分的部分以政治影响力，则通过把这种权力交给金字塔顶端的小型代表群体来执行。不过，把这种影响力从底部所有公民传递到顶部少数人的过程很复杂，再加上公民参加底层会议所需付出的劳动，可能使他们的参与动力不如参与人民论坛那样强烈。而且，如§6.5.2.4所述，如果金字塔层级很多，在底层审议的重要战略政策，可能很难在顶层得到辩论和宣传。由于人民论坛与金字塔式民主的使命和策略相似，人们可能把它们视为彼此替代，而非互补。但论坛能够同时处理无限数量的议题，并聚焦战略政策，这意味着二者应当相互补充，正如§6.5.2.4结尾对全国公共政策会议（NPPCs）所提出的那样。这种互补性可以表现为：论坛同时在整个战略范围内发展政策观念，并协调这些观念，让各个金字塔体系据此制定不同领域的政策，使这些政策彼此配合，而非相互抵消。¶
§6.5.2.2把人民议院的使命描述为：为公众发声，遏制特殊利益，克服立法僵局，并更公平地汇集选民偏好。这与人民论坛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和正当性的使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人民议院的策略相当不同。人民议院不会先鼓励一般公众意见的发展，再帮助公民对其意见中最有可能发展得最充分的部分建立信心；它会帮助一个非常庞大的公众随机样本（43,500人）发展意见，并要求全体公民信任这些意见。这种信任主要取决于公众是否认识到以下三个特征：样本极具代表性；它进行了仔细审议；以及（也许）它足够庞大，使大多数公民有一定希望与至少一名成员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比较人民论坛与人民议院的策略，可以把论坛视为主要致力于提高参与的数量和质量，而人民议院则主要致力于提高代表的质量。因此，这两项制度可能相互补充。如果它们都在一个政体内运行，论坛的策略应能通过帮助全体公民理解和接受人民议院充分发展的政策，协助政治人物认可这些政策。同时，人民议院也会在立法机关内部，倡导论坛在一连串调查中缓慢发展的广泛政策中的具体部分，从而帮助论坛。¶
9.2 人民论坛的绩效指标
如果人民论坛得到试行，建立客观程序监测其运作成效将很有用。直接程序会评估论坛使命的实现情况；间接程序则评估其策略执行，以及它是否提供了一项旨在协助政府的制度所应有的制度收益和政治平等收益（§6.2作过讨论，并在§6.3和§6.5.2中运用）。由于§6.2所描述的两项治理收益，将通过论坛的两项策略来提供，判断这些策略的执行，就能衡量这些收益的提供。因此，可以评估以下十六种表现中的前十四种，以形成绩效指标；最后两种（治理收益的提供）无须另作评估，因为已被第iii项和第iv项涵盖。¶
绩效指标的类型¶
人民论坛使命的实现：¶

	i. 改善公共政策的质量。

	ii. 改善公共政策的正当性。


人民论坛策略的执行：¶

	iii. 加快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战略性公共政策的意见。

	iv. 为相对充分发展的公共意见创造政治影响力。


人民论坛所提供的收益：¶
制度收益：¶

	v. 效率。

	vi. 对政治制度的可移植性。

	vii. 对战略议题的可适用性。

	viii. 对大规模政体的可移植性。

	ix. 透明性。

	x. 引入的可行性。


政治平等收益：¶

	xi. 交流（公民政治观点）方面的平等。

	xii. 公民投票方面的平等。

	xiii. 公民控制议程方面的平等。

	xiv. 充分包容各类公民。


治理收益：¶

	xv. 充分知情的理解（尤其针对战略议题，已由上文第vii项涵盖）。这一指标相当于上文第iii项。

	xvi. 充分知情理解的政治优势。这一指标相当于上文第iv项。


由于对使命实现情况的评估直接反映表现，因此可能比对策略执行情况的评估更可靠。下文对可能指标的描述，仅关注使命和策略，不涉及制度收益与政治平等收益的提供，因为后者相对而言属于绩效的细节。如果认为有用，可以把它们作为额外指标研究，所用方式可以类似于下文为显示使命实现和策略执行而提出的方法。¶
9.2.1 使命实现的指标（指标类型i与ii）
以下四项绩效指标（PI1–PI4），或许可以表明一个正在运行的人民论坛，在改善公共政策质量和正当性方面做得怎样。¶
PI1：基于民主指数。在一个民主国家开始使用人民论坛之后，可以观察其民主指数的趋势，监测公共政策质量和正当性的若干总体变化。这些指数由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英国的民主审计（Democratic Audit）、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Kaufmann et al. 2010），以及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conomist 2008c；Economist 2010）等组织或项目评估。例如，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监测每个国家的五类民主功能：选举过程与多元主义、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民主政治文化，以及公民自由。每一类别进一步分为若干子类别（8至14项不等），每个子类别都对该国表现进行评级。一些子类别涉及公共政策的正当性，例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对政党的信任”（属于“政府运作”类别）。通过比较人民论坛引入之前，与引入数年之后各类别或子类别的变化速度，或许可以使用这些民主指数中的某些组成部分。¶
PI2：基于公共意见调查。民主指数部分子类别的评估，来自在受评政体内部开展的大众公共意见调查。这类调查可以比民主指数研究人员目前采用的方式更加细致，以查明在人民论坛引入前后，公民如何看待政府在具体议题上的政策质量与正当性。¶
PI3：基于专家意见。可以采用与PI2相似的调查问题，但询问对象不是一般公众，而是学者、利益集团负责人等公共政策专家，从而提供另一个指标，显示人民论坛引入前后的政策质量，但不显示正当性。¶
PI4：基于密集审议论坛。无论采用自我选择还是随机样本，密集审议论坛都可以评估人民论坛对公共政策质量的影响。随机样本类型的发现，还可能表明人民论坛正在发展的公共政策获得正当性的潜力。这种潜力也许只有在经由论坛对这些政策展开广泛公共辩论之后，才能实现。¶
9.2.2 第一项策略执行情况的指标（指标类型iii）
以下两种机制，应能显示正在运行的人民论坛使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特别是在战略议题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PI5：基于公共意见调查。在人民论坛出现之前和之后，围绕论坛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数次大众公共意见调查，可能表明论坛是否看起来加快了这些问题上意见变化的速度。¶
PI6：基于专家意见。可以调查大众公共意见方面的专家，例如政治学者和利益集团负责人，询问他们认为：人民论坛针对那些自己熟悉、且论坛已经提出的问题，如何影响了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这可能显示论坛执行第一项策略的成效。该绩效指标与PI3类似，但重点在于人民论坛作用下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而非论坛对公共政策质量的影响。¶
9.2.3 第二项策略执行情况的指标（指标类型iv）
以下指标应能显示，正在运行的人民论坛，在多大程度上为论坛调查所记录的、相对充分发展的公共意见创造了政治影响力。¶
PI7：基于论坛投票参与率。如果参与论坛投票的选民比例接近零，就表明其影响力微乎其微；但即使只是很小的比例，比如5%，再结合下文PI8的良好评级，也可能表明人民论坛调查结果所表达的意见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之所以提出5%这个数字，是因为它应当占社区中熟悉政治议题者的相当一部分；§2.2.3提出，对许多议题而言，熟悉者占比不足20%。因此，人民论坛调查的投票参与率如果达到大约5%或以上，最终可能被公众广泛接受为一种在政治上值得重视的声音。¶
PI8：基于公共意见调查。大众公共意见调查对论坛以下两个方面的赞同与不赞同评级，应能表明其政治影响力：¶

	人民论坛的制度与管理。

	人民论坛调查的结果及其趋势。


这些调查应定期进行，例如每年一次，以识别大众对这一系统及其结果的赞同或不赞同是否存在趋势。¶
9.3 人民论坛小规模试验的不足
如果能够通过小规模试验来评估人民论坛的有效性，而且成本远低于§6.4所建议的州级或全国实际运行规模试验预计至少$1000万的费用，那将非常有帮助。任何这样的实验，都必须表明人民论坛是否可能在其设计面向的大规模运行中实现使命，或作为间接指示，表明它是否会在大规模下执行两项策略。由于论坛的使命是改善省级、全国或跨国辖区内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正当性，小规模试验似乎不大可能可靠地表明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但这种试验能否检验它执行策略的可能性呢？如果能，那也就是在检验PF执行使命的可能性，因为策略的任何执行，尤其第二项策略的执行，都应相应地促成使命的实现。¶
对于论坛的第一项策略——加快大辖区内大众公共意见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战略政策的意见——这样的试验可以采用三个规模相同的随机抽选群体，来代表该辖区成员的行为。其中两个群体可在一段为期约五年的时期开始时选出。在这段时期内，其中一组将接触论坛独特的“审议”技术，即每年向组员提供一次论坛选票的投票机会。另一组则只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就同一份选票获得一次投票机会，此后不再参与试验。在试验期结束时，从大辖区内此前未曾在该选票上投票的成员中，随机抽选一个规模相同的第三组，让他们就该选票投一次票，投票前没有审议机会。将这次投票与五年间一直参加年度投票的样本组同期的最终投票相比较，观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任何此类差异，都应来自论坛过程对五年间获得年度投票机会的样本成员所产生的审议影响。只在期初投过一次票的样本组结果，则与只在期末投过一次票的群体结果比较，以显示在没有论坛影响的情况下，大辖区内意见所发生的变化。¶
不过，这样的比较无法检验论坛的有效性，因为其审议技术只有一部分能应用于小群体。那部分技术包含三个主要组成：（1）选票的编写方式（包括§7.2.2讨论的深入问题菜单），以及供潜在投票者选择的庞大议题菜单；（2）定期且留有间隔的投票，例如年度调查，为审议提供经宣传的时段，并以态度反馈（调查结果）和态度趋势（连续调查结果）收尾，从而帮助下一阶段的审议；（3）自愿投票，它可以在公民相互敦促参与投票时促进议题交流，同时也只邀请对议题感兴趣的人投票。然而，论坛审议技术的一大部分，无法应用于小群体。这一部分，就是让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可能、或有较大可能，通过投票产生政治影响力。意识到这一点，会激励一些成员通过投票，以及围绕调查提出的具体问题与其他成员论辩，来尝试运用这种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组员可能比原本情况了解更多有关这些问题的内容。但一个小得无法产生这种影响力的群体，其成员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可能性。论坛所处理的议题类型，使小型实验群体更容易缺乏这种学习动力。由于这些是持续存在的长期问题，其中许多相互关联、具有根本重要性，只有拥有能够在战略上行动的政治制度的大辖区，才能影响它们。因此，只有这种非常庞大、政治上有力量的群体的成员，才会设想自己可能影响这类政策，并因此受到论坛调查运行的强烈激励，参与论辩、审议和投票。小群体成员受到论坛调查的激励，不会像很大群体的成员那样充分思考论坛提出的议题；因此，在小群体中试行论坛，很可能低估论坛执行第一项策略、加快公众对战略议题的意见发展的潜力。¶
要小规模检验人民论坛执行第二项策略的有效性，即为大众公共意见中可能发展得相对充分的部分创造政治影响力，似乎需要一个随机抽选的实验群体。如果这个样本准确代表一个大辖区的众多成员，就可以期待它模拟这些成员的行为。这里需要的模拟，是在该样本群体内部运行人民论坛数年，每隔一年，或至少每隔数月，定期举行一系列调查。由于投票是自愿的，预期只有样本中那些对选票众多议题里的某些议题感兴趣的人会投票，正如实际运行规模的论坛所设想的那样。因此，这些试验调查的结果，会被视为代表了样本群体中那些对所列议题具有较充分发展看法的人的意见。经过数年调查后，再询问样本群体的所有成员：他们是否认为，调查趋势应转化为法律或政府政策。回应很可能显示论坛第二项策略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执行，表明样本成员乐于赋予其中投票者以政治影响力，因为所有成员都非常支持将投票趋势制定为法律或政策。这种支持之所以很可能出现，是因为样本中的投票者可能几乎就是其全部成员，于是实际上是成员在支持自己的看法。这类样本很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因为其成员受到关注——先被随机选中，再被个别告知有定期调查可参与——可能因此感到有义务或受到激励，对所提出的议题产生兴趣，并参与投票；相比之下，如果他们只是一个提供实际运行规模论坛的政体中的公民，就未必那么愿意这样做。这可能意味着，样本中几乎所有成员都会实际参加所获邀请的调查投票，因此，整个样本的意见与选择投票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几乎没有区别。如果如此，就无法检验样本中的所有成员是否会把政治影响力赋予其中选择投票的一个小子集，因为这个子集并不小，而几乎包含全部成员。因此，这种“检验”可能高估论坛执行第二项策略的有效性。检验也可能产生相反效果，因为这一情境缺乏现实性：样本群体成员被期待对本群体的战略政策产生兴趣，而群体却根本没有实施这些政策的可能，这可能太无趣，以至于没有成员认真对待。因此，他们可能不去辩论这些议题，不去发展有关政策，并且完全不在意是否赋予这些政策群体内部的政治影响力，因为群体实在太小，根本无法实施政策。¶
因此，小规模试验似乎很可能无法模拟人民论坛在大辖区中的表现：它会低估论坛执行第一项策略的能力，并高估或低估其执行第二项策略的能力。即使试验不在这些方面造成混淆，它仍然有所不足，因为它没有具体评估论坛在大辖区实现使命的能力，即改善公共政策（尤其战略政策）的质量，同时为这些政策建立公众认可的正当性。¶
9.3.1 用模拟代替小规模实验
由于小规模试验可能误导，通过思想实验或计算机进行模拟，也许可以被认为足够可靠，用以判断人民论坛是否值得花费成本在实际运行规模上试行。先考虑思想模拟：它应聚焦于论坛是否可能做到那些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事情。总体而言，有三种这样的能力：论坛能够以实际运行规模建立起来；以及在运作时，能够执行它的两项策略。如此前§7.2.12所讨论，建立论坛（基本上是功能11）从根本上说并非极其困难或不可能，因此这里聚焦于论坛能够执行其策略的概率。为作此判断，我们评估论坛实现那些用以执行策略的功能的概率。这里参照的是§7.1列出、§7.2讨论的十二项功能，而非§6.3讨论的五项更一般的功能（十二项功能已涵盖后者）。为识别哪些功能至关重要，先把策略按重要性排序。第一项策略是发展大众对战略议题的公共意见，第二项策略是为公众中更可能精通战略政策的那部分人的意见创造政治影响力。政治研究显示，哪怕只在很小程度上执行第一项策略，也极其困难（见§2.2.3和§2.2.4）；因此可以认为，第二项策略对PF成功运行最为重要。所以，我们聚焦于此，从PF功能的两个方面来评估其执行的可能性：一项功能对于执行第二项策略的重要程度，以及论坛实现这项功能的概率。评估首先选择最重要的功能，再判断论坛执行这些功能的概率。¶
执行PF第二项策略所需的功能，如§7.1十二项功能清单中的Sm标记所示，是功能5、6、7、8、9、10和12。其中5、7和9似乎尤其重要。这也使功能12（公众对PF的信任）变得重要，因为它是功能5（赋予PF投票趋势以政治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功能6和8相对属于细节（对第二项策略的重要性较低），而且无论如何，都被认为很可能通过PF设计实现（见§7.2.7和§7.2.9的描述），所以不再进一步考虑。功能10（PF为艰难决定产生政治意愿）依赖功能5，这更加突出功能5的重要性。由此，我们聚焦于PF执行功能5、7、9和12的概率。功能12（公众对PF的信任），部分取决于执行功能7（贤能政治影响）所产生的启发式线索；这里认为，如果功能9（不受腐败影响）得以有效实施，PF设计应能充分实现这两项功能。因此，要判断PF成功的概率，首先必须评估它实现功能5、7、9和12的概率。可以通过阅读§7.2.6（功能5）、§7.2.8（功能7）、§7.2.10（功能9）以及§7.2.13（功能12），尝试作出这些评估。这里认为，那些说明表明，一个管理良好的PF，很可能相当妥善地实现这四项功能。其他所有功能也都显得可行，因此PF似乎应当能够运作。¶
由于十二项功能中有若干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赖，计算机模拟可能更有助于判断PF执行这些功能的概率，从而判断PF执行两项策略、实现使命的概率。这样的模拟可以涵盖PF在下列条件下的运行：（a）PF实现每项功能的一系列概率；（b）各项功能表现的一系列强度；以及（c）功能之间不同强度的相互作用。这类建模应能显示PF的表现对每个变量的敏感性，从而在主观判断为现实的假设范围内，更清楚地说明它能否实现功能、执行策略。这种方法与美国几家公司，例如Mesquita and Roundell LLC，为政治预测所采用的博弈论计算机模拟有些相似；但那种方法似乎不适合我们的目的，因为它是为“策略情境”设计的。在数百个这类案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的预测，成功率超过90%（Bueno de Mesquita 2009, xix）。“策略情境”不是选举这类数百万人每人只具有极微小影响力的事件，而是相对少数的人围绕有争议的决定讨价还价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可以识别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及其互动，并按协商、胁迫、欺凌和合作等模式建模（O’Connell 2012, 43）。不过，也许可以采用未必基于博弈论的模拟，预测制度设计的表现。在博弈论中，先识别行动者、其情境与影响力，再让计算机生成他们可能的互动和回应。模拟制度表现可以采用类似方法：识别设计要素（例如第7章为PF规定的要素），评估它们如何与人性互动而产生设计功能（例如第7章为PF规定的功能），然后评估这些功能如何与人性互动，从而执行或未能执行制度的策略与使命。可以在被判断为可能的范围内改变人的反应，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模拟，以检验这些预测的可靠性。如果这种敏感性分析预测制度很可能失败，它可能提示，要么改变特定设计要素，要么放弃那个特定的基本设计。¶
不过，考虑到改善治理的需要十分迫切，加上建模的费用，以及其理论产出固有的不确定性，似乎应优先在省级或全国辖区的真实政治世界中试行人民论坛。¶

第10章 结论
现在，我们通过考察其他人先前提出的诊断，回顾本书对民主失灵的诊断，以及为治愈它而开出的处方，看看那些诊断与我们的诊断有何异同，以及我们的处方——人民论坛——是否也能回应它们。¶
本书写作的四十年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以及社会学者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和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将民主社会评估为“失范的”，或缺乏目的的。本书第1部分的评估与之相似，认为三种效应会造成漫无目标：不清楚谁在指挥政体；竞争性斗争分散政治代理人的注意力；以及一些公民的智慧与社会责任感，被迫与许多其他公民的不参与状态相折中。亨廷顿、绵贯和克罗齐耶这样描述这种失范：¶

因此，今天民主社会所匮乏的，并不是对游戏规则的共识，而是对于人们通过参与游戏应当实现什么的目的感。过去，人们在宗教、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和日本，经济重建与发展作为目标，几乎得到社会所有主要群体的支持……但如今，这些目的已经失去其突出地位，甚至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机器继续运转，但操作这台机器的个人，其作出决定的能力往往会退化。没有共同目的，就没有共同优先事项的基础；没有优先事项，就没有理由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与要求之间作出区分……这个系统成为一种失范的民主；在其中，民主政治更多地成为主张彼此冲突利益的竞技场，而非建构共同目的的过程。（Crozier et al. 1975, 159–61）


第1部分回顾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近期的失范民主实例，以及一些迹象，表明就连北欧国家也可能正在出现这一痼疾。克罗齐耶、亨廷顿和绵贯作出上述诊断三十六年后，战略研究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 2011）对日本的失范提出了一则轶事性观察。¶

现政府应对海啸——尤其是随后核危机——的方式，加深了这样一种感受：今天日本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提供能够处理一时危机的有效政府，更不用说处理日本面临的更深刻、且最终要求更高的长期挑战……

日本深深担心，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中国会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挤压日本，使日本沦为某种中国的附属……

……日本拥有在未来数十年间继续成为亚洲大国所需的基本资源。但日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新政府，而是一种新的政府。一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最近告诉我，日本避免衰落的唯一方式，是更换整个政治制度。五年前辞职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是现有政治制度所能产生的最佳领导者，但他仍不足以阻止日本下滑。朋友告诉我，需要的是一场革命——结束金钱政治、政治生涯主义者以及党内大佬的统治。新的政治应由对日本未来的不同看法之间的竞争塑造，而不是由派系和利益集团的竞争塑造。


这可以被解读为对人民论坛的呼吁，因为这一设计旨在产生一种“由对……未来的不同看法之间的竞争塑造的新政治”。¶
要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论坛能否改善民主政府，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2000）对这一任务的评估似乎很有帮助。凭借其作为社会科学家、欧洲共同体创始人之一以及英国上议院成员的经验，达伦多夫识别出当代民主制度的五个主要问题。第一，人民强烈参与时，民主运作最佳；而这通常发生在人们正在争取民主的时候。一旦民主牢固确立，公民权利普遍化，冲突就不再那么紧迫，变得更加分散，人们往往退出参与。人民论坛通过仔细识别议题、拟定关键问题，并长期持续处理这些问题，也许能够抵消这种分散，使公民受到鼓励，保持关注，进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并坚持要求实施。¶
达伦多夫指出的第二个民主问题，是政治民主与民族国家相联，而当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受到全球化侵蚀时，政府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切身相关。由于论坛应能跨越国际领域运作，它或许能够抵消这种衰退：一方面，通过关于超国家议题的问题，发展国际形式的民主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关于国家议题的问题，帮助明确每个民主国家的责任。¶
他的第三项关切是走向威权主义：国家政府试图通过巩固行政体系的权力来绕开议会；在美国，这一趋势以总统权力不断增长为先导。达伦多夫（Dahrendorf 2000, 312）将其描述为：¶

一种奇特的发展，与政府事务的复杂性、专业知识的需要，以及媒体尚未界定的角色有关……这些趋势应当受到谴责或被逆转，但尚未找到新的机制，来控制表面独立的机构、约束准自治非政府组织，并疏导含混表达的公共意见。


人民论坛的设计或许能提供这样一种机制，因为它应会让国会和议会更加明确、更加明智地受到人民指挥，从而重新界定其角色。这应能澄清“含混表达的公共意见”，并扭转任何威权主义趋势。¶
达伦多夫（Dahrendorf 2000, 313）指出的第四个民主问题，是走向威权主义的另一面：许多公民冷漠，因为他们“厌倦了自己眼中的民主游戏”。底层的这种不参与加强了顶层的权威，但人民论坛应能通过向公民提供便捷而有意义的参与方式来抵消它，例如每年就战略议题投一次票，并按自己的意愿，参与围绕论坛针对这些议题所提出具体问题的持续公共讨论。¶
达伦多夫指出的最后一项民主困难，是公民社会的凝聚力减弱，侵蚀了政府的社会基础。这部分源于民主克服基于阶级的政党斗争，形成普遍的公民权利。由于这些是个人权利，它们往往使集体认同原子化；这向我们提出挑战：必须确保明日社会具备运作所需的凝聚力。这里，人民论坛似乎再次提供了答案。它将提供一个场所，使公民聚集起来，通过选择议程并稳步处理议程，进行系统的交流。¶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93）、罗伯特·莱昂纳尔迪（Robert Leonardi）和拉法埃拉·Y.纳内蒂（Raffaella Y. Nanetti）对意大利制度变化效果的研究，为人民论坛的前景提供了另一种视角。1970年，意大利政府从道德观狭隘、以家庭为中心的南方，到眼光更具包容性的北方，建立了相同的新地区政府。普特南及其同事评估了这一在全国统一实施的制度变化的效果，并得出三条总体教训。第一，“社会背景和历史深刻地制约着制度的有效性”（1993, 182）；第二，“改变正式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1993, 184）；第三，“大多数制度历史的步伐缓慢”（1993, 184）。第一条教训表明，在习惯于处理差异的开放、包容社会中，人民论坛应当更加有效，也最不可能引发暴力冲突；第二条则意味着，它可能帮助封闭、威权的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第三条教训也许更适用于公民没有亲身体验的新制度，而不那么适用于全体公民都能主动参与的制度。对于后一类制度——人民论坛即属于其中——公民会“干中学”，因此“制度历史”可能迅速推进。¶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奎塔及其同事提出的、颇具争议的“选择人集团理论”（selectorate theory），为三重功能失调理论，以及由此涉及的人民论坛潜力，提供了一个有用视角。选择人集团理论从理性选择角度解释独裁政权、民主政府和公司等组织如何运作。它是布埃诺·德·梅斯奎塔等人用以非常成功地预测“策略情境”结果的博弈论建模的基础，如上文§9.3.1所述。布埃诺·德·梅斯奎塔和史密斯（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2, 264）在介绍其理论的开场处指出：“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而言，生活是好的。但好并不排除更好。”他们指出，“更好”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根据选择人集团理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维持领导者执政的群体规模。其中最关键的群体是“获胜联盟”，即那些“如果领导者要继续留任，其支持就不可或缺的人”（2012, 5）。不那么不可或缺、但仍有影响力的，是实际上选择领导者的群体，称为“实际选择人集团”，或“有影响力者”。最大的相关群体是“名义选择人集团”，包括所有至少在法律上对选择领导者有一点发言权的人（“可替代者”），例如有投票资格的公民。从选择人集团理论看，如果人民论坛获得其运作所需的公众支持，它就应能改善民主制度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因为它往往会同时扩大实际选择人集团（有影响力者）和获胜联盟（不可或缺者）。人民论坛应能鼓励更多可替代者通过参与论坛调查投票，以及参与围绕论坛问题的公共讨论、为公共意见的发展作出贡献，加入有影响力者的行列，从而扩大这一群体。这种活动应会把论坛参与者从可替代者转变为有影响力者，让他们对谁来领导民主政府拥有更多影响——因为领导者往往会依据自己与论坛参与者通过投票趋势所形成的政策建议相符的程度，而被选中。如果论坛变得极有影响力，那么它的投票者，以及就论坛选票所列问题成功开展倡议的人，实际上就会成为获胜联盟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此时对领导者的政治生存不可或缺；这是因为，这些投票者和活动人士帮助形成关于政策的公共意见，而这种意见通过选举，只选择并支持那些将执行它的领导者。因此，人民论坛既然具有扩大民主政府获胜联盟规模的潜力，选择人集团理论就表明，论坛如果能够运作，将改善政府质量。¶
因此，三重功能失调理论与选择人集团理论似乎相互补充。选择人集团理论覆盖范围广，描述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和公司如何被管理；三重功能失调理论则局限于民主制度，说明其结构如何趋于失灵，以及如何改善。因此，可以认为三重功能失调理论包含在选择人集团理论之中。从这一角度看，名义选择人集团在三重功能失调理论中可以被视为“名义指挥者群体”，因为所有在法律上对选择领导者有一定发言权的人（在选择人集团理论中），也都有一定可能影响或指挥政府政策（在三重功能失调理论中）。同样，在民主国家，实际选择人集团（或有影响力者）也可以视为“实际指挥者群体”。例如，在一个借助人民论坛这类制度成功对抗三重功能失调的民主国家中，实际指挥者群体（有影响力者）包括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参与该制度的公民：在调查中投票；就论坛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辩和倡议；向PF管理者就选票的编制提供建议。实际指挥者群体或有影响力者，甚至也可以包括那些在投票选择政党和政治候选人时，将论坛投票趋势用作启发式线索，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名义指挥者群体的人。¶
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的评论中，可以推断人民论坛对于帮助发展全球治理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他指出，目前具有这一范围的制度：¶

作为“民族国家的集合”，只有“次级正当性”。它们要有效，需要的是“初级正当性”。这只能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借用中国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的话〕来实现：让全球治理“更贴近公民”，特别是运用社交网络技术，使“公民心中具有一种共同归属感”……

因此，巨大的挑战在于，全球治理的执行委员会——G20——饱受离心倾向困扰，而不是趋向统一时，如何走向“利益的汇合”。（Berggruen and Gardels 2013, 156）


人民论坛对于这一规模的治理（以及国家规模的治理）可能必不可少，因为它着重建立“初级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来自帮助公民发展并实施自己的政策观念。因此，它应能培育所需的“共同归属感”和“利益的汇合”。¶
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通过其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了若干国家的民主发展；他为美国的政治改善确定了三项优先事项。¶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维护并重振美国的开放社会？首先，我希望看到人们努力帮助公众，对“新话”建立免疫力〔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用来指欺骗性官方套话的词〕。那些在纳粹或共产主义时代接触过它的人，会对它产生过敏反应；但广大公众却很容易受其影响。

第二，我希望说服美国公众相信，直面严酷现实具有价值……

但提高政治讨论的质量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找到正确的政策，来处理国家面临的那些非常真实的问题。（Soros 2011, 16）


这三项优先事项与人民论坛的优先事项接近：提高公众讨论公共事务的水平，再用由此形成的充分知情的观点，塑造公共政策。¶
关于改善民主治理的迫切性，格斯·斯佩思（Gus Speth）提供了一个环境视角。他指出：¶

我们正在试图在一个实在过于强大的系统之内，开展环境政策和行动主义。这个系统就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它不惜一切代价、压倒性地执着于增长，把巨大权力下放给企业部门，并盲目信仰一个充斥外部性的市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弄清楚需要做什么来改变当今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美国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来推动这一点……我们现在的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贪婪而残酷的系统。公民有责任注入反映人类愿望的价值，而不只是赚钱……但各个团体，无论关心的是社会问题、社会正义、环境，还是有效的政治，都正在失败，因为它们没有共同合作。（引自Else 2008, 48）


第5章对“稀缺乘数”的分析，说明了“改变当今资本主义”需要做什么。第1部分通过诊断“三重功能失调”启动了这一分析；第2部分继续推进，开出人民论坛这一处方作为补救。这项制度可以成为斯佩思所说的“新的政治运动……注入反映人类愿望的价值”的关键工具。¶
论坛甚至可能在某些非民主政权中找到重要的启发式作用。正如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 2014）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如今“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公开谈论民意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建立庞大的机制，旨在测量人们的看法……〔而且〕甚至开始使用调查数据，帮助评估中共官员是否值得晋升”。这一趋势表明，在专制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中，都广泛存在使公共意见得到充分发展的需要。人民论坛应能促进这种发展，不仅直接促进，也能通过有力地表明自由媒体对于帮助公共意见变得更成熟至关重要，来间接促进。¶
本书指出，政治学表明，民主政治中影响最为重大的五种行为是：（1）选民及其代表往往不清楚，后者究竟是受托人还是代理人（见§2.2结尾）；（2）绝大多数公民不参与政治，对公共事务和政策无知（§2.2.3、§2.2.4）；（3）许多公民依赖启发式线索指导投票（§2.2.3），其中部分依赖表现为：只要他们想发言时能够发言，就很乐意把了解公共政策、尝试影响政府的工作，留给政治人物和NGOs等其他人（§7.2.3）；（4）公民对传统的、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政治日益失望，更多通过议题参与，如第1章所述（见其中对Andersen and Hoff、Kevill、Brett，以及围绕议题开展行动的NGOs兴起的引用）；（5）具有强烈共同利益的少数公民，比共同利益较不直接的大量公民容易得多地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这常常腐蚀公共政策，因为小型有影响力群体的强烈利益，通常集中于自身私人物品等狭隘关切（见奥尔森定律，§2.3.2）。¶
人民论坛的调查回应了上述每一种行为。由于三重功能失调理论认为，上述（1）所说的责任混乱由组织缺陷造成，人民论坛将通过缩小选举试图从公民手中委托出去的责任范围，并澄清此后仍由公民承担的责任（即战略政策）及其代表承担的责任（战术与操作政策），来改善这一问题。论坛将协助公民把责任委托给他们之中那些确实参与的人（上述第3项），从而尽量减少公民不参与和无知（上述第2项）对治理的损害。论坛将促进公民更多参与议题（上述第4项），并在这一过程中为选民提供建设性的启发式线索（上述第3项）。这种结合应有助于取代目前由政治候选人和政党提供的、令人怀疑的启发式线索（例如见§7.2.6），后者往往更多关注人物性格和政治权力的戏剧，而非议题与政策。人民论坛应能通过帮助所有公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尽量减少奥尔森定律（上述第5项）的作用：先帮助他们发展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再共同向政治代理人施压，要求落实这些已经发展的意见。¶
在做这些事情时，人民论坛会利用本书所论证的民主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含混授权（上述第1项）：它似乎使公民在重要议题上保持无知成为可以接受的事，同时公民又试图在选举、民意调查和公民投票中使用启发式线索来弥补。论坛自愿、自我选择、反复举行的投票，实际上会利用这种普遍的民主不参与状态，产生更成熟的结果——因为未参与的人会自行退出论坛调查，而参与者则应通过参与，对公共政策逐渐更加知情。论坛在产生这种成熟判断的同时，未参与的大众对启发式线索的依赖，也会帮助论坛把这种判断注入政府政策与立法。论坛可以通过定期宣传自己的结果及其经过审议的质量，鼓励公民以之指导投票，来实现这一点。¶
§6.5.2对几种拟议民主政府新形式的比较，以及§9.3对人民论坛实验检验所需条件的评估，都表明这一制度设计值得试行。为此，应在整个省或全国范围运行至少三年；这样的接触时间，也许足以使许多公民开始理解并使用它。如果同时运行一个或多个密集审议论坛，尝试产生相互支持的互动，如§9.1所讨论，试验结果可能更有说服力。在考虑哪些论坛适合在这一背景下运行时，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开放型（参与者自我选择）的密集论坛，如全国议题论坛、读书讨论圈、AmericaSpeaks，以及明尼苏达电子民主；限制型（例如随机选择参与者）的密集论坛，如审议式民意调查、在线审议式调查、共识会议、规划小组和公民大会。开放型密集论坛可以通过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帮助发展公众对人民论坛选票所提问题的意见，作出一定贡献。限制型（随机选择参与者）密集论坛，则可以通过帮助人民论坛调查发展政治影响力作出贡献。它们可以为大众在选举、民意调查和公民投票中的投票提供启发式线索，以此做到这一点。这些线索，就是那些高度具有代表性的密集论坛对于人民论坛问题所作的结论，因为它们会通过随机样本显示：如果大众仔细审议这些问题，会作出怎样的回应。因此，限制参与的密集论坛，不仅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人民论坛的趋势，而且公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其结论理解为：如果人人都有资源、时间和动力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大众就会这样说。因此，宣传限制参与的密集论坛的结论，可能鼓励一般公民支持那些承诺落实人民论坛趋势的政治人物和候选人。¶
虽然这里推荐人民论坛，认为它是开始改善民主政府最可行且有效的方式，但其效果可能发展缓慢。它对长期议题的聚焦，应能帮助公民逐渐向代表施加压力，改善战略政策、法律，以及宪法、不成文惯例和其他制度等基本治理结构。这类结构改革的几个例子是：限制通过普选任命的公职人员种类，从而减少其人数；让公正的委员会重新划定选区边界，消除杰利蝾螈式的选区操纵；最终，也许可以用抽签选任而非选举来任命立法者。¶
正如开篇提要所提出，人民论坛可能成为民主政府的一个新分支；如果如此，它应能填补政府结构中的一个巨大空白，即这些政府赖以运作的公共意见“信息匮乏得可悲”（见§2.2.3第一段）。论坛应通过帮助公民发展有关公共事务的知识和意见，并为不这样做的人提供建设性的启发式线索，改善这一根本缺陷。只有做到这一点，民主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分支，才会具有良好基础。这一新分支可以称为“意见发展分支”，或“公共审议分支”。¶
最后，我们可以注意到，论坛的设计符合马什（Marsh 2000, 200）的判断：至少在澳大利亚，关键是建立一种“播撒意见形成的种子、帮助动员同意的政治能力”。这包括“让利益集团和议题运动参与一个能够挑战行政机关的论坛”，以及“吸引媒体注意”的能力。人民论坛应能做到这些。它的设计承认，任何公民都可能具有能够作出贡献的兴趣、知识、敏感性和公民责任感。这种开放、便捷而审慎的方法，或许能帮助我们携手迈向一个更安全、更充实的未来。¶

后记：一种设计政治制度的方法
这篇后记提出一种制度设计理论。它或许能帮助那些希望亲自设计政治制度的人；也许他们设计的制度，比人民论坛以及第六章所述的其他设计具有更加明确的前景。¶
如 Rothstein（2011, 216）所指出的，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例如法律和行政结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普遍化的信任以及社会资本的其他要素。这里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并且提出：发明人民论坛时采用的方法，或许是设计这类制度的最有效方式。当然，人们是否接受这一建议，可能受到论坛能否在民主政治的现实世界中奏效的影响。如果论坛无法建立，或者建立后未能发挥作用，那么就需要继续尝试设计目的相似的制度，而这里阐述的方法或许能提供帮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经验已经表明该方法有缺陷，因此需要改进或替换它。尽管如此，它至少提供了一个起点。如果人民论坛取得成功，那么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方法已经开始证明自己的价值，并据此尝试设计其他正式制度。¶
思考论坛的设计，以及下文关于它如何产生的说明时，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很久以前没有人提出这一特定设计？”当人们意识到，指导这项方案的诊断基本上早已为人所知时，这个问题就显而易见了。诊断的第一部分，含混授权，不过是对政治代理人究竟是受命代表还是受托人的古老两难的一种重新解释。第二部分，过度政治竞争，早已得到广泛承认，但人们往往因为它能够产生动力、透明度和问责，而把它视为必要。至于第三种功能失调，过度妥协，至少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民主永远无法支持治愈世界弊端所需的那种知识以来，它就一直令民主派忧虑（Shapiro 2012, 193–94）。因此，这一诊断的大致轮廓早已明显，相应方案也理应早在几十年前便有人构想出来。它不必等待电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技术问世，因为可以设想，人民论坛只靠印刷媒体、广播和传统邮政这样的技术，就能够在大范围的管辖区域内运作。¶
第6.5.2节所述的全国规模创新数量极少，这也可能引出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政治学几乎没有提出能够改善全省、全国民主功能的实用设计？”部分原因或许是，大多数人始终都在经历政府失灵，于是把它视为正常现象，而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某些公民视为政府失灵的特定政策或行动，在其他人眼中可能就是良好治理，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即使确有问题，它似乎也已经有人处理过，因为人们做过许多设计更好民主政府的尝试，世界各地民主政府形式的丰富多样便是证明（例如 Lijphart 2012）。然而，这些不同形式也可以被视为在根本上相似，本书尝试的正是这一思路。民主政府根本改革之所以稀少，还有一个原因：实施它似乎不可能，因为多数在任政治人物支持当前制度，毕竟他们正是在这个制度中取得了成功。最后，构思这种改革似乎太难，因为目前并不存在得到公认的政治制度设计方法（见 Goodin 1996, 31，下文也将引述）。现在，我尝试通过描述构想人民论坛的过程，来消除这一不足。¶
这一方法是在设计产生之后，回过头来才辨认出来的。不过，它或许正因为是从设计制度的实际经验中推导出来，而具有价值。推导首先从辨认出曾使用的几种不同策略开始。这些策略并不出奇，在日常生活与研究中，人们广泛而经常地使用它们，因此把它们列为一种方法，似乎没有必要。然而，构成这一方法的，主要正是这些策略的运用方式。由于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如何设计制度的理论，它或许可以填补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 1996, 31）所描述的空白：有关“设计问题本身的文献十分匮乏”，而且“对于制度——或者其他任何事物——被设计出来究竟意味着什么，鲜有分析；对于什么原则可以适当地指导这类设计尝试，分析就更少”。古丁发表这些评论的《制度设计理论》（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esign）一书，清楚地显示了这个空白：尽管书名似乎作出了承诺，其十篇文章却没有一篇提供如何设计制度的理论。相反，这些文章讨论的是制度应当履行的功能，以及人们对现实制度可以抱有什么期待，包括制度可能遭遇什么。这本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制度设计理论”丛书的早期作品。许多年、许多卷之后，这套丛书依然没有出版一种基本的“制度设计理论”，换言之，没有提出一种如何设计制度的理论。¶
现在，本文尝试提出这样一种理论：五项策略对设计制度有用，而且也许既必要又充分，前提是按照特定的次序运用它们。¶
该方法的五项策略
第一项策略：利用现有信息
为了推动自己所属学科取得更大进展，政治学家乔恩·邦德（Jon Bond 2007, 904–5）提出了如下建议。¶

将政治学推进到下一个发展层次所需的革命，是理论的革命。艾萨克·牛顿爵士对物理科学的贡献，不在于他所做的基础研究，而在于他认识到，如何把物理学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汇合成一种新的总体理论。我认为，政治学关于政治如何以及为何以现有方式运作，可能已积累了足够的信息，足以支持这样一种综合。


第一项策略遵循这一建议。我只使用既有信息来识别问题，并尝试解决它。我没有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而是主要依靠专家对任何看起来相关的研究所作的解释。因此，这项工作跨越了多个学科，包括历史、生物学、动物行为学、政治学、公共选择、生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心理学中的进化、社会和认知分支。在非学术信息来源以及我自己的政治与心理经验看起来可靠而且相关的情况下，我也用它们补充上述来源。¶
这一做法只有一个例外，属于第四项策略的一部分：检验潜在的解决方案，以提供新信息，显示设计过程是否需要继续；如果需要，又应如何继续。其中一种做法，是运用第二项设计策略：界定或重新界定问题。¶
第二项策略：界定问题
第二项策略是，必须审慎界定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政治问题，这可能产生一种定义，不仅提示解决问题是否需要新制度，还提示该制度的功能，进而提示其可能的设计轮廓。由此，定义就可能指向解决方案。最早在治理领域提出这一策略的，或许是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的两位专家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他们认识到公共政策中普遍存在目标不清的现象，并认为，其原因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开始“要求澄清目的”（Rittel and Webber 1973, 157）。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规划者，他们认识到：¶

寻找目标是规划的核心职能之一……寻找目标正成为一项格外棘手的任务……规划问题本质上是难解问题……理解问题所需的信息，取决于人们对如何解决问题的设想……因此，找到问题与找到解决方案是同一回事。（Rittel and Webber 1973, 160–6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政治学家迈克尔·哈蒙（Michael Harmon）和公共行政专家理查德·梅耶（Richard Mayer 1986, 9）后来赞同了这种关于“难解”问题的看法：“事实上，选择对此类问题的某种定义，通常就决定了它的‘解决方案’。”其他人也对如何应对问题表达过类似判断，无论该问题是否可以被归为“难解”问题。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指出：¶

仅仅提出问题，就远比解决问题更为根本；解决问题也许只是数学或实验技巧的事情。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看待老问题，需要创造性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QuoteWorld 2008）


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见 Topper 2007, 574）指出，政治研究对问题的具体界定，给予的关注少得令人惊讶。因此，“政治理论家的核心任务之一，应当是识别、批评并针对……问题的界定……提出可信的替代方式，而且要以能够激发新颖、有希望的问题驱动型研究议程的方式来做”（Shapiro 2005, 180）。¶
本书第一编致力于界定问题：首先从证据出发，观察问题的存在并描述其本质，然后运用更多证据，检验这一定义是否准确。¶
第三项策略：只利用必要且充分的信息
我的第三项策略，是努力识别并只利用完成手头任务所必需且足够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设计一种更好的政府形式，是要解决一个非常宽泛的问题。如果问题高度专门化，这项策略可能不必特别强调，因为解决狭窄问题时，无益岔开的机会往往较少。研究狭窄问题的人，通常需要在一个专门领域内寻找细节；而处理宽泛问题的人，可能需要跨越若干领域，寻找大尺度的模式或一般效应。专业化不仅可能培养关注细节的技能，也可能使人沉迷于细节；这样一来，对重大问题发生兴趣，并定期从细节中退出来，判断它们与整体图景有何关联的能力，可能既不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培养。这或许可以解释政治理论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 1991, 4）的观察：¶

专业化虽然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碎片化，但在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中，情况似乎确实如此……我们对局部似乎知道得更多，对整体却知道得更少；而且，我们甚至有可能对局部也知之甚少，因为它们在整体中存在的背景和条件，已经从视野中消失。


Fung（2007, 443）后来强调了这一问题，指出专业化“已经成为思想的隔离，如今构成民主理论进步的根本障碍”。专业化产生了许多民主的理论模型，但正如 Graham Smith（2009, 10）所指出的：¶

任何〔民主制度的〕实用设计，都不可能现实地期待自己满足任何特定理论模型提出的全部严格要求……理论工作常常仿佛提供了民主政治的完整说明，但理论对我们的民主状况所作的分析，只是局部的……我们往往并没有发展出充分成形的民主理论，不论那样的理论会是什么样子……


2009年10月20日《纽约时报》C1版的一篇文章报道，多位杰出政治学家承认，他们的学科越来越难以显得与更广泛的社会及政治讨论相关。其中一位是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他警告，追求精确的动机已经压倒了追求相关性的动力：“危险在于，政治学正朝着对越来越少的事情说得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转引自 Holmberg and Rothstein 2012, 1）2010年，英国和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年会都组织专题小组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于许多政治理论是否相关的怀疑，与古丁关于缺少基本制度设计理论——也就是没有明确提出设计方法——的担忧相互呼应。许多政治理论与现实脱节，这促使马克·沃伦（Mark Warren 2002b, 683）评论说，在世纪之交，民主参与方面的创新正在显示，“现实再次走在民主理论的前面”。¶
执行第三项策略，即只使用必要且充分的信息时，我利用第二项策略——审慎界定问题——来判断哪些信息必要且充分。把第一项策略“利用现有信息”与第三项策略结合起来时，我尽量减少对实验和观察数据细节的铺陈，以免因为关注过窄而错过模式。我尽可能借助了解技术细节的专家所作的概括与结论，来识别模式。¶
第四项策略：推与拉
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的两位学者埃里克-汉斯·克莱恩（Erik-Hans Klijn）和约普·科彭扬（Joop Koppenjan 2006, 158）指出，公共行政制度必须通过审慎实验来设计。¶

制度设计并非简单的活动。人们对制度设计的性质、过程及影响，了解得并不充分。制度设计是一个结果不确定的推与拉的过程……制度设计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Klijn和Koppenjan（2006, 155–56）解释说，之所以部分需要“推与拉”，是为了适应受制度影响的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原因在于，“制度场域中旨在改变网络规则的正式决策，将如何在网络内部展开的博弈中发挥作用，是高度不确定的”。这意味着，制度“设计依其定义就是不完善的，与其把它视为确定的设计，不如把它看作制度变迁路径的起点”（Klijn and Koppenjan 2006, 156）。这里把“推”理解为设计阶段，把“拉”理解为检验设计；因此，设计与检验之后，必须继续进行更多设计与检验，直到产生一个运作良好的设计。尽量提高每次设计尝试的有效性，就能减少设计—检验循环的重复次数。为此，第二项策略至关重要：必须审慎界定问题。¶
第五项策略：思想实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998, 19）曾宣称：¶

如果你不愿意玩耍，就无法从事严肃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是各式各样思想实验的汇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们为寓言，其目的都是以简化的方式抓住经济过程的逻辑。当然，最终必须用事实检验观念。但即使要知道哪些事实相关，你也必须先在假设的情境中摆弄这些观念。


我的第五项策略，就是遵循这样的建议，运用思想实验。这种“玩耍”可以描述为应用想象力，或者在头脑中模拟现实的尝试；它不仅可能节省大量时间和开支，还可能鼓励人们开展原本根本不会去做的尝试。在本研究中，它的一部分用途，是完成第四项策略所要求的“拉”，也就是检验，因为在设计过程的这个早期阶段，还不可能在政治现实中进行实验性试验。如第6.4节和第7.2.12节所讨论的，这种实际运行的试验，需要相当大的政治投入和／或资金。第一编主要把要处理的问题界定为含混授权：它使公共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公共政策，但公众参与又过于不足，无法妥善处理政策的战术和战略部分。对政府失灵的这一描述，既塑造了设计的使命，也塑造了实现使命所采用的两项策略，并由此提示出设计的大体轮廓。第9.3节指出，这一设计无法在小群体中执行其策略，因为执行这些策略所依赖的动机，只会在非常大的群体中产生。不过，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分析与综合，是迈向大规模试验的第一步，因为它们说明了为什么需要一种制度，以及哪种制度看起来最有机会完成所需功能。思想实验或想象力，对于走到这一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一个设计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识别设计弱点，并由此指向一个“更好”的设计，那么它就应当加快沿着Klijn和Koppenjan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推进的速度。这是因为，在有必要进行任何昂贵、耗时且有风险的现实世界“拉”的活动之前，大量“推与拉”已经在概念层面完成。这里必须强调，一个“更好”的设计，不仅更可能比其他设计运作得好，而且也更容易实施。¶
作为科学的“推与拉”
制度设计中的推（设计）与拉（检验），本质上就是提出理论以尝试解释数据，随后收集更多数据来检验理论，然后重新提出理论、重新检验，如此往复。这个循环始于现有数据指出一个足够严重、值得尝试解决的问题。要着手解决，就先界定问题。由于界定是一种解释，而理论也是解释，所以对问题的定义，实际上可能就是对其原因的一种理论。如果这一定义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指向的设计方案，被判断为不可能实施，那么这一判断就构成额外数据，指示我们应尝试以更有帮助的方式重新界定问题、重新提出理论。重新界定可能需要收集更多数据。如果新的定义或理论提示出一种有可能实施的设计方案，那么下一步就是检验它，而这又是一次数据收集活动。这种检验可以采取以下三类中的任何一种，或全部三种：第一，思想实验；由于其产生可靠新数据的能力有限，结果可能没有定论。第二，考察与该方案相似的现有制度的表现，以及与其预期环境相似的运行环境。第三，在该制度所针对的环境中，把看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度建立起来并运行，观察它是否奏效。这些检验可能表明设计有缺陷；若是如此，所得数据便可用来指导再一次重新界定问题。¶
因此，Klijn和Koppenjan的“推与拉”，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循环：收集数据（拉），然后界定问题、提出理论、设计解决方案（推），再通过检验设计来收集更多数据（拉），接着重新界定、重新提出理论、重新设计（推），如此持续，直到找到一个足够有效的设计。这种观察—理论化—观察—理论化的迭代，当然就是科学方法，即“科学探究”的过程（Pigliucci 2010, 303–4）。按照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Lee Smolin 2006）的看法，过去三十年对这一方法的忽视，正在使粒子物理学停滞。他认为，这种忽视是因为大多数物理学家过度专注于弦理论，减少了不同理论的提出，进而减少了理论之间的竞争。这从两个方面阻碍了观察—理论化—观察—理论化的迭代。其一，理论之间缺乏竞争，限制了观察性检验的多样性，而这些检验本来可能提供导向更好理论的信息（2006, 304–5）。其二，弦理论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理论，因为它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即无法确认一种只有该理论才会作出的预测（Smolin 2006, xiii–xv）。因此，一些怀疑者把弦“理论”贬称为“连错都算不上”：它并未提出能够证伪自身的预测。¶
20世纪初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 n.d.）强调了推和拉两者都不可少。他指出，单靠观察不足以开展有效的科学：“一个好的原则是，在提出的观察结果得到理论确认之前，也不要对它们抱有过分的信心。”因此，推与拉就是科学方法：借理论阐明观察的含义（推），再用更多观察加以检验（拉）。正是以此身份，它构成了我设计制度的方法的基础。推与拉组织着其他四项策略的实施。然而，在撰写本文时，“拉”，也就是通过观察来检验，仍有待以上述第三种方式完成，即在现实政治世界中，进行实际运行规模的试验。¶
在政治学中，对理论或设计进行“拉”、也就是检验，确实非常困难，这意味着研究常常转而考察越来越细的细节，产生理论，却不在现实世界中检验它是否有效，也不检验它是否针对那些重要到值得解释和解决的问题有效。这似乎正是上文在描述第三项制度设计策略时所讨论的、没有成效的专业化，它构成“民主理论进步的根本障碍”（Fung 2007, 443）。在一定程度上，Bond（2007, 905）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政治学关于政治如何以及为何以现有方式运作，可能已积累了足够的信息。”粒子物理学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理论已经专业化到这样的程度，其实验检验往往不可能进行，或者极为昂贵；例如，大型强子对撞机2010年的预算是90亿美元。缺少检验，可能会掩盖一种理论无足轻重的事实，使研究者仅仅为了运用自己偏好的解题方法而发展它。如果检验这种理论，就可能显示所偏好的理论化方法并不充分，从而迫使人们寻找更适合任务的其他方法。政治学家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 1994；Shapiro 2005）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家犯过这种错误。对特定方法，例如数学分析，或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强烈偏好，可能把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看起来适合这些方法的问题上。然而，这也可能意味着，研究的是意义不大的问题，或者对重要问题的其他解释遭到忽略。检验一个拟议的解决方案，可能揭示这种偏向：如果检验表明它不是失败，就是无关紧要的成功，那么就可以重新评价问题，使其得到更具建设性的界定，或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取代它。格林和夏皮罗要求研究必须由问题驱动，夏皮罗后来又要求研究也应当“由理论驱动”（Shapiro 2005；Topper 2007, 574）；我的第二项策略，即审慎界定问题，遵循了这些要求。第四项“推与拉”策略通过不断检验问题是否得到妥善界定，帮助第二项策略。反过来，第二项策略又帮助第三项策略，因为建设性地界定问题，会指向解决它所必需且足够的信息。¶
完成推与拉
为了使“推”、也就是设计阶段尽可能有效，集体行动理论似乎至关重要，因为它应当有助于界定问题，进而提示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类型。然而，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2007, 203）所指出的，实验是必要的，因为集体行动理论仍有待大幅发展。¶

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一项关键教训，是认识到多个层级的变量之间存在复杂联系：这些变量共同影响个人声誉、信任和互惠，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合作及共同收益的水平。因此，开展经验研究极具挑战……实验研究之所以成为检验理论的一种如此重要的方法，是因为它能够控制许多变量的设定，同时每次只改变一两个变量……人们不应考察所有潜在变量，而需要聚焦一条界定清楚但范围狭窄的关系链……然后就可以分析一组有限的、被假定具有强因果关系的变量……集体行动理论不仅是政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主题之一。


奥斯特罗姆的看法强调了第四项策略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实验，设计并检验，也就是推与拉，直到做对为止。但如第9.3节所讨论的，本书第一编对问题的审慎界定，产生了一种改革民主政府的设计；它不太可能在缺乏政治影响力的实验群体，例如随机样本或小型社区中发挥作用。因此，在能够汇集资源、以整个政治共同体来检验它之前，就必须借助思想实验，或者可能借助计算机模拟，尝试进行检验。在本项目已经达到的阶段，依靠思想实验、纯粹在概念层面进行的推与拉，已经产生了一个看起来足够有希望的设计，值得付出代价，在现实世界中以一省或一国的规模开展一次试验，亦即一次“拉”。这样的实验提供了完成第四项“推与拉”策略运用的可能性；不过，为做到这一点，必须筹集所需的资金。¶
运用这五项策略
我从第一项策略开始运用这五项策略。现有信息表明，民主政府往往运转不良。20世纪80年代末，我从事两类工作的经历，似乎使这一点对我个人而言已很明显。一类是我作为公务员的职业工作。有二十五年，我是一名政府林业人员，从事自然资源商业及非商业利用的规划与管理。另一类工作，是我以个人身份参与环保事务，包括协助非政府组织开展自然保护运动。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严重的民主功能失调变得越来越明显，于是我运用了第二项策略，界定并重新界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采用第一项策略，利用可能进一步照亮问题的现有信息；同时运用第三项策略，努力确保所寻找的信息，对这一目的而言是必要且充分的。作为业余工作，这花费了许多年；回头看来，我想自己当时也已开始采用第四项策略，借助第五项策略——思想实验——来检验（拉）定义及其蕴含的解决方案类型（推）。也就是说，我会试着想象，自己当时关于解决办法的想法，是否既可以实施，又可能有效。正是在这种思路下，鲍勃·布朗和我讨论了某种类似公民发起公投的机制的必要性，致谢中已提到这一点。如果头脑模拟显示，我当时的方案要么极难实施，要么不太可能奏效，我就会遵循第四项策略，即重复设计与检验，再次尝试给出一个能够导向更有效设计的定义，也就是运用第二项策略。暗示我确实曾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证据是，我同时提出了问题的定义及解决方案的设计。不过，这一点多年都不明显，因为看起来似乎只有设计被构思了出来。设计先被写下来，也就是现在第二编所展开的内容；大约十五年后，问题的完整定义才被写在纸上，见第一编。然而，当我写出这一定义时，过程如此顺畅，显示它无论对错，都早已在我头脑中充分成形。因此，第四项策略，即反复“推与拉”，协调着其他四项策略的运用，同时产生了问题的定义和解决问题的设计。定义中包括对那些看起来构成问题一部分的政策议题特征的分类，见第4.1节。目前只是思想实验提示这一设计可能有效，因此下一步必须是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如第9.3节所述，这种“拉”要求在省或国家之类的政治共同体中运行该设计，并持续到预期开始产生结果所需的时间。¶
当然，我关于自己使用了这五项策略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充分证据的支持，而且假定无意识思考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在界定和重新界定问题、从某一定义推导某一设计，以及判断哪些信息对于“推与拉”必要且充分等方面。不过，在强烈的问题解决愿望驱动下，无意识思考能够发挥效用，这一观念早已确立。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博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就把它纳入他关于如何解决困难问题的四阶段描述。四个阶段是：有意识思考、无意识思考（酝酿）、顿悟，然后是验证。科学史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2010）认为，这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创造力模型。他指出，创造力专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图卢兹（Edouard Toulouse）亲自对庞加莱进行心理分析后，认可了这一看法。其他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亥姆霍兹和海森堡，也以相同方式描述过自己的解题过程。爱因斯坦强调，创造性想象力与不懈坚持都十分重要；著名数学史家霍华德·伊夫斯（Howard Eves）赞同这一点，指出“解题高手必须同时具备两种互不相容的品质：永不停息的想象力，以及耐心而顽强的坚持”（转引自 Singh 1997, 225）。¶
作为制度设计理论的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制度设计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Klijn and Koppenjan 2006, 158）；“有关设计问题本身的文献十分匮乏”（Goodin 1996, 31）；而本应指导政治制度设计的集体行动理论，“不仅是政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主题之一”（Ostrom 2007, 203）。Graham Smith（2009）的《民主创新》（Democratic Innovations）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制度设计理论”丛书中较新的一部作品。尽管它没有提出如何设计政治制度的理论，但它通过提供一种评估制度能力的框架，向这个方向稍稍推进了一步。在界定／理论化／设计—检验，再界定／再理论化／再设计—再检验，如此循环的过程中，这样的框架对于检验，也就是“拉”的阶段，是有用的，甚至可能不可或缺。无论检验是在现实世界中试行制度，还是仅以思想实验主观评估设计的能力，这一点可能都成立；本书第六章就是采用根据Graham Smith的框架改编的框架，对四种设计作了这样的评估。¶
Goodin（1996, 40）推荐制度设计应具备的若干理想能力之一，是我们应当“以使制度具有灵活性的方式来设计它们……允许‘干中学’，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因此，我们可以说，可修订性是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偏好某一设计而非另一设计时，这可能是非常有用的标准；但我的第四项策略，即界定／理论化／设计，然后检验，接着重新界定等等，可以被视为更为根本，因为它可能指向若干设计，然后再根据可修订性等属性，对这些设计的适宜程度进行排序。理解第四项策略根本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它鼓励用重新界定该制度原本意在纠正的问题而产生的另一个设计，替换运作不佳的设计。这可能意味着，新设计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仅靠修订被替换的旧设计而得到。古丁的“可修订性”，把设计所应具备的能力与产生设计的方法混在了一起；而我的第四项策略及其他四项策略，只关注方法。¶
我的制度设计方法，也可能有助于解决戴维·赫尔德、阿肯·冯（Archon Fung）、格雷厄姆·史密斯及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问题：专业化可能阻碍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进步。这一方法的迭代过程，可能通过每次循环都检查狭窄关注是否有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可能的，因为该方法先产生一种定义／理论／解决方案，再在某种意义上检验它，以发现不足；这些不足又可能引出新的定义／理论／解决方案，然后再检验，如此持续，直到取得足够的进展。因此，理论化的意义、相关性和有效性不断受到检查。循环始于对问题的识别，而现有信息提示问题的存在，这是第一项策略；接着审慎界定问题，这是第二项策略。界定应当澄清问题是否重要，同时提示一种可能导向解决方案的原因理论，换言之，一种看起来相关而有效的理论。定义也有助于显示哪些信息对于解决问题必要且充分，因此，界定帮助第三项策略的实施。这个界定／理论化／设计解决方案的阶段之后，是检验阶段；最初，检验将局限于思想实验，即第五项策略。两个阶段不断重复，也就是第四项策略，直到检验表明已经构思出一个充分的解决方案。每次重复都应当改善问题定义、原因理论、解决方案设计，以及为推动这些改进而收集的信息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思想实验似乎太容易受研究者个人想象方式的影响，因而不适合这一程序；不过，它应当促使研究者走出自己的专门领域，看看自己的定义、理论、设计方案以及信息收集，在“整体中存在的背景和条件”（Held 1991, 4）里，是否显得相关而有效。当然，也可以通过比较多位充分了解问题的人所作的思考，使思想实验更可靠。这可能带入更多知识，并使不同的个人偏好接受批判性审视。然而，正如上一节所强调的，这种方法，或制度设计理论，最终仍要求把设计放在其预定发挥作用的环境中运行，以检验它。¶

附录：塔斯马尼亚的人口增长与稀缺乘数
第五章对稀缺乘数的描述认为，在没有其他影响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均有用自然资本的丰裕，会使其人口比那些禀赋较少的地区增长更快，继而加速该地区丰裕程度的下降。书中还提出，在现代经济中，自然资本主要通过影响迁移，来影响人口增长。下文以殖民时代以来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的历史，说明这种迁移反应。该州民主政府对这种增长的反应，一直以来都受到私人物品偏向的强烈影响，而且现在仍然如此。结果便是稀缺乘数持续运作。要使它停止，就必须改变塔斯马尼亚的政治制度，使之有能力识别并消除自身的私人物品偏向。¶
英国人在1803年开始殖民塔斯马尼亚。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不过几十年，其自然资本存量的局限，就开始限制图5.1（第5.3.1节）中“更多开发”的推进速度。因此，在塔斯马尼亚两个世纪工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稀缺乘数的运作都受到了一定限制。造成这种制约的一项自然资本局限，是与邻近的澳大利亚大陆相比，塔斯马尼亚土地面积较小，因而农业、采矿、林业以及其他依赖土地面积的产业，其发展前景相对有限。另一项自然特征又加重了这一局限；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存量”，因此严格说来，也许不算第2.2.3.2节“广告造成的分心”中所定义的“自然资本”。这项自然特征就是塔斯马尼亚地理上难以抵达。两百多公里宽的巴斯海峡，将塔斯马尼亚主岛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隔开，意味着它无法通过陆上的公路和铁路，促进澳大利亚主要市场与塔斯马尼亚的贸易，也无法借由塔斯马尼亚港口，促进该市场与外国的贸易。随着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地理可达性的不足成为一种全局性的限制，进一步约束了塔斯马尼亚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这两种自然资本限制，使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后仍不到邻州维多利亚的十分之一：到2010年中，维多利亚居民已超过550万，而塔斯马尼亚仅有50万。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维多利亚更早被殖民，因为两州的第一个欧洲人定居点都是在1803年建立的。不过，19世纪50年代初，维多利亚淘金热使数十万人涌入该州，由此造成了极大的差距。在撰写本书时，塔斯马尼亚的地理隔绝仍然造成经济劣势，其证据是：维多利亚的土地面积虽然只有塔斯马尼亚的3.3倍，其当前人口增加的速度却约为后者的30倍。如果以截至2011年9月30日的一年的百分比增长率来表示，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0.5%，维多利亚增长1.5%，澳大利亚整体增长1.4%。〔译注：这里“约30倍”比较的是人口增加的数量，后列0.5%与1.5%则是增长百分比，不能混作同一种倍数。〕¶
因此，塔斯马尼亚地理可达性不足，似乎一直是其历史迁移趋势的重要推动力：迁出该州的人数往往多于迁入人数。正因如此，塔斯马尼亚人口基本上只靠自然增长，即出生与死亡的关系而增加，而澳大利亚整体除了自然增长，还有强劲的净迁入。图A1显示了1901年以来塔斯马尼亚人口变化中的这些组成部分：迁出，即水平线以下的部分，一般超过迁入，即水平线以上的部分。同一来源提供的其他塔斯马尼亚数据，把时间从1901年向前延伸到1860年，显示在那一时期同样是迁出多于迁入。图A2显示，至少自1971年以来，塔斯马尼亚迁出人口的目的地都是大陆各州，对外国并不存在净迁出。图A3显示了最终结果：该州人口缓慢增长。〔译注：本段对图A1正负值的解释依原文保留；该图的正负柱实际表示净迁移，另叠加自然增长与净变化，不能把所有正值都理解为迁入。〕¶
[image: 图A1：塔斯马尼亚自然增长与净迁移的历史概览]¶
图A1：塔斯马尼亚自然增长与净迁移的历史概览。来源：http://www.taspop.tasbis.com/webapps/i/588/1396/195797。¶
图中文字：塔斯马尼亚：人口变化的组成部分（自然增长与净迁移）及净变化，1901–2008年。纵轴：人数；图例：自然增长、净迁移、净变化。资料来源：ABS 3102.0 和 3101.0/Jackson（按12月年度计）。¶
[image: 图A2：过去40年塔斯马尼亚迁移的组成部分]¶
图A2：过去40年塔斯马尼亚迁移的组成部分。来源：http://www.taspop.tasbis.com/webapps/i/588/1396/195820。¶
图中文字：塔斯马尼亚：州际净迁移与海外净迁移，（年度）1971年6月–2008年6月。纵轴：人数；图例：海外净迁移、州际净迁移、净迁移。资料来源：ABS 3101.0/Jackson（按6月年度计）。¶
[image: 图A3：塔斯马尼亚迈向50万人口的历程]¶
图A3：塔斯马尼亚迈向50万人口的历程。来源：http://www.taspop.tasbis.com/webapps/i/588/1396/195796。¶
图中文字：塔斯马尼亚：累计人口增长与年度人口增长，1901–2008年。左轴：柱形——年度变化（人数）；右轴：趋势线——累计人口（人数）；图例：年度变化、人口规模。资料来源：ABS 3102.0、3101.0/Jackson（按12月年度计）。¶
两个世纪以来如此温和的增长，意味着塔斯马尼亚人今天保有的人均自然资本，高于人口更快增长时所能保有的水平。这是因为，更大的人口会产生两项主要影响：它会把自然资本总量分摊成更少的人均数量；它还会消耗并毁坏更多自然资本，从而减少其总量，使人均数量进一步下降。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缓慢，不仅使该州人均自然资本比人口增长较快时更为丰裕，而且也可能意味着，今天塔斯马尼亚人均自然资本的丰裕程度，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超过澳大利亚大陆。大陆土地面积虽然是塔斯马尼亚的112倍，但其大部分地区干旱或炎热得不适宜居住，或者两者兼具。因此，经过两个多世纪快得多的人口增长之后，大陆许多对人有用的自然资本，其人均丰裕程度如今可能已低于塔斯马尼亚尚存的水平。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大陆的地质自然资本，近期它带来了采矿热潮：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天然气、南澳大利亚的铀、铜和金，以及昆士兰的煤和煤层气。当然，这种自然资本不可再生；由于中国市场收缩，这轮繁荣如今似乎在资源耗尽之前，就已开始转为萧条（Cleary 2011）。可以说，这轮繁荣产生了全国性的稀缺乘数，增加了澳大利亚在这部分自然资本耗尽之后仍必须供养的人口，因而将加剧萧条。这轮繁荣的另一项成本，是它所生产的化石燃料对全球变暖作出的巨大贡献。¶
有必要开展研究，看看塔斯马尼亚是否确实比澳大利亚大陆拥有人均更多的有用自然资本；如果确实如此，就要进一步弄清，究竟哪些自然资本在人均基础上更为丰裕。这类调查会比较大陆和塔斯马尼亚的土地可获得性或价格、淡水流量、自然游憩资源，以及自然资本对生活质量的其他可持续投入。经济学家道格·科克斯（Doug Cocks 1996, 90–103）已经对澳大利亚整体人均自然资本的可获得性做过初步研究。另有少数人，例如经济学家汉斯-于尔根·恩格尔布雷希特（Hans-Jürgen Engelbrecht 2009），研究过若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本丰裕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即便没有这类研究可能提供的知识，对许多塔斯马尼亚居民及来访者而言，似乎很明显：该州某些有用自然资本的人均丰裕程度，确实高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塔斯马尼亚地理上难以抵达，有助于使其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其他地区，而失业率更高，由此形成了这种有利局面。这些条件使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远慢于大陆，因此，其人均自然资本丰裕程度下降得也更慢。图A4显示了1978年末至2008年末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失业率。图中在这一时期末尾，全国失业率开始超过塔斯马尼亚；但后来的数据显示，正如一贯情形所示，这种逆转只持续了十八个月，到2012年末，澳大利亚失业率约为5%，塔斯马尼亚却超过7%。这说明，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常常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目的是享受丰裕的自然资本，而不是享受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工业、医疗和文化优势。只有在塔斯马尼亚人口不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居民才能继续享有这种丰裕。人口增长会侵蚀这种丰裕：为了创造更多收入、供养更多人口，会实际毁坏更多自然资本；而在使用剩余自然资本时，也会加剧拥挤效应。¶
[image: 图A4：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的失业率]¶
图A4：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的失业率。来源：Labour Force, Australia, Spreadsheets, October 2008（Cat. No. 6202.0.55.001），转引自 ABS 1307.6—Tasmanian State and Regional Indicators, Dec 2008。¶
图中文字：图例为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纵轴单位为%；横轴为1978、1983、1988、1993、1998、2003、2008年10月。图内资料来源：Labour Force, Australia, Spreadsheets, October 2008（cat. no. 6202.0.55.001）。¶
居住在塔斯马尼亚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和／或是缺乏迁往其他州的能力，这一图景似乎得到经济学家索尔·埃斯莱克（Saul Eslake 2012, 15–16）的支持，他指出：¶

在2010–11财政年度，塔斯马尼亚人均州总收入比大陆平均水平低23%以上，这是有数据可查的二十年来差距最大的一次。在2006–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差距“仅”为17.5%，比十年开始时缩小了3.5个百分点以上……

全国财政制度的运作，在相当程度上保护塔斯马尼亚家庭，使其免受该州经济表现不佳的后果。他们人均向联邦政府缴纳的所得税，比澳大利亚大陆居民少21%；而人均获得的社会保障福利，比巴斯海峡对岸居民多27%。因此，塔斯马尼亚家庭可支配收入比澳大利亚大陆相应水平低不到7%，尚不足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人均州总收入差距的三分之一。


不过，人均收入7%的差距仍然显著；它增强了塔斯马尼亚通常相对缺乏就业机会所产生的迁出动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联邦政府不补偿塔斯马尼亚人的经济劣势，迁出动力就会大得多，这会放缓该州的稀缺乘数。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援助，实际上增强了这一乘数。¶
图5.1（第5.3.1节）乘数分析中的人口反馈表明，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防止发展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例如限制迁入塔斯马尼亚，那么该州或许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同时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本可获得性的侵蚀。澳大利亚宪法不允许这样做；不过，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塔斯马尼亚两个世纪的发展中，由于其位置相对难以抵达，使其富裕程度低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这种限制已经部分发挥了作用。¶
显然，大多数，也许所有塔斯马尼亚人，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受到限制，保全了相对较高的人均自然资本可获得性；因为他们一般不把该州可达性不足看作好处。相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隔绝状态对收入和就业机会的限制上，并大力支持任何使塔斯马尼亚更容易抵达的措施。已经实行的三项措施，是塔斯马尼亚货运均衡计划、巴斯海峡客运车辆均衡计划，以及巴斯海峡电力互联工程（Basslink）。前两项以澳大利亚大陆居民承担成本为代价，补贴进出塔斯马尼亚的运输费用，使其与大陆各州之间的运输费用更为接近。2014年，这些补贴给塔斯马尼亚带来的价值分别约为$95 million（9,500万）和$38 million（3,800万）（Clark 2014）。Basslink是一条穿越巴斯海峡的高压直流电缆：它把塔斯马尼亚水力发电系统的灵活电力供给所提供的额外峰荷能力输送到大陆，并把大陆燃煤机组部分多余的基荷能力输送到塔斯马尼亚。这样能够节约经济成本，而且可以说减少了污染，因为它降低了塔斯马尼亚投资基荷发电的需要，在干旱时期为该州供电，也让该州能够出售峰荷电力，提高大陆燃煤发电的效率。另一项可能提高塔斯马尼亚可达性的措施，是在巴斯海峡建立更快、更大、更便宜的车辆渡轮系统。这类设想的终极梦想，是通过若干巴斯海峡岛屿，用桥梁、隧道及连接道路组成一条跨海峡公路；但以目前的技术和有限的市场来看，这极不经济。相比之下，长50公里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只有任何巴斯海峡隧道系统长度的一半，却服务于大得多的市场。¶
正如稀缺乘数所显示的，提高塔斯马尼亚的可达性以及全国财政制度的转移支付等经济援助，会鼓励其人口增长，从而减少人均自然资本的丰裕程度，同时又激起对进一步发展的欲求，继而使这种丰裕进一步降低，并重复这一过程。多数政治人物和商业游说集团，并不担心丰裕程度的这种侵蚀。他们不愿承认它，因为这一现象反对的是商业游说集团的目标：通过扩大劳动力供给和国内市场来增加利润，而两者都依赖人口增长。此外，人口扩大令商界人士如入天堂，因为它有助于稀缺乘数推动更多开发，开发又推动进一步开发。公民对于由此产生的稀缺倍增不以为意，因为他们的思考通常过于短期，看不到这一点。相对于当前拟议开发所带来的直接影响——通常是更多就业、更多收入，以及直接的环境影响——这种倍增的大部分都发生在更遥远的未来。第5.4节所述的这种“第一阶段”思考，虽然使许多公民多少意识到当前开发提案的初步收益与成本，但他们通常不会思考“第一阶段以后”的事情，因而看不到这些初步收益的后果。其中一个主要后果，正是稀缺乘数的人口反馈和富裕病反馈所描述的：他们自身的欲求变得更强。这一后果往往太遥远，不足以引起个人关切，也不足以唤起社会良知。¶
尽管塔斯马尼亚的稀缺乘数受地理隔绝掣肘，运作迟缓，但它消耗自然资本的程度，仍使许多居民及其他了解该州的人感到忧虑。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塔斯马尼亚社会一直受到激烈环境争端的冲击，而且争端仍不断爆发。不过，乘数推进相对缓慢，意味着该州仍以相对完整的状态保留着大量自然资本。其中一个表现，是塔斯马尼亚45%的土地，其自然状态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从名义上受到高度保护的世界遗产区和国家公园，到公共及私人土地上保护程度较低的保留地。这里用“名义上”这个限定词，是因为稀缺乘数实际上正在借旅游开发之名，侵蚀这些“受保护”地区，损害其荒野特征，也就是自然性与偏远性的结合。这种特征原本正是这些保护区意在保护的东西，至少在那些为其保护而奔走的人心中如此（例如，见 www.keepthecapeswild.org.au）。塔斯马尼亚人均自然资本丰裕的另一个表现，是其十分兴盛的“小屋文化”（Newton 2003；Vowles 2012）。在这种文化中，直到几十年前，许多塔斯马尼亚人还会在海滩、湖泊、河流和山地旁的公共土地上建造小屋，而不取得政府正式许可，也不向政府付款。这些建筑常常由业余者使用二手材料，按粗略标准搭建。如今，这种自由已受到法律限制：所有小屋业主和打算建造小屋的人，都必须取得使用公共土地的政府许可，支付租赁或永久产权的费用，并支付道路和垃圾处理等相关服务的费用。近期的这一转变，主要反映了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本日益稀缺，而稀缺来自人口规模及个人购买力的双重增长。¶
与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塔斯马尼亚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似乎较高，而这似乎使进一步降低这一比例，令许多熟悉当地的人格外痛心。塔斯马尼亚人仍有许多东西可能失去，所以环保抗议频繁发生。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潜在损失，多数居民及其政治代表，不论左派、右派还是绿党，都认为，除非解除相对难以抵达等经济增长障碍，否则塔斯马尼亚就是落后的。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对其经济的促进，都会增强稀缺乘数，同时加剧塔斯马尼亚人的欲求及其自然资本的耗损。显然，这两者的结合是一种恶性循环，但塔斯马尼亚人似乎看不到它。他们看不到其中一个部分，或两个部分都看不到。正如稀缺乘数分析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他们短视地关注眼前结果，看不到这些结果在稍远的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毫无疑问，有少数塔斯马尼亚人具有足够长远的眼光，能够看到这些长期含义并为之忧虑；但他们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感到容易遭受政治嘲讽。除非塔斯马尼亚人通过制度变革改革其政治体系，改善集体展望未来的能力，否则稀缺乘数将一代接一代地使他们日益贫困。¶
对于那些担忧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下降的塔斯马尼亚人，评估稀缺乘数活动的一条粗略经验法则，是观察人口增长的速率。如果这一趋势为正，例如逐个十年来看持续为正，那么稀缺乘数很可能正在运作，并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会提示关切此事的塔斯马尼亚人，政府应当停止这一乘数；可以通过若干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来做到，本附录上文有所暗示，第5.3.4节、第5.3.5节结尾及第5.4节开头也有所讨论。其中四种方式，可能是主要选项。第一，塔斯马尼亚政府停止货运均衡计划和Basslink，以恢复该州的经济隔绝。第二，禁止新的开发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即便其直接影响看起来对环境无害。第三，请求联邦政府采取全国人口零增长政策，并主要通过限制迁入澳大利亚来实施。第四种可能是塔斯马尼亚的最后手段：脱离澳大利亚联邦，使该州获得直接控制迁入人口的权力。¶
然而，塔斯马尼亚人如果要足够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能够识别稀缺乘数的运作，并进而审议其集体回应，就需要比大众媒体、社交媒体、选举及议会等现行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帮助。人民论坛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缺口而设计的，但它能否做到，只有实际运行规模的试验才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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